
        
            
                
            
        

    
  
    

  


  
    

  


  
    

  


  
    獻給廣大的讀者，感謝你們針對我探討不公平和機會的文章有熱情的回應。


    獻給我的孩子Siobhan、Michael、Jed和Julia，以及我太太Anya，他們都以自己的方法，致力創造一個更公平和美好的世界。


    獻給世界各地為社會正義奮鬥的學者和社運人士。


    感謝你們對我的啟發和鼓勵。

  


  前言


  
    愈來愈多富豪關注不公平問題，因為他們意識到，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沒有人可以否認今天的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將有時被稱為「頂層一％」的富有少數人和其他人分開。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


  一般美國人擔心付不出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人生重病時該怎麼辦，擔心退休時沒有足夠的養老金。在經濟衰退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房子，確實也有數百萬人真的失去房子。


  頂層一％，尤其是頂層○．一％，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怎樣避稅最好。萬一在美國的壓力下，瑞士的銀行不再替客戶保密會怎樣？下一個瞄準的是開曼群島嗎？把錢放在安道爾侯國（Principality of Andorra）安全嗎？在美國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上，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坐直昇機過來很吵。當然，他們也有憂慮，他們擔心失去當前優越地位該怎麼辦。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


  不久前我參加一個晚宴，主人是頂層一％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公平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的人一起討論。晚宴開始前大家在閒聊，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因繼承致富的富豪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占其他人便宜的問題，接著他們很快地轉而討論避稅的手法，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的諷刺之處。那天晚上，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Marie Antoinette）死在斷頭台上的歷史（譯注：瑪麗．安東娃妮特是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互相提醒坐視不公平過度惡化很危險，「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的談話道出本書主旨：美國社會的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這並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而是政策與政治造成。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在說，他們可以為降低不公平做點事。


  連頂層一％也熱切關注不公平問題，原因至少有一個：他們的財富有賴於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無法持續成長。


  二○一四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在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時，國際濟貧組織樂施會（Oxfam）強力指出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公平：一輛巴士載著全球最富有的八十五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最窮的一半人口，也就是三十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小一點，只要八十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一％已擁有全球近一半的財富，而且估計到二○一六年時，頂層一％的財富會和其餘九九％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的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是整個國家一起成長。每個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而且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還快過上層。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年少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陰影。我在密西根湖的南岸、美國著名的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長大。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公平、種族歧視，以及經濟偶爾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為了公平得到美國值得讚美的繁榮成果，勞資衝突是很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階級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中產階級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的父母會因為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與現實搏鬥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的舊衣服，這些衣服是母親在特價時買的，她在買衣服時注重耐穿，而不考量只是省一時的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在花小錢時精明，花大錢時糊塗。母親在大蕭條期間從芝加哥大學畢業，在我成長時期幫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的時候，我們就留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個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那時我雖然才十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心想，美國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要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決定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當小學老師。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為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剩的少數白人教師。六十七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普渡大學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力，直到八十幾歲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世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很多人會對我們說，改變社會很困難，需要時間。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我只遇到一點點歧視，但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數十年後，我詳細研究所得數據，意識到美國不像某些人說的是個機會之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十九世紀寫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有一部分是神話，其實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得到機會的少數幸運兒，能以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進入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就讀。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得到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就像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所說，我大三時從主修物理學轉為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想要了解不公平、歧視和失業的現象，我還希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所得與財富分配的決定因素。這篇文章受到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兩位教授的指導（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一九六六年在計量經濟學會（Econometric Society，經濟學家的國際學會，成員主要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的會議上發表，一九六九年在學會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傳統經濟學的問題


  那時候，不公平問題分析的文章讀者有限，不只是對一般大眾，就連經濟學家也一樣。當時大家對這個主題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這個問題有時還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在雷根就任總統、美國不公平問題開始顯著惡化的時候也是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的芝加哥大學教授盧卡斯（Robert Lucas）就強力地表示：「有害經濟學建全的研究方向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就是關注在財富分配問題。」[1]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把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太小的餅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可以分開處理，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這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問題。至於經濟大餅怎麼分配則是政治問題，經濟學家應該明確避開。


  盧卡斯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幾乎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雖然經濟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卻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個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提出好的經濟解釋，無法掌握不公平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出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Vanity Fair）二○一一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公平問題時，我樂於接受，結果寫了〈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這篇文章的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在《計量經濟學》發表的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也就是九九％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後來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九九％。這裡的文章和之後的寫作一再呼應那篇文章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公平一些，幾乎所有人的日子都會變得比較好，這也包括頂層一％的許多人。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一％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要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社會出現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的問題是：為什麼應該關注不公平顯著惡化。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社會本質，以及國家的認同感。這個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占全球的一半，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碰到實力弱很多的國家，哪怕只擁有小小的土地，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軟實力」，尤其是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在經濟與政治上樹立榜樣，傳達美國理想。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公平，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人：在考量通貨膨脹下，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比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糟，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公平和「民主赤字」問題，但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級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五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的文章衍生出《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我在書中細述許多課題，結果二○一三年《紐約時報》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公平問題的文章，這一系列的文章就被稱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我希望藉由這些文章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雖然許多外國人認為美國充滿機會，但這裡不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美國已經成為不公平最嚴重的已開發國家，而且機會公平程度幾乎是最差的。美國的不公平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而是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就會造成不一樣的結果，就會有更好的經濟表現與比較公平的社會，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


  《浮華世界》的文章，以及「大鴻溝」系列文章就是本書的核心內容。另外，這十五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連載專欄文章。起初，Project Syndicate是在東歐鐵幕倒下後，替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大獲成功，如今許多文章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許多已開發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公平為題材，其中部分文章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收入本書中。


  雖然這本書是以不公平為主題，但我還是納入幾篇討論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在二○○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放進來是因為金融危機和不公平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公平是促成危機的一項原因，而危機令既有的不公平惡化，不公平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公平問題，最近的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經濟危機並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那樣不可抵抗，這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公平，這是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不公平經濟學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公平經濟學。但如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並無法清楚切割。在本書的許多文章與《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上的不公平，政治上的不公平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公平，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美國人對政治運作的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二○○八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政府動用數千億美元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卻相當冷淡。在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Larry Summers）影響下，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房貸債務重整，甚至還站在反對立場，也就是說，美國政府不幫助受銀行掠奪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百萬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而蓋特納和桑默斯當初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正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


  我頂住修改本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我也沒把之前考量字數限制而刪減的許多重要論點加回來。[2]報刊文章的形式有許多優點，包括需要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而且不像多數學術文章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要對當時某些熱門議題進行討論，但我也記得自己想要傳達的深層訊息。我希望這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公平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但Project Syndicate二○○○年邀我寫每月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因此我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著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社會有四個核心議題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已開發國家出現的嚴重不公平）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彼此相關。不公平加劇既是總體經濟苦痛、二○○八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會導致不公平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而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一％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當前麻煩的部分原因，我們還是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獨占力量（monoply power），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改革民主體制，使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更多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架構


  本書分為八部，每一部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會說明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我以「序曲：大鴻溝」作為本書的開始。在危機爆發的幾年前，包括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等經濟領袖吹噓我們的經濟已經進入一個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美國最大能源公司安隆（Enron）的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成長果實，大鴻溝變得愈來愈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的形成與後果。


  序曲之後，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公平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替《浮華世界》撰寫的〈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以及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第一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公平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提到不公平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公平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當今美國不公平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要回答如何提供還不錯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的方法。後記則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提到一些討論不公平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何時走上歪路？頂層一％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公平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九九％的人？


  致謝


  這不是標準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文集，收錄過去幾年我替各報刊撰寫不公平的相關文章，這個問題在美國形成特別巨大的鴻溝，世界上許多國家或多或少也有類似現象。不過，本書的文章是以長期的學術研究為基礎，從我一九六○年代中期在麻省理工念大學，以及獲得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交流開始。當年美國經濟學界對不公平問題不感興趣，直到近年才有些改變。我深受兩位論文指導教授之恩，他們是二十世紀的偉大經濟學家梭羅（他的博士論文也研究不公平問題）和薩繆爾森，多虧他們鼓勵我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以精闢的見解幫助我。我也要特別感謝第一個和我合寫文章的艾克羅夫（George Akerlof），他和我共同獲得二○○一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在劍橋大學，我們經常討論所得分配的決定因素，而我因為與漢恩（Frank Hahn）、米德（James Meade）、卡爾多（Nicholas Kaldor）、墨里斯（James Mirrlees）、達斯古塔（Partha Dasgupta）、卓普紐維（David Champernowne）和法洛（Michael Farrell）交流而獲益良多。我在劍橋擔任導師，然後開始與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合作，他是過去半個世紀研究不公平問題的主要學者。當年我還從坎伯爾（Ravi Kanbur）、賈亞達夫（Arjun Jayadev）、霍夫（Karla Hoff）和強生（Rob Johnson）等學生和同事那裡學到許多與本書議題有關的知識。


  強生目前是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所長，這個組織是在大衰退後成立的。在經濟重創之際，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標準的經濟學理論並未造福美國或世界，我們需要新的經濟思維，包括更重視不公平問題和市場的局限。我在此感謝新經濟思維研究所，本書的一些文章正是基於該機構支持的研究。


  我的理論研究和政策工作向來重視不公平與總體經濟的關係，而近年大家終於愈來愈重視這個問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IMF）。我在此感謝與我合作研究的哥倫比亞大學同事格林華（Bruce Greenwald）和歐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以及聯合國大會主席任命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改革專家委員會（Commission of Experts on Reform）的努力，而我是這個委員會的主席。[3]


  現在研究不公平問題的人都大大受惠於薩斯（Emmanuel Saez）和皮凱提（Thomas Piketty），他們的刻苦工作提供豐富的數據，揭露美國和許多已開發國家社會上層的不公平程度。本書也可以看到其他重要學者的影響，包括布吉尼翁（Francois Bourguignon）、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克魯曼（Paul Krugman）和高伯瑞（James Galbraith）。


  墨菲當年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當編輯時，說服我寫一篇文章談我在白宮工作的經驗，結果我寫了〈狂飆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eties），最後衍生出為大眾讀者撰寫的第二本書。這不但讓我有機會表達醞釀多年的想法，也帶給我一個新挑戰：我可以簡潔地說明一些複雜的概念，使它們廣為傳播嗎？我有許多學術論文是與人合寫的，編輯和作者的緊密關係與合撰者之間的關係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我們扮演不同的角色：編輯了解讀者，那是我難以揣摩的。因為這種合作，我了解到優秀編輯在文章產生過程中的作用：他們幫助作者表達想法，同時改善內容的呈現方式，有時會令文章主題變得更吸引人。


  在〈狂飆的九十年代〉之後，我還替《大西洋月刊》寫了幾篇文章。墨菲跳槽到《浮華世界》後，繼續向我邀稿。當中一篇是〈資本主義傻瓜〉，寫於經濟即將陷入大衰退之際，這篇文章贏得財經新聞界十分難得的羅布獎（Gerald Loeb Award）。在墨菲指導下，我在寫作上顯然大有進步。


  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文章均與墨菲緊密合作，其中有四篇收錄本書。〈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是本書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墨菲邀稿並努力指導我完成的。這篇文章最終促成《不公平的代價》和這本書的出版。那篇文章的標題是《浮華世界》的編輯卡特（Graydon Carter）建議，後來「我們是九九％」成為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貼切象徵美國的大鴻溝。


  我與Project Syndicate、《浮華世界》、《紐約時報》和眾多媒體的合作，反映在本書收錄的文章上。這些合作使我有機會發表對時事的看法，成為「評論家」，這個角色可能比星期天早上在電視上被迫對各種事情發表意見的人有深度和周到一些，因為我可以選擇寫什麼，而且可以深思熟慮之後才下筆。


  本書收錄的每篇文章都受惠於編輯的寶貴貢獻。我尤其感謝《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的編輯陳（Sewell Chan）和雷提卡（Aaron Retica）。我們二○一二年底討論如何將美國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全面呈現在美國人民眼前，包括問題的所有面向和後果。在此之前，陳編輯與我和詹迪（Mark Zandi）合撰〈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也收錄書中。本書共收錄來自《紐約時報》十六篇文章，兩位編輯的表現令人驚嘆。我常常寫太長，看到許多文字被砍掉總是教人傷心，但是報紙文章必須在七百五十字或一千五百字內清楚表達想法，這是真正考驗功夫的事。兩位編輯砍掉冗詞之餘，總是加入精采的洞見。


  我也非常感謝其他編輯，包括Project Syndicate的拉帕欽斯基（Andrzej Rapaczynski）、墨菲與其他員工，Politico的席弗（Allison Silver，現任職於湯森路透）和賀許（Michael Hirsh），《時代雜誌》的弗洛夏（Rana Foroohar），《衛報》的歐爾特曼（Philip Oltermann），《哈潑雜誌》的彼哈（Christopher Beha），《紐約每日新聞》的格林曼（Joshua Greenman），《美國今日報》的西村（Glen Nishimura），《華盛頓郵報》的海雅特（Fred Hiatt），以及《華盛頓月刊》的派斯利（Ed Paisley）。我也要感謝一些人的鼓勵和支持：《經濟學家之聲》（Economists' Voice）的愛德林（Aaron Edlin），Project Syndicate的弗萊曼（Roman Frydman），以及羅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王（Felicia Wong）、哈第（Cathy Harding）、柯薩爾（Mike Konczal）和阿伯納西（Nell Abernathy），我曾替羅斯福研究所寫一份政策簡報，在〈偽資本主義〉有提到這件事。


  羅斯福研究所和哥倫比亞大學為我提供前所未有的體制支持。羅斯福研究所源自羅斯福總統圖書館，已經發展成美國的重要智庫，推動小羅斯福總統伉儷倡導的社會和經濟正義理想。福特基金會、麥克阿瑟基金會（MacArthur Foundation）和史瓦茲（Bernard Schwartz）慷慨支持羅斯福／哥大的不公平問題研究計劃。


  近十五年來，哥倫比亞大學是我的學術家園，賦予我研究的自由、讓我接觸對思想辯論有熱情的聰慧學生，以及讓我學到很多東西的傑出同事。哥大提供理想的環境，使我得以盡情發揮，做我熱愛的研究和教學工作，以及倡導一些我希望能使世界變得比較美好的理想和原則。


  因為出版這本書，我再次受惠於W. W. Norton公司總裁麥可菲力（Drake McFeely），以及我的老朋友暨編輯科里（Brendan Curry），科里在杜菲力（Sophie Duvernoy）的協助下，編輯本書的表現一如既往地傑出。我也必須感謝Norton公司的柯爾（Elizabeth Kerr）和索曼（Rachel Salzman），感謝她們為本書所做的事，以及多年來的支持。多年來Penguin/Allen公司普羅費特（Stuart Proffitt）的細緻編輯也惠我良多。


  如果沒有一個運作順暢的辦公室，我不可能完成這本書。感謝我的辦公室主任阿薩迪（Hannah Assadi）和庫妮可（Julia Cunico），以及提供支援的湯瑪斯（Sarah Thomas）和余（Jiaming Ju）。


  柯雪艾倫（Eamon Kircher-Allen）不但管理這本書的整個製作過程，還支援編輯工作。我還必須感謝他在書中文章最初發表前進行編輯。


  一如既往，我太太Anya對我的幫助最大：她深信在我書中提出的說法，認為傳播這些訊息非常重要。她積極鼓勵我做這件事，一再和我討論著作中的見解，幫助我在表達上精益求精。


  
    	他接著指出：「工業革命至今的兩百年間，數億人的福祉大增，但這種福祉成長幾乎沒有一點可以歸功於資源從有錢人手上直接再分配給窮人。藉由分配既有經濟產出的不同方法來改善窮人生活的潛力，相對於增加產出看似無窮的潛力，真的微不足道。」[image: 返回]


    	我改了少數文章的標題，因為它們發表時，編輯無意中寫出與其他文章太相似的標題。因為盡量不修改內容，本書各篇文章討論的題目難免有所重複。我做了一些小修改，以免過度重複。[image: 返回]


    	委員會的成員包括歐坎波、強生和費圖西（Jean Paul Fitoussi）。委員會的報告集結成《扭轉全球化危機：史迪格里茲報告》，我也與費圖西和森（Amartya Sen）共同主持一個研究測量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的國際委員會，特別重視GDP難以有效反映民眾福祉的許多面向。該委員會的許多想法反映在本書的文章中。該委員會的工作目前由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執行。委員會的報告出版為以下書籍：J. E. Stiglitz, J. Fitoussi, and A. Sen, Mismeasuring Our Lives: Why GDP Doesn't Add Up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0)。[image: 返回]

  


  序曲大鴻溝


  本書從經濟大衰退說起，此時距離發表《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文章還有幾年時間。第一篇文章刊在《浮華世界》二○○七年十二月號，而美國經濟正是在那個月步入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在此之前的三年中，我和少數經濟學家一再警告經濟即將「內爆」。事實上，警訊顯而易見，只是當時太多人正在賺大錢，睜隻眼閉隻眼對他們來說比較方便。那時候有些人正在開派對，受邀者只有頂層的少數人，但後來埋單的卻是我們這些無緣出席的人。不幸的是，理應確保經濟穩定的人與派對主辦人和享受派對、賺大錢的人關係太密切了。這正是我將幾篇文章放在這裡作為序曲的原因。大衰退與美國大鴻溝的形成密切相關。


  先交代一下背景，美國經濟在一九九○年代經歷一段非常興旺的榮景，科技業泡沫驅動，科技股飆漲，但在泡沫破滅之後，二○○一年經濟陷入衰退。小布希政府處理問題千篇一律的方案是減稅，尤其是集中替有錢人減稅。


  對那些曾在柯林頓執政期間致力縮減財政赤字的人來說，這種手段讓人不安的原因很多，這會使美國再度出現財政赤字，將柯林頓八年任內的財政努力毀於一旦。柯林頓政府當年以削減赤字的名義延後基礎設施和教育投資，也擱置一些濟貧計劃。有些做法我是反對的，我認為，為國家的前途投資而舉債在經濟學上是有道理的，而且我擔心後來的政府可能出於一些不怎麼高尚的目的，浪費辛苦得來的財政緊縮成果。


  隨著經濟陷入二○○一年的衰退，決策當局形成共識，推出經濟刺激方案。小布希政府選擇替有錢人減稅，[1]但比這好得多的刺激措施是執行前政府的延後投資方案。我本來就擔心美國社會不公平加劇的問題，而不公平的減稅方案只會令問題惡化。在《紐約書評》二○○三年三月十三日的文章〈小布希減稅方案危險之處〉（Bush's Tax Plan-The Dangers）中，我一開始便寫道：「極少數人從大多數人身上得到太多是非常罕見的事。」


  更糟的是，我認為這種減稅措施效果不佳。事實確實如此。本書會一再提到：不公平會削弱總合需求和經濟表現。美國的不公平加劇把財富從金字塔底層移往頂層，因為頂層的人支出占所得比低於底層，整體經濟需求因此減弱。一九九○年代因為投資大增製造出科技泡沫，掩蓋整體經濟的需求不足。但是隨著科技泡沫破滅，經濟陷入衰退。小布希政府的因應措施是大力替有錢人減稅。不過因為消費者擔心前景，政府期望藉由減稅產生的經濟刺激效果相當弱。如柯林頓數年前進一步調降資本利得稅的作法只是鼓勵大家增加投機交易而已。因為絕大多數好處落入最頂層極少數人的口袋，這種減稅的效果特別差，而且還會令不公平嚴重惡化。


  刺激需求、減少不公平最有效的手段是實行適當的財政政策，也就是國會和政府決定的稅收和支出政策。不適當的財政政策會使貨幣政策承受太重的負擔，而實行貨幣政策是聯準會的職責。聯準會（有時）可以藉由調降利率和放寬管制刺激經濟，但這種貨幣政策很危險。這個政策處方應該貼上警告：小心使用！應在充分了解風險的大人密切監督下使用。不幸的是，貨幣政策的決策者不曾看過這種警告標籤，他們是天真的市場基本教義派，相信市場總是高效率穩定運作。他們低估政策對經濟、甚至對政府預算造成的風險，而且不在乎日趨嚴重的不公平。結果就如大家所知，他們縱容出一場泡沫，而且導致不公平以空前的幅度增加。


  聯準會以低利率和寬鬆管制維持經濟的表面繁榮。但這種政策能奏效只是因為它製造出房市泡沫。其實大家都應該清楚看到，房市泡沫和因此而生的消費熱潮只是將問題暫時舒緩，泡沫總是會破滅的。因為這場消費熱潮，底層八○％的美國人平均支出高達所得的一一○％。至二○○五年，美國每天向外國借入超過二十億美元，情況不可能持續下去，我在演講和寫作中一再引用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一位前主席的話來提出警告：不可持續的東西是不會持續下去的。


  聯準會在二○○四和二○○五年升息，當時我預測房市泡沫將破滅。但並沒有發生，部分原因在於長期利率並未跟隨政策利率同步上升，緩和升息的衝擊。到二○○六年一月一日時，我預測這種情況很快將無法持續下去。不久之後，泡沫確實破滅了，但要到一年半至兩年後才認識到對整體經濟的影響。不久之後，我在文章中寫道：「一如房市泡沫破滅可以預料，其後果也是……」因為「根據某些估算，之前六年有超過三分之二的產出和就業成長與房市有關，反映出新屋增加，以及民眾以房屋抵押貸款支應消費狂熱」，我們不應對隨後經濟衰退既嚴重又漫長感到意外。


  序曲收錄的文章闡述造成大衰退基礎的政策：我們做錯了什麼？應該怪誰？金融市場、聯準會和美國財政部會想假裝這場災難就像無法預防、百年一遇的水災。但我當時已經相信，如今更加確信，這場危機是人為造成的。它是頂層一％（事實上是頂層一％的小部分人）帶給我們的。這場危機會發生，本身就是大鴻溝的一種表現。


  製造一場危機


  大衰退無疑傷害了很多人，但是，誰是犯了「罪行」的加害者呢？如果我們相信美國司法部的判決，在這場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大銀行高層沒有人遭到起訴，那顯然沒有罪犯。但我不相信，多數美國人也不相信。在此收錄的三篇文章中，我嘗試找出誰殺了美國經濟，查出引領我們陷入這場危機的歷史路徑。我希望深入挖掘、追溯歷史，在老套的回應「銀行業者過度放款，購屋者過度借款」之外，其實還有很多故事。


  因此我問：是什麼將我們帶到這個重要關頭？這當中有無能，也有錯誤的判斷。構想拙劣、執行不當的伊拉克戰爭是最有力的例子，它耗費成本高達數兆美元。[2]不過，我認為主要問題在於意識型態和特殊利益集團的壓力，美國社會日趨不公平主要也拜這兩個因素所賜。我特別要指責不受約束的市場必然穩定又有效率的想法。我們其實應該知道，資本主義從一開始便不時出現重大的經濟波動。有些人暗示只要政府確保總體經濟穩定就沒問題，好像市場失靈只在總體層面大規模出現似的。我則認為總體危機其實只是冰山一角，比較不顯眼的是無數市場失靈現象。最近的危機提供大量的證據：市場崩潰是許多金融業者風險控管和資本配置失敗，加上房貸發放者、投資銀行和信用評等機構大量犯錯造成，事實上是整個金融業以至其他經濟領域的百萬從業人員都犯了錯。


  但我也要說，倡導自由市場的人真的十分虛偽，這一點在大衰退中也得到證實。表面倡導自由市場經濟的人非常樂於接受政府援助，包括大型紓困方案。這些政策當然扭曲了經濟，而且導致較差的經濟表現。而反映到本書主題會發現，這些政策也有分配上的後果，讓更多錢流向頂層，代價由大眾承受。


  我思索誰殺死經濟時，頭號嫌犯是當時的總統。所以〈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細述美國總統造成的部分經濟後果。保守派人士雖然特別愛抱怨財政赤字，但似乎有製造赤字的特殊本領。美國總統雷根執政時，巨額財政赤字開始成為美國經濟的特徵，直到柯林頓任內才轉虧為盈。但是小布希很快便扭轉這一切，這是美國史上最大的財政轉向，可惜轉錯方向，原因包括用信用卡替兩場戰爭埋單、為有錢人減稅，以及慷慨資助製藥業者和擴大其他形式的企業福利。增加許多產業中富有企業的「救濟」有些隱藏在稅制和政府擔保中，有些則是厚顏的公然作為。而且在此同時，政府緊縮為窮人而設的社會安全網，理由是我們負擔不起。


  我的文章一再指出，財政赤字未必是問題，只要把錢花在投資上，尤其是在經濟疲軟時增加支出。但是，小布希赤字的問題特別大，它們出現在經濟看似繁榮時，儘管這種繁榮只屬於少數人。花這些錢不是用來增強經濟，而是增強少數企業和頂層一％的財力。最麻煩的是，我看到暴風雨就要來了，我們有資源抵禦衝擊嗎？屆時保守派是否會再次要求政府審慎理財，在經濟迫切需要寬鬆財政政策之際硬是執行緊縮政策？


  對本書而言，最重要的是小布希年代美國社會愈來愈不公平，而他既未認清問題，對此也毫無作為，只是令問題惡化而已。這只是一篇短文，我無法充分說明小布希所犯的種種錯誤。我並未指出雖然不公平問題在柯林頓任內略有改善，考量通貨膨脹之後，典型美國人的所得（以所得中位數來看）在小布希任內實際上是減少了，而且在經濟衰退令情況嚴重惡化之前便已如此。沒有醫療保險的美國人增加了，而且他們面對更不安全的的經濟狀況，失業風險變大了。[3]


  但是，小布希最嚴重的失敗可能是奠定大衰退的形成條件，接下來兩篇文章詳細探討這件事。我稍早議論小布希嘉惠有錢人的減稅措施是這齣戲的要角，它們對經濟沒有什麼刺激作用，但加重本已嚴重的不公平問題。這說明本書稍後討論的第二個主題，連不以「基進」立場著稱的國際貨幣基金也已經注意到，不公平與經濟不穩定相關。二○○八年危機的形成彰顯這當中的運作：不公平加劇導致經濟疲弱，而央行以製造泡沫因應，最終泡沫破滅，重創經濟。（當然，聯準會理應清楚這種風險。但是，聯準會領導階層展現出對市場近乎盲目的信心，而且就跟小布希一樣，小布希任命的葛林斯潘與接替的柏南克［Ben Bernanke］顯然漠視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問題，而柏南克也是小布希的主要經濟顧問。）


  同時這也彰顯第三個主題：政治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政策與政治。面對疲軟的經濟，美國本來可以藉由投資，或是推行縮減不公平的政策來因應，都可以產生較強健的經濟和較公平的社會。但是，經濟不公平難免導致政治上的不公平。美國發生的事正是分裂社會的政體通常會發生的事。政府並未積極投資，而是替有錢人減稅，並增加富有企業的福利。政府並未以適當的法規穩定經濟與保護民眾，而是解除管制，導致經濟不穩定，令許多人成為銀行業者的掠奪目標。


  解除管制


  我們必須回顧歷史檢視雷根大力支持的解除管制運動，才能了解大衰退如何形成。在〈資本主義傻瓜〉中，我指出五個關鍵「錯誤」，它們反映社會的一些大趨勢，而且彼此強化，最終釀成四分之三個世紀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當中有些錯誤彰顯金融業的新勢力，包括葛林斯潘因為支持解除管制而受任為聯準會主席，以及始於雷根時期，柯林頓任內持續的解除管制措施，包括拆除分隔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的「法規牆」。[4]


  監理者沒有做該做的事，但這是金融業犯的罪。我撰寫這些文章時，對於事情有多糟只有片面的了解。我們知道銀行業者風險控管和資本配置不當，但卻以豐厚的紅利獎勵「傑出」的高層；我們知道分紅制度會創造鼓勵過度冒險和短視行為的誘因；我們知道信用評等機構評估風險的表現慘不忍睹；我們知道長期以來據說有助於控管風險的證券化商品，提供房貸發放者降低授信標準的誘因，產生所謂的道德風險問題；我們也知道銀行業者在做掠奪式放款。


  但是，那時候我們並不完全了解銀行業者在道德上如何墮落，如何樂於從事掠奪式活動，以及如何不顧後果。例如我們不知道銀行業者的歧視性放款有多普遍，我們不知道它們操縱外匯和其他市場，我們不知道它們對於文件保存有多馬虎，不知道它們為了競爭不擇手段地發放更多問題房貸，我們也不完全了解詐欺行為的惡劣程度：不僅是銀行的詐欺，還有信評機構和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詐欺。信評機構競相提供較高的評等，因為只有投資銀行「採用」他們的評等才能收到費用，所以投資銀行只採用最有利的評等。這導致它們故意忽略不利於評等的相關資訊。


  不過，此處收錄的文章確實很好地說明金融業出了什麼錯誤。


  金融市場與不公平的惡化


  在這些文章和本書其他部分大量討論金融業的情況是有理由的。如德州大學高伯瑞非常有說服力地指出，世界各經濟體日益金融化與不公平加劇顯然有關。金融業象徵美國的經濟錯誤，它是促使不公平加劇的重要因素，是經濟不穩定的重要源頭，是過去三十年經濟表現不佳的重要原因。


  事情當然不應該是這樣。金融市場自由化（解除管制）照理說是要讓金融專家更好地配置珍貴的資本和管理風險，結果理應達到更快、更穩定的經濟成長。倡導金融業健全的人說對了一點：沒有運作良好的金融業就很難有運作良好的經濟。但是，如我們一再看到，金融業本身的運作並不好，它需要有效執行的強力法規，一方面防止它傷害社會，另一方面確保真的發揮應有的功能。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有關金融改革的議論只注意前半部分，也就是防止銀行及其他金融機構藉由過度冒險或其他掠奪行為傷害社會，但卻忽略了後半部分。


  如稍早所言，二○○八年美國和世界面臨的危機是人為的災難。這種劇情我以前就看過：一些有力（但錯誤）的觀念加上巨大的利益，結果釀成重大災難。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期間，我看到西方如何在殖民時代結束之後，將自由市場的基本教義派觀念推向開發中國家，而這當中有很多是反映華爾街的觀點和利益。當然，許多開發中國家沒有什麼選擇，殖民強權已經蹂躪這些國家，無情地剝削它們，榨取它們的資源，同時並不打算發展當地經濟。它們需要已開發國家的援助，因此被迫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或其他組織的官員開出的援助條件：推動金融市場自由化，開放本地市場，接受已開發國家的商品湧入，即使已開發國家拒絕對開發中國家的農產品開放市場。


  這些政策失敗了，非洲的人均所得下跌，拉丁美洲陷入停滯，有限的成長果實落入頂層少數人的口袋。同個時間東亞國家走不同的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它們被稱為「發展型國家」），人均所得很快倍增，最後增加七倍。在美國人所得停滯的三分之一個世紀中，中國從人均所得不到美國的一％、GDP不到美國五％的窮國，成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經濟學家所謂的購買力平價衡量）。再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國的經濟規模預料將是美國的兩倍。


  但是，意識型態往往比實際證據更有影響力。自由市場經濟學家極少去看東亞管控型市場經濟體（managed-market economies）的成就。他們比較喜歡談完全避免利用市場的蘇聯如何失敗。隨著柏林圍牆倒下和共產主義崩塌，自由市場看來已經獲勝。雖然這是錯誤的經驗總結，但美國利用它作為全球僅剩超級大國的影響力，促進自身的經濟利益，準確點講，是促進美國強大企業的利益。這些強大企業中，最有力的可能是金融業者。美國逼迫許多國家推動金融市場自由化，結果一個又一個國家面臨危機，包括在市場自由化之前表現優異的國家。


  不過，我們也可以說，美國對待這些國家並沒有比對待自己更壞。在柯林頓和小布希任內，美國在國內外均奉行金融業要求的政策。在〈誰殺了美國經濟？〉中，我談到這些政策如何導致一場危機。而在《失控的未來》（Freefall）中，我對這些議題有更全面的討論。


  這裡我關注的是金融業如何促使不公平加劇。金融化藉由數種方式產生這種作用。金融業擅長尋租（rent seeking），將財富據為己有。發財有兩種方法：做大國家的經濟大餅，或是從既有的大餅分得較大的一份，但在這個過程中經濟大餅可能會縮小。金融業頂層的所得主要是靠後者而非前者。金融業者的財富有一部分是來自占其他有錢人的便宜，包括藉由操縱市場取得的大部分所得，但更多的是榨取經濟金字塔底層的所得，例如藉由離譜的信用卡作業和掠奪式與歧視性放款賺到數十億美元，甚至濫用它們在信用卡和簽帳卡的獨占力量，向商戶收取過高的手續費，這就像對每一筆交易課稅，這種稅只是令銀行業者荷包滿滿，對社會福祉並無好處；在競爭市場，這種費用難免會反映在較高的商品價格上，由一般民眾承受。


  至少在二○○八年的危機爆發前，金融業者吹噓自己是經濟成長的引擎，聲稱他們的「創新能力」促成美國的傑出經濟表現。


  真正能反映一國經濟表現的是典型家庭的所得，而以此為標準，美國經濟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是零成長。而即使以GDP為標準，美國的經濟表現也是乏善可陳，遠遠不如金融自由化和經濟金融化之前的數十年，而且很難把成長歸功於金融業。雖然很難顯示對成長的正向反應，但要證實金融業的胡作非為與經濟動盪有關卻非常容易，二○○八年的危機便是最有力的證據。


  GDP和企業獲利數據對了解金融業如何導致經濟走上歪路大有幫助。在危機前幾年，金融業占經濟的比重愈來愈大，占GDP的八％，四○％的企業總獲利，但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表現。沒錯，那時有一場信貸泡沫，但它並未推高實質投資，促成薪資增加與持久的經濟成長，只是產生投機熱潮，推高房地產的價格。法國蔚藍海岸的房價上漲或曼哈頓富豪公寓價格飆升對促進經濟生產力並沒有幫助。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儘管財富所得比大升，平均薪資卻停滯不前，而資本實質報酬率並未下跌。（這違反標準的經濟理論，根據報酬遞減法則，資本報酬率理應下跌，薪資理應上漲。科技進步會使平均薪資上漲，雖然某些類型的勞工薪資會下跌。）


  金融業過度冒險，加上它成功阻止當局加強管理，結果導致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這可以預料，事實上確實有人預料到。一如既往，窮人在這種危機中受到最大的傷害，許多人失去工作，並面臨漫長的失業期。在這場危機中，美國一般民眾受到的衝擊特別嚴重，二○○七至二○一三年間，超過一千四百萬間房屋因為房貸違約被沒收，而且政府大幅縮減支出，包括在教育上的支出。激進的貨幣政策（所謂的「量化寬鬆」）主要是幫助股市收復失土，而非恢復銀行業對中小企業的放款，這對恢復富有階層的財富非常有效，對造福一般美國人或替他們創造工作則作用不大。這就是為什麼在所謂經濟復甦的前三年中，所得增幅約九五％落入頂層一％的口袋，而危機爆發六年之後，家庭財富的中位數仍比危機前的水準低四○％。


  金融業對美國與世界愈來愈不公平（以及經濟表現不佳）的產生還有一個角色，我稍早提到，美國嚴重的不公平是政府的政策造成，而金融業積極遊說當局奉行令不公平惡化的政策，並研擬出一套意識型態來支持這種政策。當然，金融市場當中也有一些人發表重要的反對意見，確實有許多人支持「開明自利」原則。但是，總的來說，金融業積極宣揚市場能穩定高效率運作的觀念，並基於這個假設認為政府應促進自由化和私有化。金融業主張限制累進稅，理由是這種設計對誘因有負面影響，金融業也主張貨幣政策應以壓低通膨而非創造就業為焦點。而在這些政策導致大衰退之後，政府因為一心關注財政赤字而削減政府支出，傷害了一般民眾，結果延長了經濟衰退。


  透明原則


  一般認為市場經濟在公開透明的情況下運作得最好，也就是必須有充分的優質資訊，資源才能有效配置。但在各種市場，尤其是金融市場，雖然會呼籲其他領域提高透明度，但它們卻盡可能不讓別人看透，畢竟在透明和競爭的市場，利潤會被壓低至零。任何商人都會告訴你，身處這種市場一點也不好玩，必須為生存掙扎，而且獲利空間有限。這就是為什麼業者如此重視商業機密和保密原則。這很自然，而且是眾所周知的事。但政府理應抗衡這些傾向，致力提高市場的競爭和透明，可是遭企業界（尤其是金融業）操控的政府不會這麼做。這是我對柯林頓政府特別失望之處。我們或多或少預期右派政府會受制於企業界，但會期望宣稱「以民為主」的政府不會這樣。在〈資本主義傻瓜〉中，我解釋柯林頓和小布希政府如何奠定「捏造數字」的誘因。不幸的是，歐巴馬政府未能利用二○○八年的危機迫使金融業提高透明度，雖然設了一些限制，但允許不透明的店頭市場繼續交易衍生性商品，儘管這是這次危機的重要災難來源。


  經濟學家的角色


  〈誰殺了美國經濟？〉指出許多經濟學家也有責任。他們宣稱市場有自我管制的能力，為解除管制運動提供所謂的學理基礎，儘管不受管制或管制不足的金融市場有悠久的失靈歷史，儘管經濟理論有重要的進展，解釋為何金融市場必須管制，也應當管制。這些理論進一步關注在資訊與競爭不完全的重要性，這對所有經濟領域都很重要，尤其在金融體系中更是如此。此外，一般企業倒閉時，對雇主及其家庭會有影響，但對整個經濟體通常沒有影響。而我們的政治領袖和銀行業者都說不能容許任何一家大銀行倒閉。但如果真是這樣，它們就必須受到管制。因為如果它們大到不能倒，而且業者知道這一點，過度冒險便是一種不對稱的賭注，押對的獲利歸銀行所有，押錯的損失由納稅人埋單。


  改革金融業的「陶德－法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對大到不能倒的問題毫無著墨。事實上，我們應對危機的方式讓問題變得更嚴重。我們鼓勵、有時甚至逼迫銀行合併，市場力量因此比危機前更集中，導致政治力量集中，證據就在有效的銀行法規至今難以通過。「陶德－法蘭克法案」難得進一步限制受聯邦保險保護的金融機構銷售衍生性商品，這種高風險的活動導致美國國際集團（AIG）瀕臨破產，促成全球史上最大規模的紓困案。雖然人們對於衍生性金融商品是賭博還是避險工具有不同看法，但放款機構提供這種商品是沒有道理的，尤其是受政府保險保護的放款機構。但是美國國會二○一四年通過花旗銀行撰寫的法案，取消上述限制，這過程中甚至沒有開過聽證會！


  富影響力的紀錄片《黑金風暴》（Inside Job）揭露經濟學界的一些真相。經濟學家常說「誘因很重要」，事實上，這是經濟學家似乎普遍同意的唯一一點。金融業慷慨獎賞附和他們的人，提供豐厚的顧問費、研究資助，諸如此類。這個紀錄片提出一個問題：這是否影響某些經濟學家的判斷？


  對危機的反應


  危機的形成過程說明本書的一些主題，我在二○○八和二○○九年撰寫與危機應變相關的文章也是。此處收錄的〈如何走出金融危機〉在雷曼兄弟破產一個月之後發表於《時代雜誌》。我們需要的危機應變與當局的實際作為差距顯示出大鴻溝。


  雖然危機醞釀很長一段時間，雖然過程中出現很多警訊，但聯準會和政府的掌權者對危機爆發似乎很意外，而我相信他們是真的感到意外，這是證明人類有能力對自己不樂見或抵觸自身成見的資訊視若無睹的驚人事例。畢竟美國房市泡沫在二○○六年破滅，經濟在二○○七年陷入衰退，聯準會二○○七和二○○八年為市場挹注史無前例的大量資金，而且二○○八年三月以非常高昂的代價拯救貝爾斯登（Bear Stearns）。任何經濟學家只要不是盲目相信自由和不受管制的市場高效率而穩定，都能看到種種不祥之兆，但聯準會主席柏南克卻漫不經心地宣稱，風險「有限」。[5]


  二○○八年九月十五日，雷曼兄弟破產，美國二○○七年十二月開始的經濟衰退因此急劇惡化，成為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雖然之前小布希政府在二○○八年二月再次減稅，但對扭轉頹勢幾乎沒有作用。聯準會和財政部信心滿滿地宣稱，容許雷曼破產對經濟影響有限，而且可以帶給銀行業者重要教訓。但是，當局很快便徹底改變立場，以史上代價最高昂的紓困方案拯救美國國際集團。一家公司得到的政府福利，超過數百萬美國窮人許多年來得到的救濟。我們後來知道當局為什麼這麼做，也知道他們為什麼盡力對美國人民隱瞞他們的作為。政府提供的紓困資金很快便從美國國際集團流入高盛和其他銀行的口袋裡。這些銀行岌岌可危，聯準會和財政部於是出手相救。


  在《時代雜誌》那篇文章中，我提出一個簡單的應變方案。我當時擔心，政府的實際做法將與我的建議大相逕庭，明顯偏向銀行業者和頂層一％的利益和看法。令人遺憾的是，事實確實如此。美國經濟復甦因此十分疲弱。歐巴馬政府或許可以宣稱它成功阻止經濟陷入蕭條，但無論這說法是否正確，政府顯然未能促使經濟強健復甦。本書付梓時，也就是危機爆發七年之後，多數美國人的所得仍然比危機爆發前還低。家庭財富中位數幾乎回到一九九二年的水準，倒退約二十年。[6]經濟復甦方案是頂層一％設計的，旨在造福頂層一％。歐巴馬雖然在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國情咨文中宣稱危機已經過去，但他不會說一切都很好。相對於沒有爆發危機可以達到的水準，美國的GDP低了約一五％，而且兩者之間的差距幾乎完全沒有在縮減，因為執行頂層一％的方案，美國不必要地蒙受數兆美元的損失。


  我的方案有五點。第一點是銀行業進行資本重組，必須確保銀行恢復放款，而且確保美國納稅人出資支持銀行是公平的交易，承受的風險可以得到合理的報酬。我們確實讓銀行業資本重組。不過，拯救銀行不代表拯救銀行的股東、債券持有人和銀行管理階層。但是，我們實際上就是救了這些人。


  國際貨幣基金、世界銀行或美國政府借錢給其他國家時，會強加一些條件在借款國身上，我們希望借出去的錢按照期望的方式使用。美國財政部往往是最堅持這種條件的機構。但諷刺的是，當我們要求將條件強加在銀行身上時，財政部卻反對這麼做。


  政府紓困的目標很清楚：拯救銀行，好讓它們繼續提供資金維持經濟運作。但因為沒有強加條件在銀行身上，這些錢被用來支付巨額獎金給銀行業者，而他們顯然不值得這種獎勵。危機爆發多年之後，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款仍然遠低於危機前的水準。


  當局宣稱，政府借出去的錢收回來了，但這基本上是一場騙局，政府收回來的錢其實也是當局以某種方式送出去。聯準會以零利率借錢給銀行，銀行以高得多的利率將這些錢借給政府和大企業。（連十二歲的兒童都會用這種方式賺錢，這實在不需要是金融高手，但銀行業者做這種事卻能得到豐厚的獎金。）政府偷偷安排有問題的抵押貸款從銀行帳上轉移到政府帳上。但即使如此賣力，政府得到的報酬卻遠遠不如民間投資人，例如在危機爆發時為一些銀行提供資金的巴菲特（Warren Buffett）。


  講白了就是美國人被騙了。當局以優惠得多的條件為銀行提供資金，而且利率條件遠低於民間投資人，送給銀行業者一份厚禮。這麼做是將一般民眾可分享的財富轉送給富有的銀行業者。如果政府向銀行收取它們該付的費用，美國的公共債務將會降低，政府也有更多資金投資在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上，這種投資可帶給我們較強健的經濟和更多全民共享的繁榮。


  一如頂層一％設計的許多經濟政策，這種紓困方法仰賴下滲式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為銀行挹注充裕的資金，最終所有人都將受惠。但是這種做法實際上並未奏效，而這是可預期的。我則主張要試行上滲式經濟學（trickle-up economics），幫助中低階層的人，最終整個經濟體都將受惠。


  止住房貸違約潮


  這場危機始於房市，因此，認為強健復甦必須先止住房貸違約風潮是很自然的事。我在歐巴馬成為總統之前便提醒他，光是拯救銀行是不夠的，政府還必須幫助美國的房貸借款人。但是，歐巴馬政府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幾乎只考慮銀行的需要。銀行業者胡作非為期間，蓋特納是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總裁，結果真的有數百萬美國人失去房子，政府為銀行提供數千億美元的援助，準備幫助房貸借款人的資金則只是銀行援助款的零頭，而且實際花掉的只有一百億美元左右，財政部提交國會的報告甚至沒有提到這個援助金額，因為政府援助房貸借款人的方案設計不當，改了一次又一次。當局顯然認為為了拯救經濟，浪費一些錢在銀行身上可能是必要的，而因為事態緊急，銀行援助方案哪怕只是微調一下，也是我們負擔不起的奢侈作為。反觀當局對房貸借款人和一般民眾的援助態度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審慎而行，避免犯錯。到處都有口舌便給的人高談「道德風險」，說拯救房貸戶將鼓勵不顧後果的的借款行為，儘管真正的道德風險發生在政府救了一次又一次的銀行業者身上。


  每本教課書都這麼說，當經濟疲軟時，政府應推出財政刺激方案。不過，小布希二○○八年的減稅已經告訴我們，設計不當的刺激方案幾乎完全無效。但是，歐巴馬政府，包括積極支持解除管制與未能善盡監督銀行的人則認為，有限的措施便已足夠，銀行是病了，確實需要接受大量輸血（注資），但是估計住院一小段時間後，它們和總體經濟就會復元。因為銀行生病時只需要短暫的刺激措施就會快速復元，因此刺激方案的規模、設計和持續時間都不是那麼重要。這些人對危機形成都有責任。


  當時我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經濟在危機爆發前就已經病了，只是靠一場人為製造出來的泡沫支撐。我指出，這場危機很可能既嚴重又漫長，尤其是如果沒有奉行正確政策的話（結果當然是沒有）。而且，我們的政治險惡醜陋，政府要刺激經濟只有一次機會。如果經濟不復甦，保守陣營將宣稱刺激方案無效，屆時將很難推出第二輪刺激方案。因此，我主張政府要執行大規模的刺激方案，必須遠大於政府實際提出和國會通過的版本，而且這方案必須精心設計，不能像小布希那樣大力替有錢人減稅。結果歐巴馬的刺激方案有將近三分之一是減稅措施，情況更糟的是，政府因為不明白衰退的嚴重程度，預測在刺激方案幫助下，失業率將在七％至八％觸頂；結果當失業率觸及一○％的高峰時，這個說法為批評者提供方便的彈藥。政府應該說的是，相對於沒有刺激方案的情況，刺激方案可以降低失業率二至三個百分點，而它確實做到了。


  推動銀行監理改革


  《時代雜誌》那篇文章提出的最後兩點是推動銀行監理改革，並在國際上建立一個協調跨國監理事務的機構。當時已經清楚看到這將是一場全球危機，而且銀行業的惡劣做法（不僅是美國，還有幾個歐洲國家）對其他地方也有很大的影響。美國的有毒抵押貸款，也就是最終爆出問題、引發全球危機的房貸，玷汙了國際金融市場。


  最後這兩點最令人失望。危機爆發兩年之後，通過的「陶德－法蘭克法案」只是半調子，而且剛通過不久，銀行業就試圖削弱法案的效力。銀行業者抗拒執法的努力，在國會發起廢除「陶德－法蘭克法案」關鍵條款，最終在二○一四年十二月成功廢除管制衍生性商品的關鍵條款，那個條款限制受政府保險保護的銀行不得創造這類高風險的金融商品。


  國際社會迄今仍未建立跨國監理機構。國際間確實設立一個金融穩定委員會，但這只是取代一九九○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後設立的金融穩定論壇（Financial Stability Forum），但這個論壇並未發揮作用。一如「陶德－法蘭克法案」，這只是半調子的做法，雖然某些方面比危機前好一些，但金融業以外沒有什麼人相信我們真的消除金融體系再次崩潰的風險。


  不過，更驚人的可能是所有的討論都聚焦在如何防止銀行業者傷害社會各界，幾乎沒有人關注如何令銀行履行必要的關鍵職能，使經濟得以維持良好運作。就本書主旨而言，這是很重要的，原因至少有兩個。每次爆發危機時，首當其衝的總是一般民眾：勞工失業，房貸借款人失去房子，還有很多人失去退休儲蓄，沒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學，無法實現理想等等。當然，還有大量小型企業破產。


  相對之下，大企業不但能夠生存下去，有些甚至因為勞工薪資被壓低，以及海外營收不減而賺更多錢。造成危機的銀行業者也能維持不錯的獲利，真是謝謝你們。當然，如果他們協助製造的泡沫能夠維持下去，他們的情況會更好。就算泡沫不可持續，他們可能也只是必須放棄瑞士阿爾卑斯山的滑雪別墅，改為在科羅拉多州尋找替代品，或是買不起法國蔚藍海岸的房子，只能在長島漢普頓置產。[7]


  我們明確需要有效的金融監理，因為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老早養成剝削的習性，習慣占別人便宜，而此類惡行非常多樣，包括操縱市場、內線交易、離譜的信用卡作業、反競爭的獨占行為，以及歧視性和掠奪式放款等等。靠這些旁門左道賺錢似乎遠比做更多老實生意容易。放款給小型企業便是一種老實生意，而且這可以創造出新職缺。銀行致力剝削他人時，不公平會增加；銀行致力協助創造就業時，則可促進社會公平，一來可以減少失業，二來可以推高薪資，這是失業率下跌時的自然結果。


  因此，限制銀行業惡行的監理有雙重好處：抑制銀行剝削他人的能力，同時鼓勵業者做該做的事，讓他們無法靠旁門左道賺大錢。


  歐巴馬和小布希政府的失敗應變


  簡而言之，一如危機是之前數十年經濟政策可預料和預料之中的後果，危機爆發後多年來的情況是應變政策可預料和預料之中的後果。


  經濟衰退開始近八年之後，泡沫破滅九年之後，我們得出什麼結論？事實證明誰是對的？美國政府和聯準會喜歡宣稱他們救了我們，因為他們成功阻止大蕭條歷史重演。這或許是真的，但他們在恢復經濟繁榮方面徹底失敗了。


  銀行體系已大致康復。而根據官方的定義，經濟衰退也很快要結束了。但是，經濟顯然並未恢復健康。雖然經濟已恢復成長，但大衰退的傷害需要很多年才有可能癒合，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多數美國人的所得也需要很多年才能追回危機造成的損失，如果真有這一天的話。實際上，危機帶來的傷害會影響我們很久很久。


  
    	小布希前後兩次替有錢人減稅，首先是經濟陷入衰退的二○○一年。在這次減稅證實未能刺激經濟之後，他在二○○三年決定加碼替有錢人減稅。[image: 返回]


    	見Joseph E. Stiglitz and Linda J.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雖然當時有人質疑我們的數字，但我們其實已經刻意保守估計，而歷史證明我們是對的。這場戰爭的代價原比我們估計的更慘重。事實上，從二十世紀中期以來，殘障給付和相關醫療支出如今估計高達一兆美元，部分原因在於回國的士兵近五○％申請殘障給付，而且往往是多重殘障。有關戰爭的代價請上網站：http://www.costsofwar.org/article/caring-us-veterans。[image: 返回]


    	這些問題在小布希第一個任期結束時已經很明顯，到第二個任期結束時就更明顯了。例如我在二○○四年十月四日的Project Syndicate文章〈小布希失敗的四年〉（Bush's Four Years of Failure）中便指出：「實質所得中位數下跌超過一千五百美元……（經濟成長）僅惠及所得最高的一群人，同一群人之前三十年間的情況極佳，而且是小布希減稅的最大受益者。」[image: 返回]


    	有關柯林頓政府的角色，以及這一切如何埋下日後災難的種子，請參考Joseph E. Stiglitz, The Roaring Nineties: 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image: 返回]


    	二○○七年三月，柏南克宣稱：「次貸市場問題對總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影響看來有限。」Statement of Ben S. Bernanke, Chairman,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efore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U.S. Congress, Washington, DC, March 28, 2007.[image: 返回]


    	二○一三年，美國家庭財富中位數為八萬一千四百美元，幾乎倒退至一九九二年的八萬八百美元。家庭所得低於中位數六七％的美國窮人情況更差：他們的財富中位數從一九八三年的一萬一千四百美元跌至二○一三年的九千三百美元。見“America's Wealth Gap between Middle-Income and Upper-Income Families Is Widest on Record,”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2/17/wealth-gap-upper-middle-income/.[image: 返回]


    	我在《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以東亞危機為背景討論這個問題。一九九八年，我和之後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富文（Jason Furman）合寫的論文“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中證明這種情況有一種固定的型態，該文收入Income Inequality: 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at Jackson Hole, Wyoming) (Kansas City, MO: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1998), pp. 221–63。[image: 返回]

  


  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1]


  
    小布希在位近7年間，為有錢人大幅減稅、推行成本高昂的新支出計劃，而且發動伊拉克戰爭，美國的兒孫輩將承受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

  


  回顧小布希執政的這場大災難會想起很多事：伊拉克戰爭的悲劇、關達那摩灣（Guantánamo）和阿布賈里布（Abu Ghraib）的恥辱（譯注：關達那摩灣設有美國海軍基地，專門用來審訊戰俘，因在古巴領土而不受美國法律管轄而引發爭議；阿布賈里布在伊拉克，是美軍虐囚的發生地），以及公民自由權利的損害等等。小布希政府對美國經濟的損害不是每天都能登上報紙頭版，但閱讀本文的讀者餘生都將感受到後果。


  我幾乎馬上就能聽到惱怒的反駁：小布希在位近七年間，並未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目前失業率四．六％，一點也不差。嗯，很好。但事情的另一面是種種不幸哀嚎：稅法驚人地偏袒有錢人；小布希卸任時，公共債務估計將比上任增加七○％；房貸違約潮正在擴大；貿易逆差破紀錄到近八千五百億美元；油價升至空前高點；美元匯價異常疲弱，以致美國人在倫敦、巴黎，甚至在加拿大育空地區買杯咖啡，都變成一場金融冒險。


  而且情況愈來愈差。這位總統執政近七年之後，美國迎向未來的能力空前薄弱。美國沒有培養足夠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沒有培養出與中國和印度競爭所需的人才。沒有投資基礎研究，讓我們如二十世紀末成為科技強國。而且雖然總統終於明白必須開始戒掉仰賴石油和煤的習性（至少他是這麼說的），但美國在他任內變得更仰賴這兩種燃料。


  迄今為止，談到管理美國經濟的表現，傳統認為胡佛是「最差的總統」，因為他實行的政策加重了大蕭條。小羅斯福總統上任並扭轉胡佛的政策之後，美國經濟開始復甦。但是小布希執政的經濟影響比胡佛更陰毒，更難扭轉，而且很可能持續更久。沒有國家會威脅美國世上最富有經濟體的地位，但我們的孫輩卻將承受小布希製造的經濟災難，並為此掙扎。


  記得當年的財政盈餘嗎？


  小布希二○○一年一月入主白宮時，世界經濟情況與現在截然不同。在狂飆的一九九○年代，許多人認為網路將改變一切，從一九七○年代初到一九九○年代初，美國勞動生產力平均年成長約一．五％，如今接近三％。在柯林頓第二個任期，製造業生產力的年成長率有時甚至超過六％。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說我們已經進入「新經濟」時代，特徵是隨著網路淘汰傳統的商業模式，生產力持續成長。有些人推論以後可能不再有景氣循環。葛林斯潘對此大聲表達他的憂心：一旦美國還清公債，他還能怎麼操作貨幣政策？


  在如此強勁的信心推動下，道瓊工業指數節節升高。有錢人過得很好，但不是很有錢、甚至貧窮的人也有不錯的日子。柯林頓年代並非經濟的天堂，當時我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太清楚政府會犯的錯與錯失的機會。我們大力促成的全球貿易協定往往對開發中國家不公平，我們應該增加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證券市場的監管，並採取額外措施鼓勵節約能源。當年我們做得不夠是因為政治問題和財力不足，坦白說，也是因為特殊利益集團有時過度影響施政。但是，這段繁榮期是卡特以來財政赤字首度受到控制，也是一九七○年代以來，底層所得成長速度首次超過上層的時候，這是值得慶祝的里程碑事件。


  到小布希宣誓上任時，這種榮景已開始暗淡。科技業的盛況結束了，納斯達克指數二○○○年四月重挫一五％，沒有人知道網路泡沫破滅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這是實踐凱因斯經濟學（Keynesian economics）的成熟時機，我們應該增加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支出，藉此刺激經濟，這些支出都是美國當時迫切需要的，至今仍然如此。但柯林頓政府因為致力消除財政赤字而擱置這些投資，柯林頓賦予小布希執行這種政策的理想條件。還記得高爾和小布希在二○○○年總統辯論中爭論怎麼花美國的兩兆兩千萬美元財政盈餘嗎？美國本來大有財力擴大關鍵領域的投資。事實上，這麼做短期可以防止經濟衰退，長期可以促進經濟成長。


  但是小布希政府有自己的想法。新總統的首項重大經濟措施是二○○一年六月立法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年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人減稅一萬八千美元，這是一般美國人得到的減稅額三十倍以上。二○○三年二度減稅更加偏袒有錢人，不公平問題因此更加嚴重。這些減稅措施若充分並永久執行，那到了二○一二年，底層二○％美國人平均可以減稅四十五美元，而所得超過百萬美元的人平均可減稅十六萬兩千美元。


  政府得意洋洋地宣稱，美國經濟在小布希執政前六年成長一六％左右。但是，這樣的成長主要受惠的是完全不需要幫助的人，非常需要幫助的人卻沒能受惠。水漲船高，好壞皆然。美國的不公平問題正在加劇，而且速度是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最快。現在三十幾歲的年輕男性實質所得比三十年前父親輩少一二％。美國目前的貧窮人口比小布希上任時增加五百三十萬人。美國的階級結構雖然不像巴西或墨西哥，但正往那個方向前進。


  令人破產的繁榮


  小布希政府驚人地漠視最基本的財政紀律，即使推行成本高昂的新支出計劃，而且選擇打一場摧毀財政健康的伊拉克戰爭，仍然繼續減稅。小布希剛上任時，政府財政盈餘相當於GDP的二．四％，但短短四年便出現相當於GDP三．六％的財政赤字。自二戰的全球危機之後，美國不曾出現如此巨幅的財政收支逆轉。


  二○○二至二○○五年間，農業補貼倍增。稅式支出，也就是隱藏在稅法中的龐大補貼和租稅優惠，增加超過四分之一。小布希在石油和天然氣產業的朋友得到的租稅減免一再增加，增幅以十億美元起跳。沒錯，九一一之後的五年間，國防支出確實增加（增加約七○％），但是經費主要不是用來打反恐戰爭，而是浪費在失敗的伊拉克任務與承包戰爭任務的公司手上。在此同時，不少經費繼續地花在華而不實的高科技玩物上，包括製造無效的武器來打並不存在的敵人。簡而言之，政府處處花錢，就是不花在真正需要的地方。過去七年間，非國防研究支出占GDP的比重下跌了。無論是紐奧良的防洪堤壩還是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的橋樑，老朽的基礎設施都得不到什麼照顧，應付這些後果的重擔將落在下一位白宮主人身上。


  小布希政府雖然對濟貧福利措施有諸多抱怨，但卻立法推出四十年來最大的福利，就是Medicare健保制度中設計不良的處方藥福利。這一方面是在選舉期間賄賂選民，另一方面是向製藥業輸送利益。內部文件後來顯示，政府對國會隱瞞這項措施的真正成本，同時藥廠獲得特別照顧。老年人若想得到新福利，將不能選擇來自加拿大或其他國家的便宜藥物。新法律還禁止美國政府這個處方藥的最大單一買家與藥廠談判壓低成本，結果是美國消費者支付藥物的費用遠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民眾。


  你仍然可以聽到一些人大聲宣稱政府的減稅方案是為了刺激經濟，包括小布希總統，但事實絕非如此。財政赤字產生的經濟刺激效果小得驚人。刺激經濟的重任因此落在聯準會。聯準會空前賣力地踩油門，將政策利率降至一％。考量通貨膨脹後，利率實際上降到負二％。這很自然地促成一場消費熱潮。換個角度看，小布希不負責任的理財方式樹立一個壞榜樣，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受害。信貸浮濫，任何活著的人都能獲得次級抵押貸款。二○○七年夏天，美國的信用卡債務高達驚人的九千億美元。「出生便符合貸款資格」（Qualified at birth）成為反映小布希年代異常的精神口號。美國民眾把握低利率的機會，申請以初期利率超低為賣點的新房貸，拿著這些錢進城當大爺。


  這種消費狂熱在一段時間裡讓經濟看起來還不錯，而總統也確實拿經濟數據自誇。但幾年之後利率上升，很多人還不起房貸，許多家庭面臨的後果清楚呈現出來。總統無疑希望算總帳的時間能拖到二○○八年之後，但它提早十八個月來到。未來幾個月，可能有一百七十萬美國人失去房子。對當中許多人來說，這意味著掉進「下沉漩渦」，最終成為窮人。


  二○○六年三月至二○○七年三月間，美國個人破產率大升至六○％以上。隨著許多家庭破產，愈來愈多人終於明白，總統二○○五年推動讓個人更難合理擺脫債務的「破產法」修訂是在造福誰和懲罰誰。敦促政府改革「破產法」的放款機構是明顯的贏家，它們爭取到額外的保障和可用的手段，而陷入財務困境的人則是輸家。


  伊拉克戰爭的代價


  伊拉克戰爭，以及代價低一些的阿富汗戰爭，造成美國巨大的生命和財政代價。人命損失無法量化為經濟損失，至於財政代價，值得一提的是，在入侵伊拉克之前，政府不願估計這場戰爭的成本，還公開羞辱一名估計這場戰爭耗費兩千億美元的白宮助理。政府在被敦促提供數字時，估計可能需要花五百億美元，實際上每幾個月就要花掉五百億美元。如今政府已正式承認，美國「在戰區」已花掉超過五千億美元。但我和哈佛學者比莫（Linda Bilmes）的一項研究顯示，伊拉克戰爭的總成本可能是這數字的四倍，連國會預算辦公室也承認，這場戰爭的總支出可能是作戰支出的兩倍以上。舉個例子，官方的數字並不包括隱藏在國防預算中的相關支出，例如飆升的募兵成本，再入伍獎金可能高達十萬美元。也不包括數萬名受傷退伍軍人餘生的殘障福利和醫療支出，其中有高達二○％受到嚴重的腦部和脊椎傷害。令人驚訝的是，官方數字也不包括戰爭中用掉、必須重置的大部分設備成本。如果計入高油價的經濟代價和戰爭的連鎖影響，例如戰爭的不確定性抑制投資的連鎖效應，以及美國企業因為美國成為世上最不受歡迎的國家而在海外面臨的困難，即使保守估計，伊拉克戰爭的總成本至少兩兆美元，而且這還只是到現在的情況。


  我們自然會想，這些錢如果花在其他地方可以買到什麼？美國每年對非洲的援助約五十億美元，不到伊拉克戰爭兩週的直接支出。總統極力強調沒有錢實行社會保險制度（Social Security），但伊拉克戰爭的支出可以解決社會保險一百年的財務困難。哪怕只是拿這兩兆美元的一小部分來投資在教育、科技或基礎設施上，美國也可以增強經濟實力去面對未來的挑戰，包括來自外國的威脅。只要兩兆美元的一小部分，我們便能保證所有符合資格的美國人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石油價格高漲顯然與伊拉克戰爭有關。問題不在於油價高漲是否應該歸咎於這場戰爭，或要在多大程度上責怪它。小布希的政府官員在開戰前的說法，如今想起來實在不可思議。他們當時暗示，這場戰爭的成本不但可以完全靠伊拉克的石油收入支應，我們打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戰爭不是還大賺一筆嗎？而且開戰是確保低油價的最好方法。現在回想起來，這場戰爭僅有的大贏家是石油公司、國防承包商，以及蓋達組織（al-Qaeda）。開戰前預期每桶原油會持續三年在二十至二十五美元。市場人士確實預期中國和印度的石油需求會增加，但也預期增加的需求大部分會由中東增產獲得滿足。伊拉克戰爭擾亂這一切盤算，主要不是因為伊拉克減產，雖然這確實發生了，而是因為整個中東地區的不安全感加劇，抑制石油業的投資。


  無論油價如何，我們仍然仰賴石油是小布希政府留下的另個問題，因為它未能促使美國的能源來源多元化。減少仰賴碳氫能源當然有環保的考量，但撇開這點，小布希從來就不讓人相信他關心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有夠強的經濟和國家安全理由去減少仰賴石油，可是小布希政府奉行的是「先開採美國石油」的政策，也就是盡快開採最大量的美國石油，環境問題馬虎應付過去就好，然後不切實際地期望核融合或某種奇跡未來能解決能源難題，這使美國未來更仰賴外國的石油。包括二○○三年的能源法案給了能源產業許多大禮，以致於馬侃（John McCain）說這是「沒有說客法案」（No Lobbyist Left Behind）。


  蔑視全世界


  在小布希總統任內，美國的財政和貿易赤字擴大至空前規模。當然，赤字不一定有害。如果一家公司借錢購置有用的機器，那是好事，而非壞事。但是，過去六年間，美國政府、家庭和整個國家都在借錢維持消費。在此同時，我們對幫助增加財富的廠房和設備等固定資產投資卻在減少。


  這一切有什麼影響？美國生活水準的成長速度必定會放緩，甚至可能倒退。美國經濟有能力承受許多傷害，但沒有一個經濟體永遠不敗，而我們的種種弱點已暴露無遺。隨著世人對美國經濟的信心大跌，美元的幣值也重挫，自二○○一年以來美元兌歐元匯價已經下跌四○％。


  我們的問題不僅是國內經濟政策混亂，對外經濟政策也有類似狀況。小布希總統將龐大貿易赤字歸咎於中國，但即使推動人民幣升值，也只是增加向孟加拉和柬埔寨購買紡織品和成衣，而不向中國購買，貿易赤字還是會保持不變。總統宣稱相信自由貿易，但卻制定措施保護美國鋼鐵業。美國強力促成一系列的雙邊貿易協定，脅迫小國接受種種難堪的條件，例如保護它們迫切需要用來對抗愛滋病的藥物專利。我們敦促世界各國開放市場，卻阻止中國收購多數資產在美國境外的小型石油公司優尼科（Unocal）。


  因此，像泰國和摩洛哥等地爆發抗議美國貿易政策的活動也就不令人意外了。但是，美國拒絕妥協，拒絕果斷地縮減龐大的農業補貼，儘管這種補貼扭曲國際市場，傷害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農民。這種強硬態度導致開放國際市場的談判失敗。雖然多邊主義強調世界各國必須合作，但一如在許多領域，小布希總統試圖建立美國主導的體制，破壞多邊主義。結果他無法使美國主導一切，但成功削弱了國際合作。


  小布希政府二○○五年任命沃佛維茨（Paul Wolfowitz）出任世界銀行總裁，凸顯對全球體制的蔑視。沃佛維茨是美國前副國防部長，是伊拉克戰爭的主要策劃者。他一開始就普遍不受國際社會信任，上任後很快捲入一些個人爭議事件，成為國際上的難堪人物，不到兩年就被迫辭職下台。


  拜全球化所賜，美國經濟與世界其他經濟體愈來愈緊密交織。想想那些有問題的美國房貸，隨著借款家庭違約，房貸資產的持有人發現手上的證券已變成廢紙。這些問題房貸的發放機構以不透明的方式將相關資產組合起來變成房貸證券，賣給不知道的人。問題清楚呈現出來時，全球金融市場極度不安，數十億美元的問題房貸隱藏在歐洲、中國和澳洲等地的投資組合中，甚至連高盛和貝爾斯登等美國明星級投資銀行也未能倖免。印尼等開發中國家真的是無辜的旁觀者，但也隨著全球風險溢酬急升而受傷，因為投資人大舉撤離這些新興市場，尋找資金避風港。這個爛攤子需要花很多年的時間來收拾。


  在此同時，我們已變得仰賴其他國家替我們的債務融資。光是中國持有的美國政府和民間債權就超過一兆美元。小布希執政前六年間，美國人向外國人借了約五兆美元。這些債權人可能不想立即收回他們的錢，如果他們這麼做，將會引發全球金融危機。但世上最富有的國家竟然無法避免嚴重的入不敷出，這是怪異而令人不安的事。一如關達那摩灣和阿布賈里布已經損害美國的道德權威，小布希政府的理財方式已經損害我們的經濟權威。


  展望未來


  無論是誰在二○○九年一月入主白宮，都將面臨艱難的經濟環境。撤出伊拉克是比較殘忍的任務，但恢復美國的經濟秩序也是痛苦的，而且需要花多年的時間。


  眼前必須馬上處理的難題是設法令經濟恢復正常的「新陳代謝」。這意味必須提高儲蓄率，從零（甚至更低）提升至比較正常的水準，例如四％。雖然這麼做長遠而言可以增強美國經濟的體質，不過短期會很痛苦。存起來的錢就是沒有花掉的錢。如果大家不花錢，經濟引擎就會熄火。如果民眾快速縮減支出，例如房貸市場崩盤迫使他們這麼做，那經濟可能衰退。即使縮減支出以比較和緩的方式發生，經濟仍將經歷漫長的放緩期。家庭債務過高造成的房貸違約和個人破產問題很可能會先惡化，然後才有所改善。而聯邦政府將左右為難，如果政府快速恢復審慎理財，這兩個問題只會更惡化。


  無論如何，我們有一些事情要做。簡單地說就是停止現在的做法，做完全相反的事。也就是說，我們不能花自己沒有的錢，我們必須對有錢人增稅、減少補貼企業、增強保護窮人的社會安全網，以及增加對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的投資。


  賦稅方面，應該嘗試從視為好事的勞動與儲蓄課稅，轉移到從視為壞事的汙染課稅。在社會安全網方面，我們應該記住一件事，政府愈是努力幫助勞工增進技能，並提供一般人負擔得起的醫療服務，美國企業愈能自由地在全球經濟中競爭。最後，如果我們能與其他國家合作創立公平高效率的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我們的情況將大大改善。如果我們減少對其他國家開放並停止補貼美國農業的虛偽作為，將有較大的機會促成其他國家開放市場。


  小布希政府造成的傷害有一部分可以快速糾正，但有一大部分需要數十年才能糾正，而且前提是白宮和國會有做這件事的政治意志。想想近四兆美元債務每年的利息，即使利率只有五％，一年利息也要兩千億美元；想想即使只是償還一小部分累積的債務，未來的政府將需要徵收多少稅款；再想想美國貧富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這現象已超越經濟學，攸關「美國夢」的未來。


  簡而言之，現在有個需要一個世代去扭轉的趨勢。數十年後，我們必須回頭檢視傳統認知：胡佛真的還是最差的總統嗎？我估計屆時我們會發現，小布希打敗了胡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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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主義傻瓜[1]


  
    信貸危機是一連串決定所釀成的悲劇，我們在每個重要關頭幾乎都犯了錯。

  


  當信貸危機最迫切的威脅緩和的時候，擺在眼前的重要任務就是為接下來的經濟政策設定方向。這是危險的時刻，因為爭論未來政策的背後是歷史的爭論，也就是爭論為何會陷入當前的處境。過去的爭論會決定當前的爭論，因此釐清歷史至關緊要。


  這場危機是哪些關鍵決定造成的？我們在每個重要關頭幾乎都犯了錯，我們面臨的處境是工程師所稱的「系統失靈」，也就是一連串、而非單一決定釀成的悲劇。這過程出現五個關鍵時刻。


  關鍵時刻1：撤換聯準會主席


  一九八七年，雷根政府決定撤換聯準會主席，由葛林斯潘取代沃爾克（Paul Volcker）。沃爾克在任期間，盡到央行總裁的責任，將通貨膨脹率從超過一一％壓低至不到四％。在世界各國央行中，這種表現值得A+++的成績，他無疑應該連任。但沃爾克也明白金融市場必須被管制，雷根則希望找一個完全不相信這一套的人當聯準會主席，結果他找到客觀主義哲學家、自由市場狂熱信仰者蘭德（Ayn Rand）的弟子葛林斯潘。


  葛林斯潘有雙重角色。聯準會是控制貨幣的閘門，在二○○○年代的前幾年，葛林斯潘全力開閘門放錢；但是，聯準會也是監管金融市場的機關，如果任命一個反管制的人來監理，工作品質可想而知。浮濫的流動資金加上失修的監理堤壩，結果便是一場大災難。


  葛林斯潘任內出現兩場金融泡沫，而不是一場。二○○○至二○○一年的高科技泡沫破滅之後，他協助吹大房市泡沫。央行的首要職責應該是維持金融體系穩定。如果銀行基於人為推高的資產價格放款，結果可能是資產市場崩盤，這正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也是葛林斯潘早該知道的事。他有很多可用的政策手段可以處理，面對科技股泡沫，他可以提高保證金，也就是提高買股票時必須拿出來的現金。面對房市泡沫，他可以約束以低所得家庭為目標的掠奪式放款，並禁止其他狡詐的做法，例如不需要證明文件的「騙子」貸款，以及頭幾年只需要付利息的貸款。如果他這麼做，對我們將有很大的保護作用。如果他缺乏可用的政策手段，可以要求國會賦予必要的權力。


  當然，金融體系目前的問題並非完全是胡亂放款的結果。銀行業者利用複雜的金融工具，包括信用違約交換（credit-default swaps）等衍生性商品，押下重注對賭。這種交易約定在某些事情發生時，例如貝爾斯登破產或美元匯價大漲時，交易的一方可以根據合約付款給另一方。這些衍生性商品原先是要協助管控風險，但它們也可以用來賭博。因此，如果你確信美元將貶值，你可以利用衍生性商品押下重注，如果隨後美元果真走貶，就能賺到很多錢。問題是，因為金融業者彼此押下重注，關係錯綜複雜，沒有人可以確定其他人的財務狀況，有時甚至連自己的狀況也無法確定，信貸市場會停擺並不令人訝異。


  葛林斯潘在這方面也有責任。我在柯林頓執政時曾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曾參與一個包括所有聯邦政府金融監理高官的委員會，葛林斯潘和財長魯賓（Robert Rubin）也是委員。那時其實已清楚看到衍生性商品的危害。但儘管如此，主管金融體系的反管制者，包括聯準會和證券交易委員會的主席，決定不做任何事，因為他們擔心採取任何行動都可能妨礙金融市場「創新」。但是，創新就跟「改變」一樣，並不必然會有價值。創新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騙子」貸款就是一個好例子。


  關鍵時刻2：拆除防火牆


  反管制理念的惡果將延續很多年。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美國國會廢除「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這是銀行和金融服務業耗資三億美元遊說的高峰成就，在國會是由參議員葛蘭姆（Phil Gramm）帶頭衝鋒。「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長期以來分隔商業銀行（主要業務為放款）和投資銀行（主要業務為安排債券和股票發行）的業務，這個法案在大蕭條時期制定，旨在約束當時的離譜行為，包括嚴重的利益衝突。想像一下，如果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沒有分隔，某個投資銀行大力支持、安排股票發行的公司如果陷入財務困難，那同集團的商業銀行就有壓力放款給這家公司，儘管這麼做很可能是不明智的。我們不難想像，這種情況可能導致愈陷愈深的錯誤判斷。我在當年就反對廢除「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倡導者的說法是，相信我們，我們將建立防火牆，確保以往的問題不會重演。作為經濟學家，我合理相信經濟誘因能有力地改變人類的行為，促使他們致力追求自身利益，但這自身利益總是短期的自利，而不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講的「正確理解的自利」。


  廢除「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間接產生的重要後果是改變整個銀行業的文化。商業銀行理論上不應該進行高風險的業務，這些銀行理應非常保守地管理其他人的資金。政府同意在商業銀行陷入困境時出手拯救正是基於這種認知。另一方面，投資銀行向來管理的是有錢人的資金，這些人可以為了爭取較高的報酬而承受較大的風險。「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廢除之後，一家公司可以同時經營投資銀行和商業銀行業務，結果是投資銀行文化占了主導地位，因為很多人想靠高槓桿和高風險獲得高報酬。


  解除管制過程中還有其他重要措施。其中之一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二○○四年四月在一個無人注意的會議上，允許大型投資銀行提高負債資本比（從十二：一提升至三十：一，甚至更高），好讓它們可以購買更多房貸擔保證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結果這助長了房市泡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以自我管制大有好處來辯解。自我管制是個很奇怪的概念，認為銀行業者可以有效地自我約束實在是荒謬的想法，甚至連葛林斯潘都承認這一點。在實務上，自我管制無論如何都無法辨明系統風險。舉個例子，如果管理投資組合的模型要求所有銀行一次出清某檔證券，系統風險便會產生。


  我們在廢除舊法規之餘，對二十一世紀金融市場帶來的新挑戰無所作為。最重要的挑戰源自衍生性商品。一九九八年，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主席波恩（Brooksley Born）呼籲立法管制衍生性商品。這一年稍早，聯準會策劃拯救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gement）的方案，因為這家對沖基金涉及上兆美元的資產，破產將危及全球金融市場。管制衍生性商品因為此事而顯得有急迫性。但是，財長魯賓、副財長桑默斯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堅決反對波恩的提議。他們成功了。政府什麼都沒做。


  關鍵時刻3：大開減稅漏洞


  接下來必須講小布希的減稅政策，首波減稅在二○○一年六月七日制定，兩年後再有一波。總統和他的顧問似乎認為減稅是醫治經濟疾病的萬靈丹，就像古代醫生利用水蛭放血治百病那樣，尤其是替高所得階層和企業減稅。這兩次減稅對塑造當前危機的背景條件有關鍵作用。因為它們對刺激經濟幾無作用，這重擔落在聯準會身上，而它將利率降至空前的低位，挹注流動資金。伊拉克戰爭令情況變得更糟，因為它導致油價飆漲。因為美國非常仰賴進口石油，我們必須額外付出數千億美元買油，而這些錢本來可以用來購買美國的商品。這導致經濟放緩，如一九七○年代的情況。但聯準會以我們想像得到的最短視措施因應情況。因為流動資金浮濫，房貸市場資金充沛，連正常無法獲得貸款的人也能申請到房貸。這確實成功防止經濟陷入衰退，美國家庭的儲蓄率大跌至零，但很清楚地我們不過是靠借錢、借時間撐住場面。


  政府調降資本利得稅則以另一種方式替危機增添柴火。這個決定考驗我們的價值觀：投機（也就是賭博）獲利人士必須繳的稅，比辛苦工作的受薪階級來得輕。此外，這個決定也鼓勵人們借錢，因為利息可以抵稅。舉例來說，如果借一百萬美元買房子，或是借十萬美元的房屋貸款來買股票，每年付的利息可以完全抵稅。至於賺到的資本利得只需要付相當輕的稅，而且可能在遙遠的未來才必須付錢。小布希政府是在公開誘使大家過度借貸，而美國消費者在這方面根本不需要額外的鼓勵。


  關鍵時刻4：財報作假


  二○○二年七月三十日，也就是在爆發世界通訊（WorldCom）和安隆公司（Enron）破產等一連串大企業醜聞之後，美國國會通過「沙賓法案」（Sarbanes-Oxley Act）。這些醜聞涉及美國所有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多數銀行和一些頂級企業，令我們清楚看到美國的會計體制有極為嚴重問題。對多數人來說，會計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如果不能相信企業財報，那企業的任何東西都無法相信。不幸的是，在「沙賓法案」的協商過程中，國會決定不處理企業獎勵員工的股票選擇權問題，不過包括受敬重的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前主席萊維特（Arthur Levitt）等多數人認為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替股票選擇權辯解的人表示，這是企業提供健康誘因、激勵管理階層好好經營公司的工具。但股票選擇權實際上是有名無實的「獎金」，如果公司業績出色，執行長可以藉由股票選擇權得到非常豐厚的報酬。如果公司業績不佳，執行長得到的報酬幾乎一樣豐厚，只是換其他方式支付。這已經夠糟了，但股票選擇權還有另一個問題，它們使管理高層有很強的誘因在會計上弄虛作假，提供不實資料以求推高公司股價。


  信用評等機構的誘因結構也極不合理。穆迪和標準普爾等評等機構的收費對象，恰恰是它們要評鑑的公司。在這個情況下，評等機構自然大有理由提供很高的評等，就像大學教授為了討好學生而寬鬆給分一樣。評等機構和付費給它們的投資銀行均相信金融煉金術，相信不及格的有毒房貸可以改造為足夠安全的證券，連商業銀行和退休基金都可以放心持有。我們在一九九○年代的東亞危機期間便見識過評等機構相同的錯誤：它們先是提供相當高的評等，為流入東亞國家的資金推波助瀾；當它們突然大幅降低評等時，這些國家便慘遭重創。但是，金融監理機關對這一切漠不關心。


  關鍵時刻5：坐視危機惡化


  二○○八年十月三日通過金融業紓困方案，政府的應急措施終於使這場危機來到一個轉折點。未來多年我們會一直感受到這場危機的後果。一直以來，政府和聯準會抱持一廂情願的想法，希望壞消息只是短暫情況，希望經濟很快就能恢復強健成長。美國的銀行業者瀕臨破產時，政府還是用相同的處理方式。有些金融機構獲得政府拯救，如貝爾斯登、美國國際集團、房利美、房地美，而雷曼兄弟就沒那麼幸運。有些金融機構的股東可以拿回一些東西，有些則不能。


  財政部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原本只提交三頁紙的方案，要求國會給他七千億美元隨他花用，不受監督也不接受司法審查，這實在是傲慢至極。鮑爾森推銷他的方案，說這是恢復信心的必要之舉。但是，他的方案並未處理人們失去信心的根本原因。銀行發放太多問題貸款，它們的資產負債表破了大洞，沒有人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紓困案有如替一名內出血的病人大量輸血，而且對大量房貸違約問題的根源無所作為。鮑爾森浪費寶貴的時間推銷「現金換垃圾」方案，打算買進銀行的不良資產，將風險轉移到美國納稅人身上。他最終放棄這個方案，直接為銀行提供所需的資金，但他做這件事的方式不但騙了美國納稅人，也未能確保銀行利用政府提供的資金恢復放款。他甚至在納稅人為銀行注資之際，允許銀行將資金大量轉移給股東。


  政府未處理的另一個問題是迫在眉睫的經濟疲勢。經濟之前靠著過度借貸支撐，現在已無以為繼。消費萎縮之際，經濟只能靠出口支撐，但因為美元走強、歐元和其他貨幣走貶，情況看來支持不了多久。在此同時，各州面臨收入大減，必須縮減支出。政府若沒有果斷的行動，經濟將衰退。即使先前銀行明智放款，經濟衰退也必將導致壞帳增加，進一步削弱掙扎求生的金融業，更別說銀行還沒有明智放款。


  政府大談重建信心，實際上卻只是耍一些信心把戲。如果政府真的希望重振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就會開始處理根本問題，處理有缺陷的誘因結構和不勝任的監理體制。


  在這過程中，如果某個決定改變了，是否就能改變歷史的走向？每個決定都受以前的決定影響，包括不做某件事的決定，很多惡劣的經濟決策屬於這個類型。這些決定形成一個互有關聯的網絡，從遙遠的過去延伸至未來。你會聽到有些右派人士指責政府的某些行為，例如制定「社區再投資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要求銀行為低所得社區提供房貸，但是，「社區再投資法案」的放款違約率其實遠低於其他放款。許多人指責政府擁有的兩家放款巨擘房利美和房地美，但是這兩家公司其實很晚才涉足次貸業務，而它們的問題與一般民間企業一樣，執行長有放手賭博的不當誘因。


  歸根結底，個別的錯誤多數源自於相信市場有能力自行調整，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無所作為。今年（二○○九年）秋天的國會聽證會上，葛林斯潘回顧這個信念，大聲說：「我發現這當中有錯。」眾議員韋克斯曼（Henry Waxman）逼問：「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意識型態不正確、行不通？」葛林斯潘說：「沒錯，正是這樣。」因為美國與多數國家信奉這種錯誤的經濟哲學，我們最終難免走到這番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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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殺了美國經濟？[1]


  
    了解這場全球經濟危機是由哪些人和哪些事造成，才有機會防止下一場危機，並知道如何替當前危機善後。

  


  大家都在找造成全球經濟危機的罪人。這不只是有恨難消的問題，如果想知道如何防止下一場危機，甚至替當前危機善後，很重要的是了解這場危機由哪些人和哪些事造成。


  但是，因果是複雜的概念。理論上，我們希望釐清的事是：如果那些罪人沒做那件事，這場危機就不會發生。但是，一方改變行動的後果也取決於其他人的行為，照理說，其他人的行動也會改變。


  想想一宗謀殺案，我們可以找到是誰開槍殺人。但是，必須有人賣槍給槍手。槍手也可能是收了錢才去殺人，受害人的行蹤可能是熟人洩露。這些人都參與了這宗罪行。如果買兇者決心殺人，那麼即使實際下手的槍手拒絕行兇，受害人也會被殺害，因為買兇者會找到其他槍手行兇。


  當前這場危機有許多罪人，當中有人，也有機構。討論誰是罪人時，總是會提起一些人名，例如魯賓，他是解除管制運動的共謀者，而他擔任高層的金融機構是美國政府挹注最多資金的兩家金融業者之一；也會有人提到葛林斯潘，他也是傳播解除管制理念的人，而且他沒能有效運用監理權、鼓勵購屋者借高風險的浮動條件房貸，並支持小布希總統替有錢人減稅[2]，這導致聯準會必須降息來刺激經濟，助長房市泡沫。但是，即使沒有魯賓和葛林斯潘，他們的職位也會有人出任，而且很可能是做一樣的事。有同樣的意願和能力做這些壞事的大有人在。但是，其他國家也發生類似問題，當中的要角是另一些人。由此看來，危機的背後有一些根本的經濟力量。


  對這場危機有顯著責任的機構包括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信用評等機構、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和聯準會等監理機關、房貸經紀公司，以及從雷根到小布希、推動解除金融業管制的多屆政府。當中有些機構對促成危機有多重作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聯準會：它未能善盡監理職責，而且在利率和信貸供給方面也處理失當。這些機構與接下來提到的人，某種程度上都是罪人。


  主嫌：銀行和投資人


  不過，我認為主嫌是銀行（廣義來說是金融業）和投資人。


  銀行應該是管控風險的專家，但它們不但不管控風險，還製造風險。銀行維持過高的財務槓桿。槓桿比率高達三十：一時，資產總價值只要下跌三％，公司的資產淨值便徹底報銷。（一些資料幫助大家理解，截至二○○九年三月，美國房價已自高點下跌約二○％，而且估計至少要再跌一○至一五％。）銀行採用的誘因結構鼓勵短視和過度冒險的行為。此外，它們還利用股票選擇權獎勵管理高層，這令管理階層有誘因在會計上弄虛作假，包括將許多活動隱藏到資產負債表以外。


  銀行業者似乎不了解資產證券化製造出來的風險，包括資訊不對稱產生的風險。因為資產證券化，房貸發放機構直到最後都不會持有那些房貸；因此，即使發放貸款並未盡到審慎調查的責任，也不必承受後果。銀行業者也錯估美國不同地區房貸違約率之間的相關性，沒有意識到利率上升或失業率上升幾乎對所有地區都有負面影響。它們也低估房價下跌的風險。此外，銀行業者對一些新金融商品也沒有準確評估，像是不要求證明文件，或對證明文件要求很低的貸款商品。


  銀行業者唯一可用的辯解是因為投資人迫使才這麼做，這無疑相當沒有說服力。銀行投資人不了解風險：他們將高槓桿造就的高報酬當作是「明智」投資的結果。銀行業者如果沒有採取過高的槓桿，提供給投資人的報酬率就會比較低，就會出現股價遭壓低的懲罰。但是，實情是銀行利用投資人的這種無知，藉由承受高風險得到較高的短期報酬，藉此推高股價。


  三大共犯


  如果銀行業者是主嫌，那也有許多共犯。


  信用評等機構是重要的共犯。它們相信金融煉金術，將不及格的次級房貸證券給予A級評等，使它們「安全」到適合退休基金持有。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讓資金穩定流入房市，為房市泡沫增添柴火。評等機構的行為可能受評鑑對象付費的扭曲誘因影響，但我估計，即使沒有這些誘因問題，它們的經營模式也有嚴重的缺陷。競爭在此情況下產生了惡果，它導致沉淪式競爭，評等機構爭相為評鑑對象提供最有利的評等。


  房貸經紀公司也是重要共犯，它們不關心房貸的品質，畢竟它們不會持有房貸很長的時間，它們主要是想衝高房貸量。有些公司甚至熱心發明新型房貸，例如之前提到不要求證明文件或文件要求很低的貸款。這種房貸誘使人行騙，後來被稱為騙子貸款。這是一種「創新」，但以前沒有這種創新是大有道理的。


  其他的新房貸產品，例如低價分期或無償分期房貸、浮動利率房貸等等，誘使不小心的借款人陷入圈套。房屋淨值貸款則鼓勵美國人以房屋淨值抵押借款，提高總貸款成數，結果也提高房貸的風險。


  房貸發放機構的關注焦點並非風險，而是交易費用。但它們不是致力壓低交易費用，而是設法擴大交易費用，進而提升營收。短期貸款因為必須安排再融資，對業者特別有吸引力，但是房貸戶卻有得不到再融資的風險。


  發放房貸產生的交易費用，使業者有強大的誘因去欺詐單純、無經驗的借款人，例如鼓勵他們辦短期貸款，因為可以重複續貸，而這會產生可觀的交易費用。


  監理機關也是共犯。它們應當認識到新金融商品的風險，應該自己做風險評估，而非仰賴業者自律或信用評等機構。它們應當認識到高槓桿和店頭市場的衍生性商品涉及的風險，尤其該了解許多風險並沒有互相抵銷，而是彼此加重。


  監理機關欺騙自己，認為如果能確保每家銀行管好自己的風險（理論上銀行有強烈的誘因做好這件事），整個銀行體系就不會有問題。令人驚訝的是，它們竟然不關心系統風險，但擔心系統風險其實是設立監理機關的主要理由之一。即使每一家銀行「平均而言」是健全的，它們的行為因為彼此相關，仍然可能對整個經濟體構成危險。


  監理機關有時也會辯解，說即使發現某些問題，它們也沒有採取行動的法律基礎，例如它們並沒有管制衍生性商品的權力。但是，這種說辭是虛偽的，因為有些監理機關的主管，尤其是葛林斯潘，曾經致力阻止政府立法管制相關金融商品。


  廢除「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對危機的形成扮演特殊作用，不僅是因為它衍生利益衝突（這在安隆和世界通訊的醜聞中暴露無遺），還因為它使商業銀行染上投資銀行的冒險文化，商業銀行的經營應該遠比投資銀行審慎。


  出問題的不僅是金融法規和監理機關。反托拉斯法的執行也應該更嚴格。政府容許銀行擴張至大到不能倒，或大到無法管理。而且這些銀行有相當扭曲的誘因。在「正面我贏，反面你輸」的情況下，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有強烈的誘因過度冒險。


  公司治理法規也有責任。監理機關和投資人理應察覺扭曲的誘因結構衍生的風險，甚至無法照顧好股東的利益。安隆和世界通訊的醜聞發生後，人們積極討論必要的改革，制定「沙賓法案」是第一步。但「沙賓法案」並未處理最根本的股票選擇權問題。


  小布希和柯林頓政府降低資本利得稅，加上利息費用可以抵稅，使人們有強烈的借貸誘因，例如購屋者會認為房貸金額愈高愈好。


  經濟學界裡的共犯


  還有一群共犯棲身學術界，他們是一些經濟學家，提供金融市場好用又有利的理論。這些經濟學家提供的理論模型基於一些不切實際的假設，包括資訊完整、完全競爭和完美市場，在這種模型中，法規是不必要的。


  現代經濟學理論，尤其是那些集中關注在資訊不完整和不對稱、系統不理性的理論，特別是有關風險判斷的理論，已經說明這些較早出現的「新古典」模型如何錯誤。這些現代理論顯示，新古典模型並不健全，只要情況稍微偏離極端假設，結論就會失效。但是這些現代理論的洞見廣遭忽視。


  此外，近代經濟學理論的某些重要部分是鼓勵央行官員只致力對抗通膨，他們似乎認為低通膨是經濟穩定和強健成長的必要條件，也幾乎是充分條件。結果是許多央行並不注意金融結構，包括聯準會。


  簡而言之，許多最流行的個體和總體經濟學理論教唆並協助監理機關、投資人、銀行業者和政策制定者，為他們的政策和行為提供「論據」。這些理論令銀行業者相信追求自身利益是在促進社會福祉，令監理機關相信奉行「善意忽視」政策是容許民間部門繁榮壯大，而這終將惠及所有人。


  聯準會不負責任


  葛林斯潘試圖將低利率的責任推給中國，因為中國的儲蓄率非常高。這種辯解顯然沒有說服力，即使中國願意以較低的利率借錢給美國，聯準會還是有足夠的能力提高利率，至少短期內是這樣。事實上，聯準會二○○四至二○○六年間正是這麼做，而這果然促使房市泡沫破滅。


  低利率確實助長泡沫。但泡沫並非低利率無可避免的後果。許多國家渴望以低利率替必要的投資融資，那些資金的確可以導向更有益的用途，但我們的金融市場沒有這麼做。監理機關容許金融市場（包括銀行）利用充沛的資金做不利於社會生產力的事，它們容許低利率助長房市泡沫。它們可以動用一些政策手段阻止，卻沒有這麼做。


  如果我們指責低利率助長房市狂熱，那就必須探究是什麼誘使聯準會推行低利率政策。聯準會這麼做，部分原因在於它想支撐經濟，因為在科技泡沫破滅之後，美國經濟受總合需求不足困擾。


  就此而言，小布希照顧有錢人的減稅案可能是關鍵因素。這個政策的設計不在於刺激經濟，不過刺激經濟的效果確實非常有限。小布希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也是重要因素，受這場戰爭影響，原油價格從每桶二十美元飆漲至一百四十美元。我們不必分析油價的飆漲有多大程度是拜戰爭所賜，但油價大漲與這場戰爭有關是幾乎可以確定的事。美國人每年必須為進口石油多花數千億美元。這筆額外支出本來可以留在美國國內花用。


  在一九七○年代油價大漲時，多數國家陷入經濟衰退，因為進口石油耗掉一部分購買力。拉丁美洲是例外，因為它們靠舉債維持消費。但是，這種借貸無法持續。過去十年，美國走的正是拉丁美洲當年的路。為了抵銷石油支出大增的負面影響，聯準會壓低原本不該這麼低的利率，助長原本不會這麼嚴重的房市泡沫。一如一九七○年代的拉丁美洲經濟，美國經濟在泡沫破滅前看來表現不錯，因為房市泡沫促成消費熱潮，而家庭儲蓄則一路跌至零。


  因為伊拉克戰爭、油價飆升以及小布希設計拙劣的減稅案，維持經濟活力的重任落在聯準會身上。聯準會本來可以行使監理職權，盡力將資源導向更有生產力的用途。就此而言，聯準會及主席有雙重罪責。他們不但未能盡監理之責，還為房市泡沫推波助瀾，最終重創美國。當年被問到是否有泡沫時，葛林斯潘暗示沒有，只是有一些「小氣泡」。這顯然是錯的。聯準會聲稱，泡沫要到爆掉之後才能確認，這說法也不完全正確。泡沫確實要到爆掉之後才能確定，但我們可以用有力的機率評估數字陳述。


  所有政策制定時都涉及某種程度的不確定性。當年美國房價大漲，低價房屋尤其如此，而多數美國人的實質所得卻長期停滯，這顯然是個問題。而且很明顯地，一旦利率上升，問題就會惡化。利率處於空前低點時，葛林斯潘鼓勵美國人借浮動利率房貸，而且容許他們借到最高限度，假定利率會一直那麼低。但是因為利率實在非常低，實質利率是負數，假定利率可以長期那麼低是不合理的。利率上升時，許多美國人顯然陷入困境，而借錢給他們的放款機構也將大禍臨頭。


  聯準會的辯護士有時嘗試替這種不負責任和短視的政策辯解，說聯準會別無選擇，因為升息雖然可以消滅泡沫，也會扼殺經濟。但是，聯準會的政策工具並非只有利率，還是有一些監理手段可以抑制泡沫，只是決策者選擇不用這些手段。它可以在房市泡沫化機率上升時降低貸款成數上限，也可以降低房貸還款金額對家庭所得的比率上限。如果認為缺乏必要的政策手段，它還可以要求國會授予必要的權力。


  我們無法因此推出完全滿意的反事實假想。沒錯，或許金融市場當年可以將那些資金導向比較有益的用途，例如支持創新活動或開發中國家的重要發展計劃，但金融市場也可能找到另一種騙局來支持不負責任的借貸，例如一場新的信用卡消費熱潮。


  替無辜者辯護


  共犯的罪責各有不同，但有些嫌犯其實是無辜的。


  在長長的嫌犯名單中，許多共和黨人常提到兩個。共和黨人很難接受市場失靈，很難接受市場人士可以如此不負責任、金融業奇才不懂風險、資本主義有嚴重缺陷。所以他們確信一件事，問題要怪政府。


  我也認為政府確實有責任，但責任在於過度無為。保守陣營的批評者則認為政府的問題在於過度干預。他們批評「社區再投資法」要求銀行將部分資金借給不值得獲得房貸的弱勢社區。他們也責怪房利美和房地美，這兩家奇特的政府資助企業（government-sponsored enterprise）在一九六八年民營化，是房貸市場的重要角色。保守派人士表示，國會和總統對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壓」，要求兩家公司協助提高房屋自有比率，達成小布希總統經常提到「有產社會」（ownership society）。


  這種說法顯然只是想諉過卸責。聯準會最近一項研究顯示，「社區再投資法案」的房貸違約率其實低於平均水準。美國房貸市場的問題源於次級房貸，而房利美和房地美主要是替「符合資格的」正常房貸融資。


  在這場危機產生關鍵作用的所有惡劣做法全都是美國民間金融市場發明的。政府鼓勵民眾購屋是希望他們永久擁有房屋，不是要他們購買負擔不起的房屋，這只會產生短暫的利益，並導致長期的貧窮。窮人最終將失去房子，並損失畢生儲蓄。


  市場上總有適合每個人預算的房子。諷刺的是，因為這場泡沫，許多窮人到頭來擁有更小的房子。如果放款政策更為審慎，泡沫將受到抑制，窮人能擁有較大的房子。房利美和房地美確實加入民間蔚為風潮的高風險高槓桿「遊戲」，但是很晚才加入，而且玩得很笨拙。這裡同樣有監理失靈的問題，這兩家政府資助企業有專責監督的機構，但在小布希政府鼓吹解除管制下，顯然並未盡到監理責任。房利美和房地美加入高風險房貸市場後，相對於民間業者占有優勢，因為它們有政府（不明確的）擔保，融資成本較低。它們利用這種擔保套利，替管理階層創造可媲美純民間部門的獎金，雖然民間部門的獎金看似業者付出專業「賺到」的，但事實並不是如此。


  政治體制也是共犯


  除了上面提到的主嫌和共犯，還有一個重要的罪犯躲在幕後，在許多環節產生重要作用，那就是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是從政者對競選捐款的仰賴，使得華爾街產生巨大影響力，促使當局廢除法規，並任命不相信監理的人掌管監理機關，產生可預料也確實有人料到的後果。即使在今天，這種影響力仍在左右當局的金融危機善後方案。


  所有經濟體都需要規則和裁判。我們的規則和裁判由特殊利益集團決定，諷刺的是，這些規則和裁判不見得把這些特殊利益集團照顧好。不過，它們不利於國家整體利益則是確鑿無疑的。


  說到底，這是我們經濟和政治體制的一場危機。參與其中的人很大程度上是在做自認該做的事。銀行業者在遊戲規則內致力爭取最大的利潤。根據遊戲規則，他們應當運用自身的政治影響力，令法規和監理機關允許他們和他們掌管的公司盡可能謀取最大的利潤。遊戲規則也約束從政者必須籌措當選所需要的競選經費，而為了獲得政治捐獻，必須討好有錢有勢的人。一些經濟學家則為政客、銀行業者和監理機關提供方便好用的意識型態，根據這種意識型態，他們奉行的政策和做法將造福所有的人。


  眼下有些人希望金融體系能重建成二○○八年之前的模樣。他們會倡導監理改革，但這種改革基本上將只是表面工夫。當局允許一些銀行維持大到不能倒的狀態。業者將受到「監督」，但實際情況大有疑問，因為銀行可以繼續賭博，也繼續大到不能倒。會計標準將放寬，賦予業者更大的操作餘地。沒有人會認真處理金融體系的誘因結構，甚至去處理種種高風險的行為。如果真是如此，我們遲早會迎來新一場危機。


  
    	原文The Anatomy of Murder: Who Killed America's Economy?發表於《批判評論》（Critical Review）2009年7月號[image: 返回]


    	葛林斯潘支持二○○一年的小布希減稅案，即使他應該知道，這種減稅會導致財政赤字，而他以前是多麼痛恨財政赤字。他當時說，如果我們採取果斷行動，那麼柯林頓政府審慎理財而累積的財政盈餘將使得美國的國庫券完全消失，而這會導致貨幣政策難以操作。這是我所聽過受人敬重的官員講出來的最爛論點。事實上，如果他想像美國公債消失一空的情況迫在眉睫，美國國會有方法也有誘因迅速糾正問題。[image: 返回]

  


  如何走出金融危機[1]


  
    世界正面臨一九二九年以來最險惡的經濟危機，如果政府再提出失敗的虛弱方案，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最近幾個星期壞消息之多，令世界上許多人困惑。股市暴跌，銀行停止同業貸款，央行和財政部高官每天出現在電視上，看起來憂心忡忡。許多經濟學家警告，世界正面臨一九二九年以來最險惡的經濟危機，唯一的好消息是油價終於開始下跌。


  雖然這種時光對許多美國人是可怕而陌生，但有些國家的人可能覺得情況似曾相識。亞洲一九九○年代末經歷過類似的危機，很多國家（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挪威、瑞典、印尼和韓國）也曾發生銀行業危機、股市崩跌，以及信貸緊縮。


  資本主義或許是人類發展出來的最佳經濟體制，但從來沒有人說它能帶來經濟穩定。事實上，近三十年來，市場經濟發生超過一百場危機。這就是為什麼我和許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管制和監督是市場經濟正常運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理，世界各地將經常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市場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政府必須發揮一定的作用。


  財政部長鮑爾森看起來終於明白美國政府必須協助銀行業重建資本，並且取得援助銀行的股份，這是好消息。但是，政府必須有更多作為，以免危機蔓延全世界。稍後我將說明政府應該做些什麼。


  我們如何走到這一步


  我們目前碰的麻煩主要是解除管制加上低利率造成。科技泡沫破滅之後，經濟需要一定的刺激，但是小布希減稅案對經濟並沒有足夠的刺激。防止經濟衰退的重任因此落在聯準會頭上，而它的做法是為經濟提供極度充裕的流動資金。在正常情況下，資金充裕是好事，因為這有助於經濟成長。但是當經濟處於過度投資的狀態，浮濫的資金並未流向有生產力的用途。低利率加上充沛的資金鼓勵不顧後果地貸款、頭幾年只需要付利息的房貸、不需要頭期款的房貸，以及不需要證明文件的「騙子」貸款。情況顯然很危險，即使泡沫只是稍為縮小，許多房貸還是快陷入負淨值狀態，也就是房貸餘額即將超過房屋市值。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至今已經有一千兩百萬筆房貸陷入負淨值狀態，而且數目正持續增加。窮人不但失去房子，還損失畢生儲蓄。


  小布希和葛林斯潘年代主導解除管制，這種風氣促進一種新銀行業模式普及。這種模式的核心是資產證券化，房貸經紀商發放房貸，然後將它們賣給其他人。金融業者告訴借款人，不必擔心愈來愈重的債務，因為房子會持續升值，借款人還可以辦理再融資，將部分資本利得套現，拿錢去買車或度假。這當然違反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個經濟學第一定律。在多數美國人的實質所得減少的情況下，假設美國房價將持續快速上漲顯得尤其荒謬。


  房貸經紀商熱愛種種新房貸，因為這些貸款能貢獻源源不絕的手續費。它們為了盡可能多賺錢，致力衝高房貸放款量，並頻繁的將房貸再融資。它們在投資銀行業的盟友買進房貸，將風險分拆重組，創造出房貸證券，然後盡可能賣出去。我們的銀行業者忘了他們的職責是審慎管理風險和配置資本。銀行成了賭場，而且是用其他人的錢賭博，他們知道如果虧太多錢，政府會動用納稅人的錢介入。銀行錯誤配置資本，大量資金流向房市，借給最終負擔不起的購屋者。過度寬鬆的資金加上過度寬鬆的管制產生極度惡劣的後果，這個市場終於崩潰。


  全球危機


  美國這種不顧後果的行為之所以危險，是因為我們將問題輸出國外。幾個月前，有些人在討論脫鉤論，這個理論認為，即使美國經濟衰退，歐洲經濟也不會受到影響。我一直認為脫鉤論是神話，事實已經證明我是對的。拜全球化所賜，華爾街得以將有毒的房貸證券賣到世界各地，約一半的有毒房貸證券出口至其他國家。如果不是這樣，美國的情況會更糟。此外，在經濟陷入衰退之際，出口在某種程度上撐住場面。但是美國經濟疲軟導致美元走貶，這對歐洲的出口有負面影響。出口疲弱意味著經濟疲弱，因此美國也將經濟衰退輸出國外，一如稍早將有毒的房貸資產輸出國外。


  但是，現在問題正反彈回來。受問題房貸影響，許多歐洲銀行正面臨破產。（我們輸出國外的不僅是問題房貸，還有惡劣的放款和監理方式，歐洲許多問題貸款是借給歐洲人。）隨著市場人士意識到大火已經從美國蔓延至歐洲，市場出現恐慌。問題有一部分是心理上的，但也有一部分是因為各國的金融和經濟體系緊密交織。全球的銀行都參與同業借貸，也互相買賣複雜的金融工具，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國家監理體制不健全會衍生大量的問題貸款，最終可能拖累全球金融體系。


  如何善後


  我們正面對流動性問題、貸款償付能力問題，以及總體經濟問題。這是惡性循環的第一階段，當然無可避免也是調整過程的一部分，房價必須跌至均衡水準，之前驅動經濟美夢的過高槓桿（債務）必須降至合理水準。


  即使獲得政府注入的新資本，銀行也不想或不能恢復之前不顧後果的放款規模。屋主不想再借那麼多錢，之前接近零的儲蓄率會上升，長遠而言這對經濟是好事，但對正陷入衰退的經濟是壞事。雖然有些大公司可能坐擁大量現金，許多小公司不但需要貸款來支持投資，連營運資金也需要貸款來支撐，而貸款將變得更難取得。另一方面，房地產投資已跌至二十年未見的低點，而這種投資是支持經濟過去六年溫和成長的重要力量。


  政府舉棋不定，提出的方案沒有一個成熟可行。華爾街陷入恐慌，白宮也是，而處於恐慌中的決策者很難想出對策。鮑爾森和小布希花幾個星期推銷鮑爾森原本的紓困案，但遇到強烈反對，這幾個星期原本可以花在實際解決問題上。此刻我們需要全面的對策，政府如果再提出失敗的虛弱方案，可能會出現災難性的後果。這裡我提出一個完整的五步驟對策。


  一、重建銀行資本


  因為虧損嚴重，銀行業者的資本顯著不足。在當前環境下，它們將難以籌資。政府必須提供必要的資本，並取得援助銀行具投票權的股份。但是，注入股本也救了債券持有人。目前這些債券的市值打了頗大的折扣，因為違約機率相當高。我們必須將這些債權強制轉換為股權。完成這件事之後，政府必須提供的援助金額將可大幅減少。


  財政部長鮑爾森看來終於認識到，原本打算購買他委婉稱作不良債務（distressed assets）的有毒資產是錯誤的，這是好消息，但他花那麼長的時間才認識到這件事實在令人擔心。他太受自由市場的意識型態局限，以致於無法接受其他經濟學家的建議，幫助銀行重建資本，並提供新資本，彌補銀行的壞帳損失。


  目前政府正在做這件事，但仍有三個問題。首先，這對納稅人是公平的交易嗎？答案看來很清楚，納稅人得到不公平的待遇。比較巴菲特注資高盛五十億美元和政府注資銀行的條件就很清楚；第二，政府對援助銀行的監督和限制是否足以確保銀行以往的惡行不再發生，而且能夠恢復放款？答案同樣令人失望，比較英國和美國財政部要求的條件，就能看到我們對銀行太寬鬆了，例如在政府注入資金之際，援助銀行仍然可以派發股利給股東；第三，銀行得到的資本足夠嗎？因為銀行的財務狀況太不透明，沒有人可以完整地回答這個問題，但我們確實知道，銀行的資本缺口很可能會擴大，這是因為我們沒有盡力解決根本問題。


  二、遏止房貸違約潮


  鮑爾森原本的紓困案就像是對嚴重內出血的病人大量輸血，如果我們不設法遏止房貸違約潮，我們就救不了病人。紓困案即使經過國會的修訂，我們在這方面的努力仍嚴重不足。我們必須幫助房貸戶保住房子，辦法包括將房貸利息的抵稅額和財產稅減免轉換為可套現的抵稅額。改革破產法以容許快速的財務重整，例如當房屋市值跌破房貸餘額時，降低房貸債務，甚至由政府提供資金，利用政府融資成本較低的優勢，將省下來的錢轉送給中低所得的房貸戶。


  三、執行有效的經濟刺激方案


  援助華爾街和遏止房貸違約潮只是部分對策。美國經濟正陷入嚴重的衰退，需要非常有力的刺激方案。我們必須增加失業保險給付，如果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得不到幫助，它們將必須因為稅收大跌而縮減支出，而這會導致經濟萎縮。但要促進經濟，聯邦政府必須著眼未來、積極投資。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和明尼阿波利斯的大橋倒塌殘忍地提醒我們，我們的基礎設施已經非常破舊。投資在基礎設施和科技上，短期可刺激經濟，長期可提升經濟成長潛力。


  四、藉由監理改革重振信心


  了解問題是銀行的惡劣決策和監理失敗導致之後，我們必須處理這些問題，才能重振人們對金融體系的信心。公司治理結構導致錯誤的誘因結構，以異常豐厚的薪酬獎勵企業高層，這種結構和許多誘因制度都必須改變。問題不僅在薪酬水準，還有薪酬的形式，像是不透明的股票選擇權使企業管理階層有誘因在會計上作假，誇大帳面盈餘。


  五、建立高效能的多邊監理機構


  隨著全球各經濟體日益緊密相聯，我們需要更有效的全球監理。如果我們必須仰賴各州的監理機構，美國金融市場大概不可能有效運作。但是，我們希望全球監理機關可以有效運作。


  最近這場危機期間有個危險的情況，在某些外國政府全面擔保該國的銀行存款之後，資金開始流向這些看似避風港的地方。其他國家必須回應這個狀況。對於國際社會必須做些什麼，有幾個歐洲國家政府遠比美國有想法。在危機擴散至全球之前，法國總統薩科奇（Nicolas Sarkozy）上月（二○○八年九月）在聯合國演講時，便呼籲辦一場世界高峰會，將國家管制取代當前的自由放任狀態。我們可能正處於新的「布雷頓森林時刻」。世界擺脫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意識到有必要建立新的全球經濟秩序，這種秩序維持超過六十年。我們早已清楚看到，它不大適合全球化的新世界。冷戰與重大金融危機告一段落之後，我們有必要為二十一世紀建立一種新的全球經濟秩序，包括建立一家全球監理機構。


  這場危機使我們認識到，不受約束的市場是危險的。它也應該使我們認識到，單邊主義在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的世界是行不通的。


  展望未來


  下一位美國總統的任務異常艱鉅。即使最深思熟慮的方案，也可能無法如設想般運作。但是，我相信類似上面提議的對策，也就是遏止房貸違約潮、重建銀行資本、刺激經濟、保護失業者、支持各州財政、提供必要的擔保、改革法規和監理結構，以及撤換監理機關主管和負責保護經濟的官員，換上致力拯救經濟而非救濟華爾街的人，這樣不但可以重振信心，假以時日還能幫助美國充分發揮潛能。不完整的對策則只會持續令人失望，必將失敗。


  在這個重視金錢的國家，華爾街的領袖曾經受我們敬重，並得到我們的信任。我們相信他們很有智慧，至少在經濟事務方面很睿智。時代改變了，我們不再敬重和信任這些人。這個情況很糟糕，因為運作良好的經濟有賴運作良好的金融市場。但是，多數美國人認為華爾街人士很可能將自身利益置於其他人之上，必要時會以花言巧語掩飾真相。如果人們認為下一位總統的政策過度受華爾街影響，而且這些政策未能奏效，新總統的蜜月期將非常短。這對新總統、美國以至於世界都將是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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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觀念


  這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是在《浮華世界》發表的〈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這個標題會讓人想起美國總統林肯在蓋茲堡的演講，當時林肯說，美國內戰的真正議題，在於確保「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不在世上凋零」。我們現在知道，民主並不是定期選舉而已，在某些國家，這種選舉被用來賦予威權政體的合法性，剝奪大部分公民的基本權利。


  最重要的不公平可能是政治權利不公平。美國《獨立宣言》說「人皆生而公平」，意思並非人人能力相同，最重要的意思是，所有人都應該有公平的政治權利。但是我們從美國最近的相關辯論清楚看到，「政治權利」的意思並不清楚。雖然所有公民都有投票權，[1]投票規則影響人們行使這項權利的能力和可能性，但政府當局可以刁難特定群體（例如沒有駕駛執照的人，美國沒有身分證，因此駕照是常用的身分證明文件），降低他們的投票意願。對所有投票的人徵人頭稅則是影響投票「經濟學」的例子，這種稅實際上剝奪窮人的投票權，在美國南方曾是有效的手段。有些國家設法方便必須工作的窮人投票，例如將投票日安排在星期天；還有一些國家（例如澳洲）積極確保所有公民表達意見，例如澳洲法律要求所有公民投票，對不投票的人課以罰款。這些規定對投票經濟學的影響與人頭稅恰恰相反。


  發言權甚至更重要，這是指影響政治程序的能力，可以藉由影響投票型態產生作用，也可能直接影響關鍵決策者的行為。如果有錢人利用財力控制媒體或影響政治人物（「影響」是溫和的說法，也許用「收買」更準確），這樣，他們的意見將遠遠比一般民眾得到更多重視。就此而言，有錢人的影響力較大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大到什麼程度則受遊戲規則影響。這就是為什麼美國管制政治遊說、選舉捐款和「旋轉門」的法規特別有害。其他西方民主國家更認真看待政治公平，它們設法遏止人們濫用財力影響政治，有些國家甚至有積極措施促進發言權的公平，例如支持公營媒體，或是確保媒體公平對待候選人。許多美國人因此認為最高法院針對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替企業無限捐款給政客鋪路，對於促進公平的發言權有極惡劣的影響，這將助長這個國家特有的「美式腐敗」。這種腐敗不是赤裸裸地拿現金賄賂政客，而是藉由一種有害的手段，利用選舉捐款收買「政策」，引導財富流向少數人。


  這些主題在隨後的文章中多有著墨，經濟不公平（尤其是像美國如此嚴重的不公平）導致政治不公平（尤其是當前美國的政治遊戲規則正助長這種情況）。經濟不公平並非只是無情的經濟法則導致，甚至不能說主要是經濟法則導致。經濟不公平是政策和政治造成的。就此而言，這是選擇的問題。但這裡有個惡性循環，就是經濟不公平導致並加深政治不公平，而政治不公平又加深經濟不公平。


  我也指出，不公平甚至對頂層一％不利，至少像美國如此極端的不公平是這樣。〈頂層一％的問題〉進一步說明不公平對經濟不利的部分原因。如果頂層一％懂得開明自利的道理，他們會擔心不公平，並試著做一些事。如我在〈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中指出，至少在某些國家已經開始出現這種情況。


  驚人不公平存在已久


  這些文章發表之後，幾年來有些評論者表示，不公平的問題其實沒有統計數據顯示的那麼嚴重，因為稅法的修改，如今逃稅和避稅的誘因沒有以前那麼大。如果這些評論者說得對，那只是意味著當前頂層一％占國民所得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驚人不公平在美國存在已久，時間遠遠超過我們所知，另外也意味著美國的經濟表現比我們知道的更差，因為在美國，景況好的只有最頂層的少數人。這些保守派評論者似乎想說，即使是最頂層的人，所得並未實質增加，增加的只是他們的申報所得。但是，薩斯（Emmanuel Saez）與其他學者合作的研究其實有考慮稅法改變的影響。[2]無論如何，即使接下來稅法的改變恢復有錢人避稅的誘因，頂層占國民所得的比例仍繼續上升。


  也有一些人表示，真正重要的不是結果不公平，而是機會不公平。但是，如〈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指出，美國不再是其他國家認為的「機會之地」。美國夢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一種神話。當然，一些極有才幹的移民確實可以晉升頂層。但是，社會學家談機會公平時，是以底層人士晉升頂層的可能性為標準。對現在的美國年輕人來說，這種可能性遠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年輕人。


  開明自利的做法


  同樣是發表在《浮華世界》的〈頂層一％的問題〉某個意義上是寫給頂層一％的人看的。我希望向他們解釋美國這種嚴重的不公平為什麼不符合他們表示的開明自利。


  我以幾頁的篇幅概括說明不公平為何非常不利於經濟表現，這可能是數十年來我們對不公平的看法最重大的改變。以前普遍認為，即使反對不公平，以整體經濟表現來衡量，糾正這個問題的代價太大了。因此多數的討論聚焦在再分配，或至少要求頂層的人對國防等公共財有更大比例的貢獻，這不只是看絕對金額而已。再分配就像是會漏水的水桶，向頂層的人拿一百元，把錢分到中低階層手上時可能只剩下一半。但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這未必是要取捨的問題，我們可以在提高經濟成長的同時增加公平。我們可以制定政策，提高稅前和再分配前的所得公平程度，也可以制定提升整體經濟表現的再分配政策。事實上，某些稅收政策可以促成更有生產力的投資（而非房地產投機），創造更多工作，例如對有錢人課徵土地資本利得稅。抑制金融業過高的利潤或許也有助引導更多人才投入能提升生產力的活動，而如果我們能提升整體經濟表現，不但可以造福整個社會，至少頂層一％也有許多人可以受惠，他們不但可以因為社會凝聚力增強而受惠，甚至經濟上也能得到好處。


  這是政治選擇


  接下來的文章延續上一篇的論述。我觀察到，嚴重的不公平是美國經濟成長緩慢的部分原因，我認為成長緩慢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而我們可以有其他選擇。〈低成長和不公平是政治抉擇〉在《浮華世界》發表首篇有關不公平的文章、引發相關討論的三年之後發表。《華盛頓月刊》策劃一本特刊，闡述不公平問題如何影響美國人的人生各個階段。教育是這本特刊強調的一個環節，因為教育是將優越地位傳給下一代的主要手段之一。我簡略提到美國的醫療不公平問題，這個問題導致不同階層間有很大的差異，甚至包括預期壽命的差異。這完全不令人意外，因為一來美國人的所得非常不公平，加上有一個收費高昂的民營健保和醫療體系。美國並不承認獲得醫療服務是一項基本人權，這一點在已開發國家中獨一無二。


  保守派常說，多做點事我們負擔不起，無法把促進公平與機會公平做得更好。我駁斥這種說法，因為情況恰恰相反，我們在促進公平上的失敗，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我們對錢該花在哪裡做出種種政治抉擇：要減免有錢人的租稅，還是提供教育給一般美國人？要花在無效的武器上，用來對付不存在的敵人，還是改善窮人的醫療服務？要花錢補貼富裕的棉農，還是花在食物券上，減少窮人挨餓的問題？我們甚至可以只迫使像奇異和蘋果這樣的公司繳應繳的稅，顯著增加稅收。我們可以針對造成汙染的活動課稅，既能得到比較乾淨的環境，還有更多錢可以用來減輕社會的不公平，以及促進經濟成長。


  全球化的影響


  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可能是所有已開發國家當中最嚴重的，多數國家都有不公平加劇的情況，但不是全部。不公平問題有時在政治事件的演變中產生關鍵作用。


  二○一一年一月十四日，突尼西亞獨裁者班阿里（Ben Ali）被推翻，這關鍵的一天我就在埃及。突尼西亞的消息幾乎立即傳遍北非，我記得在開羅的美國大學晚宴上有人告訴我，埃及會是下一個。不到兩週，這預言開始實現。


  我訪問埃及期間，可以看到埃及爆發革命的原因，雖然埃及經濟有成長，但多數埃及人並沒分到好處。第二任總統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的社會主義政策辜負了他們。第四任總統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也辜負了他們。埃及人民顯然渴望改變。後來成為突尼西亞央行總裁的納比利（Mustapha Nabli）幫助我了解政局動盪背後的原因：問題不僅在於失業率很高，制度不公平是更重要的原因。在這種制度下，成功者是政治關係良好和願意跟隨體制腐敗的人，不是那些學術有成、勤勞工作和奉公守法的人。


  隨後數年，我數度再訪埃及和突尼西亞，跟一些年輕的革命者，以及一些年紀較大、較有地位但樂見革命的人變得熟識。我欣賞年輕革命者的熱忱和理想，但擔心他們太天真，以為自己的正義會戰勝一切。埃及隨後的情況並不好，但本書付梓時，阿拉伯之春的種子看來至少在突尼西亞已經紮根。


  因為愈來愈多人意識到不公平問題在阿拉伯之春的影響，而且世界各地的不公平問題日趨嚴重，不公平因此成為各方的關注焦點。〈不公平成為全球問題〉是在參加二○一三年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之後寫的。這是世界精英階層的年度聚會，由數名學者招待和指導來自公民社會和企業界的少數人。這個論壇是感受世界脈動，或至少是感受這群精英動向的好地方。在危機爆發前，與會者對全球化和科技發展亢奮不已，但這種樂觀情緒已隨著經濟受挫而消退。在經濟復甦步履蹣跚而且成果分配不均之際，與會者的注意力轉向一些存在已久的問題。二○一三年世界經濟論壇值得注意之處，是不公平已成為與會者最關注的問題。


  〈不公平是一種選擇〉是我替《紐約時報國際版》創刊號撰寫的文章（其實《紐約時報國際版》只是《國際先鋒論壇報》更名）。我選擇集中檢視全球不公平問題相當突出的一面：雖然世界各地多數國家均出現不公平加劇的現象，不過有些國家並非如此，有些國家的不公平程度遠低於美國。如我一再強調，一國的不公平程度並非只取決於經濟定律，更重要的是政治和政策。


  全球化對全球不公平的影響其實相當複雜。印度和中國的人口約占全球四五％，但它們占全球GDP的比例曾萎縮至不到一○％，如今它們再度崛起。因為經濟成長率遠高於已開發國家，它們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正在縮減，雖然還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國如今已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不過因為人口約為美國的五倍，中國人均所得只有美國的五分之一左右（這是根據「購買力平價」衡量，這種統計法是為了比較各國實質所得設計）。但是，這已經比二十五年前好得多，因為當年中國的人均所得不到美國的五％。在此同時，中國的不公平程度也大幅惡化，中國多了很多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印度的經濟成長爆發期雖然沒有中國那麼長，年成長率最高才九％。脫貧的人數和人口比例也低於中國，但百萬以至億萬富翁的增幅同樣令人印象深刻。在此同時，雖然非洲經濟終於開始成長，非洲中產家庭數目日增，貧窮人口仍然非常多，約四億一千五百萬人每天靠不到一．二五美元生活。綜合這一切來看，結果令人失望。如果以傳統標準的吉尼係數衡量（數值介於○至一之間，○代表完全公平，一代表完全不公平），全球的不公平程度大致不變。


  回應皮凱提的觀察


  這一部最後兩篇文章某個程度是回應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大獲成功的現象。這本書的熱銷反映人們愈來愈關注不公平，而這也是全球精英在達沃斯關注的問題。這和〈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廣泛流傳的現象相似。歐巴馬總統二○一三年宣稱，他剩下的三年任內將集中關注在不公平問題。他說：「社會不公平已經面臨危機，而且問題還在惡化，加上欠缺向上流動的機會，已經危及美國中產階級社會的基本約定，也就是努力工作便有向上晉升的機會。」


  皮凱提蒐集非常豐富的資料，強化我和一些人之前已經提出的說法：約從一九八○年起，不公平問題開始惡化，頂層情況尤其嚴重。皮凱提的巨大貢獻在於將問題置入歷史脈絡中，證明我成長的時期，也就是二戰之後，在歷史上是反常的。在這段時期，美國所有階層的所得均成長，而且低層所得的增幅超過頂層。這是全民受惠的經濟成長，而且成長速度快過其他時期。皮凱提證明其他國家在同個時期也大致如此。更重要的是，他證明這在歷史上是異常情況。


  我們以為出現一種新的中產階級資本主義，但馬克思以來流行將社會分成勞工與資本家「階級」對立的觀念似乎古怪又過時，其實我們都是中產階級。


  我在〈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中提出一種新的分類法：幾乎所有人都同坐一條船，但這條船與頂層一％坐的船截然不同。底層九九％坐的船正在下沉，如果沒有在下沉，至少狀況也不好。在此同時，頂層一％那條船則狀況極佳。皮凱提證明並非只有美國這樣，其他國家也出現類似的型態。經濟學家之前對二戰之後經濟情況的解讀是錯誤的。一九七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國民所得帳系統的創立者顧志耐（Simon Kuznets）曾表示，經濟在最初一段的成長期內，不公平會加劇，但隨著國家日益富裕，情況會變得比較公平。但一九八○年以來的經驗顯示，情況並非如此。因此，皮凱提得出的結論可能是正常的，高度不公平是資本主義的特徵。比較令人不安的是他推論，因為資本家將大部分財富持續拿來投資，所以他們的財富將以投資報酬率的速度成長，而如果投資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他們的資本對國民所得的比率將不斷上升。


  我很樂見皮凱提因為這本書廣受矚目，我們是戰友，都希望改變全球論述，令世人普遍認識到不公平造成嚴重的問題。他的著作特別令人不安，這是因為他的主要政策建議是課徵全球資本稅，而這遠非近期的國際社會所能做到，這是否意味著我們只能接受不公平持續加劇？我寫了兩篇文章，強調絕非如此。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至少像美國和某些國家出現的極端不公平絕非無可避免。


  事實上，早在一九六六年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撰寫博士論文時，就曾擔心資本主義經濟體是否有不公平持續加劇的傾向。我在論文引言中指出，在一個經濟體中，財富和所得不公平最終應該會達到某種均衡狀態，既不擴大也不縮窄。經濟、社會型態和政策的變化，當然可能令經濟從一種均衡轉向另一種均衡，例如可能令不公平惡化。


  在隨後的研究中，我辨認出一些擴大不公平的離心力與縮減不公平的向心力。我指出，這兩種力量往往會達到某種均衡狀態。例如有錢人的兒孫輩理財往往不是很成功，會敗掉一些家產，這會抑制不公平的程度。這就是為什麼會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


  住在郊區的有錢人花在子女教育上的錢顯著超過窮人，藉由教育將經濟優勢傳給下一代，則是離心力的例子。美國社會貧富差距的程度逐日增加，這意味著離心力增加：假以時日，財富和所得分配將比現在更不公平，除非離心力遭強大的向心力抵銷。


  皮凱提的著作替標準經濟學理論出了一個難題。財富（或資本）增加的速度比所得或勞動力供給快時，正常情況下，我們會預期這種財富成長導致資本報酬率下跌，這是每個學生必學、最歷久彌堅的經濟學定律：報酬遞減法則。皮凱提似乎悄悄推翻這個法則。如果報酬遞減法則有效（如我在研究中的假定），資本相對於勞動力供給增加，將導致資本報酬率下跌，一直跌到資本僅以所得成長速度增加，如此一來，財富不公平的程度將不會無止境地上升。皮凱提是實證論者，他觀察到資本報酬率並未下跌，因此推論沒有理由相信它未來會下跌。


  只有資本利得成長


  我對這個問題感到苦惱，顯然我們兩人對不公平加劇的關鍵面向，以及財富對所得比率和資本報酬率看似異常的表現都不夠重視。傳統上財富是隨著家庭年復一年地儲蓄而增加。但是，測量到的財富增幅遠遠超過這些儲蓄所能解釋的程度。仔細檢視數據，可以看到財富成長主要源自資本利得。


  經濟學家將源自土地的所得稱為「租金」（rent）。租金這種所得並非源自辛勤工作，而是靠著擁有固定資產。租金增加會推高固定資產的價格，但資產價格上升不會導致資產供給增加。但是，經濟學家如今比較廣泛地應用「租金」這個概念，除了租金之外，只要因獨占而產生的報酬也稱為租金，這被稱為「獨占租金」（monopoly rents）。不管是租金或獨占租金，所有因市場剝削得到的租金報酬就會產生相應的資本利得。所得和財富不公平加劇，很大程度上與租金和資本利得增加有關，這反映在房地產價值上升，以及經濟許多領域的市場力量（剝削）增加。但這也意味著「財富」與「資本」（按傳統方式理解）是不同的概念。事實上，即使「資本」正在減少，財富仍有可能增加。在皮凱提的祖國法國，蔚藍海岸的土地價值增加，但那裡的土地並沒有增加。蔚藍海岸的土地跟五十年前一樣，只是土地價格上升了。


  寬鬆的貨幣（如量化寬鬆政策，美國聯準會大量買進中長期債券，短時間增持約兩兆美元，將資產規模擴大兩倍）導致浮濫的信貸。標準經濟理論認為這將提高放款量和降低放款成本，而這兩者均對美國經濟有利。但是在全球化的年代，聯準會創造出來的貨幣不必留在美國，這些錢可以流向任何地方，而它們自然流向興旺的經濟體，也就是美國以外的地方。貨幣會流向不需要它們或不想要它們的地方，就是不會流向期望的目的地。但即使這些貨幣留在美國，對經濟也不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


  貨幣可以用來買兩種東西：製造出來的物品與數量固定的東西（例如土地）。貨幣流向前者時，這些物品的需求增加，產出也很可能隨之增加（除非出現一時的生產瓶頸）；但如果貨幣流向數量固定的東西，則只會影響價格，這些資產的價值增加，但數量不變。貨幣當局近年來駕馭貨幣的表現不佳，迫切需要現金的小企業仍然得不到資金，但浮濫的貨幣卻推高美股和全球資產的價格。在這個情況下，理應刺激經濟的貨幣政策很大程度上變成資產價格泡沫，例如推高土地的價格。信貸增加因此導致財富增加，但我們不應搞錯事實，國家並未因此變得比較富有，因為資產的數量並沒有改變。


  在固定資產價格上升（房地產泡沫）衍生的非理性榮景中，實質資本的投資，也就是經濟維持運作和成長所仰賴的廠房和設備的投資，確實有萎縮的危險。這種過度重視土地的情況，可以解答稍早提到的難題：因為實質資本（相對於勞動力的供給）萎縮或並未顯著增加，難怪資本報酬率沒有下跌，平均薪資沒有增加。資產價格泡沫可以持續很長的時間，雖然這種泡沫終將破滅，屆時資產價格將回落。但即使資產價格回落，它們仍然可能太高，而且新的資產價格泡沫可以輕易形成。事實上，多年來世界便是從一場資產價格泡沫走到另一場泡沫，例如從科技泡沫走到房市泡沫。


  當然，即使是泡沫，也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產生正面影響，覺得自己變得富有的人會增加消費，而這或許能刺激經濟。但是，所有泡沫最終都會爆掉，政策制定者藉由製造一場新泡沫來支撐經濟復甦無疑是愚蠢的，但自從葛林斯潘一九八七年出任聯準會主席以來，這種做法似乎成為美國央行的正常政策。


  皮凱提提出的難題，我嘗試這麼回答：如果我們能避免資產泡沫，資本報酬率終將下跌到某個水準，使不公平不再惡化；但是，經濟體達到的不公平均衡狀態很可能比現在已經很高、不可接受的程度更嚴重。有一些政策可以降低不公平的程度，這些政策是個別國家可以執行的務實政策，甚至不需要國際合作。很多這類政策不但可以降低不公平程度，還可以提高經濟成長率，因為它們可以促進實質投資。


  尋租效應的扭曲


  此外，土地只是「租金」的來源之一。如我們所見，頂層的財富大部分源自將別人創造出來的財富據為己有，或是其他類型的尋租（rent seeking）。


  這種尋租行為增加時，可能使人們誤以為經濟中的財富增加了，即使經濟生產力因此而降低。這是因為租金可以買賣，例如獨占租金。租金可以「資本化」，呈現在股市價值增加上，但這種財富成長並不代表經濟體變得比以前富有，事實恰恰相反，獨占力量代表一種欠缺效率的情況，財富從消費者流向擁有市場力量的人。事實上，因為市場力量造成的扭曲，經濟生產力其實降低了，儘管測量到的財富增加了。


  因此，我們經濟體中的財富成長，主要是土地等固定資產的價值增加（但數量並未增加），還有一些是新增的獨占力量資本化的結果。我們經濟體中的許多變化產生運用獨占力量的新機會。十九世紀末便有多種這類機會：規模經濟導致數家公司控制關鍵產業，例如鋼鐵業。但是，很多獨占力量其實與規模經濟或範疇經濟沒什麼關係，只是反映粗暴的經濟力量，石油和菸草業的情況便是如此。老羅斯福總統帶頭打破這種產業獨占，因為他認為經濟力量集中與政治集權一樣堪憂，這是我們今天應該謹記的教訓。


  接下來幾年，許多工業產品並沒有達到完全競爭市場，但也遠遠沒有處在之前許多人擔心邁向的獨占資本主義狀態。二十世紀末出現與網絡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有關的新市場力量。每個人因為方便而使用微軟提供的作業系統，使得微軟獨占個人電腦平台。微軟藉此打敗其他領域的競爭對手，主導文書處理和試算表軟體等辦公軟體市場，儘管它並不是這些領域的創新者。


  一九八二年，美國政府將獨占電話市場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分拆為七家「小貝爾公司」。但是，在政府並未有效約束的情況下，企業成為獨占者，或至少對大到能運用市場力量的誘因並無法抗拒。而隨著美國進入解除管制的年代，政府約束企業的措施效果不是很好，結果現在美國兩家電話公司控制約三分之二的市場。如果康卡斯特（Comcast）能與時代華納合併，一家公司便能控制「資訊高速公路」。


  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我明白企業為什麼希望建立市場力量。競爭激烈的市場很無情，要生存下去並不容易。根據標準的經濟學理論，在競爭市場，利潤會跌至零，這對企業家實在不是有趣的事；而在低競爭的市場，企業可以長期享有利潤。


  在許多情況下，經濟體質可以變差，但測量到的財富反而增加。想想銀行業的情況。如果我們如雷根執政時削弱監理權力，在可以獲得的紓困金而存活的考量下，銀行業者的獲利預期會增加，但是，銀行得到的好處卻由納稅人埋單。這是一種負和遊戲（negative-sum game），因為金融業的扭曲，使得我們的經濟狀況變差了。但是，「市場」顯示銀行的價值上升，卻沒有人注意到納稅人承受的損失，也就是將來銀行需要政府出手援助時，納稅人必須承受紓困方案的成本。財富看似因為解除管制而增加，但經濟狀況實際上變差了。


  我們不能把財富想成是資本，它們是不同的概念，而且會藉由截然不同的方式改變。我們稍早提到，我們的經濟體受各種離心力和向心力影響：離心力使社會走向分裂對立，擴大鴻溝；向心力則凝聚社會，縮減不公平。如果我們認同這個說法，那就可以致力辨明我們可以改變的力量，增強向心力並削弱離心力。


  富者愈富的一個原因是資本利得稅率非常低。有錢人可以在某個離岸中心開公司，讓錢累積在那裡不必繳稅，只要不把錢帶回美國，這就像一種無期限的個人退休帳戶。這些稅收政策很容易改變，而改變這些政策長期而言幾乎可以肯定會降低財富不公平的程度。此外，因為財富成長和財富不公平與土地增值的關係非常密切，課徵高額土地稅應有助於降低不公平，因為土地的供給基本上是固定的，這種政策對美國的土地數量不會有顯著影響。


  偽資本主義


  如這些文章指出，我們現在看到的不公平主要不是真正的市場力量造成的，而是「仿冒的資本主義」（ersatz capitalism），也就是我所稱的「偽資本主義」（phony capitalism）。設法令市場表現像真正的市場般有著效率增加的經濟表現。我也解釋我們有很多稅收政策可以提升經濟的效率和公平。有許多社會和經濟政策也可以達到同樣的目的，我們知道該如何達到一個較為公平的社會。


  不公平與其說是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的問題，不如說是二十世紀民主體制的問題。令人擔心的是，我們的偽資本主義（獲利私有、虧損由社會集體承受）和有瑕疵的民主體制（接近一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的體制）將互相影響，讓我們對經濟和政治失望。


  
    	這句話不完全正確。在美國某些州，已定罪的重刑犯會喪失投票權，這規定在民主國家是不尋常的。[image: 返回]


    	見“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with Thomas Pikett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no. 1 (2003): 1–39. 較長的更新版發表於A. B. Atkinson and T. Piketty, eds., 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更新至二○一二年的Excel圖表（二○一三年九月版本）和相關資料可在以下網頁找到：http://eml.berkeley.edu/~saez/。[image: 返回]

  


  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1]


  
    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美國近1/4的所得，不到1％的極少數人控制多數財富，不公平持續惡化。

  


  假裝眼前的事實沒有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一％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美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一％控制全美四○％的財富。他們在這數十年來大大走運，二十五年前，這兩個數字分別是一二％和三三％。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因為機智和幹勁帶給的好運，並宣稱他們也把財富帶給其他人，讓每個人的財富水漲船高。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一％的所得最近十年增加一八％，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減少，尤其是只有高中學歷的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縮減一二％。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占了一些。以所得公平的程度而言，相較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僵化的老歐洲國家，美國還更落後。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占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以前嚴重不公平的拉丁美洲國家，例如巴西，近年來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減所得差距表現都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公平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十九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公平辯解，當時的不公平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marginal-productivity theory）。簡而言之，這個理論認為，高所得與較高的生產力和對社會的高貢獻有關。有錢人一直很愛這個理論，但支持這個理論的證據至今依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階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與他們公司的貢獻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卻仍然領到豐厚的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為「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得到暴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卻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公平的情況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上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差，如美國的經濟情況，這種經濟體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而這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公平加劇反映的一種現象是機會減少。機會公平受損意味著我們浪費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公平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獨占力量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公平製造出新的扭曲，進一步損害效率。舉個例子，有太多才幹出眾的年輕人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更有生產力，讓經濟更加強健的領域。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於全球都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出網路，並改善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該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公平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愈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愈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曾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公平，拿走部分財富投資在公共財上。頂層一％可能會抱怨政府，但其實他們很喜歡現在的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再分配政策。因為大家的意見太分歧，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公平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使得許多中產藍領階級的「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一二％左右。


  但是，我們社會如此不公平的一大原因在於頂層一％希望如此。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獨占和接近獨占向來是經濟力量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Bill Gates）都是如此。反托拉斯法的執行鬆懈對頂層一％像是天賜的禮物，尤其在共和黨執政時期。現在的不公平很大程度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年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一％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不公平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比其他國家落後，如今卻達到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還會自我強化到更嚴重的情況。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一九八○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國會的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花一百五十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能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這個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小得異常。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的判決中，取消企業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一％的成員，他們靠頂層一％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服侍好頂層一％，離任時將獲得頂層一％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來自頂層一％，因此法令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使得製藥業者獲得一兆美元的大禮，也不需要感到奇怪，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的稅收政策不可能在國會通過也不用驚訝。在頂層一％的勢力下，這正是這個體系正常的運作情況。


  下一個被推翻的政府？


  在所有可以想到的地方，美國的不公平都在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是生活方式的影響，大量證據顯示，頂層一％以外的民眾入不敷出愈來愈普遍。經濟效益下滲到底層階級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到底層階級卻真實不虛。不公平大大扭曲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一％極少從軍，事實是，付給志願役士兵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一％的子女，愛國到此為止。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增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事費用。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一％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冒無窮的風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企業的稅率、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過去視為「核心」勞工權利的集體談判權。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怎麼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一％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的說，他們以為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一％對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公平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公平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不是這樣。在美國，窮人以至於中產家庭的小孩晉升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二○％（某些地方和地區的數字還多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六分之一找不到全職工作，七分之一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個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從頂層一％下滲到大眾的經濟效益被某些東西堵住了，可以預料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二十至二十九歲的選民在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二一％，與他們的失業率相當。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一些高壓國家有數百萬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到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這地區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下一個會是它們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不到一％的極少數人控制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於權力。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發怒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在許多重要方面，美國已經變得像遠方的動盪國家。


  法國著名政治學家托克維爾曾描述，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才智，主要就是美國人有「正確理解的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想要現在得到好處，這是種狹隘的自利。「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一％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九九％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一％最終確實會明白這個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原文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發表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image: 返回]

  


  頂層一％的問題[1]


  
    有錢人不是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裡，他們需要一個能夠運作的社會來維持地位，而非常不公平的社會並無法有效率地運作。

  


  先說明本文的立論基礎：數十年來，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在擴大，我們都知道這個事實。沒錯，有些右派人士否認這件事，但認真的研究者無論政治傾向如何都會承認這個事實。本文不會詳述相關的證據，我只想指出，頂層一％與九九％之間的差距非常大，無論以年所得還是以累積資本和其他資產的財富來衡量均是如此。以持有全球最大零售商沃爾瑪公司（Wal-Mart）的沃爾頓家族（Walton family）為例，沃爾瑪帝國的六位繼承人總共擁有約九百億美元的財富，相當於美國社會底層三○％人口的財富總額。（許多底層人士的財富淨值是零或負數，尤其是在房市崩跌之後。）巴菲特這句話說得很對：「近二十年來，我們經歷了階級戰爭，而我的階級戰勝了。」


  因此，不公平加劇的基本事實沒有什麼爭議。大家爭論的是這代表什麼意義。你有時會聽到右派人士說，不公平基本上是好事，隨著有錢人得到愈來愈大的好處，其他人也將普遍受惠。這說法是錯的，雖然富者愈富，但多數美國人（並非只是底層民眾）並無法維持生活水準，更遑論追上富裕階層。美國典型的全職男性勞工所得與三十多年前一樣。


  在此同時，不公平擴大往往引發左派人士發出簡單的正義訴求：既然那麼多人如此貧窮，為什麼那麼少的人可以擁有那麼多的財富？在極度市場導向的時代，連司法正義都可以買賣，不難理解為什麼有人把這個訴求斥為一種偽善的情感。


  撇開情感訴求，富豪即使只考慮自身利益，也應當關注不公平問題，這有充分的理由。有錢人不是活在與世隔絕的環境裡，他們需要一個能夠運作的社會來維持地位。而非常不公平的社會無法有效率地運作，這種社會的經濟不穩定，也不可持續。過去到現代的證據都明確顯示，不公平嚴重到某個程度之後，情況會惡化到讓整個社會陷入經濟失能的狀態，屆時連有錢人也將付出慘重的代價。這裡我就來說明幾個原因。


  消費問題


  當一個利益集團勢力太大時，就能得到對它短期有利、而非對社會整體長期有利的政策。美國的稅收政策、監理政策和公共投資就出現這種情況。所得和財富成長的成果一面倒流向上層的後果，很容易從一般家庭支出這個美國經濟引擎看出來。


  美國各階層所得淨額普遍成長的時期，也是美國經濟成長最快速的時期，這段期間的不公平程度縮減，部份是因為累進稅產生的作用，這種情況絕非偶然；經濟衰退和大蕭條一樣發生在不公平大幅擴大之後，這同樣絕非偶然。當太多錢集中在社會頂層時，一般美國人的支出必然萎縮，至少在沒有人為刺激的情況下是這樣。錢從底層流向上層階級會降低消費，因為高所得人士消費占所得的比例低於所得較低的人。


  在我們的想像中，情況似乎並非如此，因為有錢人的消費往往很炫目。《華爾街日報》週末版封底的待售豪宅彩色照片就讓人印象深刻。但是，如果你稍為計算一下，就會知道上述現象是有道理的。想想羅姆尼（Mitt Romney）這樣的人，他在二○一○年的所得為兩千一百七十萬美元。即使羅姆尼選擇過奢侈得多的生活，他和妻子在七處住所一年的支出也只是年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是，這樣的收入如果分給五百人，例如每個人都有年薪四萬三千四百美元的工作，你會發現這筆錢幾乎全都花掉了。


  所得和財富集中在頂層，總合需求便會萎縮，這是簡單、必然的規律。除非有重大外力介入，經濟體中的總需求將低於供給能力，也就是說，失業人口將增加，而這會進一步打壓需求。在一九九○年代，美國經濟靠科技泡沫暫時避免衰退，二十一世紀的前幾年則是靠房市泡沫。當今經濟陷入泡沫破滅後的嚴重衰退，只能靠政府支出避免情況進一步惡化，但目前社會頂層正希望抑制政府支出。


  尋租問題


  接下來我必須用一點經濟學術語。「租金」這個詞原來是指讓別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所收到的報酬，現在也有這個意思。租金是靠產權得到的報酬，不是因為實際做什麼事或生產什麼得到的報酬。例如租金與「工資」不同，因為工資暗示要補償勞工付出的勞力。「租金」後來也衍生出獨占獲利（monopoly profit），指純粹因為某種獨占而得到的獲利。隨著時間的推移，租金的意思進一步擴大到涵蓋其他產權產生的報酬。如果政府授予某家公司進口某種商品的獨家權利，例如糖，這種專賣權產生的額外報酬便是「配額租金」（quota rent）。採礦權或鑽油權，以及特殊利益集團得到的租稅優惠都能產生某種租金。廣義而言，「尋租」是指政治體制運作犧牲大眾、嘉惠有錢人的各種手段，包括政府為富裕階層提供撥款和補助，藉由立法降低市場的競爭程度、容許執行長領取高得不成比例的薪酬（雖然「陶德－法蘭克法案」要求至少每三年安排股東對薪酬方案做不具約束力的表決，改善這個情況），以及容許企業一邊破壞環境一邊賺錢。


  經濟中的尋租規模雖然難以量化，但顯然規模龐大。擅長尋租的個人和公司獲得豐厚的獎勵，尤其金融業是尋租大行家，這個產業如今的主要功能是方便人們投機，而非真正促進經濟生產力。尋租不僅是投機，金融業也藉由控制付款榨取租金價值，向是收取過高的信用卡和簽帳卡費用，也向商戶收取較少人知道的各種費用，而這些費用最終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金融業者藉由掠奪式放款從美國中低階層身上榨取的財富，也可以視為一種租金。金融業近年占美國整體企業獲利約四○％。但這不代表金融業對社會有正面貢獻。二○○八年的危機顯示，金融業可以重創經濟。在像我們這樣的尋租經濟體，私人和社會得到的報酬極不一致。


  租金只是一種財富再分配，財富從社會某部分流向尋租者，這是最簡單的形式。我們的經濟不公平主要是尋租的結果，因為尋租在相當大程度上令財富從底層流向上層。


  但尋租還有更廣泛的經濟後果：尋租的競爭最多只是一種零和遊戲。尋租不會帶來成長，尋租者只是爭奪較大的一塊餅，而不是設法把餅做大。尋租還有更壞的影響，這種活動扭曲資源分配，削弱經濟。因為尋租的報酬極為豐厚，這會吸引人們投入精力尋租，損害其他東西。天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往往以尋租活動猖獗聞名。在這些地方，以有利的條件得到資源，遠比生產造福人群、提升生產力的產品容易致富。這就是為什麼這些國家雖然天然資源豐富，但經濟表現往往很差。我們要以輕蔑口吻說「我們不是奈及利亞或剛果」是很容易的事，但尋租的道理還是一樣的。


  公平問題


  人不是機器。人必須得到鼓勵才會努力工作。如果勞工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要鼓勵他們努力工作就很困難。這是現代勞動經濟學的核心原理，被稱為效率工資理論（efficiency-wage theory）。這個理論認為，企業對待員工的方式會影響勞動生產力，這包括付出的薪水。事實上這是偉大的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近一個世紀前闡述的理論，他當年便觀察到：「高薪勞工通常有高效率，因此不是昂貴的勞工。」事實上，這並不是未經證實的說法，無數的經濟實驗支持這個理論。


  雖然大家對「公平」的確切意思總是有不同的意見，但美國有愈來愈多人覺得目前的所得差異和財富分配方式非常不公平。我們一般不會妒忌改變經濟的人得到可觀的財富，例如電腦發明者或生物科技先驅。但是，在美國，在經濟金字塔頂端主要不是這種人。頂層有太多擅長尋租的人，而多數美國人認為這是不公平的。


  去年（二○一一年）寇辛（Jon Corzine）掌管的金融公司明富環球（MF Global）突破宣告破產，數千人因為公司可能觸犯刑法而受害，許多人對此感到意外。但是，考慮到華爾街最近的表現，我不確定人們是否會意外明富環球數名高層仍可以領到獎金。企業高層宣稱員工必須減薪或裁員才能維持公司競爭力，但同時又替自己加薪，員工覺得這種事不公平是理所當然的，這會影響員工對工作的努力，影響對公司的忠誠和投資在公司前途上的意願。蘇聯的工人普遍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對待，受日子過得極好的幹部剝削，這是蘇聯經濟空洞化和蘇聯最終瓦解的一大原因。蘇聯有則老笑話說：「他們假裝付我們薪水，我們假裝工作。」


  在不公平正在擴大的社會裡，公平不只是工資、所得或財富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共同的感覺。社會往這個方向發展是否有分給我的好處？集體行動產生的利益我能分享嗎？如果答案是明確的「沒有」和「不能」，那麼我變得消極便是很自然的事，而如果多數人都變得消極懈怠，後果將反應在經濟表現和公民生活的所有面向上。


  對美國人來說，公平的重要一面是機會公平，所有人都應該有實現美國夢的公平機會。愛爾傑等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仍是神話般的典範，但統計數據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現實：在美國，底層人士晉升上層的機會低於老歐洲國家或其他已開發的工業國家，甚至連晉升中產的機會也是這樣。美國上層人士掉落至中下層的機會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他們或許可以為此感到安慰。


  我們為這種機會匱乏的情況付出很多代價。大量美國人未能充分發揮潛力，我們在浪費我們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隨著我們逐漸認清現實，我們對美國是公平國家的認同感被腐蝕。不公平除了有直接的經濟影響外，也有間接的影響，那就是損害國家的凝聚力。


  信任問題


  現代政治經濟學的一個難題是為什麼會有人去投票。幾乎沒有選舉會因為某個人的一票而改變結果。投票要付出成本，而且看來幾乎沒有好處。美國沒有一個州會明確懲罰不投票的人，但去投票要付出時間和精力。現代政治和經濟理論假定人是追求自利的理性行動者。在這樣的考量下，去投票實在是難以理解的事。


  這個答案來自教育灌輸的「公民道德」概念，讓人覺得有責任投票。但是，公民道德是脆弱的。如果人們確信政治和經濟體制遭人操縱，他們會認為不必再盡公民義務。當政府與公民互信的社會契約一旦失效，公民必會感到幻滅，並遠離體制，而且還可能發生更壞的事。在美國和世界各地許多民主國家，互不信任的情況目前正在惡化。


  這甚至是「內建」的。高盛執行長貝蘭克梵（Lloyd Blankfein）便明白表示：老練的投資人並不仰賴互信，或者至少不會太信任人。向高盛購買金融商品、接受交易條件的成年人理應了解這個情況。他們應當知道，高盛有辦法、也有誘因設計一些會令投資人虧損的商品。他們也應當知道，高盛有辦法、也有誘因製造資訊不對稱，使高盛比買家更了解那些金融商品，而且有辦法、也有誘因以此謀利。與投資銀行交易而受害的人主要是投資人，而信用卡的狡詐伎倆和掠奪式放款讓美國人廣泛覺得銀行並不可信。


  經濟學家往往低估信任在經濟運作中的角色。如果每份合約都必須訴諸法院才能執行，我們的經濟將陷入動彈不得的局面。縱觀歷史，興盛的經濟體都出現在那種能夠一言為定的地方。如果沒有互信，複雜細節都得稍晚敲定的商業合作將無法實行；如果沒有互信，參與者都會抱持防衛心，猜測往來對象會如何背信、何時背信。


  不公平擴大會損害信任關係，對經濟的影響有如萬能溶劑般廣泛。它會製造出一個連贏家也處處提防別人的經濟世界。想想輸家的情況，在每一筆交易中，每次他們遇到老闆、企業或官僚，就看到伺機占他們便宜的人。


  政治和公共領域最需要信任。在這些領域中，我們必須共同行動。當多數個體處境相似時，共同行動比較容易。也就是說，我們多數人最好是同坐一條船，又或者大家坐的船不至於相差太遠。但是因為不公平加劇，我們的船隊顯得很特別，有幾艘超大的遊艇，周圍則是坐獨木舟或緊抓著漂浮物的一大群人，而這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我們對政府應該做什麼事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不公平加劇的現象已延伸至幾乎所有東西，包括警察的保護、道路和公用事業的狀況、獲得像樣醫療的機會，以及進入優質公立學校的機會。高等教育比以前重要，不僅是對個人很重要，對美國經濟的未來也是。但頂層的人不但敦促大學削減預算、增加學費，還要減少提供政府擔保的學生貸款。頂層人士某個程度上支持學生貸款，是因為他們可以藉此尋租，可以毫無標準地提供貸款給營利學校的學生，學生即使破產也擺脫不了學貸，這種貸款成為頂層人士另一種剝削工具，受剝削的是希望擺脫底層地位的人。


  促進公平才是自利的選擇


  許多美國人，甚至多數美國人不大了解美國社會不公平的本質。他們知道社會出了問題，但低估不公平造成的傷害，同時高估採取行動、改善情況的代價。意識型態的宣傳鞏固這些錯誤的觀念，而他們正對政治和經濟政策產生災難性的影響。


  頂層一％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許多自詡商業觸覺敏銳的顧問實在沒有理由抱持如此錯誤的觀念。多個世代以前的頂層一％往往明智得多，他們知道如果沒有穩固的根基，根本不會有金字塔的頂部，他們知道如果社會本身不健全，頂層地位將岌岌可危。福特（Henry Ford）在歷史上不是軟弱的人，但他明白，支付員工合理的工資對自己和公司都是好事，因為他希望員工努力工作，而且買得起福特生產的汽車。小羅斯福出身貴族，但他明白要拯救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美國，只能藉由稅收和社會福利政策來分散財富，同時藉由監理來約束資本主義。小羅斯福和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雖然遭到資本家辱罵，但成功地從資本家手上救了資本主義。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他的時代被視為手段骯髒的憤世忌俗者，但他認為最好藉由投資來達到社會安寧和經濟穩定，而且他真的大手筆投資健保、綜合濟貧計劃（Head Start）、社會保險制度和環保工作。尼克森甚至提出保證年收入的構想。


  因此，我建議現在的頂層一％硬起心腸。有人邀你考慮縮減不公平的方案，不管是增稅和投資在教育、公共建設、醫療和科學上，撇開任何潛在的利他想法，純粹考慮自利。不要因為它能幫助其他人而支持這種方案。你應該為自己做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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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成為全球問題[1]


  
    21世紀以來，歐洲和美國已經無法創造出很多好工作。即使在中國，產出成長往往與扼殺就業的自動化流程有關，受害最深的還是年輕人。

  


  世界經濟論壇的達沃斯年會已經失去危機爆發前的一些派頭，畢竟在二○○八年崩盤之前，金融和產業界領袖可以吹噓全球化、科技進步和金融自由化的好處，這些趨勢據說理應開啟經濟不斷成長的新時代，只要他們「做對的事」，好處將由所有人共享。


  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但達沃斯仍是感受全球時代精神的好地方。


  不言而喻的是，開發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已不再像以往那樣看待已開發國家。某個開發中國家礦業公司高層的一句話，反映這種變化的真諦。一個經濟發展專家衷心哀嘆，不公平的貿易協定和未兌現的援助承諾已經使已開發國家喪失道德威信，那位礦業公司高層反駁道：「西方從來沒有任何道德威信可言。」殖民主義、奴隸制、將非洲分割為眾多小國，以及漫長的資源掠奪史對作惡者來說可能已是陳年往事，但對受害者來說可不是這樣。


  如果要說與會領袖最關心的話題，那就是經濟不公平。相對於一年前的討論內容，這樣的改變顯得很劇烈，不再有人提起下滲式經濟學，而且幾乎沒有人願意宣稱社會貢獻與私人報酬非常一致。


  令美國人和其他國家的人感到不安的是，美國不是長期以來宣稱的機會之地，而且全球的機會不公平更加嚴重。一般非洲人得到的人力資本投資只有數百美元，富裕美國人從父母和社會中則得到超過五十萬美元，我們實在不能說世界是「平的」。


  本次年會的一個高潮是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嘉德（Christine Lagarde）的演講。她強調國際貨幣基金出現的一些顯著變化，至少對高層來說，變得非常關注女性權利、重新重視不公平與不穩定之間的關係，以及承認集體談判和最低工資可以有力協助減少不公平。如果國際貨幣基金援助希臘和其他國家的方案能反映這些觀點那該多好！


  美聯社安排一場沉重的討論會，關注在科技和失業。現代科技都以機器人或其他機械取代勞工，在這種情況下，各國（尤其是已開發國家）還能創造新工作，尤其是好工作嗎？


  整體而言，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歐洲和美國的民間部門已經無法創造出很多好工作。即使在製造業正在成長的中國，產出成長主要源自生產力成長，而生產力成長往往與扼殺就業的自動化流程有關。受害最深的是年輕人，它們的人生前景可能因為長期失業而嚴重受挫。


  但達沃斯與會者把這些問題放一邊，一起慶祝歐元得以倖存。會議的主調自滿而樂觀。「德拉吉賣權」（Draghi put）看來暫時有效，所謂德拉吉賣權，是指歐洲央行以其雄厚的財力，以一切必要手段拯救歐元和每個陷入危機的歐元區國家，而且必要時真的會這麼做。歐洲暫時恢復平靜，某個程度上支持那些宣稱恢復市場信心比較重要的人。人們期望德拉吉的承諾不用花錢，而且可以支撐市場信心，因為德拉吉可能永遠不需要兌現他的承諾。


  評論者一再指出，歐元區的基本矛盾仍未解決，如果歐元想要長久存在，歐元區國家必須締結財政和銀行業聯盟，但多數歐洲人目前並不願意接受如此緊密的政治融合。會場內外的言論都顯示歐洲國家不夠團結。某個晚宴有人熱切地指出，現在很多西班牙人在垃圾桶裡找東西吃，同桌的一位北歐國家高層政府官員甚至沒有放下刀叉，邊吃著牛排並回應：「他們應該早一點改革的。」


  國際貨幣基金在達沃斯年會期間公布的經濟成長預測凸顯兩大經濟陣營的分離程度：先進工業國今年（二○一三年）的經濟成長率估計為一．四％，開發中國家則料將以五．五％的速度繼續強勁成長。


  西方國家的領袖雖然表示重新重視經濟成長和促進就業，但並未提出具體的政策支持這些抱負。歐洲國家繼續強調財政緊縮，而且對至今的進展沾沾自喜，重申將繼續執行這種政策，儘管這已經令歐洲整體陷入衰退，而英國更是第三度衰退。


  最樂觀的跡象可能來自新興市場，全球化危險之處在於產生一種新的相互依賴關係，美國和歐洲的錯誤經濟政策可能重創開發中國家的經濟，但是，最成功的新興經濟體已能有效駕馭全球化，足以在西方衰退時維持經濟成長。


  共和黨人幼稚的政治脾氣令美國陷入政治僵局，歐洲則正致力拯救設計不周的歐元體制，在此情況下，全球經濟群龍無首成為達沃斯與會者的一大抱怨。近二十五年來，我們先是兩個超級大國主導世界，然後是單一超級大國主導，如今則是沒有領袖的多極世界。雖然我們可以討論七大工業國（G7）、八大工業國（G8）或二十大工業國（G20），當前局面較貼切的標誌是零工業國（G0），我們將必須學會如何在這個新世界生存和壯大。


  
    	原文Inequality Goes Global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3年2月6日[image: 返回]

  


  不公平是一種選擇[1]


  
    過去10年間，智利、墨西哥、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的所得不公平程度顯著縮減，由此可見，不公平也受政治力量影響。

  


  數十年來，多數富裕國家的所得和財富不公平程度大幅擴大，而且情況在最近的大衰退中不幸地進一步惡化，尤其是美國，這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其他國家情況又如何呢？隨著中國和印度等新興經濟大國讓數億人脫貧，國際間的貧富差距是否正在縮減？在貧窮和中等收入國家，不公平正在改善還是惡化？我們正邁向一個比較公平還是更不公平的世界？


  這些問題相當複雜。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和一些學者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一些線索。


  自十八世紀起，工業革命為歐洲和北美創造大量的財富。當然，歐美國家內部的不公平程度之前也十分驚人，想想英國利物浦和曼徹斯特一八二○年代的紡織廠，以及一八九○年代曼哈頓下東區和芝加哥南區的廉價公寓。不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左右，全球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直到現在，國際間的不公平仍遠比各國內部的不公平還大。


  但是，約從一九八○年代末共產黨衰亡開始，隨著經濟加速全球化，國際間的差距開始縮短。出生於前南斯拉夫、著有《富與貧：全球貧富差距簡異史》（The Haves and the Have-Nots: A Brief and Idiosyncratic History of Global Inequality）的米蘭諾維奇在去年（二○一二年）十一月發表的論文中寫道，一九八八至二○○八年間「可能是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公民間的全球不公平首次縮減」。雖然亞洲與西方先進經濟體間的差距已顯著縮減，尤其是數十年來因為中國和印度經濟強勁成長，使得各國的平均所得有所拉近，不過全球貧富之間仍有巨大的差距。但是從個人來看，所得的公平程度幾乎沒有進步。衡量所得公平的吉尼係數從二○○二至二○○八年僅略微改善一．四點。


  因此，雖然亞洲、中東和拉丁美洲國家的所得整體而言正與西方的距離拉近，但各國的窮人都遠遠落在後頭，甚至在窮人生活水準有所改善的中國也一樣。


  米蘭諾維奇發現，一九八八至二○○八年間，全球頂層一％的人所得增加六○％，底層五％的人所得則沒有改變。雖然所得中位數在最近數十年大幅改善，所得分配仍嚴重失衡，八％的人拿走全球五○％的所得，光是頂層一％便拿走一五％。所得增幅最大的是富裕國家的金融和企業界高層等全球菁英階層，以及中國、印度、印尼和巴西等規模龐大的「新興中產階級」。那麼誰是輸家呢？米蘭諾維奇發現是非洲人、部分拉丁美洲人，以及後共產時代的東歐和前蘇聯國家的人。


  不應對貧富懸殊袖手旁觀


  美國是世界各國特別可怕的壞榜樣。因為美國在許多方面往往「領導世界」，如果其他國家以美國為榜樣，世界前景將令人擔憂。


  美國的所得和財富不公平擴大是西方國家趨勢的一部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二○一一年一項研究發現，所得不公平一開始在一九七○年代末至一九八○年代初的美國和英國（還有以色列）開始擴大。一九八○年代末，這趨勢變得更為廣泛。過去十年間，向來比較公平的國家如德國、瑞典和丹麥也出現所得不公平擴大的情況。在多數先進經濟體中，除了法國、日本和西班牙的少數例外，頂層一○％的所得大增，底層一○％則落後得更嚴重。


  但是，這種趨勢並非舉世皆然，亦非無可避免。在同個時期，智利、墨西哥、希臘、土耳其和匈牙利等國家的所得不公平程度顯著縮減，這當中有些國家原本的所得不公平很嚴重。由此可見，不公平並非只是總體經濟力量產生的結果，也受政治力量影響。有人說不公平是全球化，勞動力、資本、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以及科技演變偏愛高技術、高教育勞工的結果，這無可避免，但事實並非如此。


  在先進經濟體中，美國的所得和機會不公平幾乎是最惡劣的，而且產生災難性的總體經濟後果。美國GDP在近四十年來增加超過三倍，近二十五年增加近一倍，但如今眾所周知的是，好處基本上都歸頂層所有，而且愈來愈傾向是最頂層的極少數人。


  美國頂層一％的人二○一二年拿走二二％的美國所得，光是頂層○．一％便拿走一一％。自二○○九年以來，增加的九五％所得落入頂層一％的口袋。最近公布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美國人的所得中位數在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並沒有改變。典型的美國人所得在考量通貨膨脹後還不如四十五年前，高中畢業、沒有四年制大學學位的美國男性，所得比四十年前減少近四○％。


  美國的所得不公平在三十年前開始擴大，期間政府替有錢人減稅，而且放寬對金融業的管制，這絕對偶然。我們在基礎設施、教育和醫療體系，以及社會安全網方面投資不足讓情況惡化，而不公平惡化腐蝕我們的政治體系和民主治理。


  而歐洲看來急著追隨美國的壞榜樣。從英國到德國，政府奉行的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薪資萎縮，還有不公平加劇。日前獲選連任的德國總理梅克爾，以及歐洲央行總裁德拉吉等歐洲官員主張歐洲的問題是福利支出過高的結果。但是，這種思路已經令歐洲陷入經濟衰退（甚至蕭條）。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衰退已經「正式」結束，這種話安慰不了歐盟兩千七百萬失業者。在大西洋兩岸，緊縮政策的狂熱信徒高喊：「繼續前進！這是我們為了達到繁榮必須吞下的苦藥。」但這是誰的繁榮？


  過度金融化也有助解釋不公平嚴重惡化的現象。在全球最先進的經濟體中，英國竟然是僅次於美國、第二不公平的國家。在許多國家，公司治理虛弱加上社會凝聚力受損，導致企業執行長與一般員工的薪酬差距擴大，雖然還沒接近（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美國最大型公司五百：一的極端水準，但仍然大於經濟衰退前的水準。只有日本因為限制企業高層的薪酬是顯著的例外。美國人在尋租方面的技術創新已普及到世界各地。所謂尋租，是指靠操縱制度分得較大份的經濟大餅，而非致力把餅做大。


  不對稱的全球化也已經在世界各地造成危害。流動的資本要求勞工在薪資上讓步，並要求政府提供租稅優惠，結果是一種沉淪式競爭。薪資和工作環境受到威脅，如蘋果般開創型的公司業務仰賴科技方面的巨大進步，而這種進步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資助的結果，但這些公司在避稅方面非常靈巧。它們樂於取之社會，卻不願意回饋社會。


  兒童的不公平和貧窮問題尤其是一種道德恥辱，右派說貧窮是懶惰和選擇錯誤的結果，但兒童無法選擇父母。在美國，接近四分之一的兒童過著貧困的生活，西班牙和希臘大約是六分之一，澳洲、英國和加拿大則超過十分之一，這一切都可以避免。有些國家已選擇創造較公平的經濟體，半個世紀前，韓國每十個人才有一個人取得大學學位，如今韓國的大學畢業率在全球名列前茅。


  因此，我認為當前的世界不僅是貧富分化，國際間還出現另一種分化：有些國家對貧富懸殊袖手旁觀，有些則致力改善情況。有些國家成功創造出共享的繁榮，我認為這是唯一真正可以持續的繁榮，但有些國家卻縱容不公平肆虐。在這些分化的社會，有錢人住在設有門禁的社區，與窮人幾乎完全分隔，有錢人幾乎無法了解窮人的生活，反之亦然。我曾到訪看來已選擇坐視貧富懸殊的社會。我們多數人不會想住在那種地方，無論要住在那些與世隔絕的富人社區，還是令人絕望的貧民區。


  
    	原文Inequality Is a Choice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10月13日[image: 返回]

  


  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1]


  
    皮凱提的《21世紀資本論》受西方世界歡迎，但我們今天面對的主要問題其實不在於21世紀的資本主義，21世紀的民主體制才是關鍵。

  


  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在美國及其他先進經濟體引起的反應，證明人們愈來愈關注不公平加劇的問題。頂層掌握的所得和財富比例暴增，相關證據本已鋪天蓋地，而皮凱提這本書呈現更加確鑿的證據。


  此外，皮凱提的著作對大蕭條和二戰之後三十年間的看法別具慧眼，他認為這是歷史上的異常時期，可能是拜巨變激發的異常社會凝聚力所賜。那段時期的經濟快速成長，繁榮廣泛共享，所有群體均得益，而且底層的所得成長率超過上層。


  皮凱提也就雷根和柴契爾夫人一九八○年代推動的「改革」提出新看法，當年他們宣稱政策可望促進經濟成長，惠及全民，但結果是經濟成長放緩，全球局勢變得更加不穩定，而且成長的成果主要為社會頂層所占有。


  不過，皮凱提的著作也提出經濟理論和資本主義前途的根本問題。他記錄財富對產出的比例大幅上升的情況。根據標準的經濟理論，這個比例上升意味著資本報酬率下跌和工資上漲，但是現在資本報酬率看來並未下跌，倒是工資衰退了。（例如在美國，平均工資近四十年來停滯不前。）


  最顯而易見的理由是測量到的財富增加，但生產資本（productive capital）並未同步增加，而且目前的資料看來支持這種解釋，財富成長主要源自房地產價值上升。在二○○八年的金融危機之前，許多國家顯然出現房地產泡沫，即使到現在，這種情況可能還沒充分「修正」。財富價值上升也可能反映有錢人競逐「地位財」（positional goods），例如海灘別墅或紐約市第五大道的公寓。


  測量到的金融財富增加，有時可能只是過去無法測量到的財富如今變得可以測量，而這種轉變實際上可能反映出整體經濟的表現惡化。如果獨占力量增強，或是企業（例如銀行）剝削一般顧客的技術改進了，公司的獲利會增加，而這些因資本化而產生的金融財富自然也隨之增加。


  當然，即使正式測量到的財富增加，社會福祉和經濟效率還是會受損。我們甚至根本沒有考慮人力資本價值相對的損失，也就是勞工財富的損失。


  此外，如果銀行成功運用政治影響力，保留愈來愈多不當獲利，而損失則丟給社會集體承受，測量到的金融業財富也會增加，但我們並沒有測量納稅人財富的相應損失。同理，如果企業說服政府支付過高的價格購買它們的產品（例如大藥廠就成功做到這一點），或是以低於市價的水準出讓公共資源（如採礦業者的做法），相關業者的金融財富會增加，儘管普通民眾的財富都沒增加。


  雖然財富增加，但薪資停滯、不公平加劇，我們觀察到這並非正常市場經濟運轉的結果，而是反映我所稱的「偽資本主義」。問題或許不在於市場理應如何運作，而在於我們的政治體系未能確保市場有真正的競爭，設計出支持市場扭曲運作的規則，使企業和有錢人得以剝削其他人，而且不幸的是，這種剝削確實發生了。


  當然，市場不會孤立存在。市場必須有遊戲規則，而這些規則是經由政治程序確立的。經濟上的嚴重不公平導致政治上的不公平，這種情況發生在美國，在奉行美國經濟模式的國家也日益明顯。在這種體制下，經濟進步的機會也會變得不公平，社會流動性偏低的情況因此難以改善。


  因此，皮凱提對於社會不公平還將惡化的預測，並非反映不可改變的經濟法則。簡單的改變，包括提高資本利得稅與遺產稅、增加普及教育機會的支出、嚴格執行反托拉斯法、改革公司治理法規以約束管理階層薪酬，以及藉由金融法規限制銀行剝削社會的能力，這樣就可以減少不公平，而且顯著促進機會公平。


  如果我們能糾正遊戲規則，我們甚至可能恢復雨露均霑的快速經濟成長，這種成長正是二十世紀中期中產階級社會的特徵。我們今天面對的主要問題，其實不在於二十一世紀的資本主義，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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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偽資本主義[1]


  
    我們不必消滅資本主義，只需要消滅現在這個國家在偽資本主義下的市場扭曲。這主要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

  


  美國人終於開始認識到，社會所得和財富不公平極其嚴重。最近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成為年度暢銷書意外促成這種認識。皮凱提蒐集四十年來經濟不公平嚴重惡化與繼承財富大增的豐富證據，說明這正產生一種新的金權政治。雖然皮凱提認為這問題很嚴重是對的，但他對於問題的起因和如何解決問題的論述卻不完全正確。如果美國人從他的著作得到錯誤的教訓，我們可能無法真正實行變革，處理美國的不公平問題。


  直接點說，皮凱提認為資本主義自然會導致不公平。在他看來，二十世紀中葉那段頗長的繁榮共享期是歷史上的異常現象，美國一八七○年代至一九○○年經濟和人口快速成長的鍍金時代，以及當前時代貧富懸殊的情況才是歷史常態。但是，美國現行體制最貼切的名稱可能是「偽資本主義」，種種做法都像是以製造不公平為目的。這個事實在金融危機期間暴露無遺，政府容許金融業者私享盈利，虧損則由社會集體承受，政府慷慨援助加害者，對失去房屋和工作的大量受害者卻非常冷漠。


  當然，世上沒有「純粹的」資本主義體制。我們向來採取混合式經濟體制，我們的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仰賴政府的投資。美國最富創造力、最成功的產業（科技業和生物科技業）依賴政府研究建立的基礎。運作良好的經濟體有賴公共與民間部門達成平衡，政府維持必要的公共投資與不缺資金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全都需要稅收支持。


  設計高明的稅制不但可以替政府籌錢，還能促進經濟效率、減少不公平，但我們當前的稅制恰恰相反。皮凱提提議用課徵全球財富稅來處理不公平問題，無論這建議有多大的好處，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行的。但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不公平的美國在稅制上有一些可以努力的措施。藉由明智地改革稅法，可以同時替政府籌錢、改善經濟表現，以及處理一些大型的社會問題，不僅是不公平的問題，還有失業和潛在的環境災難。


  市場缺少真正的競爭


  評估稅制改革方案時，對所得分配的影響應該是首要考慮的因素，但除此之外，我們也應該考慮三個大原則。第一，針對壞事課稅比針對好事課稅好，例如針對汙染和投機活動課稅，比針對勞動和儲蓄課稅好；第二，針對土地、石油和其他天然資源課稅比較好，因為它們不會因為課稅而消失（經濟學家的說法是針對低供給彈性的商品課稅）；這兩個原則反映出更普遍的第三原則：誘因很重要，徵稅應鼓勵能產生廣泛好處的活動，阻礙那些令社會承受沉重代價的活動。其實有許多改革方案既能促進公平，也符合這三個原則。


  首先，公司稅應鼓勵企業在美國投資和創造就業，藉由替這樣做的企業減稅，使它們的稅負比不這麼做的企業還輕。針對跨國公司的全球獲利課稅，將可以堵住所謂的「蘋果－Google漏洞」。全球化賦予這些公司新的避稅機會，它們可以宣稱巨額的獲利並非源自美國研究者的才智或美國消費者對產品看似無限的需求，而是源自他們散布在愛爾蘭等低稅賦國家的少數員工。如果我們基於它們在美國的生產和銷售來課稅，就可以獲得可觀的稅收，用來創造就業和促進經濟成長。


  此外，我們應該對金融業課徵一套特別的稅。考量金融業在金融危機中的責任，要求業者承擔部分代價是很合理的。設計高明的金融稅應該可以改善金融業的表現和效率，並引導業者做好該做的事。


  雖然皮凱提說市場資本主義自然會產生可惡的不公平，不過我認為我們面對一個不同的問題：我們的市場不像是競爭市場。最基本的經濟學告訴我們，競爭市場促進效率和創新，壓低獲利。我們的財富集中在少數億萬富翁手上，因為我們的經濟缺少真正的競爭。最成功的「企業家」已經想出如何藉由阻礙競爭坐享厚利。世上最有錢的比爾蓋茲，財富來自一家在歐洲、美國和亞洲從事反競爭操作的公司，這並不令人意外；第二有錢的史林姆（Carlos Slim）藉由設計拙劣的私有化程序，建立起實質獨占墨西哥電訊業的公司，向用戶收取比競爭市場高數倍的費用，累積財富，這同樣不令人意外。


  如果我們不能使市場真正競爭，就應該針對獨占獲利課稅，這種獲利是經濟學家所說的一種租金。一如針對租金課稅不會導致土地減少，針對非土地產生的租金課稅也不會導致產生這種租金的資源減少。其他的租金還包括天然資源的擁有者得到的收益。石油、天然氣和礦產公司往往並沒有真正擁有這些資源，它們不過是在公有土地上採集油氣或礦物，付出的成本只是這些資源真正價值的一小部分。這種不公平問題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安排公平、有效率的拍賣，確保公眾出讓這些資產時能獲得充分的補償。至於那些已經以大幅偏低成本取得這種資源的公司，我們必須以較高的稅率對相關獲利課稅，替公眾收回這些資源的價值。


  有錢人應該承受較高的所得稅率


  個人所得稅方面，我們必須實踐公平原則，避免使得勞動者適用的稅率比繼承得來的財富和管理私募股權基金的人還高。雖然多數美國人接受有錢人應該承受較高的所得稅率這個普遍原則，但我們的稅制實際上卻出現大幅偏離。非常有錢的人繳納的稅款占申報所得的比例低於一般有錢的人，而且申報所得往往只是實際所得的一小部分。


  人們普遍會討論個人稅法的改革，有許多是以取消幫助中產階級的規定為重心，最值得注意的是建議取消房貸利息抵稅，以及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免稅。這些規定會縮減稅基，而且損害經濟效率，因此如果審慎而行，取消它們是有好處的。實際上，房貸利息可抵稅的規定對富裕屋主的幫助比中產階級來得大，一些估計顯示，政府藉由稅制為有錢人提供的房屋資助，超過藉由公共房屋為窮人提供的資助。房貸利息抵稅會助長過度的房屋消費和借貸，以美國銀行業的政治影響力，這並不令人意外。但是，我們的房地產在房市崩盤後仍處於艱困階段，數百萬美國人也損失頗大一部分的財富。現在取消所有資助會令情況雪上加霜。這種資助應該分階段緩慢取消，而且政府應該利用部分省下來的錢來促進房地產公平，例如廣泛援助首次購屋者。


  因為中產階級的實質所得數十年來停滯不前，政府不應把抵稅規定的改革當增加稅收的手段。政府增加的稅收應該以降低中產階級所得邊際稅率的方式退還給中產階級。有些人會說，只靠著對有錢人課稅並無法顯著縮減財政赤字，因為有錢人的財富也有限。這個說法曾經是對的，但現在不是了，不公平加劇的一個好處是，只需要增加最頂層的稅負，就能增加很多稅收。


  對碳排放課稅是大幅增加稅收並改善整體經濟表現的另一個方法。經濟學最基本的原則是企業應該承受在生產過程中造成的代價，只有這樣，價格系統才能引導經濟達到有效率的運作狀態。如果生產活動獲得補貼，市場就會出現扭曲。環境是最珍貴的資源之一，汙染環境的人讓我們承受巨大的代價。迫使碳排放量很高的企業承擔這些代價會提升經濟效率，同時增加稅收。


  上述建議整體而言可以顯著減少不公平，使經濟回到更像戰後時期的狀態。美國正是在那段時期逐漸成為我們隨後長期自稱的中產階級社會，美國經濟快速成長，經濟成果廣泛共享，底層所得成長速度快過上層。皮凱提認為那是資本主義歷史上的異常現象。但是，要回到那樣的狀態，我們不必消滅資本主義，只需要消滅現在這個國家在偽資本主義下的市場扭曲。這主要是政治問題，而非經濟問題。我們不必在資本主義和公平之間做出選擇。我們必須兩者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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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自省


  第二部很短，只有兩篇文章，以現在的角度回顧年少時的感想。第一篇是在「爭取工作和自由華盛頓大遊行」五十周年的時候寫的，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馬丁．路德．金恩（Mertin Luther King）牧師在華府國家廣場發表令人難忘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說，我就在現場。真幸運。當然，我在現場不純粹是幸運，就跟許多同學一樣，我當年也參與爭取種族公平的運動。歧視是我們國家的創傷，在成長過程中，我從周遭的一切看到歧視如何摧毀許多人的人生，歧視違反這個國家教我的所有價值觀。但是在美國立國之前，我們這個社會便與這種弊病共存。


  後來我與一些經濟學家研究歧視能否在市場經濟中持續存在。答案是肯定的，而這不難證明，歧視是世界各地市場經濟體持續存在的特色，因此不可能有其他答案。但是，有些經濟學家曾嘗試證明答案是否定的。在〈金恩博士的影響〉中，我間接提到相關研究，說明某些經濟學模型如何嚴重脫離現實，情況有如某些總體經濟學理論認為危機不可能發生一樣。[1]


  相對的，我是在看完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之後寫下〈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回顧我的少年時期。皮凱提將這段時期稱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並未出現極端的不公平，但我記得的情況並非如此：我在髒兮兮的美國工業城市長大，看到嚴重的歧視、不公平、勞資衝突和間歇性失業潮，根本不覺得那是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甘迺迪總統一九六○年代曾說：「水一漲，所有船都上升了。」這句話當年或許還有幾分可信，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顯然已經脫離現實。


  我對歐巴馬政府最不滿的地方，在於他們對經濟危機的反應還是仰賴下滲式經濟學，認為只要為銀行挹注充裕的資金，經濟就會復甦。我主張政府更該用力實行上滲式經濟學。如果政府資助數百萬失去房子的屋主，經濟將會受惠。甚至銀行也將受惠，因為這對房地產市場有正面作用，可以降低房貸違約率，而且對整體景氣也有幫助。


  〈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也在美國前財政部長蓋特納的《壓力測試》（Stress Test）出版後不久發表。蓋特納在這本書中勇敢地替他和政府在危機時期的政策辯護，但我認為他的辯護並不成功。他們當時擔心援助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的房貸戶，對理財得當、不需要援助的其他屋主不公平。他們認為這種援助將鼓勵購屋者採取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是經濟學家熟知的「道德風險」問題。


  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蓋特納與許多銀行界人士可以如此雙重標準。照他們的說法，拯救壞銀行不但對其他銀行不公平，也對因為這些銀行的惡行而受苦的數百萬美國人不公平。這種紓困案援助加害者，讓受害者只能自力救濟。銀行業者的表現其實就是道德風險的明證，它們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獲得紓困，包括存貸危機，墨西哥、韓國、泰國和印尼危機；每一次其實都是在拯救西方金融機構。到現在我們又再救它們一次。相對之下，許多房貸戶因為遭到金融業者誤導，借了超出自身還款能力的貸款。他們已經受到教訓，不大可能再犯類似的錯誤。此外，處理房貸違約潮的建議中，有些方案是以財務重整為主，房貸戶在這種方案中必須承擔重大損失，不像銀行得到政府援助之後，幾乎可以為所欲為。


  
    	我在這方面發表的學術文章包括“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 no. 2 (May 1973): 287–95，以及“Theori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後者收入Pattern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ed. G. von Furstenberg et al. (Lexington, MA: Lexington Books, 1974), pp. 5–26。我和Andy Weiss的研究建立了「畫紅線」（指美國某些銀行拒絕某些地區全部居民的貸款申請）的理論基礎，見J. E. Stiglitz and A. Weiss, “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 no. 3 (June 1981): 393–410。提出相反觀點，認為市場力量可以產生反歧視作用的重要著作是已故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ary Becker的書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他當年對我的文章很反感，寄電子郵件給我表達這個意思，這並不令人意外。[image: 返回]

  


  金恩博士的影響[1]


  
    金恩博士當年便認識到，追求社會正義不只是對抗種族隔離和歧視，也是為全體美國人的經濟公平和正義而奮鬥。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馬丁．路德．金恩博士在華府發表震撼人心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想〉，我有幸是現場聽眾的一員，當時我二十歲，剛念完大學，數週前才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研究生。


  「爭取工作和自由華盛頓大遊行」開始前那晚，我寄宿在大學同學家裡。他的父親戈德堡（Arthur J. Goldberg）是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以促成經濟正義為職志。誰想像得到五十年後，一度看似決心促進公平與社會包容的最高法院，竟然會成為維護不公平的機構？最高法院近年容許企業以近乎無限的政治獻金影響競選活動，假裝歷史遺留下來的選舉歧視問題不再存在，而且限制勞工和其他原告就雇主和企業的不當行為興訴的權利。


  金恩博士的演講勾起我許多情緒。我雖然年輕又受保護，但我那一代許多人看到歷史留下來的種種不公平，而且決心糾正這些不對的事。我出生在二戰期間，我成年時，整個美國社會正經歷寂靜但明確的改變。


  當年在阿默斯特學院擔任學生會主席的時候，我曾帶領一群同學到美國南部，協助促進種族融合。希望維持種族隔離制度的人不時有暴力行為，我們無法理解這種行為。我們去參觀一個黑人大學，強烈感覺到那裡的學生得不到公平的教育機會，尤其是相較於我們在小眾、優越的大學裡所享有的教育資源。這種競爭環境是不公平的，根本地不公平。它嘲笑我們從小熟悉和相信的美國夢。


  我在印第安納州加里市長大，期間許多問題活生生的呈現在眼前，包括貧窮、間歇性和長期失業，以及對黑人無止境的歧視。我希望為解決這些問題盡一分力，所以放棄研究理論物理學的想法，決心成為經濟學家。我很快發現自己進入奇怪的領域。雖然有一些學者（包括幾位老師）非常關心那些促使我入行的議題，但多數經濟學家並不關心不公平的問題。主導經濟學的學派崇拜（遭誤解的）亞當斯密，崇拜市場經濟的效率奇跡。我當時想，如果這就是可以達到的理想世界，我希望創造並活在另一個世界。


  在那個奇特的經濟學世界，失業（如果有這種事的話）是勞工的錯。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後來寫道：「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而且最有害的一種，就是集中關注在分配問題。」芝加哥學派另一名諾貝爾獎得主貝克（Gary S. Becker）則力圖證明歧視如何無法在真正競爭的勞動市場中存在。雖然我和一些學者寫過多篇文章解釋貝克論述中的詭辯，但他的說法廣受喜愛這種論調的人所接受。


  一如許多回顧過去五十年的人，我不得不為理想與當前現實之間的差距感慨不已。


  沒錯，我們突破了一種無形障礙，我們選出了一名黑人總統。


  但金恩博士當年便認識到，追求社會正義必須想得夠廣，這不只是對抗種族隔離和歧視，也是為全美國人的經濟公平和正義而奮鬥。當年遊行的組織者拉斯廷（Bayard Rustin）和藍道夫（A. Philip Randolph）取名「爭取工作和自由華盛頓大遊行」不是沒有原因的。


  在許多方面，因為貧富懸殊問題，族群關係的進步已經受損，甚至倒退。


  令人遺憾的是，對抗公然歧視的鬥爭離結束還很遠，華盛頓大遊行五十年之後、「公平交易房屋法案」（Fair Housing Act）立法四十五年之後，美國的主要銀行仍然歧視某些族群，以最脆弱的美國公民為掠奪式放款的目標，例如富國銀行（Wells Fargo）。就業市場的歧視既深又廣。研究顯示，名字看起來像黑人的應徵者獲得面試的機會比較少。歧視換了新形式：「種族貌相」（racial profiling）在許多美國城市仍然猖獗，例如在紐約，警察會以面貌和膚色判定某人不是好人而攔下搜身，這是標準做法。美國的監禁率全球最高，雖然有些跡象顯示，一些財政拮据的州終於開始明白，因為監禁大量人口而嚴重浪費人力資本是很蠢的事，即使它們不認為這不人道。還有近四○％的囚犯是黑人。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等法律學者有力地記錄這種悲劇。


  原始數字可以說出很多故事：美國黑人（或西班牙語裔美國人）與白人間的所得差距近三十年來並未顯著縮減。二○一一年，家庭所得中位數為四萬四百九十五美元，僅為白人家庭所得中位數的五八％。


  從所得轉向財富來看，我們同樣看到巨大的不公平。截至二○○九年，白人的財富中位數是黑人的二十倍。二○○七至二○○九年的大衰退讓美國黑人生活特別艱困（經濟衰退對社經地位最低的族群往往特別無情）。二○○五至二○○九年間，財富中位數萎縮五三％，跌幅是白人的三倍以上，這是歷年來最大的差距。所謂的復甦基本上是假的，財富加倍的人都是頂層一％的人，而這當然沒有很多黑人。


  金恩博士如果不是因為遭人開槍刺殺而英年早逝，真不知道他往後的人生會如何。他遭刺殺時不過三十九歲，如果活到今天將是八十四歲。如果還活著，他很可能會支持歐巴馬改革醫療體系，並且會捍衛照顧老人、窮人和殘障者的社會安全網。但是，像他這種道德觸覺如此敏銳的人，看到美國的社會現狀，估計必定會深感絕望。


  雖然我們號稱是機會之地，年輕人在美國的前途卻比所有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程度。歧視以及缺乏教育和就業機會的後遺症因此代代相傳。


  直到現在，仍有六五％的美國黑人兒童生活在低所得家庭，因為社會流動性不足，這個現象對這些兒童和美國的前景皆不是好兆頭。


  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實質所得近二十年來大幅萎縮，這對美國黑人造成不成比例的嚴重打擊。


  如奧菲爾德（Gary Orfield）等學者所記錄，雖然法律禁止學校公然實施種族隔離，但是近數十年來，教育隔離問題還是惡化了。


  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的經濟隔離現象加劇。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指出，貧窮的黑人兒童比較可能住在窮人集中的社區，這個比例高達四五％左右，而貧窮的白人兒童則只有一二％。


  今年稍早我剛滿七十歲。數十年來，我的學術工作和公共服務以致力減少貧窮和不公平為主，包括我在柯林頓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和世界銀行服務的時候。我希望自己真的響應金恩博士半個世紀前的呼籲。


  他正確認識到這些持續存在的鴻溝是我們社會的惡性腫瘤，損害我們的民主體制並削弱經濟。他告訴我們：以往的不公義並非無可避免。但他也知道，光有夢想並不夠。


  
    	原文How Dr. King Shaped My Work in Economics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8月27日[image: 返回]

  


  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1]


  
    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已過，我們所知道的自由市場體制很難維持繁榮、幸福和健康的社會。

  


  我在密西根湖南岸、印第安納州工業城市加里長大，那時這個城市受歧視、貧窮和高失業潮困擾，而我當年並未意識到我活在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加里是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建立的城市，以公司董事長的名字命名。這個城市曾是世界最大綜合鋼廠的所在地，有一個進步的學校體系，目的是令加里成為融合來自歐洲各地移民的大熔爐。但是，到我出生的一九四三年，這個熔爐開始出現裂縫。為了打擊罷工，確保勞工無法充分享有現代科技造就的生產力成長成果，那些大鋼廠從美國南部引進黑人勞工，他們住在貧窮孤立的社區。


  工廠的煙囪將有毒物質大量排到大氣中。企業不時裁員，許多家庭因此經濟拮据。雖然還是個小孩，我似乎也清楚看到，我們所知道的自由市場體制很難維持繁榮、幸福和健康的社會。


  因此，我進大學之後讀到的許多東西，令我十分驚訝。當時標準的經濟學課程跟我在加里市成長時期看到的現實毫無關係。這些課本說失業不應該存在，市場會帶給我們最美好的世界。我當時決定，如果真是這樣，我要活在另一個世界。許多經濟學家忙著讚頌市場經濟的好處，我則集中研究市場為何失靈，而且在麻省理工學院撰寫博士論文時，將大部分的篇幅用來探討不公平的起因。


  近半個世紀之後，不公平已惡化成危機。甘迺迪總統曾宣稱，水一漲，所有船都上升了。這句話可以彰顯出我大學時期樂觀的時代精神。結果今天我們幾乎所有人確實都同坐一條船，這條船載了底層九九％人口，與頂層一％所坐的船截然不同。我們絕大多數人坐的船，底層貧窮，中產階級也逐漸遭掏空。


  最令人不安的是認識到美國夢是個神話，認識到我們生活的地方不是機會之地。當今美國兒童的人生機會比許多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程度，包括「老歐洲」國家。


  這時皮凱提《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得到應得的讚頌，他在書中警告我們，不公平問題很可能只會惡化。最重要的是，他認為嚴重不公平是資本主義的正常狀態。我念研究所時，老師教的與此相反。經濟學家顧志耐曾樂觀地寫道，不公平程度在經濟發展的最初階段會擴大，但隨後將開始縮減。雖然當年數據不足，但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可能確實如此，相對於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不公平程度看來已有改善。二戰至一九八○年的數十年看來也支持顧志耐的結論，有錢人和中產階級的財富同步成長。


  下滲式經濟學是不公平的禍首


  但過去三分之一個世紀的證據看來顯示，戰後那數十年是異常情況：戰爭促成國家大團結，政府維持公平的競爭環境，「美國軍人權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譯注：美國一九四四年的一條綜合法案，為二戰退伍軍人提供大學教育或職業訓練，以及為期一年的失業補償）和隨後的公民權利進步意味著美國夢並非純然虛幻。如今不公平再度嚴重惡化，過去三十年左右的事實已明確證實：下滲式經濟學是禍首之一。下滲式經濟學認為政府可以無為而治，如果有錢人愈來愈有錢，並運用他們的才能和資源創造就業，所有人都將受惠。但這根本行不通，歷史數據已經證明這點。


  但是，我們花太長的時間才明白這種危險。改變所得和財富的分配型態是緩慢發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皮凱提提供的大歷史觀，才能知道發生什麼事。


  下滲式經濟學是典型的共和黨觀念，而諷刺的是，這種政策無效的最終證據來自民主黨政府。歐巴馬為了不讓美國陷入大蕭條，認為應該先救銀行，而非被銀行掠奪的房貸戶，這樣美國經濟就能得救。政府為差點毀滅美國經濟的銀行業者注入巨資，而且沒有限制資金使用條件。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提供這種援助時，幾乎會強制要求受助者接受某些條件，以確保資金用在刀口上。但是，美國政府援助銀行，卻只說希望銀行持續提供信貸，以免經濟命脈受損。結果是銀行縮減放款，支付管理階層巨額獎金，儘管他們幾乎毀掉了銀行。其實我們也知道，銀行的多數獲利並非來自經濟效率提升，而是靠掠奪式放款、離譜的信用卡作業與獨占定價等剝削顧客的行為。銀行的不當行為還包括非法操縱關鍵的利率和匯率，影響價值數百兆美元的衍生性商品和房貸資產，而我們才剛開始充分了解業者的惡行。


  歐巴馬承諾阻止這些惡行，但迄今只有一名銀行業高層（和數名中低層員工）入獄。歐巴馬政府的前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最近出版的《壓力測試》中，勇敢地替政府的做法辯護，暗示當局別無選擇，但他的辯護並不成功。蓋特納顯然過度擔心援助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的房貸戶會出現「道德風險」，擔心這會鼓勵不負責任的借款習慣，但看來他並不怎麼擔心援助銀行的道德風險，也不在乎銀行慫恿人們過度負債，以及向中低階層推銷房貸，令他們承受過高風險的罪責。


  事實上，蓋特納替政府辯護的說辭只是更令我相信整個體制被人以不正當的手段操縱而已。如果關鍵決策者的思想觀念如此牢牢被頂層一％和銀行業者控制，以致於他們認為政府只能為那些造成危機的金融機構提供數千億美元，同時任由勞工和房貸戶自生自滅，那麼這個體制便是不公平的。


  這種做法也加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公平，而這是美國最迫切的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有強健的中產階級，經濟才能充分復甦並加速成長。經濟愈不公平，成長速度愈慢，如今連國際貨幣基金也認同這個結論。因為沒那麼有錢的人會花掉比較高比例的所得，他們的所得如果增加，需求也將增強。需求擴大，工作便產生了，就此而言，一般美國人才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因此，不公平的代價很高：經濟疲軟，成長較慢，而且比較不穩定，這個問題其實沒那麼複雜。


  這完全不是因為無情的經濟力量造成，而是政策和政治造成，是我們做了某些事和沒做某些事的結果。如果我們的政治導致主要靠資本賺錢的人享有較優惠的稅率，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學校，窮人的孩子則只能上二流學校，以及只有富人能利用精明的稅務律師和海外銀行業中心，享有不公平的低稅負，那麼社會嚴重不公平、多數人缺少機會一點也不奇怪。而且如果這些政策持續下去，情況將進一步惡化。


  一元一票的政治不公平


  嚴重的經濟不公平如今顯然造成惡劣、新形式的政治不公平，情況嚴重到我們可以較貼切地說我們的政治制度是「一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最高法院二○一○年一月對聯合公民案的判決，使得企業比一般公民享有更多影響政治的權利，而這個判決並沒有使企業或管理階層為他們的行為真正負責。二○一四年最高法院對「麥卡銓案」（McCutcheon）的判決取消對個人捐助全國候選人和政黨政治獻金的總額限制。現在愈有錢的人，愈有能力影響政治程序和源自政治程序的經濟決策，這讓頂層一％比以前更有能力操控這一切，替自身謀福利。富者愈富有何奇怪？


  事情發生約六年之後，歐巴馬政府終於小心翼翼、後知後覺地修正對最近這場大衰退的看法。連蓋特納也在著作中認同政府應有更多作為。但是，嘿，資源有限，決策者必須將錢押在成效最大之處。這就是關鍵。蓋特納聽銀行業者的話，自然把錢押在銀行上。歐巴馬還未上任時我就敦促政府更重視房貸戶，除了下滲式經濟學，我們至少也要實踐一點上滲式政策，但政府選擇聽從金融業既得利益者的意見，不理會我的勸告。


  歐巴馬團隊似乎對美國人不怎麼感激政府阻止一場大蕭條覺得困惑，政府救了銀行，因此在百年一遇的風暴中救了經濟。政府自豪地指出，援助金融業的錢都收回來了，還賺了一些。但這忽略一些關鍵事實：這場危機並非毫無來由，它是不顧後果的行為造成的，是政府解除管制、執法鬆懈、認同頂層一％和銀行業者觀念的後果，是可預料也確實有人料到的災難，而蓋特納和他的導師、前白宮經濟顧問桑默斯對此有重大責任。情況有如一場酒駕意外，最後那杯酒是執勤的警察提供的，當局安排喝醉的司機馬上開車去修車廠，任由受害人在罪案現場自生自滅。


  銀行償還資金的動作至少有一部分是伎倆，這場賽局的結果讓這些騙子非常滿意。政府在聯準會的幫助下，以接近零的利率借錢給銀行。銀行接著以二％至三％的利率把錢借給政府，然後拿由此產生的「獲利」償還政府的「投資」。在此同時，銀行管理階層因為替銀行「賺到」大量獲利，獲得豐厚的獎金，這種賺錢方式連十二歲小孩也能做到。這是資本主義嗎？在真正的法治社會，酒駕的司機不但要自己付修車費用，還必須賠償造成的損失，因為這場危機，我們至今累計超過八兆美元的損失，而且每年仍繼續損失兩兆美元。銀行業復元了，但一般美國人所得大跌，倒退至二十年前的水準，國民有些怒氣是可以理解的。


  政府官員說，問題在於溝通失敗，但事實不然。問題在於美國人看到政府的作為。政府拯救銀行之前、期間和之後，美國國內對於政府可以選擇哪些做法比較有益展開辯論。貝爾（Sheila Bair）、華倫（Elizabeth Warren）、巴洛夫斯基（Neil Barofsky）、江森（Simon Johnson）和克魯曼（Paul Krugman）等左派、中間派、右派評論者的理論之所以在學術辯論和說服公眾方面引領風騷，不是因為他們的溝通能力比較好，而是因為他們的論點比較有說服力。政府要救經濟，其實有比較公平和有效的方法。可惜政府沒有這麼做，結果是政治和經濟如今困在一種惡性循環中：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不公平，政治不公平進而促成法案的修正，然後進一步擴大經濟不公平。結果如何？大家對我們的民主制度愈來愈不抱希望。


  未來情況大有可能惡化。最近的研究已經發現各種惡性循環。貧窮陷阱意味著底層的人很難脫困：學業優秀的窮人小孩，前景遠比成績不好的有錢人小孩黯淡；美國的大學新生中，來自所得底層五○％家庭的學生，只有約四分之一能在不超過二十四歲時畢業，而這個數字在所得頂層四分之一家庭的學生中則高達九○％。如今只有高中學歷的人，薪資僅為一般大學畢業生的六二％，遠低於一九六五年的八一％，這意味著許多窮人小孩前景比他們的父母灰暗。


  在此同時，較低的資本稅和遺產稅令富裕家庭得以累積繼承得來的財富，實際上在美國創造出新的金權政治。財富甚至有可能愈來愈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上，這是數十年前我在博士論文中指出的，也是皮凱提最近強調的。我年輕時期，所有階層的所得都成長，但底層增加最快的美國社會共享繁榮狀態，早已成為歷史。


  但是，或許是我天真，我認為問題並非只是資本主義，更大的問題是我們的政治體制癱瘓了，而且我們的政經辯論排除任何進步思想，至今仍假裝政府是頭號問題。我在經濟學家生涯中一直在質疑市場，並證明市場的缺陷，但市場可以是提升所有人生活水準的強大力量。不過，我們必須達到二十世紀中葉出現的平衡狀態，那時政府的角色就在促成那個狀態。如果我們做不到，我擔心我們被操控的政經體制在造成目前的不公平問題之後，未來將留給我們永久的創傷。


  我成長的那段時期是加里霧霾嗆人的「黃金時代」，當時根本不可能看清這座城市將往何處去。不久之後，美國開始去工業化，而我們當時對此毫無概念，當然也就不會去討論。換句話說，當年我離開加里去念大學時，並未意識到我離開的那種嚴酷現實，其實已經是加里擁有的最好時光。


  我擔心現在的美國就是當年的加里。


  
    	原文The Myth of America's Golden Age發表於Politico 2014年7-8月號[image: 返回]

  


  第三部不公平的面向


  一如其他國家，美國的不公平問題有許多面向，而且各有故事。有些國家在某個面向的情況較差，在其他面向則比較好。不公平有頂層的問題，反映在頂層一％或○．一％占有的所得比例上；也有底層的問題，反映在貧窮人口的規模與貧窮程度。醫療、教育機會、政治發言權以至於安全感都有不公平的問題。性別不公平和兒童貧困也都是問題，而最重要的問題可能是機會不公平。


  各種不公平當然彼此相關，兒童貧困、教育機會和醫療的不公平基本上保證不會有公平的機會。愈來愈多證據顯示，所得較不公平的國家（或地區），機會也比較不公平。這有助於了解美國這個所得分配結果最不公平的已開發國家，為什麼已經成為機會最不公平的已開發國家。美國年輕人的前途比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年輕人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


  本書這部分的文章探討這些不公平問題的一些關鍵面向，以〈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開始，呼應隨後的文章。例如兒童貧困看來非常不道德，理由很簡單，這些小孩的困境不可能是他們的責任。但除非能處理兒童貧困問題，不然我們對於改變機會不公平可說是無能為力。這問題很困難，就如我替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撰寫、紀念「兒童權利公約」通過二十五週年的文章中指出，美國每五名兒童就有一個是在貧窮家庭長大。


  教育不公平


  〈學貸與美國夢〉討論美國最嚴重的不公平問題：高等教育的機會不公平。就學不公平是美國不再是機會之地的原因之一。美國大學畢業生的人口比例曾高居世界前列，如今則顯著退步。更嚴重的是，這會使得優勢和弱勢的社會地位更為鞏固。一九八○年左右出生的美國人當中，來自所得底層四分之一家庭的人，只有約九％念到大學畢業。


  問題出在念大學的成本高昂。其他國家不是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就是由政府高比例的資助。美國的問題在二○○八年危機之前就相當嚴重，之後更進一步惡化。隨著政府收入減少，各州削減教育經費，大學被迫提高學費。之前許多美國人因為買房子而過度負債，如今因為教育支出而過度負債。美國累計的學貸超過一兆美元，每個學生在畢業時平均背負近三萬美元的債務。這會影響年輕人買車、購屋以至於結婚的決定，這種趨勢的總體經濟後果後面會詳細分析。不過這對一般人也有普遍影響，年輕人會覺得左右為難，不念大學前景黯淡，念大學則畢業時將背負重債。


  在這篇短文中，我並沒有討論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還有其他選擇嗎？尤其是對財政預算嚴重受限的國家？我們可以考慮兩種模式。一些比美國窮得多的國家選擇優先滿足國民的教育需求，提供免費（或政府大力資助）的大學教育。二○一五年歐巴馬決定為合格的學生提供免費的社區學院教育是一個例子；在蘇格蘭二○一四年的獨立公投中，大學教育是個重要議題：英格蘭基本上追隨美國模式，近十五年來大幅提高大學學費，但蘇格蘭一直為年輕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澳洲是另一個模式，政府以低利率借錢給學生，然後視畢業後的所得收回貸款，所得較高的畢業生償還較高比例的貸款，這不但可以避免如美式制度令年輕人承受巨大壓力，同時也可以避免民營金融機構剝削學生，也有助於學生選擇適合自身興趣和能力的職業。他們可以去當牧師或教師，不必擔心還不起貸款。法律系畢業生可以選擇與公共利益法案相關的工作，而非公司法案方面的工作，這種制度對社會顯然大有好處。


  司法不公平


  〈部分人的正義〉討論美國不公平問題特別令人反感的一面，就是司法救濟的不公平。美國年輕人每天對國旗表示效忠，「人人得享正義」是效忠誓言的關鍵句子，但現實卻愈來愈傾向只有付得起錢的人才能享有正義。這種不公平在刑事司法體系最為明顯。美國囚犯的比例全球最高，連中國也比不上，美國人口不到全球的五％，但囚犯人數卻占全球二五％。在美國，十幾二十歲不在學校念書、最可能坐牢的人是貧窮的黑人。[1]


  這篇文章是以美國房市危機為背景探討上述問題，期間的「機械式簽名危機」（robo-signing crisis）尤其值得注意。美國一些銀行因為之前忙著亂發房貸，在資料檔案維護方面相當草率。雖然數年前銀行才欣然借錢給這些人，但在房市危機爆發後，銀行無可避免必須針對違約房貸戶啟動沒收房屋的程序，可是銀行擁有的房貸戶還款資料相當混亂。許多州採用的制度是銀行可以簡單地簽一份宣誓書，宣稱已檢視相關資料，判定房貸戶確實拖欠銀行貸款，失去贖回房屋的權力。那些遭錯誤指控拖欠貸款的可憐人可以花錢替自己辯護，但這正是窮人在美國的可憐之處：司法正義是很昂貴的。一些銀行形同向法院說謊，而且一再說謊。結果一些沒拖欠房貸的人房屋也被沒收了。


  這篇文章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美國人認為法治是美國的長處，但真的是這樣嗎？法治理應保護弱勢者免遭強勢者侵害，而且執法理應公平。美國有對付作偽證的法律，也有保護國民財產免遭不當奪取的法律，但我們並未針對銀行業者執行這些法律，沒有人因為這種嚴重不義坐牢。我們其實可以避免房貸危機，只要我們能有效針對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執行既有的法律，只要聯準會善盡維持房貸市場授信標準的職責。


  〈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是與穆迪（Moody's）首席經濟學家詹迪（Mark Zandi）合寫，主張在房市危機爆發之後，政府其實有其他應對方法。我們提議的方案是參考大蕭條期間有效的做法，而且不費政府分毫。代表奧勒岡州的參議員莫克利（Jeff Merkley）提出的「重建美國房屋產權法案」（Rebuiding American Homeownership）正可以達成這個目的。我們甚至有策略可以在當時的政局限制內做成這件事，但我們無法獲得歐巴馬政府的支持。


  後來政府承認，無論是就經濟還是政治而言，未能在房市更有作為是其中一個關鍵過失。政府以充裕的資金援助銀行，但對正失去房屋的美國人視若無睹。政府確實推出幾個涉及數十億美元的小方案，而且推出時還大肆吹噓，但結果全都令人失望，只有極少房貸戶獲救。政府從未充分解釋為什麼不支持我和其他人倡導、符合成本效益的其他做法。可能是因為他們從未真正明白危機的嚴重程度；可能是因為他們太沉迷於拯救銀行，以致於認為把時間和金錢用在錯誤的地方；可能是因為他們過度相信銀行業者的話，而銀行當然多怪罪借款人，而不是自己的放款方式；可能是因為許多提案要求銀行認列損失（但前面提到的方案並沒有這個問題）；也可能是因為銀行業者希望繼續剝削房貸戶，而這個方案賦予房貸戶再融資的選擇，因此限制銀行的剝削空間。


  兒童貧困與醫療不公平


  第三部的最後兩篇文章觸及美國不公平問題最令人不安的兩個方面：兒童貧困和醫療不公平。美國兒童的貧困問題在已開發國家中特別嚴重，這往往影響當事人一輩子。因為大部分人口未能充分發揮潛力，對總體經濟表現也有顯著影響。美國兒童因為兩種情況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成年人貧富日趨懸殊，以及在社會安全網之外、一般民眾仰賴的社會福利遭刪減。事實上，情況已經壞到這種地步，假設有個人在出生前可以選擇國家，但不知道會生在怎樣的家庭，可能生在頂層的大富人家，可能生在水電工或教師家庭，也可能在很窮的社會底層家庭，如果要得到最好的人生機會，他是不會選擇出生在美國的。當然，如果他知道父母是富有且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如果確保可以含著金湯匙出生，那他會願意生在美國。但如果不是，他大概不會願意冒這個險。


  最後一篇文章是伊波拉病毒在西非肆虐時，擔心會蔓延至美國的時候寫的。這篇文章有兩個要點：一是伊波拉疫情發生在醫療服務有限的貧窮地區，再者我們仰賴政府而非民間部門應付這種危機，但國家和全球的公共機構因為經費不足，處理危機的能力有限。文章的結論是美國乃至全球正付出高昂代價：我們出於某種意識型態，認為應該仰賴民間部門提供醫療服務並為此融資，而且我們不夠努力，未能減輕醫療方面的不公平。


  最後必須強調，美國的大鴻溝有許多面向，我只觸及其中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我並沒有談到性別或種族鴻溝。雖然性別不公平已有所減輕，但問題仍然嚴重，而種族公平方面的進展也令人失望。當然，我們看到一些標誌性的成功例子，例如歐巴馬總統和一些企業執行長。但是，美國白人與黑人的所得差距其實擴大了，財富差距也比以前大，尤其是在經歷大衰退之後。


  此外，我也並未闡述美國的中產階級如何被掏空。


  第三部的文章是為下一部鋪路，屆時我們將檢視不公平加劇的原因。


  
    	有些人認為這並非純屬偶然，而是長期困擾美國歧視政策的後遺症。以下著作尤其值得參考：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rev. ed. (New York: New Press, 2012)。[image: 返回]

  


  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1]


  
    研究顯示，生在所得最低1/5家庭的美國人，只有58％能脫離這個階層，能晉升頂層1/5的只有6％，美國是機會之地的說法有如神話。

  


  歐巴馬總統在第二任就職演講中，以昂揚的語調重申美國對機會公平夢想的承諾：「我們忠於信念，一名小女孩即使生在窮得淒涼的家庭，也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有相同的成功機會，因為她是美國人。她是自由的，她是公平的，不但在上帝眼中如此，在我們自己眼中也是這樣。」


  但是，理想與現實的差距實在很大。眼下美國的機會公平程度幾乎是先進工業國中最低的。各種研究一再顯示，美國是機會之地的說法有如神話。這是特別不幸的事，雖然美國人對結果公平是否可取意見不一，但機會公平無疑是全民共識。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發現，約九○％的美國人認為政府應盡力確保機會公平。


  或許一百年前的美國確實可以自詡是機會之地，機會多過其他國家。但至少在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不是如此。像愛爾傑的小說人物中，窮少年白手起家的故事並不是故意騙人，但因為它們誘使我們自滿，說它們騙人或許是對的。


  美國社會並非完全不流動，只是向上流動已成為統計上的異常現象。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的研究顯示，生在所得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美國人只有五八％能脫離這個階層，能晉升頂層五分之一的只有六％。美國的經濟流動性低於多數歐洲國家，低於所有北歐國家。


  評估機會公平的另一個方法是看兒童的人生前途在多大程度上取決於父母的教育和所得水準。貧窮、低教育程度父母的小孩，獲得良好教育並晉升中產階級的機會，是否如中產階級、大學畢業父母的小孩？即使在比較公平的社會，答案也是否定的。不過，在有資料的所有已開發國家中，美國人的前途幾乎最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程度。


  這該如何解釋？這某個程度上與持續的歧視有關。拉丁裔和黑人薪酬仍不如白人，女性薪酬也不如男性，儘管美國女性得到的高等教育學位人數最近超過男性。雖然職場的性別不公平已有減輕，但是「玻璃天花板」仍在，企業管理高層的女性比例嚴重偏低，女性擔任執行長的例子更是少之又少。


  不過，歧視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機會不公平最大的原因很可能在於教育不公平，無論是接受教育的數量還是品質。二戰之後，歐洲大力推動教育體系民主化，美國也藉由「美國軍人權利法案」將高等教育普及到所有經濟階層。


  但隨後我們在幾個方面改變了。雖然種族隔離問題減輕，但經濟隔離卻日趨嚴重。一九八○年之後，窮人愈來愈窮，中產階級陷於停滯，頂層則愈來愈富有。貧窮地區的居民與富裕郊區居民或有錢送孩子上私立學校的居民所得差距擴大了，結果是教育表現的差距擴大。史丹佛大學社會學家里爾頓（Sean F. Reardon）發現，二○○一年出生的富裕家庭小孩與窮人家小孩的成績差距，比二十五年前出生的人多三○％至四○％。


  當然，這個現象還受其他因素影響，當中有些甚至是在小孩出生前便已開始產生作用。富裕家庭的小孩有較多閱讀機會，而且接觸到環境危害物的機會較低。這些家庭負擔得起多采多姿的活動，例如上音樂課或參加夏令營。他們的小孩得到的營養和醫療都比較好，這對他們的學習有直接和間接幫助。


  除非扭轉當前的教育趨勢，不然情況可能還會惡化。有些政策就像是刻意要減少機會似的。數十年來，尤其是最近幾年，政府不斷減少對州立學校的經費支持。在此同時，沉重的學貸債務壓垮了學生，這種債務幾乎不可能一筆勾銷，甚至宣告破產也擺脫不了。這一切就發生在擁有大學學位才能獲得好工作的重要時刻。


  家境不好的年輕人左右為難，不上大學的話，可能一輩子都沒出息，上大學的話，可能一輩子都要背負重債。而且現在只有學士學位愈來愈不夠，許多人發現必須再念研究所學位，並累積一系列往往沒有薪水的實習工作經驗。上層的人有人脈和社會資本得到這些機會，中低階層則沒有。重點是沒有人可以完全靠自己成功。相對於中低階層，上層的人可以從家庭得到較大的幫助。其實政府應該協助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美國人終於開始意識到，他們珍視的社會和經濟流動性是個神話，如此大規模的欺騙很難長久維持，而這個國家其實已經自欺數十年。


  如果沒有重大的政策改變，我們的形象與在世人眼中的形象都會受損，我們的經濟地位和經濟穩定也會受損。結果不公平與機會不公平相互加強導致經濟疲弱，這是普林斯頓經濟學家、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克魯格（Alan B. Krueger）強調的事。拯救美國夢不但是道德問題，還攸關我們的經濟利益。


  促進機會公平的政策必須以美國兒童為目標。首先，我們必須確保孕婦能避開環境危害，並得到足夠的產前照顧。然後必須扭轉學前教育經費減少這種有害的趨勢，這是歐巴馬星期二（二○一三年二月十二日）強調的事。我們必須確保所有兒童得到足夠的營養和健康照護，不但必須提供資源，必要時還應該提供誘因，教導或訓練家長好好照顧小孩，甚至獎勵做得好的父母。右派說發錢解決不了問題，他們追求像特許學校和私立學校券的改革，但那些做法也只是產生不明確的結果。為財政拮据的學校提供更多經費是有幫助的，因此也可以資助暑期和課外活動，幫助低所得家庭的學生掌握更多技能。


  最後，像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中低階層上大學如此困難是很荒謬的。為全民提供高等教育機會有許多方法，例如澳洲會提供視畢業所得減少還款的學貸，而不少歐洲國家則提供近乎免費的大學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愈多，促進的創新愈多，經濟會變得更強健，國民所得也會提高，這意味著可以擴大稅基。當然，這些好處正是我們很久之前提供十二年免費公立教育的原因。但是，十二年國教在一個世紀前或許已經足夠，現在則是不夠的。可是我們至今尚未調整教育體系來適應當代的現實。


  本文提出的措施是必要的，而且我們負擔得起。但更重要的是，我們承受不起國家一步步背離絕大多數美國人認同的理想。歐巴馬希望窮女孩享有與富女孩完全相同的機會，這我們永遠無法做到，但我們可以進步很多、很多。我們必須持續努力，直到達成這個使命。


  
    	原文Equal Opportunity, Our National Myth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2月16日[image: 返回]

  


  學貸與美國夢[1]


  
    公立大學學費近5年來上升27％，借學貸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背負的債務比7年前增加約40％，家境不好的人愈來愈負擔不起高等教育。

  


  在美國和一些先進工業國有種把戲眾所周知，銀行業者慫恿人們借入超出還款能力的貸款，特別是對財務概念薄弱的人。他們利用政治影響力得到各種各樣的優待，結果債務大增，最後釀成災難。媒體記錄災情後我們才覺得困惑：我們怎麼會容許這種事再度發生？政府官員承諾要糾正問題，針對這些驚人的惡行做些事，然後向人們保證危機已經平息。大家重新出發，但懷疑類似災難很快就會再次發生。


  即將爆發的危機涉及學貸和高等教育融資方式。一如之前的房市危機與美國快速擴大的不公平密切相關，而且，底層的美國人力爭上游，但無可避免地受制於強大的阻力，結果多數停滯不前，有些人甚至掉至更底層的位置。


  上一個危機還未解決，新危機便已浮現，兩者正糾結在一起。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民眾擁有房子並接受高等教育成為美國的成功標誌。


  房市泡沫在二○○七年破滅之前，銀行說服許多中低所得屋主利用獨棟房屋或公寓套取現金。銀行誘使這些屋主辦理房屋抵押貸款，結果是數百萬人失去房子。此外，銀行、房貸經紀公司和房屋仲介促使許多新購屋族借入超出還款能力的貸款，而且以風險控管能力自豪的金融奇才銷售必將出事的有毒房貸資產，將可疑的貸款和複雜的金融工具組合成某種房貸證券，賣給不疑有他的投資人。


  學費大漲，所得卻停滯


  人人都知道教育是力爭上游的不二法門，但在二十一世紀的經濟體，隨著大學學位對個人成功日益必要，家境不好的人愈來愈負擔不起高等教育。有借學貸的大學畢業生平均背負超過兩萬六千美元的債務，在沒考量通膨下，比七年前增加約四○％。但這種平均數掩蓋學貸負擔的巨大差異。


  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資料顯示，近一三％的學貸借款人背負超過五萬美元的債務，近四％更是欠了超過十萬美元。債務超過學生的償還能力呈現在高漲的學貸拖欠率和違約率上，尤其在無就業成長的經濟復甦下。二○一二年底，約一七％的學貸借款人拖欠還款九十天以上。如果剔除獲准暫停還款的借款人，拖欠還款九十天以上的比例超過三○％。二○○九財政年度發放的聯邦學貸，三年違約率超過一三％。


  美國迫使學生和家長承受高等教育融資的沉重負擔，這在先進工業國家中很特別。美國的大學學位成本高昂，連公立大學也不例外，這也很特別。四年制大學的學費加食宿平均一年需要將近兩萬兩千美元，遠高於一九八○至一九八一年通膨調整後的不到九千美元。


  雖然學費增加一倍多，相對之下，美國家庭所得中位數目前約五萬美元，一九八○年通膨調整後則是四萬六千美元。


  一如許多情況，學貸問題在大衰退期間惡化了。公立大學學費近五年來上升二七％，部分原因在於政府資助減少，但家庭所得中位數在同期則萎縮。在加州，二○○七至二○○八年間與二○一二至二○一三年間，公立兩年制社區學院學費經通膨調整增加一倍以上，四年制公立大學學費則上升超過七○％，而這些社區學院對美國窮人向上流動往往非常重要。


  學費大漲、所得停滯，加上政府資助微薄，約一兆美元的學貸總額在去年（二○一二年）超越信用卡債務總額也就不令人意外。負責任的美國人已經學會抑制信用卡債務，許多人棄用信用卡，改用簽帳卡，並了解發卡公司會收取高利息、手續費和罰款。不過，抑制學貸這個難題更令人不安。


  抑制學貸形同抑制社會和經濟機會。大學畢業生平均年所得比沒有學位的人多一萬兩千美元，這差距自一九八○年以來擴大近兩倍。我們的經濟愈來愈仰賴知識相關產業。無論貨幣戰爭和貿易收支情況，美國都不會回頭發展紡織業。大學畢業生的失業率遠低於只有高中學歷的人。


  學貸拖累經濟復甦


  美國這個誕生捐地大學（land-grant university，譯注：因為聯邦政府將土地贈與各州而興辦或得到資助的大學）、制定「美國軍人權利法案」，以及擁有加州、密西根州和德州公立大學等世界級公立大學的國家，已經失去大學教育第一名的地位。異常沉重的學貸很可能令我們繼續退步。經濟學家所稱的「人力資本」，也就是對人的投資，對經濟長期成長至關緊要。要在二十一世紀有競爭力，必須有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擁有大學和高等教育學位。就此而言，我們這個國家正損害自己的前途。


  學貸也拖累自二○○九年開始的緩慢復甦。這種債務抑制消費，因此阻礙經濟成長。學貸也妨礙房市復甦，而大衰退正是從房市崩盤開始。


  目前房價看來確實在上漲，但新成屋數量遠低於房市泡沫二○○七年破滅前的水準。


  本已背負沉重債務的人，對於額外承擔家庭開銷通常會十分謹慎。但即使他們決定成家，也會發現房貸沒有以前那麼容易取得。即使房貸獲得批准，金額也會比以前低，房市復甦因此會比較疲弱。一項針對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畢業新鮮人的調查顯示，四○％的受訪者會延後購屋，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高負債影響成家或進修意願。近期另一項調查則顯示，在大衰退和隨後一段時期內，曾背負學貸的三十歲美國人，擁有房屋的比例下跌超過十個百分點。


  這形成一種惡性循環，房屋需求疲軟與其他因素導致就業機會不足，導致成家意願不如以往踴躍，而這又會拖累房屋需求。


  目前的情況很糟，但未來可能會更差。政府財政壓力巨大，加上有人要求縮減「權衡國內支出計劃」（discretionary domestic program，注意，這個計劃包括中小學教育補助，幫助窮學生念大學的裴爾獎學金，以及研究經費等等），學生和家長必須自力救濟。大學學費的增加速度遠比所得的增加幅度大。如我們一再觀察到，大衰退以來的所有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一％的口袋。


  修改法令，讓學生合理負擔學貸


  想想另一個可疑的特別情況：學貸幾乎不可能靠破產程序免除。狄更斯描述的債務人監獄已是歷史陳跡，我們不會流放無法償債的人，也不會強迫他們以工作償債。雖然個人破產法的規定已經變嚴，我們仍然相信社會應容許破產的人從新開始，有機會藉由破產程序卸下過重的債務。這有助改善債市運作，而且也能賦予債權人評估借款人信用的誘因。


  但學貸卻幾乎不能藉由破產程序註銷，即使營利為主的學校未能兌現承諾，未能提供學生所需的教育，以致學生畢業後找不到足夠償還學貸的工作。


  這種營利學校的學生往往因為找不到像樣的工作而拖欠學貸，聯邦政府應停止資助這種學校。


  值得一提的是，歐巴馬政府嘗試約束這些掠奪型學校，讓它們難以用虛假的承諾引誘學生入學。在新的法規下，學校必須符合至少三五％的畢業生償還學貸、一般畢業生一年估計的還款額不超過一二％的所得、或是還款金額不超過可支配所得三○％等其中一項條件，否則將喪失接受聯邦獎學金的資格。但是二○一二年某個聯邦法院法官認為這些規則不合理，法令因此束之高閣。


  掠奪型營利學校與放款機構有如美國窮人身上的水蛭，這些學校甚至以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年輕退伍軍人為目標。有些家長與學生連署申請學貸，後來孩子因為意外、癌症或其他疾病死亡，這些家長因此變得像學生一樣，背上無法輕易卸下的債務，真是悲慘的故事。


  聯邦斯塔福貸款（Federal Stafford Loans，譯注：聯邦政府擔保的高等教育學生貸款）的利率原本將在（二○一三年）七月倍增至六．八％。星期五（五月十日）傳來好消息，因為共和黨人改變主意，此事看來可以暫緩。但是，利率不調漲只是暫時的，而且這並沒有觸及根本問題：既然聯準會願意僅以○．七五％的利率放款給造成危機的銀行業者，是不是也應該以適當的低利率借錢給對長期復甦至關緊要的學生？政府不應該從最窮的民眾身上賺錢，同時補貼最有錢的人。代表麻省的民主黨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提議降低學生貸款利率，是朝正確方向邁進的一步。


  除了加強管制營利學校和與之勾結的銀行，以及令破產法變得比較人道外，我們必須加強支援無法承擔孩子大學學費的中產家庭，確保這些家庭的孩子將來的生活水準至少不比父母差。


  但是，如果想真正長遠的解決問題，我們必須檢討高等教育的融資方式。澳洲已經設計一個由國家出資、所有學生皆可申請的學貸制度，還款金額視畢業後的收入而定。這可以調和教育提供者與受教者的動機：雙方均希望學生畢業後有好前途。在這個制度下，如果學貸借款人遇到生病或意外等不幸的事，債務會自動縮減。也就是債務負擔總是與借款人的還款能力相稱。這種貸款會透過稅務系統收回，行政成本因此相當低。


  有些人對美國的機會公平理想嚴重受損感到不解。我們的高等教育融資方式透露了部分答案。學貸已經成為美國不公平問題的重要一環。我們的體制承諾會對勤奮學生提供上進機會，不論貧富，而強健的高等教育和健全的政府資助曾是這個體制的支柱。但現在變成是一種入場券昂貴、贏家通吃遊戲：有錢人確定可以入場，其他人則被迫背負重債賭一把，結果如何沒有人可以保證。


  即使不談同情心，即使我們只關注當今的復甦和未來的成長與創新，我們仍必須針對學貸問題有所作為。美國愈來愈大的貧富差距正損害我們的理想和道德品格，關心這個問題的人應該把學貸列為首要改革目標。


  
    	原文Student Debt and the Crushing of the American Dream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5月12日[image: 返回]

  


  部分人的正義[1]


  
    美國的銀行和房貸公司從事掠奪式放款，利用新破產法讓借款人永遠無法還清債務，美國已經變成只有「付得起錢的人得享正義」。

  


  法治是先進文明社會公認的標誌，而美國的房貸災難引發對法治的深刻質疑。法治理應保護弱勢者免受強勢者侵害，確保所有人獲得公平對待。在美國，次級房貸危機爆發之後，我們的法治都沒做到。


  產權獲得保障是法治的一部分。舉個例子，如果你拖欠房貸，銀行不能繞過法律規定的程序直接沒收房子。但是最近幾個月美國卻發生幾個案例，有些人雖然沒欠任何債務，房子卻被沒收了。


  對某些銀行來說，這不過是一種連帶傷害，在二○○八和二○○九年約四百萬美國人的房子遭沒收之外，還有數百萬美國人即將被趕出住所。事實上，如果政府不介入，房貸戶失去房屋的速度勢將加快。但是，房市泡沫期間，銀行因為急著發放房貸，出現繞過既有程序、文件不全、詐欺猖獗等等問題，製造出數百筆問題貸款，使得收拾爛攤子的工作變得更加棘手。


  在許多銀行業者看來，這些不過是可以忽略的細節。房子遭沒收的大部分人確實拖欠房貸，確實可以合法沒收房子。但美國人照理說不應相信這種「一般而言」的正義。我們不會說被判終身監禁的人確實大部分罪有應得。美國司法制度有更高的要求，而我們也設計種種程序保障來達到這種要求。


  但是銀行希望繞過這些程序保障，我們不應該容許它們這麼做。


  這令某些人想到俄羅斯的情況，在那裡，「法治」是用來更換財閥的法律機制，尤其是破產法。法官被收買，文件被偽造，而這種程序運作順暢。


  在美國，腐敗有更高層次的運作方式。有力人士並非收買法官，而是藉由競選捐款和政治遊說買到想要的法律，而這就是所謂的「美式腐敗」。


  美國的銀行和房貸公司從事掠奪式放款，誘騙教育程度最低、財務上最無知的人申辦可賺取最多手續費、但借款人承受巨大風險的貸款。（說句公道話，金融業者其實也沒放過老練的財務好手，例如高盛就設計極有可能出事的證券來賣給客戶。）但銀行業者用盡政治影響力，阻止各州制定法律來遏制掠奪式放款。


  當許多人顯然無力償債時，遊戲規則改變了。美國修改破產法，引進「部分奴役契約制度」（partial indentured servitude）。舉個例子，債務與所得相當的人可能被迫在餘生將二五％的稅前所得交給銀行，而且因為銀行每年可以追加很高的利息，例如債務餘額的三○％作為利息，使得債務人就算已經用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替銀行工作，債務卻永遠還不清。


  新破產法通過時，沒有人抗議這種修訂已經損害契約的神聖性，當借款人欠下債務時，破產法應該要更人道，而且合乎經濟理性。如果償債負擔過重，債務人應該可以藉由破產程序重新開始。


  放款人有動機只借錢給有能力還債的人，但放款機構可能知道，在共和黨人控制政府的情況下，他們可以發放問題貸款，然後適時修改法律以確保可以壓榨窮人。


  現在美國每四筆房貸便有一筆處於負淨值狀態，也就是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在此情況下，愈來愈多人認為，處理這種亂局的唯一方法是減記房貸本金，也就是削減債務餘額。美國破產法第十一章的破產保護設計容許破產企業快速重組債務，包括將部分債務轉換為股權。


  為了保護就業和經濟成長，協助企業維持持續經營能力至關緊要，但維持家庭和社區完好同樣重要。因此，美國需要「房貸戶的第十一章破產保護」。


  放款機構會抗議說，這種法律侵犯它們的財產權。但是，法規修訂幾乎一定會損害某些人並造福另一些人。二○○五年破產法通過時，放款機構是受惠者，當時它們並不擔心新法律會影響債務人的權利。


  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加上錯誤的競選捐款制度，使美國的法律制度有淪為司法笑話的危險。或許仍會有人認為這是「法治」，但它不是保護弱勢者免遭強勢者侵害的法治，而是使有權有勢者得以剝削弱勢。


  在現今的美國，「人人得享正義」的自豪宣言正逐漸變成遜色得多的「付得起錢的人得享正義」，而付得起錢的人正快速減少。


  
    	原文Justice for Some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0年11月4日[image: 返回]

  


  解決房市危機的唯一辦法[1]


  
    房市泡沫以來，有超過400萬美國人失去房子，在無法替房貸戶減免債務的情況下，政府必須設法促成大規模的房貸再融資，解決目前的問題。

  


  自房市泡沫六年前（二○○六年）開始破滅以來，已經有超過四百萬美國人失去房子。另外還有三百五十萬名房貸戶因拖欠還款，正失去贖回房子的權力。因為高達一千三百五十萬筆房貸處於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的負淨值狀態，很可能還有好幾百萬個家庭會失去房子。


  房市問題目前仍是經濟復甦的最大障礙，但華府看來癱瘓了。雖然歐巴馬政府的房屋政策不夠有力，羅姆尼至今也提不出方案來有效援助被壓迫的房貸戶，或是房貸淨值轉負的房貸戶。


  上月（二○一二年七月）下旬，監管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最高官員阻止歐巴馬政府採行援助計劃，豁免經濟出狀況的房貸戶部分債務，五十萬名房貸戶原可望因此受惠，但負責監理這兩家公司的狄馬可（Edward J. DeMarco）認為，幫助部分房貸戶會導致其他房貸戶停止還款，以便能夠減免債務。不過我們認為他的說法是錯誤的。


  在無法減免債務的情況下，政府必須另外設法促成大規模的房貸再融資。因為利率已降至空前的低點，再融資可以幫助房貸戶顯著降低每月還款金額，釋出可花在其他地方的資金。大規模再融資可以產生如有效減稅相同的作用。


  再融資也可以顯著降低房貸淨值轉負的房貸戶違約的可能性。舊房貸損失減少有助於放款機構發放更多新貸款，而受大量失去房屋贖回權打擊的社區也有望重新振作。


  美國所有房貸戶中，房貸利率看來非常值得再融資的戶數明顯超過一半。許多工作穩定、信用分數良好、房屋淨值只剩一點的房貸戶已經完成再融資，他們如果選擇三十年期房貸，利率只有三．五％左右，幾乎是一九五○年代以來最低。但是，許多房貸戶無法辦理再融資，因為房價崩跌令他們的房屋淨值蕩然無存。


  代表奧勒岡州的民主黨參議員莫克利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在他的「重建美國房屋產權法案」中，房屋淨值轉負的房貸戶如果還款正常，而且符合某些條件，就可以選擇以再融資來降低每月還款金額，或是償還部分債務，重建房屋淨值。


  政府將出資設立信託基金，用來購買已完成再融資的房貸。這些房貸的利率約比跌至歷史低點的美國公債利率高兩個百分點，產生的利息應足以吸收違約成本、信託基金的行政費用和其他開銷。房貸戶有三年時間完成再融資，之後該基金將不再買進房貸，而這個信託基金最後會隨著房貸戶還清貸款而完成使命。


  房貸戶可以降低每月的還款金額，並更快重建房屋淨值。納稅人將能連本帶息收回公帑，而且享有經濟增強、稅收提升的好處。銀行和房貸資產投資人可以出脫可能出問題的房貸。有些銀行不想損失還款正常房貸的豐厚利息收入，但如果再融資市場運作正常，這些房貸其實早已完成再融資。


  如果這個方案非常成功，我們估計「重建美國房屋產權法案」信託基金的高峰會有兩百萬筆未還清的房貸。如果平均每筆房貸欠款十五萬美元，那基金最高會到三千億美元。


  聯邦政府可以透過聯邦住宅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直接替這個方案融資，也可以藉由聯邦房貸銀行（Federal Home Loan Banks）的政府信用擔保服務，間接替這個方案融資。又或者聯準會可以承擔這個方案的融資任務。聯準會主席柏南克最近提到，聯準會或許可以參考英國央行支援銀行放款融資的新做法，提供誘因鼓勵銀行增加對家庭和非金融公司的放款。


  反對政府增加舉債或聯準會放款的人會說，這種方案會產生不可接受的風險。但是，無所作為、任由房市繼續拖累經濟的風險其實更大。


  莫克利的方案類似歐巴馬政府的可負擔房貸再融資計劃（Home Affordable Refinance Plan），歐巴馬的計劃旨在協助房利美和房地美擔保、房貸淨值轉負的房貸戶，一百四十萬筆房貸將可因此再融資，不過還是遠低於二○○九年設定三百至四百萬筆的目標。政府已經針對這個計劃做了一些改善，並提出其他方案。但莫克利的方案更有潛力，可惠及不是由房利美或房地美擔保的兩千萬戶家庭房貸。


  莫克利的方案有成功的先例，那就是一九三三年成立的屋主貸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屋主貸款公司當年幫助超過一百萬戶美國家庭免於失去房子，使他們的貸款成為穩定的長期房貸，這種貸款成為一九五○和一九六○年代中產階級的標誌，現在是該回復這種做法。


  自大衰退約五年前開始以來，房市狀況一直是我們的核心經濟難題。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問題最終還是會解決，只是過程相當痛苦和漫長。莫克利的方案可以縮短房市康復所需要的時間。


  
    	原文The One Housing Solution Left: Mass Mortgage Refinancing與詹迪（Mark Zandi）合撰，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2年8月12日[image: 返回]

  


  美國兒童的不公平[1]


  
    美國小孩一生的前途比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兒童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如果沒有補救措施，機會不公平將轉化為終身的結果不公平。

  


  一般公認兒童是特殊群體。他們不能選擇父母，更不能選擇出生環境。他們沒有如成年人般保護或照顧自己的能力。這就是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一九二四年通過「日內瓦兒童權利宣言」，以及國際社會一九八九年採納「兒童權利公約」的原因。


  不幸的是，美國並未履行它的義務。事實上，美國甚至還沒核准「兒童權利公約」。美國這個以機會之地形象自豪的國家，理應是公平、開明對待兒童的好榜樣，可惜卻是失敗的樣板，這也是全球兒童權利狀況不佳的一個重要原因。


  雖然一般美國兒童的生活並非全球最差，但如此富裕的國家有高比例的貧困兒童，這種情況卻是舉世無雙。美國的貧困人口比例約為一四．五％，但貧困兒童的比例高達一九．九％，有近一千五百萬兒童過著貧困的日子。在已開發國家中，只有羅馬尼亞的兒童貧困率比美國更高。美國的兒童貧困率比英國高三分之二，比北歐國家高三倍。而且特定族群的情況特別嚴重，美國黑人兒童的貧困率超過三八％，西班牙語裔也高達三○％。


  這不是因為美國人不關心小孩，而是因為數十年來的政策導致愈來愈嚴重的經濟不公平，使得最脆弱的群體愈來愈落後。財富日益集中，加上政府慷慨減稅，導致公共財投資愈來愈少，像是對教育和保護兒童的投資。


  結果是美國兒童的境況變差了。他們的厄運是個慘痛的例子，證明不公平不但損害經濟成長和穩定，還違反我們最珍視的公平社會觀念，經濟學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等機構也終於承認這件事。


  所得不公平與健康、教育機會和環境安全的不公平相關，這造成兒童特別沉重的負擔。事實上，美國每五名貧窮兒童就有一名患有哮喘，比例較非貧窮兒童高六○％；家庭年所得低於三萬五千美元的兒童出現學習障礙的比例，也幾乎是家庭年所得超過十萬美元兒童的兩倍。美國一些國會議員希望減少發放食物券，但美國約有兩千三百萬家庭仰賴食物券，此舉恐將令最窮的兒童有挨餓之虞。


  上述結果的不公平與機會不公平密切相關。如果一個國家的兒童營養、醫療和教育機會不足，而且接觸環境危害物的機會較高，這個國家的窮小孩前途難免遠不如富有人家的小孩。美國目前的機會公平程度之所以在已開發國家中最為落後，部分原因在於美國小孩一生的前途比其他已開發國家的兒童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例如，美國頂尖大學只有約九％的學生來自所得底層二分之一的家庭，而高達七四％的學生來自所得前二五％的家庭。


  多數社會認為幫助年輕人充分發揮潛能是一種道德義務，有些國家甚至藉由憲法明文規定教育機會必須公平。


  但是在美國，有錢人家的孩子享有的教育資源顯著超過窮人的小孩，結果美國浪費最寶貴的資產，一些有潛力的年輕人因為失敗的教育制度而缺乏技能，結果誤入歧途。美國某些州花在監獄上的錢與花在高等教育上的錢一樣多，例如加州，有時甚至更多。


  如果沒有補救措施，機會不公平將轉化為終身的結果不公平，這點應該可以刺激我們尋求更積極的政策措施，像是學前教育，最好可以從很小就開始。


  事實上，雖然不公平有廣泛不好的影響，令我們承受巨大的經濟和社會代價，但這些問題基本上可以避免。某些國家出現極端不公平並不是經濟力量或經濟法則造成的無情結果。正確的政策可以扭轉這些非常有害的趨勢，包括較為強健的社會安全網、進步的教育，以及有效的監理措施，尤其是金融監理。


  要產生這種改革需要政治意志，我們必須認清不公平的嚴酷事實和美國兒童受到的嚴重傷害。我們可以減少兒童權利遭剝奪的情況，促進機會公平，為比較公平和繁榮的未來打好基礎，實踐我們宣稱珍視的價值觀。所以我們為何不馬上行動？


  在不公平對經濟、政治和社會造成的種種傷害中，兒童受到的傷害需要特別關注。貧窮成年人可能因為工作不夠努力，儲蓄不夠多，或是做出錯誤的決定，必須承擔目前的困境，但生在貧窮家庭的小孩別無選擇。兒童可能比任何人更需要人權保護他們，而美國應該在這方面為世界提供一個傑出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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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波拉病毒與醫療不公平[1]


  
    伊波拉危機提醒我們，有些事情由政府來做是最好的安排。事實上，如果公部門投入更多經費，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可能多年前就研發出來。

  


  伊波拉危機再度提醒我們，全球化也有壞處。不但社會正義和性別公平原則等值得讚許的想法可以很容易跨越國境傳播，環境問題和疾病的有害影響也是如此。


  這個危機也提醒我們，政府和公民社會十分重要。我們不會指望私部門控制伊波拉病毒。我們會仰賴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包括美國疾病管制局、世界衛生組織和無國界醫生組織。在無國界醫生組織這了不起的民間團體裡，醫生和護士冒生命危險，在世界各個貧窮地區救人。


  即使是希望摧毀政府機構的右翼狂熱分子，遇到像伊波拉病毒這種危機也會向政府機構求助。政府或許不能完美地處理這種危機，但當局不能滿足我們期望的一個原因在於，從國家和全球層面來看，都沒有為相關機構提供充裕的資金。


  伊波拉危機還有更多教訓，這種疾病在賴比瑞亞和獅子山會快速傳播，是因為兩個國家都受戰火蹂躪，大部分人口營養不良，醫療體系也遭摧毀。


  此外，私部門可以在疫苗開發領域發揮關鍵作用，但民營企業缺乏誘因投入資源，針對折磨窮人或窮國的疾病開發疫苗。只有當已開發國家受到威脅時，民營企業才有足夠動力投資在對付伊波拉病毒的疫苗上。


  這不是批評私部門，畢竟藥廠製藥不是出於善心，而且幫助窮人預防和治療疾病無利可圖。伊波拉危機產生的問題是：有些事情由政府來做是最好的安排，為什麼要仰賴私部門？事實上，如果公部門投入更多經費，伊波拉病毒的疫苗可能多年前就研發出來。


  在這方面，美國的失敗特別引人注意，甚至一些非洲國家正針對來自美國的旅客採取特別預防措施。但這不過是呼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美國大型私人醫療體系的失敗。


  沒錯，在頂尖領域，美國有領先世界的醫院、研究型大學和先進的醫療中心。雖然美國在人均醫療支出或總醫療支出對GDP的比例都高居全球第一，但國民健康的表現無疑令人失望。


  在十七個高所得國家中，美國男性出生時的預期壽命最短，比瑞士、澳洲和日本少近四歲，女性則是第二短，比日本少五歲以上。


  其他健康指標同樣令人失望。數據顯示，美國人在各人生階段的健康表現都不如其他高所得國家。而且至少三十年來，情況是愈來愈差。


  美國人會在健康方面落後有許多原因，其他國家可以從中吸取教訓。首先，能獲得醫療服務很重要。在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是極少數不承認獲得醫療服務是基本人權的國家，而且比其他國家更仰賴私部門，因此，許多美國人沒有得到需要的醫療照護並不令人意外。雖然「病患保護與平價醫療法」（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也就是所謂的歐巴馬健保法案已經改善情況，但健保的覆蓋率仍然偏低。五十個州有將近一半拒絕擴大Medicaid補助計劃，提供窮人醫療服務的花費。


  此外，美國的兒童貧困率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高，尤其是在幾個歐洲國家因財政緊縮政策讓貧困率驟升之前，而童年時營養不良和健康照護不足很可能影響當事人一輩子。在此同時，受寬鬆的槍械管制法規影響，美國人的暴力死亡率是已開發國家中最高，而美國人因為仰賴開車，也導致公路意外死亡率相當高。


  當然，美國非常嚴重的不公平也是健康指標落後的關鍵原因，尤其是與上述因素結合的影響尤其大。較高的貧困率、較高的兒童貧困率，加上很多人得不到應有的醫療照護、沒有像樣的房屋和教育，而且往往因為吃太多廉價食物而過於肥胖，美國人的健康表現不佳完全不意外。


  不過，即使是所得較高、有健康保險的美國人，健康條件也不如其他國家。這可能也跟不公平程度比其他已開發國家嚴重有關。我們知道健康與壓力有關，努力在成就階梯上向上爬的人知道掉下去的後果。在美國，成就階梯的級距比其他國家大，梯子頂端與底部的距離更大，這可能導致美國人更為焦慮，健康較差。


  健康是福氣。不過，一個國家如何組織醫療系統和社會，對國民的健康有重大影響。美國和世界過度仰賴市場力量，而且不夠重視公平和社會正義等廣泛的價值觀，結果為此付出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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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美國不公平加劇的原因


  美國社會向來有不公平的問題，未來也將一直如此。第四部幾篇文章提出的問題是：為什麼近三十五年來，幾乎所有面向的不公平都大幅加劇？經濟大衰退當然大大加重不公平，雖然如下一部指出，大衰退也是不公平的一種後果。不過，不公平加劇的趨勢在大衰退之前就已經很明顯。


  不公平的每個層面，包括頂層所占的所得和財富比例日增、貧窮人口增加，以及中產階級變弱都各有原因。在頂層，有錢人占有較大比例的資本和豐厚的資本利得是關鍵因素，他們擁有的資本多得不成比例，獲得的資本利得當然也很多。但這只是將問題再推進一點：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本書稍早解釋尋租的概念，增加財富有兩種方法，一是把國家的經濟大餅做大，不然就是爭取分得較大的一塊餅（在這種你爭我奪的尋租過程中，經濟大餅可能會縮小）。頂層的財富成長絕大多數是尋租的結果。企業管理階層在公司分到的餅顯著變大了，但這不是因為他們的生產力突然大增，關鍵因素在於金融化，也就是金融業在經濟體的重要性日漸增加，這不但會使經濟變得比較不穩定，如大衰退顯示的證據，還會使不公平增加。而獨占力量也會跟著擴大，不只是在全球市場勢力強大的公司（例如蘋果、Google和微軟）大有成長，本地市場勢力強大的一些公司（例如沃爾瑪和亞馬遜）也蓬勃發展。


  在第三部我們提到美國不公平的一些面向，包括醫療和教育不公平，以及兒童貧困問題。這些不公平問題導致不公平代代相傳，地位優越者的小孩一出生便占有重大優勢。機會不公平是所得不公平的原因，也是結果。不公平愈來愈大並不令人意外，因為美國的經濟隔離程度愈來愈高，有錢人的小孩上資金充裕的學校，窮人家的孩子則上往往無法正常運作的學校。


  美國的稅前所得和移轉所得的不公平雖然大幅惡化，但相對於一些已開發國家也沒有太嚴重。美國不公平加劇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地方是我們對此幾乎毫無作為，而其他國家比較努力改善情況。


  前面強調，不公平是一種選擇：不管在哪個國家，經濟學定律都一樣，但產生的結果截然不同。每一條法規、每一筆政府支出、每一項政策，都可能影響不公平的程度。在下一部，我們以美國一些激烈的政策爭論說明這一點。上一部也提供一些事例，例如我們選擇與其他國家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融資方式，導致貧窮以至中產家庭的孩子較難接受高等教育。在《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其他例子，例如規定公司或個人無力還債時的破產法規偏袒金融業，歧視借錢接受教育、力求上進的窮人。


  本部分的文章僅觸及故事的一小部分。它們並未討論教育機會和教育成就不公平如何既是所得和財富不公平加劇的原因，也是結果；沒有討論窮人甚至愈來愈多中間階層的營養和健康照護不足如何延續不公平；也沒有討論貧困兒童因為較常接觸環境危害物，產生相同的影響。此外，這些文章也沒討論司法救濟不公平會產生相同的後果。


  這些文章只集中討論兩個議題：企業福利和美國稅制。第一篇文章寫在美國政府拯救銀行業後不久，文章標題〈有錢人享有的社會主義〉說明一切。當然，「社會主義」就跟「福利」一樣在美國已成為一個髒話。但美國的銀行得到國家巨大的援助，如果不是「社會主義」，那是什麼呢？我們並未按照資本主義的規則行事，否則我們會迫使銀行的經營者、股東和債券持有人為他們的錯誤付出代價。批評這種說法的人表示，我們必須拯救這些銀行。確實如此。但我們不必拯救銀行的經營者、股東和債券持有人。


  這篇文章不但說明我們的稅制是不公平的，還顯示這如何扭曲我們的經濟，這不但導致嚴重的稅後所得不公平，連稅前所得不公平也因此加重。如果投機獲利的稅率低於勞動所得的稅率，稅制便是在鼓勵投機。二○一四年四月，我在參議院就美國不公平加劇作證。一名參議員問道：他該如何向選民解釋，一名水電工適用的稅率，比所得相當、靠（長期）投機賺錢的人還高？這當然是修辭過的問題，而當時在座的委員會成員，無論是共和黨人、民主黨人還是無黨派議員，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


  廣泛而言，本書之前的文章說明頂層的不公平如何與剝削和尋租有關，此處的文章則是解釋我們的稅制如何鼓勵這些活動，結果削弱經濟，並導致不公平增加。


  在每年四月十五日美國人的報稅期結束前一段時間，總會湧現許多討論美國稅制的文章。〈與九九％作對的稅制〉說明，我們的稅制並非只是稍微不公平，而是與九九％的民眾作對。因為頂層的人並未承擔公平的稅負，其他人的負擔加重了。這也意味著有錢人得以留住獲利，然後再繼續投資，因而愈來愈有錢。巴菲特曾有名言指出，他付的稅率比祕書低，這是不公平的。但他並沒有說明他的稅率是指他繳的稅占已實現所得的比率。他每年得到少許薪資（相對於總收入），收到股息和利息，同時會實現一些資本利得。但他通常有巨額的未實現資本利得。只要不賣掉股票或其他產權，就算他擁有的資產價值增加，也不必繳稅。因此，如果那些非常有錢的人一直持有資產，這些資產可以年復一年地增值，完全不必繳稅。他們年老時，可以將這些資產傳給下一代，下一代將來可以再傳給下一代。只要這些資產沒有賣掉，他們就不必付任何所得稅。如果資產傳到曾孫手上後賣掉，那名曾孫只需要為他繼承資產以來的資本利得繳稅，之前數代累積的資本利得完全免稅。沒錯，他們或許要繳遺產稅，但聰明的遺產規劃往往能將實際要繳的遺產稅降至很低的水準。


  這些文章是企業爆發全球避稅醜聞前寫的。那時奇異公司是企業界藉由避稅、免於承擔公平稅負的例子。但是，蘋果和Google的避稅醜聞接著曝光，這兩家矽谷公司的優異技術早就眾所周知，不過它們在避稅方面同樣足智多謀。它們利用全球化之便，藉由在世界各地移轉資金來協助避稅。蘋果宣稱，公司許多獲利是拜在愛爾蘭工作的幾個人所賜！誠實看來比聰明更罕見，更別想要求企業有公平競爭的精神。這些公司樂於取之社會，卻不願意回饋社會：畢竟它們的成就有賴政府出資創造出來的網路。企業的發明創新有賴基礎研究貢獻的概念，如果我們不補充這種概念，創新總有一天會無以為繼。但是，基礎研究要靠稅款支持。Google和蘋果的例子顯示，美國金融業典型的短視和自私行為也出現在矽谷。


  〈羅姆尼的邏輯謬誤〉是在羅姆尼一段公開講話引發眾怒之際所寫，當時他代表共和黨競選美國總統（原本他希望只是私下的發言）。羅姆尼說四七％的美國人不繳所得稅，他嘲笑他們是「搭便車的人」。當然，諷刺的是，羅姆尼自己也成功逃避公平的稅負，利用稅法的漏洞，藉由私募股權生意享受低稅的好處，稅率遠低於所得相若的水電工。（還有一個問題我沒有時間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羅姆尼承認，他將大部分財富放在開曼群島。但美國其實有全球最好的金融市場，至少就服務有錢人的利益而言是最好的。當然，羅姆尼把財產放在開曼群島不是因為當地提供華爾街無法提供的獨特服務，除了外界無法查清財產。羅姆尼一直不願屈尊向美國人解釋這件事。）這篇文章較狹隘地說明羅姆尼的邏輯有何錯誤，說明他對那四七％美國人的批判為何根本是錯的。


  有錢人享有的社會主義[1]


  
    美國以空前的方式擴大企業安全網，從商業銀行擴展至投資銀行、保險公司，甚至汽車製造商，這其實是企業福利主義的延伸。

  


  在大家議論經濟復甦冒出「嫩芽」之際，美國的銀行正努力阻止政府加強管制。雖然政界聲稱有決心推動監理改革，以免金融危機重演，不過金融監理真的是「魔鬼在細節裡」，銀行業者仍可運用所有影響力，確保能一如既往地享有充裕的操作空間。


  對銀行經營者來說，舊體系確實很好（對股東可能不是那麼好）。既然如此，他們當然抗拒改變。事實上，拯救銀行業的方案幾乎沒考量危機之後想要怎樣的金融體系。因此，迎來的銀行體系將沒有以前那麼競爭，原本就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將比以前更大。


  早就有人認識到，美國大到不能倒的銀行同時也大到無法管理，這正是數家大銀行表現很差的原因之一。與其他產業不同，因為政府提供存款保險，所以政府是銀行財務重整中要角。一般來說，一家銀行破產時，政府會策劃一次財務重整，如果政府必須注資，當然會得到股權或債權。政府官員知道，如果他們拖延太久，那些資產淨值只剩一點或根本沒有足夠資產的殭屍銀行很可能會「賭博求翻身」，如果它們押下重注並贏了，就可以享有獲利；如果賭輸了，政府就會埋單。


  這並非只是理論，在一九八○年代存貸危機期間，我們付出巨大代價學到這個教訓。如果自動櫃員機顯示「存款不足」，政府不希望是銀行資金不足，而是民眾自己的帳戶存款不足，所以政府會在銀行資金耗竭之前介入。在財務重整中，股東權益通常會歸零，而債券持有人會成為新股東。有時候政府必須提供額外的資金，有時候會找一名新投資人接管破產的銀行。


  但是，歐巴馬政府引進一個新概念：銀行太大，所以到不能財務重整。當局認為如果我們將財務重整的常規應用在這些大銀行會導致天下大亂，市場陷入恐慌。因此，我們不但不能碰債券持有人，甚至不能碰股東，即使這些銀行的股票價值只剩下押注政府會紓困而已。


  我認為這個判斷是錯誤的。我認為歐巴馬政府屈服於政治壓力和大銀行危言聳聽的說辭，因此誤以為救銀行就是要救銀行的經營者和股東。


  財務重整賦予銀行重新開始的機會：新的潛在投資人（無論是股權還是債權投資人）將對銀行比較有信心，其他銀行會比較願意提供貸款，而銀行也會比較願意放款。債券持有人因為有秩序的財務重整而受惠，如果相關資產的價值真的高於市場（和外部分析師）的估計，他們最終能得到好處。


  但是，歐巴馬的策略在當下和未來的成本顯然非常高，而且它恢復銀行放款的卑微目標至今也未能達成。納稅人必須付出數十億美元的資金，還提供同樣巨額的擔保，但代價可能要在未來承受。


  重寫市場經濟規則，造福嚴重傷害整個全球經濟的人，比損失巨款更糟。多數美國人認為這非常不公義，尤其是在看到銀行業者的行為之後。政府提供巨資是希望銀行恢復放款，但銀行卻拿來發放巨額獎金和股息，社會契約不應該如此輕易撕毀。


  在這種偽資本主義下，金融業者私享獲利，虧損則由社會集體承受。這種制度注定會失敗。誘因遭扭曲、市場紀律蕩然，大到不能重整的銀行知道它們可以賭博而不必承擔後果，而且在聯準會以接近零的利率提供資金下，銀行有充裕的資金可以賭博。


  有些人把這種新的經濟體制稱為「美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會關心一般民眾，而美國政府對正失去住所的數百萬美國人幾乎沒有任何援助。失業勞工最多只有三十九週的失業救濟，之後就必須靠自己。更慘的是，他們往往也同時失去醫療保險。


  美國以空前的方式擴大企業安全網，從商業銀行擴展至投資銀行，然後是保險公司，現在連汽車製造商也納入，似乎全無底線。這其實不是社會主義，只是存在已久的企業福利主義的延伸。有錢有勢者一有機會就尋求政府救濟，貧困的民眾卻少有社會保障。


  我們必須拆散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銀行，這些龐然大物令社會承受巨大的代價，但沒有證據顯示它們對社會有相稱的貢獻。如果不拆散它們，我們必須嚴厲限制它們的行為，我們不能容許它們像以前那樣，肆意賭博並由其他人承受後果。


  這帶出另一個問題：美國這些大到不能倒、大到不能重整的銀行，政治影響力太大了。它們的遊說工夫向來了得，先是成功解除金融管制，然後以巨額公帑替它們收拾爛攤子。它們希望再次遊說成功，得以繼續為所欲為，不管納稅人和經濟為此承受多大的風險。我們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們承受不起這個代價。


  
    	原文America's Socialism for the Rich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09年6月8日[image: 返回]

  


  與九九％作對的稅制[1]


  
    美國最富有的400個納稅人年所得超過2億美元，但所得稅率不到20％，但年所得100萬美元適用25％稅率，的確，「只有小人物才繳稅」。

  


  赫姆斯蕾（Leona Helmsley）是個惡名昭彰的人。這位某飯店集團的高層一九八九年因逃避聯邦所得稅被判刑，而她的著名事跡包括曾對著記者說：「只有小人物才繳稅。」


  如果這句話是在講為人處事的原則，那或許足以為二○○七年逝世的赫姆斯蕾太太贏得「刻薄女王」的稱號，但如果是在預測美國稅收政策的公平程度，或許可以彰顯赫姆斯蕾太太的先見之明。


  今天（二○一三年四月十四日）是美國人申報所得稅的截止日，如果我們能停下來想想我們的稅制和它創造出來的社會，或許大有好處。沒有人喜歡繳稅，但除了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所有人都同意何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說法：納稅是文明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最近數十年來，支付這代價的負擔分配方式愈來愈不公平。


  十個美國人約有六個認為稅制不公平，他們是對的。簡單而言，非常有錢的人並沒有承擔公平的稅負。美國最富有的四百個納稅人年平均所得超過兩億美元，而他們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二○％，遠低於年所得一百萬美元的人適用的二五％稅率，與年所得二十至五十萬美元的人相若。二○○九年，頂層四百人有一百一十六人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一五％，占人數將近三分之一。


  保守派人士喜歡指出一件事：美國有錢人繳的稅占政府總稅收一大部分，任何累進稅率制度都是如此，富裕的人支付的稅率較高。另一個事實是：隨著美國有錢人的所得近年大增，他們繳的總稅額也增加了，即使我們採用單一稅率，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應該感到震驚和憤怒的是，隨著頂層一％變得極度富有，他們支付的有效稅率顯著降低了。我們的稅制累進程度遠低於二十世紀大部分時候。二戰期間，美國最高的邊際所得稅率曾達到九四％，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維持在七○％，如今是三九．六％。自一九八○年代雷根展開「改革」起，稅制的公平程度在三十年來嚴重衰退。


  倡導提升稅制累進程度的租稅正義公民會（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計，如果把聯邦、州和地方稅收加起來，二○一○年頂層一％支付的稅款僅為美國總稅收的二○％多一點，約與他們的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相當，一點也不累進。


  根據經濟學家皮凱提和薩斯的研究，在有效稅率這麼低，加上重要的資本利得稅率僅為二○％，使得頂層一％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上升一倍，頂層○．一％的所得比例更是上升近兩倍，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回想之前提到，頂層一％占有美國總財富約四○％的情況就更令人不安。


  租稅特權可以代代相傳


  如果這些數字仍無法讓你感受到不公平，我們來比較一下其他富裕國家的情況。


  美國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水準之低，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顯得十分突出。這種低稅率不是促進成長的必要因素，例如德國的最高所得稅率雖然比美國高一大截，但仍能維持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地位。此外，我們的最高稅率所得課稅門檻遠比其他國家高。例如丹麥的最高稅率超過六○％，而且年所得超過五萬四千九百美元便適用。美國要年所得四十萬美元（或夫妻年所得四十五萬美元）才適用三九．六％的最高稅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只有韓國、加拿大和西班牙有更高的課稅門檻。


  數十年來，多數西方國家的不公平程度也在擴大，但不像美國那麼嚴重。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過度不公平的國家無法運作得好，許多國家已運用稅法協助「糾正」市場的財富和所得分配，美國沒有這麼做，或至少做得不多。事實上，美國頂層享有的低稅率讓不公平加重與延續，以致美國的所得不公平程度在先進工業國家中最為嚴重，機會公平程度則是最低的。這嚴重違反美國歷來重視人才的理想，至少各領域的領袖仍普遍宣稱擁護這種理想。


  多年來，美國一些有錢人在爭取特殊待遇方面非常成功，他們將愈來愈多國防、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支出負擔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諷刺的是，美國一些跨國企業尤其如此，它們拜託聯邦政府爭取有利的貿易協定，使它們得以輕鬆進入海外市場，也請求聯邦政府捍衛在世界各地的商業利益，但卻利用這些海外基地來逃稅。


  奇異公司已經成為這種跨國企業的標竿，雖然總部設在美國，但幾乎完全不繳稅，二○○二至二○一二年間，有效稅率平均不到二％。另一方面，去年（二○一二年）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的羅姆尼則是不公平稅負的有錢人代表，他承認二○一一年實際繳交的所得稅率僅為一四％，因為抱怨不繳所得稅的四七％美國人「搭便車」而惡名遠傳。據我所知，奇異公司和羅姆尼先生均未違反任何稅法，但他們的稅負這麼輕違反多數美國人的公平觀念。


  檢視這些數據時要小心，它們往往只是反映稅款占已申報所得的比例，而稅法並沒有要求申報所有類型的所得。對有錢人來說，隱藏相關資產已經成為一種精英競技活動。許多有錢人利用開曼群島或其他海外避稅天堂來避稅（當然，他們選擇這些地方不是因為當地陽光燦爛）。在將相關所得匯回美國之前，他們不需要申報。另一方面，資本利得也只有在實現時才必須申報。


  此外，如果資產在當事人去世時傳給子孫，拜「去世時成本基礎提升」（step-up in cost basis at death）的稅法漏洞所賜，之前累積的資本利得完全不必納稅。沒錯，美國有錢人的租稅特權可以代代相傳。


  太多特殊產業待遇的稅制


  只要看看稅法特別條款涵蓋的許多類型資產和產業，包括度假屋、賽馬場、啤酒釀造廠、煉油廠、對沖基金和電影製片廠，就很容易對這個充斥特殊待遇的稅制幻滅。當然，這些稅法漏洞和租稅優惠多數不是憑空產生，它們通常是從政者為了爭取或報答有力人士的競選捐款而訂定的。這些特別條款每年估計使政府損失約一千兩百三十億美元的稅收，而海外避稅手段相關的漏洞損失估計也不會比這金額低很多。財政保守派擔心美國公債規模太大，因此提出一些縮減財政赤字的目標，光是取消稅法特別條款就有很大的幫助。


  稅制另一個不公平之處在於所謂「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獲得的優待。一些華爾街業者管理私募股權基金或對沖基金獲得的收益，可以用較低的資本利得稅率納稅。但管理金融資產得到的待遇為什麼與管理人員或發明創造的人不同？這些金融業者當然會說他們不可或缺。但是，我們複雜的社會之所以能夠運作，醫生、律師、教師以至幾乎所有人都有貢獻。金融業者說他們對創造就業有不可或缺的貢獻，但事實上，許多擅長利用附帶收益漏洞的私募股權基金其實是就業毀滅者，他們擅長重整企業以「節省」勞工成本，通常採取的辦法就是將工作轉移到海外。


  經濟學家往往規避「公平」這個詞，公平跟美貌一樣是見仁見智的事。但是，美國稅制如此不公平，換其他說法都是不誠實的。


  相對於公平問題，經濟學家向來比較重視成長和效率問題，但我們的稅制表現也很差。美國採用高邊際稅率的年代，經濟成長率比一九八○年後還高。經濟學家，甚至是像國際貨幣基金這種傳統、保守的國際機構都已經認識到，過度的不公平不利於成長和穩定。稅制對促進公平可以有很大的作用，但是，我們在這方面是驚人地無所作為。


  我們的經濟表現不佳，一個原因是稅制造成嚴重的經濟扭曲。所有經濟學家都認同誘因很重要，例如降低投機所得的稅率，投機活動便會增加。我們的體制吸引大批才能出眾的年輕人投入金融詐欺活動，而不是去創造實在的業務、致力於真正的發明和提供實在的服務。更多人努力「尋租」，也就是在國家經濟大餅中爭取分得較大的一塊，而不是努力把餅做大。


  近年來的研究已經將稅率、經濟成長萎靡，以及不公平擴大聯繫起來。別忘了，頂層的低稅率理論上是為了鼓勵儲蓄和勤勞工作，進而促進經濟成長。但它們並未產生這種效果。事實上，在小布希總統二○○一和二○○三年兩次降低股息和資本利得稅之後，美國家庭儲蓄率降至接近零的歷史低點。頂層低稅率的實際作用是提高尋租的報酬。尋租盛行，結果是成長放緩和不公平擴大。我們已經在多個國家看到這種型態。希望保住優惠待遇的人警告，提高頂層稅率會導致經濟成長放緩，但真的這麼做的國家並未出現這個問題。美國的情況也提供了證據，如果頂層努力令整個經濟引擎表現更好，所有人都應該受惠，但這並未發生。如果頂層是在尋租，那麼他們的所得會增加，其他人的所得則會萎縮，事實正是這樣，中層以至低層的所得不是停滯便是萎縮。


  撇開證據不談，我們還可以提出一個有力的直觀理由支持這個說法：稅制鼓勵尋租，壓抑創造財富的努力。創造一項新業務、擴展人類知識的範圍，以及幫助他人都會讓人有滿足感。相對之下，終日微調劫貧濟富的詐欺伎倆，一如二○○七至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前金融業盛行的惡行，則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我相信在所有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絕大多數美國人會選擇前者、摒棄後者。但我們的稅制扭曲了這種選擇，它提高從事不高興活動的淨報酬，促使美國變成一個尋租社會。


  我們並非只能接受這樣的稅制。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得多、沒有種種扭曲的稅制：在這樣的社會裡，仰賴優惠券節儉度日的人，稅負與在工廠工作、所得相同的人一樣；靠拯救企業賺錢的人，稅負與靠拯救生命賺錢的醫師一樣；靠金融創新賺錢的人，稅負與致力真正發明創新、改變經濟和社會的人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揚善抑惡的稅制，鼓勵做好事，例如努力工作和儲蓄，同時抑制做壞事，例如尋租、賭博、金融投機，以及汙染環境，這樣的稅制可以大大增加稅收。我們可以因此避免近年來的財政支出自動縮減、「財政懸崖」，以及Medicare健保和社會保險制度無以為繼的危險。我們將得以享有強健的財政狀況，至少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都不成問題。


  破壞稅制的後果並非僅限於經濟方面。我們的稅制非常仰賴誠實納稅，如果大家覺得稅制不公平，民眾普遍不會自願遵守稅法。廣泛而言，政府不但要在社會保障上發揮重要作用，還負責基礎設施、科技、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投資。如果這種投資不足，我們的經濟將變弱，經濟成長將放緩。


  如果國民缺乏最低程度的團結和凝聚力，社會將無法順暢運作，而這有賴於公平的稅制。如果美國人認為政府不公平，認為這是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的政府，我們的民主體制必將失去人們的信賴。


  
    	原文A Tax System Stacked Against The 99 Percent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4月14日[image: 返回]

  


  全球化的稅制不公平[1]


  
    當前的全球稅制是無法管理、不公平和扭曲的，這個稅制是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愈來愈不公平的一個關鍵因素。

  


  世人興致勃勃地看著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替公司辯護，他說蘋果已付清所欠的稅款，彷彿應付的稅款都付清一樣，這兩者當然大有差別。像蘋果這種資源和人才充裕的公司，盡其所能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做最大程度的避稅毫不意外。雖然美國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案的判決中似乎假定公司是人，因此有人的種種權利，但這種法律上的假設並不賦予公司一種道德責任感。公司就像漫畫中的塑膠人（Plastic Man），無所不在，也無影無蹤，銷售產品時無所不在，申報銷售產品的獲利時卻消失得無影無蹤。


  一如Google，蘋果大大受惠於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提供的資源。受過高等教育的員工畢業自政府直接和間接支持的大學（透過慷慨的慈善捐款扣除額）；這兩家公司的產品均仰賴網路，而網路的基礎研究是政府撥款資助；它們會如此成功也有賴法律制度，包括對智慧財產權的有力保護；它們要求政府強迫其他國家採用我們的標準（而且成功了），有時令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的人民付出巨大代價。沒錯，它們展現出色的才能和組織技術，並得到應得的名聲。當年牛頓至少會謙虛地表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現在這些科技業巨人則對自己搭便車毫無愧疚，它們接受體制的好處毫不手軟，卻不願意對社會有相應的回饋。如果沒有公部門支持，未來的創新和成長所仰賴的源泉將枯竭，社會愈來愈分裂對立的後果就更不用說了。


  較高的公司稅率甚至不一定會導致投資顯著減少。如蘋果證明，它可以靠舉債來對想做的一切事情融資，包括支付股息，這是避免承擔公平稅負的手段。但是，利息支出可以抵稅，也就是說，如果投資仰賴債務融資，資本的成本和報酬都會相應改變，因此對投資沒有不利的影響。因為資本利得的稅率相當低，股權投資報酬得到的租稅待遇甚至更優惠。企業還可以從稅法中的其他細節得到好處，例如加速折舊和研發支出。


  國際社會該面對現實了，當前的全球稅制是無法管理、不公平和扭曲的。這個稅制是導致多數已開發國家愈來愈不公平的關鍵因素。美國的不公平程度顯著領先，英國也並未落後很多。美國不再是機會之地，兒童的人生前途比其他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之所以如此，關鍵原因在於公部門的資源匱乏。


  我們因為全球化而愈來愈相互依賴，這些跨國公司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相對之下，美國和許多國家的普通勞工並沒有得到多少好處。在全球化的壓力下，他們的實質所得年復一年地下跌，以致於美國全職男性勞工現在的所得還不如四十年前，儘管全球化在某個程度上壓低物價。我們的跨國公司已學會不放過全球化造就的所有機會，包括迴避承擔全球社會責任的稅法漏洞。


  如果我們之前選擇的移轉價格制度，讓企業集團可以「編造」旗下公司買賣的商品與服務價格，藉此選擇將利潤放在某個州，那美國的公司所得稅制度將無法有效運作。美國已發展出一種公式化制度，以就業人數、銷售量和資本財為基礎，分配全球獲利。但是，因為真正「附加價值」的一大來源是智慧財產，企業可以更輕鬆地將獲利在國際間移轉，這個公式化制度還有進一步微調的空間。


  有些人表示，生產（附加價值）的源頭難以辨識，商品的目的地則比較清楚（但如果涉及轉運也不清楚），他們提議建立一種基於目的地的制度。但這種制度未必公平，因為承擔生產代價的國家可能收不到稅。不過，顯然優於當前的制度。


  即使美國並沒有因為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成果和由此衍生的智慧財產而受惠，但至少受惠於不受約束的消費主義，因為消費為種種創新提供誘因。國際社會最好能就如何對公司獲利課稅達成協定。如果沒有這種協定，任何國家如果試圖基於生產對公司合理課稅，就會受到懲罰，使得生產活動（和工作）將轉移到其他地方。有時候當局可以拆穿企業的空話威脅，但許多國家可能會覺得風險太高了。不過，本地消費者是跑不掉的。


  美國可以大力促進這種改革，例如要求所有在美國銷售產品的公司根據全球獲利向美國政府納稅，稅率可以考慮設在三○％，但在其他地方支付的稅可以用來抵美國繳的稅，但抵稅額有上限。換句話說，美國將執行一種全球最低稅負制度。有些公司可能因此選擇退出美國市場，但我估計不會有很多公司這麼做。


  跨國公司避稅是較深層的問題，必須以更重大的改革因應，包括對付那些幫助逃稅者隱藏資產和方便洗錢的避稅天堂。Google和蘋果雇用最能幹的律師，他們知道如何合法避稅。但我們的制度不應該容許有國家與避稅者串通一氣，有些國家的「商業模式」就是建立在幫助避稅和沉淪式競爭，為什麼德國的納稅人要資助這種國家的公民？為什麼任何國家的公民要容許企業利用這種掠奪型國家來避稅？


  有人說蘋果或Google不過是利用現行制度而已，這太輕易放過它們了，畢竟這制度不是憑空產生的。從一開始，這個制度就受大型跨國企業的說客左右。奇異等公司藉由遊說而節省的稅甚至更多。它們藉由遊說爭取到特赦條款，使它們匯回美國的利潤能享用特別低的稅率，條件是這些錢將投資在美國。但它們隨後便想出辦法陽奉陰違，並未實際兌現投資承諾。如果蘋果和Google象徵全球化造就的機會，它們的避稅態度則使我們看清當前體制可能產生、而且正在產生的問題。


  
    	原文Globalization Isn't Just about Profits. It's about Taxes Too發表於《衛報》（The Guardian）2013年5月27日[image: 返回]

  


  羅姆尼的邏輯謬誤[1]


  
    美國的社會並非如羅姆尼暗示，分裂為搭便車和沒搭便車的人，而是一些有繳所得稅的人並沒有承擔公平的稅負，占了承擔公平稅負者的便宜。

  


  羅姆尼尖刻地抨擊不交所得稅的四七％美國人仰賴政府，引發一場風暴，這等於暗示這一大群人占社會的便宜，這些人中有很多是歐巴馬的支持者。


  諷刺的是，占社會便宜的人其實是羅姆尼。據他所言，他繳的稅（以申報所得的比例來看）其實遠低於收入比他低得多的美國人。此外，許多有錢人喜歡宣稱所得都是自己賺的，但事實不然。即使他們的財富並非繼承得來，他們的生意成功有賴法治、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工和公共基礎設施，而這一切都是政府提供的。


  就算Google這樣的「創新者」也仰賴其他人的工作成果。在Google創造出網路最受歡迎的搜尋引擎之前，必須有人創造出網路，而那便是美國政府。


  不過，羅姆尼的邏輯謬誤值得進一步分析。


  首先，一個人即使不交所得稅，也有可能交其他稅，包括薪資稅、銷售稅、貨物稅和財產稅。許多得到「福利」的人其實曾為這些福利付款，例如繳納社會保險（Social Security）和Medicare健保的費用，他們不是搭便車的人。就提供這些福利的表現而言，政府做得比私部門出色。不要忘了我們當初為何建立這些制度，私部門令許多人老來無依，年金市場基本上不存在，老年人無法獲得醫療保險。


  即使在今天，私部門也不提供免受市場波動和通貨膨脹傷害的社會保險制度。此外，美國社會保險局的交易費用顯著低於私部門的類似機構。這並不令人意外，因為交易費用是民營機構的利潤，它們的目標是盡可能增加這種費用。


  第二，許多福利的受惠者是年輕人，為他們提供教育和健康照護（即使他們或他們的父母並不納稅），這是投資在我們的未來上。在有數據的已開發國家中，美國是機會最不公平的國家。美國夢已經變成一種神話，但這不是不可避免的。我們應該讓兒童在不必仰賴父母的財富下，也能得到充分發揮潛能所需要的教育和健康照護。


  第三，有效率的社會保障制度是現代社會的重要部分，如果沒有這種制度，絕大多數的人將不願意冒險。因為市場未能提供足夠的保險，例如失業或殘疾保險，政府才需要介入。接受這種福利的人往往曾為此直接或間接付款，例如由當事人或雇主繳納保費。針對這些風險提供社會保障也有助於提高社會生產力，如果一般人知道失敗時可以得到社會安全網的保護，他們就可以從事較多高報酬、高風險的活動，這就是一些社會保障較佳的經濟體成長顯著快過美國的一個原因，即使最近處於衰退期間。


  第四，許多底層的人變得非常仰賴政府，但他們之所以困在底層，往往與政府在某些方面失靈有關。政府未能提供他們富生產力的技能，以致於他們無法謀生；政府未能阻止銀行藉由掠奪式放款或離譜的信用卡作業剝削他們；政府未能阻止旨在賺錢的學校利用他們借助教育、力求上進的抱負。


  最後，我們是一個共同體，而所有共同體都會幫助比較不幸的成員。如果我們的經濟體制造成許多人失業並仰賴政府提供食物，那政府必須介入。我們的經濟體制並未發揮應有的功能，它未能為所有想工作的人創造職位，許多創造出來的工作並不支付足夠生活的薪資。


  我們的社會確實是分裂的，但它並非如羅姆尼暗示，分裂為搭便車和沒搭便車的人，其實是一些有繳所得稅的人並沒有承擔公平的稅負，占了承擔公平稅負者的便宜。


  我們的社會實際上是分裂為兩群人，一群人視美國為一個共同體，認識到共享繁榮是繁榮永續的唯一辦法，另一群人則不是這麼想。


  
    	原文Fallacies of Romney's Logic發表於《美國今日報》（USA Today），2012年9月20日[image: 返回]

  


  第五部後果


  我的書《不公平的代價》主旨是不公平會削弱我們的經濟、損害我們的民主，分裂我們的社會。「大鴻溝」系列文章則細述不公平的各個方面。本部分的文章同樣只觸及少數問題。本書序曲和前言提到不公平如何損害經濟表現，降低需求和增加不穩定。在〈不公平正阻礙經濟復甦〉中，我解釋美國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為什麼是二○○八年危機後，經濟復甦異常緩慢的部分原因，這危機正是從不公平產生的。


  稍早提到美國有嚴重的機會不公平。很大一部分美國人因為運氣不夠好，不能出生在財力雄厚的家庭，結果沒有什麼機會充分發揮潛力。這對當事人當然是一種災難，但對經濟同樣不好，因為這意味著我們未能充分運用最重要的資源，我們的人才。


  隨著一％所有、一％所治和一％所享的政府致力為企業提供福利和租稅優惠，造福頂層一％的人，可用來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的資源減少了，而這種投資對維持強健的經濟和成長至關緊要。


  但是，不公平的真正代價在於民主體制和社會因此受到損害。如我在〈機會公平，我們的國族神話〉和〈部分人的正義〉指出，美國支持的基本價值觀，例如機會公平、司法公平，制度公平受到侵蝕。戰爭時期凝聚共赴國難的精神受損了。在有錢人獲得減稅的同時，我們的軍隊由「自願」從軍的人組成，但當中窮人多得不成比例，他們從軍以外的職業前景看來十分黯淡，而且我們不再像以前那樣，以「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獎勵二戰的退伍軍人，而是迫使現在的窮士兵一再回到戰場，以致接近一半的退伍軍人有一種以上的殘疾。雪上加霜的是，這些人求助於退伍軍人醫院，而我們（準確點講是小布希政府）卻令這些醫療陷於經費不足的窘境。


  隨著公平競爭的精神消減，我們的社會在許多方面開始受損。如我在〈與九九％作對的稅制〉中指出，像我們這種仰賴納稅人自願守法的稅制，只有當大家相信制度公平時才能有效運作。但現在證實是不公平的，頂層人士得到的待遇遠優於中間階層。


  此處收錄的兩篇文章觸及不重視不公平問題產生的兩方面後果。第一篇談到許多美國窮人棲身內城區的狀況。底特律破產是指標案例。一如許多美國家庭，底特律因為聽從以剝削人為主的金融業建議而受傷，市政府買進巴菲特稱為金融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確實這些毀滅性商品真的爆炸了。一如許多情況，問題爆發時，金融業要求先得到補償，一般民眾的福祉，包括在勞動契約中承諾可以獲得退休福利的勞工福祉，只能排在後面。


  另一篇文章是〈我們誰也不信〉，探討美國日趨不公平的另一種後果：喪失信任。喪失信任的社會無法有效運作，雖然經濟學家通常不使用「信任」這種詞，但其實如果沒有信任，我們的經濟體根本無法運轉。我在這篇文章解釋為何如此，而不公平如何侵蝕這最寶貴的東西，以及為何信任一旦受損便可能難以復原。


  底特律破產的錯誤教訓[1]


  
    底特律破產是美國史上最大的市政府破產案，歷史學家已經證明，底特律瓦解的遠因早在社會福利和種族關係引發衝突之前便已埋下。

  


  我在印第安納州加里市長大，當時近四分之一的美國勞工受雇於製造業。那時有很多好工作，一個人靠一份薪水可以養活四口之家，實現美國夢。他可以靠踏實工作支持生計，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學，甚至可以看到他們晉升專業階層。


  底特律和加里這種城市因為製造業而興旺，不但創造出大量財富，還建立起強健的社區、健康的稅基，以及良好的基礎設施。受惠於進步主義改革家杜威（John Dewey）的理念，當年加里有傑出的公立學校。我後來進入阿默斯特學院就讀，然後再去麻省理工學院念研究所。


  如今受雇於製造業的美國勞工不到八％，而許多位於「鏽帶」（Rust Belt，譯注：沒落的工業區）的城市只剩下軀殼。底特律讓人痛心現況已經說爛了。今年（二○一三年）春天，四○％的街燈是壞的，數萬棟房屋遭到廢棄，大量學校關門，人口光是過去十年便萎縮二五％。去年（二○一二年）的暴力犯罪率是所有大城市中最高的。一九五○年，底特律的人口是一百八十五萬，當時有二十九萬六千個製造業工作；二○一一年，底特律人口僅略高於七十萬，製造業工作不到兩萬七千個。


  底特律破產是美國史上最大的市政府破產案，這個城市的衰落如此富戲劇性，值得我們停下來看看這個變化中的經濟和社會，以及我們的未來有何啟示。


  貧富隔離效應的危害


  國家和地方的政策失誤如今已眾所周知，包括當局對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投資不足、鏽帶的窮人和黑人社區因為地理位置的孤立而邊緣化、跨代貧窮阻礙機會公平，以及政府優先照顧如企業管理階層和金融業者等有資產的人，而非勞工的利益等等。


  或許會有人聳聳肩說：每天都有公司死掉，也有新公司誕生，這是資本主義運作的一部分，城市也是這樣，或許像底特律這樣的城市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求，生產不出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需要的商品和服務。但是這種判斷是錯的，而且我們極有必要認識到，底特律的衰亡並非只是市場運作無可避免的結果。


  首先，上述說法是不完整的，底特律最嚴重的問題僅限於底特律市。底特律都會區其他地方還有豐富的經濟活動，例如郊區的布魯姆菲爾山（Bloomfield Hills）家庭年所得中位數便超過十二萬五千美元。從底特律開車四十五分鐘便可以抵達安娜堡（Ann Arbor），這是世界卓越研究和知識樞紐密西根大學的所在地。


  底特律的苦難有部分源自分裂的美國經濟和社會中非常特別的一面。如社會學家里爾頓（Sean F. Reardon）和比肖芙（Kendra Bischoff）指出，美國社會的經濟隔離程度正在大大增強，而這可能比種族隔離更有害。底特律有個「傑出」例子：以白人為主的富裕精英階層集中住在市郊孤立社區。之所以如此是有理由的，有錢人自成一區，可以確保不必替比較窮的鄰居分擔本地公立學校和公共服務的費用，而他們的小孩也不必與來自社經地位較低的家庭小孩往來。


  自我增強的不公平趨勢在教育方面特別明顯，教育作為向上流動的功能因此不斷萎縮。貧窮區的學校情況愈來愈差，有財力的家庭搬到較富有的地區，貧富之間的鴻溝因此不斷擴大，不只是這一代，下一代也是。


  貧富分區居住也擴大成年人之間的不公平。窮人必須自行設法去相當遠的地方做兼職、低薪，而且機會愈來愈少的工作。加上都市雜亂擴展與大眾運輸服務不足，不難想像勞工階級社區成為人口逐漸萎縮的貧民區。


  不當的城市布局難免會造成問題，而雪上加霜的是底特律都會區在政治上分屬數個不同的管轄區。因此窮人不但在地理上被孤立，政治上也被隔離起來。結果是有一個獨立、資源不足、比較窮的內城區，而且因為支撐稅基的工業嚴重萎縮使情況變得更糟。


  非民選的緊急經理人奧爾（Kevyn D. Orr）做出決定，讓底特律市政府根據「破產法」第九章申請破產保護。他是由共和黨籍的密西根州長史奈德（Rick Snyder）任命來管理底特律財務。現任民主黨籍的市長賓恩（Dave Bing）已決定不尋求連任；這完全不意外，因為底特律的前途與市政府累積的負債如今落在法院手上，賓恩和其他市府官員都成了旁觀者。


  蘇格魯（Thomas J. Sugrue）等歷史學家已經證明，底特律瓦解的遠因早在社會福利計劃和種族關係引發衝突（包括一九六七年的暴動）之前便已埋下，可以追溯到戰後數十年，當時去工業化、種族歧視和地理孤立的種子已經種下，如今嘗到了後果。


  貧窮的內城區與富裕的郊區之間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並沒有統一的機構負責改善。窮人因此只能自己想辦法，而他們的資源實在有限。汽車總有壞掉的時候，公車服務則經常延誤，勞工因此顯得「不可靠」。但真正不可靠的是極不公正的城市設計，難怪美國正成為機會最不公平的先進工業國家。


  底特律因為地方的扭曲政策而嚴重受創，但中央政府也並無作為。每個國家、每個社會都有崛起和衰弱的區域和產業。一段時間以來，矽谷是美國的明星地區，一如一百年前的中西部地區。但是，受技術演變和全球化影響，中西部已經失去作為全球製造業中心的比較優勢，原因眾所周知，此處也就不必闡述。必須注意的是，一個地區的自我復興往往不能仰賴市場運作。


  但是，美國政府面對這種經濟面貌的演變，並未以有用的政策促進其他產業的成長，而是花了數十年時間粉飾太平，縱容金融業胡作非為，創造出泡沫式的「成長」。我們並非只是任由市場發展。我們實際上主動選擇追求短期利潤，接受嚴重的無效率。


  製造業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降低涉及一些結構因素，這或許無可避免，但這過程中一些城市出現的荒廢、痛苦和絕望感受絕非無可避免。政府其實可以藉由某些政策來緩和這種演變，保護財富並促進公平。距離底特律僅四小時車程的匹茲堡也曾受白人逃離問題困擾，但匹茲堡快速改變經濟模式，從仰賴鋼鐵和煤變為著重教育、醫療、法律和金融服務。曼徹斯特曾盤據英國紡織業中心超過一個世紀，如今已變身為教育、文化和音樂中心。美國確實有一個都市更新計劃，但偏重修復建築物和仕紳化改造（gentrification，編注：指原本低所得者聚集的破舊社區，因為成本低廉，吸引較高所得者進駐，改造，導致低所得者遷出的狀態），而非維護和復興社區。但即使在它重視的業務上，表現也很差。美國政府向民眾推銷「自由」貿易政策，承諾自由貿易的贏家將會補償輸家，但如今輸家仍在等待這種補償。


  當然，一如許多問題，這種情況因為大衰退和導致這場衰退的政策而嚴重惡化。房貸放款銀行進入某些城市的大部分地區，發現當地居民是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的好目標。房市泡沫破滅之後，許多人逃離這些城市，有積極行動的只剩下討債和取消房貸戶贖回房子權力的人。我們的政客沒有拯救我們的社區，而是致力拯救銀行的經營者、股東和債券持有人。


  修正都會區治理方式


  情況或許很可怕，但底特律和面臨類似問題的城市並非失去一切，底特律當前的問題是處理好破產程序。


  但是，我們在這方面一樣必須提防財大勢大者的「智慧」。據說擅長管控風險的民營銀行金融「奇才」近年賣給底特律一些複雜的金融產品（衍生性商品），導致底特律的財務進一步惡化，影響上億美元。


  在一般破產案中，衍生性商品債權人可以比市府現職和已退休員工優先獲得支付。好在「破產法」第九章較重視公益。市政府破產時，資產和負債有些模糊之處，而市政府的責任包括不成文的「社會契約」，包括對居民的社會服務。它增加稅收的能力相當有限，因為增稅可能趕走更多企業和居民，造成惡性循環，加速當地的死亡。


  銀行業者自然希望可以有不一樣的安排。它們的衍生性商品債權接近三億美元，可能會共謀率先獲得償付。第九章破產程序提供一個機會，我們可以將銀行放在償付名單的後面，這是它們應得的。這些不透明的金融工具被用來混淆和欺騙投資人已經夠糟了，獎勵銀行這種作為只會製造更大的傷害。破產程序的主旨應該是恢復底特律的城市生命力，而非只是使它擺脫債務困境。「破產法」第十一章（處理公司破產案）的基本原則是破產公司應該獲得重新開始的機會，這對保護就業和經濟至關緊要。當市政府破產時，保護我們的社區便更加重要。


  銀行和債券持有人會表示，市府員工的退休金是過重的負擔，必須加以限制或取消，以求減輕銀行和債券持有人的損失。但是，勞工權益優先在市政府破產案完全有道理。畢竟這些勞工提供的服務是基於可以獲得報酬的協議，而退休金不過是一種「遞延報酬」。勞工並不從事評估風險的複雜業務，那是投資人做的事。而且勞工不像投資人那樣，可以分散投資，控管自己承受的風險。因此，對勞工說「對不起，你已經提供的服務，我們不會按照承諾付你酬勞」這種話是很沒良心的，尤其一般市府員工的退休金一點也不豐厚，比企業高層拿到的少很多，多數市府退休員工每月可以拿到的退休金約為一千六百美元。


  這意味著底特律破產的多數負擔將由借錢與提供保險給這個城市的人承受，理應如此。他們得到報酬，反映他們對風險的主觀估計。他們當然希望得到高報酬，而且最好能避免承擔風險，但市場不是這樣運作的，也不應該這樣運作。


  我們必須保持警覺，才能確保破產程序以對底特律有利的方式完成。不過，這只是復興底特律的第一步。長期而言，我們必須改變管理都會區的方式。我們必須提供較好的大眾運輸服務，教育制度必須促進某程度的機會公平，而且都會區的「治理」必須為所有民眾服務，而非僅服務頂層一％，甚至不能僅服務頂層二○％。


  而從整個國家來看，我們需要一些政策幫助美國順利減少對製造業的仰賴，例如投資在教育、培訓和基礎設施上。如果我們不這麼做，大衰退之後阿拉巴馬州傑佛遜郡（Jefferson County）、加州瓦列霍市（Vallejo）、羅德島州中央瀑布市（Central Falls）和現在的底特律市府破產案會愈來愈常見。


  底特律破產提醒大家，我們的社會已是如此的分裂，必須非常努力才能撫平創傷。這對目前景氣興旺的市鎮居民也是一個重要警訊，因為這也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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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誰也不信[1]


  
    驚人的不公平正在損害信任，但如果沒有一點信任，這個經濟體不會建全運作。

  


  現在的美國有時會讓人覺得信任別人是很幼稚的。我們的歌曲警告不要這麼做，我們的電視節目說相信人沒有好處，而且不斷有金融醜聞的報導提醒著，只有傻瓜才會相信銀行業者。


  最後一點或許是對的，但這不代表我們應該停止努力使社會和經濟多一點信任。契約、計劃和日常交易都有賴信任，信任會促進從投票到立法的民主程序，而且是社會穩定所必須。我們的生活不能沒有信任，世界運轉有賴信任，更甚於貨幣。


  我們的國民所得帳不測量信任，但投資在信任上的重要性至少跟人力資本或機器投資一樣。


  不幸的是，驚人的不公平正在損害信任，隨著美國人與人間的隔閡擴大，凝聚社會的力量跟著減弱。同樣地，隨著愈來愈多人不再信任這個無情與他們作對的體制，而且頂層一％變得愈來愈高不可攀，我們的體制和生活中至關緊要的信任正受到侵蝕。


  我們之所以低估信任的價值，根源在於最流行的經濟學傳統觀念。亞當斯密（Adam Smith）有力地指出，信賴人們追求自利的行為，好過信賴追求公益者的好心腸。如果人人都只顧自己，我們就能達到一種令人自在且極富生產力的均衡狀態，讓經濟充分發揮效能。（對道德遲鈍的人來說，這個觀念很誘人，因為自私原來是無私的終極形式。但其實亞當斯密在其他地方提出平衡得多的觀點，尤其是在《道德情操論》，可是他的近代追隨者多忽視這些觀點。）


  但近三十年來的事件和經濟研究已經證明，我們不能仰賴自利，而且如果沒有一點信任，就連美國這樣的現代市場經濟體也不會建全運作，而且毫無節制的自私自利必然損害信任。


  我們就來看看銀行業的例子，這個產業釀成的危機令我們付出慘重代價。


  信任毀滅的連鎖反應


  長期以來，銀行業特別仰賴信任。你將錢存進銀行，相信未來想提款時，錢好好地在那裡。這並不是說銀行業者從不試圖欺騙同業或客戶，但銀行業絕大多數的業務是以假定會相互問責、足夠透明和有責任感為基礎。在最好的情況下，銀行是強健的社區機構，會發放明智的貸款給有前景的小企業和購屋者。


  但是，危機前的多年時間裡，傳統的銀行業者全然改變，們積極拓展新業務，包括向來屬於投資銀行業的活動。信任消失了，商業銀行利用虛假的保證，將房貸強力推銷給負擔不起的家庭。他們會自我安慰，無論如何剝削客戶，無論承受多大的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和其他財務詭計等新的「保險」產品可以使銀行免於承受後果。如果他們想到這些活動如何影響社會，無論是掠奪式放款、離譜的信用卡作業，還是操縱市場的行為，他們會安慰自己，根據亞當斯密的名言，賺得荷包滿滿代表正在促進社會福祉。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都只是妄想。事情的發展對經濟和社會非常不好，危機發生期間和之後一段時間，數百萬美國人失去住家，而家庭財富中位數在三年間下降近四○％。如果不是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大力紓困，銀行業者也將嚴重受創。


  信任毀滅的連鎖反應是嚴酷的。二○○七年房市泡沫破滅造成巨大危機的一個原因是銀行業者無法互相信任，每家銀行都知道自己玩的把戲，他們將債務轉移到資產負債表以外，並發放掠奪式和不顧後果的貸款，因此他們知道不能再信任其他同業。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停擺，金融體系瀕臨崩潰，得仰賴公部門的果斷措施才能倖存，但公眾的信任早已被濫用。


  金融業的信任何其脆弱早有先例。最著名的例子是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它促使我們立法阻止從詐欺到操縱市場等惡劣行為，我們信賴監理機構執行法律，信賴銀行遵守法律，雖然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在，但銀行至少會因為害怕作惡的後果而守規矩。


  但數十年之後，銀行業者利用政治影響力掏空法規的內涵，並扶植不相信金融監理的人掌管監理機關。官員和學者向國會議員和公眾保證，銀行可以自我管制。


  但這一切最終是個騙局。我們創造出一個獎勵制度，鼓勵短視和過度冒險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道德價值觀遭漠視、信任的價值被打折的時代。


  誘因至上，傻瓜才會信任別人


  銀行業只是一個例子，這背後是某些政治人物和右派理論家的一個大計，目的是貶低信任在經濟中的作用。這個運動基於以下觀點推動各種政策：在任何情況下，無論是什麼類型的行為，絕不能仰賴信任作為動機。在這些人的設想中，誘因是一切的關鍵。


  因此企業必須授予管理高層股票選擇權，誘使他們努力工作。對此我感到困惑，如果一家公司以年薪一千萬美元請一個人管理，這個人理應竭盡所能確保公司生意成功，不應該以從公司股票市值上漲中分一大杯羹為前提，就算股價大漲是因為聯準會的低利率政策製造出經濟泡沫也該如此。


  同樣地，他們認為必須以績效獎金激勵教師盡力工作。但是教師薪水雖然低，但原本就已經努力工作，因為他們一心想要幫助學生過比較好的生活。我們真的相信多給他們五十美元或五百美元的績效獎金，就能促使他們更努力工作嗎？我們應該做的是普遍提高教師薪水，因為我們知道他們的貢獻非常寶貴，而且信任他們的專業精神。但是，對誘因文化的倡導者來說，這麼做有如讓教師不勞而獲。


  實際上，右派狹隘的誘因至上論證實對長遠思維非常有害，而且無論是在社會中還是公司內部，因為充斥著貪婪掠奪的機會，信任必定會被破壞。銀行和企業管理階層努力尋找「創意會計」手段，使公司短期看似強健，即使長期前景陷入危險。


  當然，誘因是影響人類行為的重要因素，但誘因運動像是一種宗教，對社群中的人際關係、道德衝動、惻隱之心等等影響人類表現的其他因素視若無睹。


  這不但是一種無情的人性觀，實際上也不可行。我們根本不可能每次付錢購買信任。如果沒有信任，生活將昂貴到荒謬的地步，好資訊幾乎不可得、詐欺將更加猖獗、交易和訴訟費用將飆升。我們的社會將陷入停擺的狀態，一如銀行業者多年行詐，終於在二○○七年釀成危機，導致銀行同業市場根本無法運作。


  美國若想恢復信任的風氣，必須克服另一個巨大的障礙：失控的不公平。銀行業者的行為和受右派影響的政府政策不但直接損害信任，還促使不公平擴大。


  當頂層一％拿走美國超過二二％的所得，而且拿走在危機後的經濟復甦期間增加的九五％所得，顯然有些很基本的東西出錯了。正常人即使不清楚造成這種現實的種種不公平政策，看到如此荒謬的所得分配，也會確信體制被少數人操控。


  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要有效運作，參與其中的人必須相信制度大致是公平的。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往往是互相的，但如果我認為你騙我，我很可能會報復，一有機會便騙你。（在經濟學的「重複賽局理論」有相當成熟的討論。）美國人看到有錢人的稅負比自己輕得多，會覺得循規蹈矩真是傻瓜。有錢人可以將獲利轉移到海外則讓情況更加嚴重。這些不公平的事全都可以合法完成，這個事實告訴美國人，金融和法律制度是有錢人設計來服務自己的。


  當信任不足的現象持續，腐敗就會逐漸鞏固，人心和標準也會開始改變。沒有人值得信賴時，只有傻瓜才會信任別人，公平的概念因此受到腐蝕。美國國家科學院去年（二○一二年）的一項研究顯示，上層階級比較可能做傳統上被視為不道德的事。或許有些人只能以這種方式調和他們的世界觀與異乎尋常的財務成就，因為他們為了這些成就所做的事，往往暴露出道德迷失。


  重建信任，才有強健經濟


  很難知道我們在邁向信任徹底崩解的路上走了多遠，但證據看來並不樂觀。


  經濟不公平、政治不公平，以及加重不公平的法律制度全都相互強化。我們的法律制度賦予有錢有勢者特權。行為極度惡劣的人偶爾會受懲罰（例如大騙子馬多夫），但掌管大銀行的人沒有一個為惡行負起責任。


  一如既往，窮人和沒有人脈的人受傷最重，他們也是被騙最多次的人。取消房貸戶贖回房子權力的危機最能彰顯這一點。推銷次級房貸的人擺出財務專家的模樣，向不符合資格的借款人保證不用擔心還款的問題。後來數百萬人失去住所。銀行業者向法院提交數千份宣誓書，宣稱他們已經檢查還款記錄，而相關人士確實拖欠銀行房貸，因此必須沒收他們的房子。這釀成所謂的「機械式簽名危機」，銀行業者實際上是大規模撒謊，但他們知道，只要不被抓到，就能得到巨額獲利，而管理階層將獲得豐厚的獎金。而如果被抓到了，代價將由銀行的股東承受。一般房貸戶根本沒有資源對抗這些銀行。在危機餘波盪漾之際，銀行似乎不受法律管制，這不過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已經闡述美國社會不公平的許多面向，包括財富、所得、教育、醫療和機會不公平。但相較於機會公平，美國人可能更珍惜法律公平，但法律的不公平卻已經腐蝕我們的核心理想。


  我估計只有一種方法能真正重建信任。我們必須通過健全的法規，體現良好的行為規範，並任命勇敢的監理官員執行。在咆哮的一九二○年代崩盤之後，我們正是這麼做。自二○○七年以來，類似的努力斷斷續續，但不夠徹底。企業也必須表現更好，不能老是設法迴避法律的管制。對於何謂可接受的行為，我們必須有較高的標準，就像聯合國的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的標準那樣。但我們也必須有法規去實行這種規範，這是「信任，但要驗證」的新版本。沒有法規可以強大到防止所有弊端，但健全的法規可以阻止最惡劣的部分。


  強健的價值觀使我們得以和諧共處。沒有信任就不可能和諧，也不可能有強健的經濟。美國的不公平正腐蝕我們的信任，為了自己，也為了未來的世代，現在是開始重建信任的時候了。連這一點都必須點出來，可見我們有很長的路要走。


  
    	原文In No One We Trust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12月21日[image: 返回]

  


  第六部對策


  本書要傳達的中心訊息是，政府奉行的每項政策都會對不公平有影響。經濟學家慣於討論政策如何影響效率，以及誘因如何受到扭曲。但是，在我們這個分裂的社會裡，尤其該仔細檢視會加重不公平的政策。這一部的文章是回應美國近年一些政策辯論而寫，在這些辯論中，政策的分配後果往往備受忽視。


  〈政策如何促成經濟大鴻溝〉概述各種政策如何擴大鴻溝，尤其是決定經濟產出和就業的總體經濟政策。


  〈為什麼聯準會該由葉倫領導？〉是強調貨幣政策與不公平關係的文章（《不公平的代價》第九章也討論這點）。這篇文章是當中講得最直接的。二○一三年夏天，美國人對於柏南克任期結束後該由誰領導聯準會出現分歧。柏南克在聯準會的表現毀譽參半，在危機以前，聯準會的政策是促成危機的關鍵因素，包括柏南克二○○六年擔任主席之後與二○○二至二○○五年身為聯準會理事的期間。而聯準會在危機期間的空前措施受到讚揚，使美國經濟免於重演大蕭條的悲劇。但聯準會的政策顯然偏向拯救華爾街大銀行，而非幫助放款給中小企業的地方和區域銀行；偏向拯救銀行管理階層、股東和債券持有人，而非幫助一般房貸戶保住房子。聯準會對於開誠布公、民主問責顯然不感興趣，例如它為美國國際集團提供資金，而這些錢最終落入高盛和其他大銀行的口袋，有明顯理由顯示聯準會不想讓美國公民知道這些錢去了哪裡。


  這一次的聯準會主席之爭異常複雜，涉及的問題也異常多面。桑默斯和葉倫（Janet Yellen）兩位人選都是我熟悉的人。我任職白宮時，曾與桑默斯密切合作。葉倫則是我在耶魯大學最早的博士生。兩人都很聰明，都很有經驗。聯準會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機構，與桑默斯和葉倫均曾緊密合作的人多數強烈認為葉倫是較佳的人選，比桑默斯更適合肩負領導聯準會的艱鉅任務。較早之前，我更早寫過一篇文章，解釋領導聯準會需要哪些條件，並暗示葉倫是適當人選。很多參議員也是這麼想，他們寫信給總統歐巴馬，促請他提名葉倫。沒有人想把這件事變成個人之爭。但是，歐巴馬不知為何忽略外界的提示，他似乎比較習慣「校友會做法」，傾向任命曾擔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的桑默斯。一場幕後之爭逐漸搬到台前，而我這篇文章可能是扭轉形勢的因素之一。在負責核准聯準會主席的參議院金融委員會中，可左右大局的多名委員清楚表示，他們不支持桑默斯。主席之爭因此告一段落。


  此事涉及的一個問題是女性的「玻璃天花板」，這是美國不公平的其中一面，反映在男性與女性的所得和機會差異上。葉倫過去表現傑出，不僅在管理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和擔任聯準會副主席時表現優秀，對經濟表現的預測也比其他人準確。（美國政府的預測則是出名的不準確，而桑默斯對這些預測有很大的影響。他不斷看到經濟復甦的「嫩芽」，但這些初步跡象距離真正的復甦往往有數年之久。本書稍早已指出，政府因為低估衰退的嚴重程度，犯了重大的政治和經濟錯誤。）葉倫因為處事公正和觸覺敏銳，在華爾街備受敬重。


  但是，更深層的對抗是在經濟理念和價值觀上。桑默斯已成為放寬金融管制的代表人物。他促成國會通過金融法案，確保衍生性商品不受管制，而這個金融商品是釀成危機的關鍵因素，導致政府必須出資一千八百億美元拯救美國國際集團。美國政府救經濟的策略以救銀行為主，對房貸戶的援助極少。這個經濟刺激方案的規模太小、設計太差，持續的時間也太短。


  我認為葉倫有機會促成央行某些實質變革，不僅是在美國，也包括其他地方。央行總裁向來樂於發表意見，不僅限於貨幣政策。葛林斯潘把金融業搞得一團糟，而他對財政政策也不吝於發表意見。（像是用個不尋常的理由支持政府為有錢人減稅，他認為政府如果不減稅，可能有天會還清所有公債，屆時貨幣政策將很難操作！）在歐洲，歐洲央行總裁同樣沒有管好歐元區的金融體系，但也對勞動市場政策大發議論，主張「提高薪資彈性」，也就是認為應該調降勞工的薪資，擴大歐洲的經濟鴻溝。


  央行往往專注於控制通膨。雖然在美國，央行理論上也必須顧及失業和成長（現在終於也必須顧及金融穩定），實質上仍專注於控制通膨。葉倫促成了改變。近年來聯準會一再宣稱，在勞動市場顯著改善之前，不會調高利率。


  更引人注目的是二○一四年十月十七日葉倫在波士頓聯邦準備銀行會議上的演講，主題為不公平與機會不公平。在《紐約時報》的相關辯論中，[1]有些人認為這個問題超出聯準會的職權，儘管其他央行總裁就經濟政策的其他方面發表意見時，沒有人提出這種批評。但我確信葉倫談論不公平問題是對的，因為聯準會的影響力非常大。如果聯準會過度緊縮貨幣政策，例如過度升息或過度限制信貸供給，失業率將不必要地升至過高的水準，在薪資下調壓力下，直接和間接地傷害勞工。而如果聯準會過早採取緊縮政策，也就是看到通膨的初步跡象就採取行動，薪資占國民所得的比例會萎縮，在經濟衰退的情況下，勞工的薪資變糟。聯準會必須讓薪資恢復到之前的水準。


  雖然聯準會的主要政策目標是促使經濟恢復充分就業的狀態，這對勞工有巨大的好處，不過聯準會的一些作為卻加重了不公平。量化寬鬆政策，也就是央行藉由買進長期債券壓低長期利率，主要作用是提振股市，當中的好處不成比例地流向有錢人。在此同時，聯準會有能力、也應該促使金融市場為一般美國人提供更好地服務，例如確保市場競爭；限制信用卡和簽帳卡公司向商家的收費金額，因為最終會轉嫁給消費者；恢復對中小企業放款，以及創造一個為美國人而非銀行利益服務的房貸市場。但聯準會忽略這些職責，令中低階層利益受損，銀行則財源滾滾。


  葉倫指出貨幣政策有其極限也是對的（這點我在這本書也有提到）。目前貨幣政策正承受著獨力恢復充分就業狀態的沉重壓力。事實上，貨幣政策可能是導致我們經歷失業型復甦的原因之一。勞動年齡人口的就業比例雖然自危機以來已略為回升，但仍處於一九八四年以來的低點。低利率鼓勵企業投資時選擇資本密集的技術投資，但是，在大量非技術勞工努力找工作之際，以機器取代非技術勞工是不合理的。


  簽定貿易協定加重不公平


  某些方面的政策對窮人的影響幾乎顯而易見。〈荒唐的美國糧食政策〉討論食物券計劃，幾乎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個人仰賴這個計劃。我寫這篇文章時，國會正討論要大幅削減計劃經費。但是，眾議院中主張削減食物券預算的共和黨人，同時支持繼續大幅補貼富有的農夫。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的政府出現如此赤裸裸的矛盾做法實在難得一見。擁護自由市場的辭令究其本質只是一種修辭而已。共和黨控制的眾議院一邊破壞窮人仰賴的安全網，一邊延續對農業的慷慨補助，維護有錢人獨享的安全網。


  一些勞工認為職場處境愈來愈差是全球化造成的，我在之前出版的書中解釋，對全球化管理不當可能加重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的不公平。政府推銷貿易協定時總會說這能創造就業，如果真是如此，勞工應該是貿易協定最熱烈的擁護者，但事實往往不是，而我們的政治領袖（不只是共和黨人，還包括柯林頓和歐巴馬）卻試圖以這種誤導人的方式推銷貿易協定，這種做法損害人們對這類協定的信心，而且再次提醒美國人：我們的政府何其偏重富裕階層的利益。


  貿易協定創造就業的「邏輯」至少有三大瑕疵。不管是哪個政治立場的政府都正確指出出口增加可以創造就業，但貿易要平衡，進口必須與出口相當，而我們的貿易夥伴不會簽失衡的協定，讓我們的出口增加，而他們的出口（我們的進口）沒有相稱的成長。而且雖然出口能創造就業，進口卻會損害就業，所以國際貿易涉及審慎和複雜的計算：這到底是促進就業還是損害就業？因為美國進口商品主要是勞力密集產業（投入很多勞動力生產的商品），而出口商品（例如飛機）主要是高科技產業，需要高技術勞工，但需要的勞動力比較少。因此整體而言，平衡的貿易協定很有可能損害就業。


  這分析的前提是市場運作良好，但近年來，美國經濟的運作並不好，公開和隱藏性失業相當嚴重。摧毀既有職位比創造新職位容易，進口商品產生的競爭可以一夜間摧毀許多職位，擴大出口則必須靠既有企業擴張業務或創辦新公司。但是，如果金融市場的運作不好（如我們的金融市場），希望擴張業務的公司往往無法取得資金，而希望創業家則往往得不到創業所需的資本。


  最重要的一點或許是，維持經濟有效運作的責任不應該落在貿易上，應該是制定貨幣和財政政策的聯準會和政府的責任。它們無疑做得不好，但它們的失敗不大可能靠貿易補償。事實上，如果聯準會善盡職責、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而當局對某項貿易協定可以促使就業淨成長的評估是正確的，那聯準會調高利率就可以完全抵銷貿易協定據稱會產生的促進就業作用。


  不誠實從來不是上策。不誠實地推銷貿易協定是美國公共政策史上不光彩的一頁。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和〈自由貿易這場戲〉寫於歐巴馬總統推銷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新貿易協定之際。貿易協定未必能創造就業，實際上可能會摧毀一些工作，而它們的真正影響在其他地方。一個影響是加重美國本來就相當嚴重的不公平。這是我們早就知道的事，但政界不願意提到這一點，而且非常諷刺的是，最強力擁護自由貿易的人，也最不願意支持減輕自由貿易負面影響的政策。


  貿易協定加重不公平的原因很簡單。完全競爭市場是許多倡導全球化的人想像的理想世界，在這個市場中，這種影響很清楚，商品、資本以至勞工都可以自由地跨國流動，既然如此，非技術勞工（或任何生產要素）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價格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美國的非技術勞工工資將與中國或印度的非技術勞工相同，而且工資水準幾乎肯定會比較接近印度和中國的水準，而不是接近美國的水準。現代經濟學的一大洞見是商品和服務貿易可以有效地替代勞工和資本的自由流動，因此中國將勞力密集商品賣給美國，這會提高市場對中國勞工的需求，同時降低對美國勞工的需求，推高中國的工資，同時壓低美國的工資。貿易自由化拉近兩國非技術勞工的工資，而美國勞工的工資降幅很可能大於中國勞工的工資升幅。


  至於這種影響相對於其他加重所得不公平的因素有多重要，經濟學家長期以來都有爭論。不過，近年來是愈來愈有共識，現今的貿易確實可以顯著影響工資和不公平的程度。美國一些生產如今進口自中國的商品的地方，就業和薪資水準確實衰退了。


  不幸的是，我們的貿易協定是不平衡的，它們加重不公平的作用特別強。這些協定的倡導者致力推動商品和服務自由流動之餘，也大力促成資本自由流動。但這是從根本改變勞工的議價條件。如果他們要求像樣的薪資，雇主可以輕易地威脅將工廠遷往海外，因為雇主知道可以自由地遷廠，而且將海外生產的商品賣回本國也不會有障礙，這種情況無疑會壓低工資。


  諷刺的是，許多全球化的倡導者不但提議對那些因為全球化而受害的人完全袖手旁觀，還表示勞工接受的就業保障和公共服務應該減少，他們的理由是：如果我們要保持競爭力，全球化需要這麼做。他們實際上是承認，勞工必須接受全球化帶來的打擊。但是，如果全球化確實對整個國家有利，而對整體勞工而言又將因此受到打擊，這意味著什麼呢？這意味著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將流向頂層，流向企業和它們的股東。


  不過，這兩篇文章指出，協商中的新貿易協定有更惡毒之處，這想必正是相關談判高度保密的一個原因。因為關稅已經降至很低的水準，新協定的關鍵是強化智慧財產權，試圖藉由令學名藥陷入競爭劣勢，推高藥價，同時削弱保護環境、勞工、消費者以至經濟的法規。


  最令人不安的是當局委婉地指稱的「投資條款」（investment provisions），表面看來是要保護財產權。誰能反對呢？但是，當美國在與歐洲的貿易談判中提議加入這種條款時，許多人為之側目。大家清楚看到，這些條款別有意圖，因為歐洲有很好的財產權保護制度，一點也不比美國遜色。如果歐洲的財產權制度有問題，為什麼歐洲人要僅為外資企業糾正問題，而不是替歐洲自己的公司這麼做呢？歐洲也有很好的監理和司法制度。在這種體制下的爭端解決程序行之有年，設計周全，爭議雙方（指企業與國家）均受到妥當的保護，而且程序透明，判決是基於有力的法律先例。這麼好的制度，為什麼會有人想換成祕密進行、沒有足夠的上訴和司法審查機會的仲裁？而且仲裁人往往還在其他相關案件中涉及利益衝突。如果這些貿易協定要求的奇怪司法程序真的比較好，為什麼我們不廣泛應用？如果是這樣，我們是否應該在國會好好討論這件事，由司法部長和兩院的司法委員會帶領商議，而不是美國貿易代表和國會的貿易相關委員會決定？


  這兩篇文章指出，新貿易協定不過是企業利益主導的一種手段，目的是建立一種企業想要的監理制度，而這種制度在公開的民主辯論下必然會被否決。這些貿易協定試圖破壞我們五十年來建立的保護機制，當中甚至包括最近約束金融業過分行為的法規，因為這些協定看來可以限制我們和貿易夥伴國管制金融業的能力。


  智慧財產權法令擴大鴻溝


  這些貿易協定另一組有害的條款與智慧財產權有關。智慧財產權很重要，但如我首次在柯林頓政府任內參與討論烏拉圭回合貿易談判時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我們的貿易協定相關條款並非促進科學進步，而是增加企業的獲利，尤其是製藥和娛樂產業。事實上，當前這些條款真的有妨礙科學進步之虞。


  新貿易協定的智慧財產權條款特別針對學名藥。歐巴馬那麼努力地促使國會通過法案，建立一個比較有效率的醫療體系，降低醫療成本，如今卻推銷幾乎一定會推高藥價的貿易協定，等於抵銷之前努力的成果，這實在是極其諷刺的事。


  在〈智慧財產權如何加重不公平〉中，我繼續討論智慧財產權如何擴大鴻溝。這篇文章集中檢視一個受人注目的案例：一家民營公司試圖為一組與乳癌密切相關的基因註冊專利，藉此迫使想知道是否有罹患乳癌風險的人支付高昂的費用，使用該公司提供的測試法（但其他業者有更好的測試法）。最惡劣的不公平可能是剝奪生命的不公平，而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就是這樣。幸好在這個案例中，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專利無效。令人驚訝的是，即使法院做出這項判決，提供便宜測試服務的公司之後仍遭到控告。


  管制智慧財產權的法律並不是上天賦予的，而是人為制定的。它是一種社會結構，原則上是為了鼓勵創新和知識傳播。但這種法律涉及許多細節，如果細節出問題反而會抑制創新。例如，原則上只有新構想才能註冊專利，這就是為什麼專利法要求註冊專利的東西必須夠新。此外，專利保護是有期限的，在美國是二十年。藥廠會在專利到期前略微改進它們的藥物，嘗試藉此延長獨占力量，這就是所謂的「專利長青」（evergreening）。印度採取強硬立場，拒絕配合藥廠這種只是為了延續專利的做法。〈印度明智的專利決策〉解釋為什麼印度的做法是正確的。此後美國政府一直施壓，要求印度改變政策，希望莫迪（Narendra Modi）領導的親商界新政府會比較願意與美國協商這件事。


  美國的不公平程度（租稅和移轉支付）是已開發國家當中最嚴重的，不過，一些開發中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不公平問題比美國更嚴重。（我將在下一部談到許多國家。）此外，不公平有許多形式（例如財富、所得、醫療和機會的不公平），當中有些對社會的影響特別惡劣。〈消除極端不公平〉是我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系同事、曾任聯合國助理祕書長的多爾（Michael Doyle）合寫，主張當時聯合國討論的永續發展目標應該納入減少極端不公平的目標。新世紀剛開始時，聯合國提出一套「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希望各國能在新世紀前十五年致力達成一些目標，包括在二○一五年底前達到貧窮減半的目標。當年設定這套目標非常成功，超出最熱心倡導者的期望，不但令各國注意到減少所有形式的貧窮是多麼重要，甚至還成功達到目標。


  二○一五年將至之際，各界自然出現共識，認為應該制定一套新目標。不過，對於具體應該納入什麼目標則有許多爭論。因為我認為不公平對經濟和社會都非常不利，尤其是許多國家出現的極端不公平，我自然呼籲新目標要對此著墨。我和多爾教授之所以合寫文章，是因為除了指出不公平的經濟後果之外，我也希望強調不公平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我們希望注意族群之間的不公平。在開發中國家，這種不公平與內部衝突有系統性的關係。美國當然有嚴重的不公平，黑人、西班牙語裔和其他族群之間有很大的差距。令人不安的是，雖然問題在最頂層有些改善，但在中間階層則沒有什麼進展。事實上，大衰退加劇了財富不公平。


  危機也可以是轉機


  倒數第二篇文章是〈危機之後的危機〉，這是因為擔心大家都忙著關注大衰退與之後的影響，以致於對長期惡化的問題無所作為。如果我們不開始處理這些問題，勢必會面臨一連串其他的危機，例如氣候變遷。


  在某個意義上，我們並沒有好好把握危機帶來的機會，我們可以、也應該利用這場危機做一些投資，幫助我們更好地應對氣候變遷的挑戰。如果我們這麼做，經濟衰退就不會那麼嚴重，成長和就業水準也會提高，我們會從危機中找到更好的條件去處理氣候變遷的問題。


  從其他方面來看，危機讓情況變得更糟。不公平問題就是如此，近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顯著加劇，新世紀開始以來尤其如此。因為聯準會和政府致力援助銀行和提振股市，在房市則沒有什麼作為，使得財富不公平程度繼續擴大。[2]


  最後一篇文章〈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是我為《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撰寫的最後一篇文章。它呼應〈不公平是一種選擇〉，旨在概括這一系列文章的中心訊息和見解。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國當前嚴重的不公平並非只是經濟力量造成的結果，經濟力量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嚴重的不公平主要是我們藉由各種政策影響的結果，包括我們的法規、貨幣、租稅和支出政策。事實上，有些國家在稅前與移轉支付前的所得不公平與美國一樣嚴重，甚至更嚴重，但這些容許市場力量造成嚴重不公平的國家藉由租稅和移轉支付，以及提供公共服務，顯著減輕不公平。不過，還有許多國家的所得不公平程度遠低於美國，而且如我先前指出，這些國家的整體經濟表現一點也不比美國遜色。因此，不公平不但並非無可避免，我們還可以藉由某些政策促進繁榮共享。事實上，經濟成果愈是廣泛共享，經濟將愈繁榮。


  
    	見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刊出的「議論空間」（Room for Debate）；我參與了討論，議題是「央行的政策是否應該嘗試抵銷經濟結果的不公平？抑或這個任務應完全交給政治程序？」[image: 返回]


    	有關經濟衰退開始以來財富不公平加劇的情況，請參考聯準會二○一四年十月的消費者財務調查。財富中位數自危機開始以來下跌四○％，從二○○七年的十三萬五千四百美元跌至二○一三年的八萬一千兩百美元（經通膨調整後）。[image: 返回]

  


  政策如何促成經濟大鴻溝[1]


  
    聯準會積極降息，希望刺激投資，但這鼓勵公司投資以機器取代低技術收銀員等資本密集的技術，促成失業型經濟復甦。

  


  美國正處於不公平與經濟衰退的惡性循環中：不公平讓衰退延長，衰退又加重不公平。不幸的是，保守派倡導的緊縮政策將使這兩者都惡化。


  聯準會本月（二○一二年六月）公布的數據彰顯美國不公平加劇的嚴重程度，經濟衰退嚴重損害中低階層的財富和所得。財富中位數短短三年便萎縮近四○％，意味著多數美國人累積二十年的財富毀於一旦。如果一般美國人真的能分享美國過去二十年的表面繁榮，他的財富不但不會停滯或萎縮，而且還會增加約四分之三。


  這些數據在某些方面證實我們已知的事，但還是讓人震驚。我們知道房價大跌，導致數兆美元的房屋市值就此蒸發，這可是多數美國人儲蓄的首要來源。但除非我們明白不公平與經濟表現的關係，不然我們可能會奉行一些令兩者均惡化的政策。


  至少自二十一世紀開始以來，美國在不公平方面表現「傑出」，不公平程度是所有已開發國家當中最高的。數據提醒我們，我們的貨幣、財政和監理政策如何促成這種結果。市場力量產生某個程度的作用，但其他國家也是這樣。結果之所以會如此不同，與政治大有關係。


  大衰退加重了不公平，而這很可能會延長衰退。頂層支出占所得比例低於中低階層，中低階層如今必須花掉全部所得才能生活。像美國近年這種財富和所得從底層向上層的再分配壓低總合需求。美國經濟疲軟，正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小布希總統二○○一和二○○三年的減稅案特別照顧有錢人，而這種政策提振總合需求的作用特別弱，這使得達成充分就業的負擔落在聯準會身上，而聯準會的做法是藉由鬆懈的監理和寬鬆的貨幣政策，創造一場經濟泡沫，誘使底層八○％的美國人過著入不敷出的生活。政策奏效了，但它只是暫時卻不可持續的權宜手段。


  聯準會一貫地未能了解不公平與總體經濟表現的關係。危機爆發前，聯準會忽視不公平問題，關注通膨多過就業。許多流行的總體經濟學模型認為所得分配並不重要。聯準會官員認為市場最好是不受約束，這種觀念阻礙他們對銀行的惡行採取行動。即使聯準會前理事格蘭里奇（Ed Gramlich）在二○○七年的著作中強力指出，當局應有所作為，但聯準會什麼也沒做。美國國會一九九四年授予聯準會管制房貸市場的職權，但聯準會拒絕運用這項權力。危機爆發之後，聯準會積極降息，希望藉此刺激投資，但一如預料徒勞無功，它忽略這種做法會嚴重打擊行為審慎、投資短期政府公債的美國人，以及這些人減少消費對總體經濟的影響。聯準會官員希望降息可以推高股市，進而誘使富裕的股票持有人增加消費。如今持續的低利率鼓勵公司投資資本密集的技術，例如以機器取代低技術收銀員。如此一來，經濟果真復甦時，聯準會可能會促成失業型經濟復甦。


  情況可能還會惡化。一些共和黨人倡導的緊縮政策將導致更高的失業率，而隨著勞工競爭工作，薪資還會下跌。成長放慢意味著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將減少，導致當局削減多數美國人仰賴的服務，例如教師、警察和消防員等工作可能因此減少。學費也可能因此進一步上漲，本月（二○一二年六月）公布的數據顯示，二○○八至二○一○年間，四年制公立大學的平均學費上升一五％，同時期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和財富不增反減。這將導致學貸增加，銀行業者獲利更多，而中低階層的日子也將更加艱難。有些年輕人看到父母背負重債的後果，不願意為了念大學背負沉重的學貸，他們可能因此終身領取微薄的薪水。即使是中間階層，所得也少得可憐，男性勞工經通膨調整的所得中位數如今低於一九六八年。美國提供的機會將進一步減少，而這個國家的機會公平程度目前已經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美國兒童的人生前景甚至比僵化的歐洲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


  如果想要經濟復甦，我們別無選擇，只能仰賴財政政策。幸運的是，設計妥善的財政支出可以同時促進就業、經濟成長和公平程度。增加對教育的投資，尤其是中低階層的教育，從學前教育到裴爾獎學金（Pell Grants，編注：美國聯邦政府對窮學生念大學的資助），將可刺激經濟、增加機會和促進成長。聯邦政府提供資金給銀行業者來幫助房貸餘額超過房屋市值的房貸戶，或是延長對長期求職失敗者的失業救濟，將可減輕受經濟衰退影響的人的負擔，同時促使衰退早日結束。經濟成長增強將帶動稅收成長，改善我們的財政狀況。許多投資是可以回本的。


  相反地，如果我們選擇奉行緊縮政策，我們可能會迎來Ｗ底衰退，尤其如果歐洲的危機加劇的話。即使沒那麼嚴重，經濟衰退至少會延長數年，而且未來的經濟成長將更疲弱。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國家將愈來愈分裂，我們將為不公平日趨嚴重和機會減少付出高昂的經濟代價。我們的民主制度、我們人人有機會、崇尚公平競爭的國家認同，以及我們的社會都將為此付出更大的代價。


  
    	原文How Polic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Great Economic Divide發表於《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2012年6月22日[image: 返回]

  


  為什麼聯準會該由葉倫領導？[1]


  
    葉倫可貢獻的不只是對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的了解，她對勞工市場也別有洞見，因為失業和薪資停滯是目前主要的經濟難題，這一點尤其重要。

  


  應該由誰接任聯準會主席的相關爭論最近變得異常熱烈。我們很幸運，有個非常勝任的候選人：聯準會現任副主席葉倫。不過，有人擔心總統可能會任命另一位候選人桑默斯。三十多年來我曾在政府內外與這兩個人密切合作，或許能提供獨特的看法。


  不過，也許會有人想問：「本專欄通常專注探討美國和世界各地貧富日趨懸殊的問題，為什麼現在要談聯準會主席的人選？」原因很簡單，聯準會的作為與不公平加重大有關係，而且重要性不比其他因素來得低。好消息是，從兩位主要候選人的言論看來，他們似乎都關心不公平問題。壞消息是，其中一位候選人，也就是桑默斯先生，歷年來倡導的政策與中低階層面臨的困境有很大的關係。


  聯準會的職責包括金融監理和總體經濟管理，監理失敗是美國爆發危機的核心原因。桑默斯在柯林頓執政期間擔任財政部官員，支持放寬對銀行業的管制，包括廢除「葛拉斯－史提格爾法案」，而這正是美國爆發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桑默斯一九九九至二○○一年擔任財政部長的重大「成就」就是促使國會通過法案，確保衍生性商品不受管制，此舉最後促成金融市場的崩盤。（巴菲特將衍生性商品稱為「金融界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是正確的。該對這些關鍵的政策失誤負責的人，有些已經承認他們的分析有重大「瑕疵」，而據我所知，桑默斯迄今都沒有承認錯誤。）


  桑默斯是促成金融危機的關鍵


  監理失敗也是之前危機的核心原因。桑默斯一九九○年代任職財政部期間，慫恿一些國家快速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容許資本不受限制地流入和流出，事實上是他堅持要求這些國家這麼做，這與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我是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間的主席）的建議背道而馳，而且是導致亞洲金融危機的首要原因。對亞洲金融危機和二○○八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來說，沒有什麼政策或行動比桑默斯倡導的解除管制政策更該受譴責。


  桑默斯的支持者表示，他的危機管理資歷非常優秀，雖然我們希望未來四年不再有危機，但審慎起見，聯準會最好是由能在關鍵時刻表現傑出的人掌管。沒錯，桑默斯先生確實曾歷經數場危機。但是，真正重要的並非在危機發生時身歷其境，而是在危機管理上展現出良好的判斷，更重要的是有決心採取行動，降低危機再次爆發的可能性。而非採取一些權宜措施，導致危機無可避免地再度爆發。


  就此而言，桑默斯防止危機重演的決心嚴重不足，與他在歷次危機中的行為和判斷一樣有問題。在我看來，無論是亞洲危機還是美國危機，他都低估經濟衰退的嚴重程度。因為經濟預測嚴重失準，當局政策失當也就不令人意外。當年財政部負責管理亞洲危機的人表現令人失望，這已經是非常客氣的說法，他們將經濟轉疲變成經濟衰退，又將衰退變成蕭條。至於負責管理二○○八年危機的人，雖然救了銀行體系，成功防止美國再陷入蕭條，但未能促成強健、全面的經濟復甦。當局未能預見經濟崩潰的嚴重程度，而且在協助房貸債務重整方面表現拙劣，未能恢復流向中小企業的信貸資金，紓困案也處理不當，這一切已充分記錄在案。


  這些問題對關注不公平的人十分重要，原因有四個。首先，危機和當局的處理方式是製造貧窮和不公平的重要因素，這次危機便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財富中位數萎縮四○％，中間階層的所得仍未回到危機之前的水準，而且頂層一％拿走經濟復甦的全部成果，而且還多占一些。受到最大傷害的是一般勞工，他們面臨高失業率，薪資被調降，而且因為政府緊縮財政、公共服務縮減而受到影響，數百萬勞工因此失去房子。歐巴馬政府其實可以大幅加強援助房貸戶，也可以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維持公共服務，例如採取我在危機開始時的提議，讓聯邦政府與州政府、地方政府分享稅收。


  第二，解除管制促使經濟金融化，扭曲我們的經濟。操縱遊戲規則而得利的人因此得到更大的操作空間。如高伯瑞有力地指出，環顧世界各地，膨脹且管制不足的金融業與不公平擴大密切相關。仿效美國解除管制的國家，也出現不公平大幅加重的問題，例如英國。


  第三，解除管制導致的不公平，最有害的一面與金融業的種種過分行為有關，金融業者藉由掠奪式放款、操縱市場、離譜的信用卡作業，以及濫用支付系統的獨占力量，剝削一般美國人以謀取厚利。聯準會有巨大的權力去阻止這些惡行，尤其在美國國會二○一○年通過「陶德－法蘭克法案」之後。但是，聯準會在這方面一再失敗，當局系統性地偏向強化銀行業者的資產負債表，不惜犧牲一般美國人的利益。


  第四，問題不僅在於美國的金融業做了一些不該做的事，業者該做的事也沒做好。直到今天，銀行對中小企業的放款仍然不足。良好的監理將能促使銀行停止投機和操縱市場，回歸發放貸款的核心業務。


  葉倫對勞動市場別有洞見


  無論誰接替柏南克領導聯準會，新任主席都將必須一再做出判斷，決定何時調升或調降利率，因為利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槓桿。


  這種判斷涉及兩個要素，首先是預測，錯誤的預測會導致錯誤的政策。如果對經濟的走向沒有敏銳的感覺，決策者將無法採取適當的政策。葉倫多年來在經濟預測方面表現傑出，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她預測經濟的表現是所有聯準會官員當中最好的。而如我稍早指出，桑默斯預測經濟的表現不甚理想。


  葉倫的傑出表現不應令人意外。當年我在耶魯大學教過她，她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史丹佛、耶魯、麻省理工和牛津大學教學四十七年以來最好的學生之一。她是才智非凡的經濟學家，有塑造共識的強大能力，而且多年來擔任重要公職已經證明自己的秉賦，包括接替我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二○○四至二○一○年擔任舊金山聯邦準備銀行總裁，以及目前的聯準會副主席。


  葉倫不只了解金融市場和貨幣政策，對勞工市場也別有洞見，因為失業和薪資停滯是目前主要的經濟難題，這一點尤其重要。


  聯準會決策的第二個要素是風險評估，如果太用力煞車，可能導致過高的失業率，如果煞車太輕，則可能導致過高的通膨。葉倫不但已經證明有傑出的預測能力，還是個持平的人。有人已經提出一些合理的質疑：「桑默斯與華爾街關係密切，他是否會像金融業者那樣一心關注通膨，而且更關注債券價格，而非關注一般美國人？」央行以往過度重視通膨。事實上，這種一心關注通膨、忽略金融穩定的做法不但促成危機，而且如我在《失控的未來》中指出，這還導致一般勞工的所得占國民所得總額的比例日漸萎縮。


  願意採取行動防止危機發生，以及能夠在危機期間展現良好的判斷力，無疑是選擇下一位聯準會主席的關鍵因素，但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必須考慮。聯準會是一個必須好好管理的大型機構，而葉倫領導舊金山準備銀行期間已經證明她的管理才能。聯準會的決策層是一群很有主見的人，當中有些人比較關注通膨，有些人比較關注失業率，聯準會主席必須有能力在這群人中凝聚共識。我們需要一個懂得聆聽和尊重別人的意見、懂得建立共識的人，而不是一個擅長脅迫別人的人。我擔任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濟政策委員會主席期間，看到葉倫女士如何有效地代表美國，而且廣受敬重。她後來更上一層樓，如今備受世界各地的央行總裁尊敬。她具備聯準會主席應有的判斷力、智慧和莊重。


  最後，聯準會是極其重要的機構，但令人遺憾的是，在葉倫出任副主席之前的多年裡，聯準會未能處理好房市泡沫，而危機爆發後不久的一些表現（例如透明度不足）已經損害外界對它的信心。歐巴馬總統提名的人不能應金融市場的指示行事，甚至不能給人這種印象，這一點非常重要。這個人必須夠清白，不能因為被人指控利益衝突而名聲受損。金融業的「旋轉門」往往與金融監理有關，相關人士難免被指控涉及利益衝突。這個人的認知也不能被華爾街綁架。同時，也必須贏得金融市場的信心，而且必須對市場有深刻的認識。葉倫女士做到了，這本身就是令人欽佩的成就。


  國際貨幣基金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的羅格夫（Kenneth S. Rogoff）在文章裡表示，桑默斯和葉倫都是「公職經驗豐富、才智出眾的學者」。我們或許可以說，美國有兩個這樣的人競逐聯準會主席是很幸運的事。不過，才智只是決定表現的因素之一。價值觀、判斷力和個性也很重要。


  我們很少面臨如此明顯、又如此重大的情況。難怪聯準會主席人選問題激起如此激烈的情緒。葉倫至今做過的每一份工作表現都很出色。我們眼前有兩名候選人，一位對目前面對的經濟問題有重大責任，另一位則有非凡的成就、經驗和判斷力。


  
    	原文Why Janet Yellen, not Larry Summers, Should Lead the Fed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9月6日[image: 返回]

  


  荒唐的美國糧食政策[1]


  
    眾議院提議10年間削減400億美元的食物券補助，並以省下來的錢繼續補助美國少數富有的農夫，這是劫貧濟富的做法。

  


  美國的糧食政策長期以來充斥著令人困惑的荒唐設計。我們每年花在農業補貼數十億美元，當中有很多是補助富裕的商業化農業經營者，幫助他們種植超出我們需求的農作物。這種過度種植壓低農產品的國際價格，損害開發中國家的農夫。在此同時，數百萬美國人處於挨餓狀態，他們靠政府提供食物券，多數受益者每天只能得到比四美元多一點的補助。


  因此，當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要求通過一條會令上述問題惡化的法案時，讓人覺得荒謬得難以置信。國會希望通過擱置已久的農業法案，眾議院共和黨黨團在與參議院協商時，以協助平衡預算的名義，倡導削減對美國最弱勢者微薄的食物券補助，並以省下來的錢繼續補助美國少數富有的農夫。


  眾議院提議十年間削減四百億美元的食物券補助，在此之外，食物券預算在這個月（二○一三年十一月）減少五十億美元，因為二○○九年刺激經濟法案中增加食物券補助已經期滿。在此同時，眾議院的共和黨人似乎樂於提供農業補貼，去年（二○一二年）的補貼耗費政府一百四十九億美元。農業補貼原本是以某個費率每年資助農夫種植某些作物，無論市場有什麼波動。但是共和黨人提議從直接補助改為補貼農作物保險的保費，但是這不大可能替政府省錢。更糟的是，保費補貼與直接補助不同，對接受補助的農夫不設所得限制。


  這種提案完美示範經濟學家所稱的尋租活動如何加大不公平。隨著少數美國人變得極度富有，他們的政治勢力也膨脹到不成比例。小型但有力的利益集團（在本例子中是富裕、採商業化經營的農夫）促成扭曲市場的公共政策，這種政策只對利益集團中的人有利，使他們在國家的經濟大餅中占得較大的一塊。他們分得較大的一塊餅，意味著其他人得到的餅變小了，因為經濟大餅不會因此變大。不過，尋租者通常擅長只從每個人身上多拿一點點，以至人們往往根本察覺不到損失。雖然每個美國人的損失很小，但尋租者得到總利益卻十分巨大，這加重了美國的不公平。


  眾議院共和黨人在農業法案中的荒謬提議是這個過程特別惡劣的一個例子，這是劫貧濟富的做法，從最貧窮的美國人身上拿走維持基本生存所需的錢，送給不應該得到資助的一小群有錢人，換取後者的競選捐款和政治支持。這種做法在經濟上是無法辯解的，它實際上會扭曲經濟，因為它鼓勵一些我們不需要的生產活動，而且會縮減最窮一群人的消費。在道德上一樣無法辯解，它實際上會令數百萬美國人的日常生活變成更悲慘和不穩定。


  農業補貼不再是濟貧措施


  農業補貼在一九三三年推出時，超過四○％的美國人住在農村，這在當時是非常合理的政策，大蕭條的前三年裡，美國農業所得下跌約一半，農業補貼其實是種濟貧措施。


  農業補貼的效用如今已截然不同。美國環境工作組織（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的資料顯示，一九九五至二○一二年間，一％的農場每家獲得約一百五十萬美元補助，占所有補助款逾四分之一。約四分之三的補貼流向僅一○％的農場，它們平均每年獲得超過三萬美元，約為去年（二○一二年）食物券受惠者人均得到的二十倍補助左右。（聯邦政府的食物券方案正式名稱為「營養補給協助計劃」。）


  如今食物券是美國濟貧措施的主要支柱之一。二○一一年約四千五百萬美國人領取食物券，當中超過八○％的家庭總所得低於貧窮線。（領取食物券的人口此後增加至近四千八百萬。）即使獲得這種援助，許多人一年中還是會有三餐不繼的時候。


  食物券和農業補貼歷來是連在一起的。它們看起來或許是奇怪的「一對」，但這是有道理的。糧食經濟問題涉及生產和消費兩方面，必須兼顧。一國的糧食供給充裕，不代表國民一定不會挨餓，這是明確的經濟事實，而我們對有錢人的農業補貼和對窮人的食物補助嚴重失衡，便是這個事實的明證，但共和黨人的提案還直接加重這種失衡。


  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沈恩（Amartya Sen）也提醒我們，饑荒會發生，未必是因為糧食不足，可能是因為糧食未能送到需要的人手上。一九四三年的孟加拉饑荒，以及早一百年的愛爾蘭馬鈴薯饑荒都是這樣，當年愛爾蘭控制在英國人手上，即使國民死於飢餓，仍在出口糧食。


  類似的情況如今正在美國發生。美國農夫的生產效率達到世界頂尖水準，美國是玉米和大豆的最大生產國和出口國，而這只是其中兩種大宗作物。但是，數百萬美國人仍必須忍受飢餓之苦，而且如果不是政府藉由關鍵措施提供糧食救濟，還會多出數千萬美國人挨餓，如今共和黨人正試圖削減這種援助。


  美國的糧食政策還有額外的諷刺之處，國家鼓勵過度生產，但不關心農產品的品質和多樣性。例如因為政府大量補助農夫種植玉米，使得許多對健康有害的食物相對便宜。因此，飲食預算緊俏的人往往選擇廉價但不健康的食物。這正是如此富裕的美國，卻有不成比例的人口瀕臨飢餓，而且肥胖率高居世界前列，第二型糖尿病也相當普遍的原因，尤其貧窮的美國人特別容易過胖。


  食物券計劃幫助四百萬人脫貧


  數年前我到訪印度，這個十二億人口的國家有數千萬的人經常挨餓。有一天報紙頭版大標是每七個美國人就有一個面臨三餐不繼的問題，因為他們負擔不起基本的生活所需。那一天和之後一星期，我遇到的印度朋友都對這則新聞感到困惑，全球最富有的大國，怎麼還有人要挨餓？


  他們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富裕國家的國民挨餓是可以避免的。我的印度朋友不了解的是，為什麼會有一五％的美國人與二二％的美國兒童過著貧困的生活。全職工作的美國人如果一年工作兩千零八十個小時，而且領時薪七．二五美元的最低工資，年收入約為一萬五千美元，遠比四人家庭的貧窮線（二○一二年為兩萬三千四百九十二美元）還低，甚至低於三人家庭的貧窮線。


  這種殘忍的情況是華府的政治決策造成的，這種決策促成一個經濟體系，低教育程度的人必須非常努力的工作，才能維持貧窮的生活。


  美國不應該是這樣的國家。小羅斯福總統在一九四一年著名的「四種自由」演講中，宣稱所有美國人都應該擁有基本經濟人權，包括「免於匱乏的自由」。這些理念後來獲得國際社會接受，納入「世界人權宣言」，其中還提到人類有獲得足夠食物的權利。但是，雖然美國在國際上倡導這些基本的經濟人權，對促使國際社會接受這些理念發揮重大作用，美國在國內維護這些基本人權的表現一直令人失望。


  既然貧窮率這麼高，數百萬美國人尋求政府幫助，滿足基本生活所需，當然也就不令人意外。而且在最近的大衰退以來，這樣的人數大幅增加。二○○七至二○一三年間，領取食物券的美國人增加逾八○％。


  有些人認為這些美國人多數只是「技術性定義」下的窮人，他們不了解這些人多麼需要援助。例如在二○一二年，五個領取食物券的人就有兩個人非常貧窮，他們的總收入不到貧窮線的一半。他們得到補助非常少，每人每天僅為四．三九美元，這根本不夠滿足他們的基本所需，但這對受助人仍有極大的幫助：預算與優先政策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估計，食物券計劃二○一○年幫助四百萬美國人脫貧。


  既有方案不足以對抗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問題，而且大衰退導致貧窮人口大增，可能會讓人認為政治領袖的自然反應是擴大救濟規模，加強保障底層民眾的糧食安全。但是，眾議院共和黨團的成員卻別有見解，他們似乎想把問題歸咎於受害者。但是，美國許多窮人是因為公共教育不足而缺乏市場需要的技能，許多人努力求職仍然失敗，因為經濟體系陷於停滯狀態，幾乎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想找全職工作卻找不到。共和黨人的提案不但不能減輕問題，還會導致貧窮和不公平惡化。


  消減食物券預算使不公平加劇


  共和黨的提案若付諸實行，產生的災難性影響甚至將殃及其他國家。


  美國維持豐厚的農業補貼，加上削減食物券預算，將會加重全球的貧窮和飢餓問題，這是因為隨著美國的糧食消費縮減和生產增加，糧食出口必將增加。出口增加將壓低國際價格，傷害世界各地的貧窮農夫。世界貧窮人口約七○％住在農村，絕大多數是開發中國家的人，而農業是他們的主要生計。


  眾議院共和黨的方案若付諸實踐，我們的經濟將受到幾個方面的影響。首先是貧窮家庭因為援助減少而損害經濟成長。更有害的影響是加重不公平，而且不只是因為富有的農夫獲得資助與窮人的補助遭到削減。營養不良的兒童，無論是因為飢餓還是飲食問題而生病，在學業上的表現往往較差。


  削減食物券預算會促使不公平持續，而且鞏固機會不公平，這是不公平最惡劣的形式。如我之前在本系列文章指出，談到機會，美國的表現差得驚人。我們正在危害國家的前途，因為機會不公平將使許多底層民眾未能充分發揮潛力，他們本來可以對美國的繁榮有更大的貢獻。


  由此可見，共和黨以國家前途，尤其是擔心政府債台高築禍延子孫的說法支持糧食政策，既不誠實，還非常犬儒。減債迷信的學術基礎已經被拆穿了，哈佛經濟學家萊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羅格夫的研究顯示，公債對GDP的比率超過九○％很可能導致經濟成長放緩，但已經有人指出相關研究的種種問題。此外，共和黨的提案顯然將以各種方式傷害美國的兒童和其他國家。


  這種提案若成為法律，將是美國的道德敗壞和經濟失敗。


  
    	原文The Insanity of Our Food Policy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11月16日[image: 返回]

  


  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1]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

  


  貿易協定是個讓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每個人都該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定如果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會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定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工作」。目前正在協商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十二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二○一○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祕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定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定，不能修訂內容。


  此事引發激烈爭議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定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這個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定，證明不公平對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定只是呈現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跨國企業恣意妄為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定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定不太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優勢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工作會消失，但也有新工作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定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大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因為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其實有理由存在。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定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只是單純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當TPP這樣的協定管制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恣意妄為，如美國一九七○年制定「潔淨空氣法」（Clean Air Act）和一九七二制定「淨水法」（Clean Water Act）之前，以及最近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每個地方的企業都會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於增加獲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定能促進貿易並提高企業獲利，但也將製造出大輸家，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壓迫開發中國家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祕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政府貿易部門都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當談判祕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定產生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就足以引發重大爭議，尤其我們只知道的一些內容就讓人不快。它最惡劣的一個地方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法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只針對政府不公平沒收企業財產的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獲利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已經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烏拉圭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企業獲利，違反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定有點像是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定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定付出高昂代價，而貿易協定能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是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美國也可能受害。美國企業可能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有證據顯示，企業選擇資金配置時，會考慮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專利制度理論上應該審慎在保護智慧財產權和促進知識流通間達成平衡。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企業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定提供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衍生性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如經濟大衰退的嚴重危機。


  失業問題加重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定，包括許多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能支持這種協定，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一個核心信念。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得到的，這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根本忽略換工作的風險。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之所以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如目前的美國），這種假設就脫離了現實。


  現今有兩千萬美國人希望有全職工作但找不到。數百萬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承擔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沒有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受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壓低薪資。


  我們的經濟為何不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運作，這個問題值得探討，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定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美國經濟表現差勁的一個原因是管理全球化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知道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議價能力變弱。美國全職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位數如今比四十年前還低，這個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舊的自由貿易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一定要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貿易協定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並減少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定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或是長期來看，多數勞工可以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定的程序和理論已經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只在美國興盛，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經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給我們一點喘息空間。認為貿易協定犧牲九九％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的設計，也就是廣義而言的全球化，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現今嚴重的不公平，以及近三十年來不公平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政策、方案和法規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已經強調抑制不公平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規都應該從會怎麼影響不公平程度這個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定對促成不公平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甚至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也不是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這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下滲式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定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低層就更不用說了。


  
    	原文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4年3月15日[image: 返回]

  


  自由貿易這場戲[1]


  
    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分別與歐洲和太平洋國家協商建立自由貿易區，並不是為了建立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而是要建立管控型貿易體制，為特殊利益集團服務。

  


  世界貿易組織（WTO）近十二年前啟動全球貿易的「杜哈發展回合」談判，但至今毫無成果。即使如此，另一輪談判已經展開。不過，這次談判不是為了達成全球多邊協定，而是希望締結兩份大型區域協定，一份協定跨太平洋，一份協定跨大西洋。這兩份協定的談判會比較成功嗎？


  杜哈回合談判受挫是因為美國拒絕取消農業補貼。談判要有進展，這是必要的條件，因為開發中國家七○％的人直接或間接仰賴農業。美國的立場真的十分嚇人，世界貿易組織已經裁定美國對不到兩萬五千名富裕棉農的棉花補貼是非法的，而美國對此的反應是賄賂申訴國巴西，阻止該國採取進一步的行動。美國的做法打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和印度數百萬貧窮棉農，因為美國對富農的補貼壓低了棉價。


  鑒於這幾年來的這種事例，我們似乎可以清楚看到，美國分別與歐洲和太平洋國家（不包括中國）協商建立自由貿易區，並不是為了建立真正的自由貿易體系，而是以建立管控型貿易體制為目標，為長期以來主導西方國家貿易政策的特殊利益集團服務。


  我們希望參與談判的人能銘記幾個基本原則。首先，所有貿易協定都必須對稱。例如美國若在TPP中要求日本取消對稻米的補貼，美國也必須相應取消一些農產品（與農業用水）補貼，不只是對稻米的補貼（這對美國相對不重要），還必須包括對其他農產品的補貼。


  第二，貿易協定絕不能將商業利益置於廣泛的國家利益之上，尤其是在處理非貿易相關議題的時候，如金融監理和智慧財產權。舉個例子，美國與智利的貿易協定妨礙智利運用資本管制的手段，儘管國際貨幣基金如今承認，資本管制可以是總體審慎政策（macro-prudential policy）的重要手段。


  其他貿易協定也堅持要求金融自由化和解除金融管制，儘管二○○八年的危機已經給我們教訓：缺乏良好的管制可能破壞經濟繁榮。對美國貿易代表署有重大影響力的美國製藥業，已經將失衡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這個制度特意刁難學名藥，將賺錢置於救人之上。如今連美國最高法院也表示，美國專利局允許申請人註冊基因專利是做過頭了。


  最後，各方必須有決心維持透明度，但參與這些貿易談判的人必須有心理準備，美國決心保持神祕。美國貿易代表署甚至不願意向國會議員透露談判立場，而基於外洩的資料，我們不難理解此中原因。美國國會在之前的貿易協定中（例如與祕魯的協定）納入一些重要原則（例如保護學名藥的供給），而如今美國貿易代表署在相關問題上看來是倒退了。


  TPP還有一個令人擔心的問題，亞洲已經發展出一條有效率的供應鏈，從原料到成品的製造過程中，商品可以輕易地從一國流到另一國，如果TPP一直將中國排除在外，它可能會干擾這個體系的運作。


  因為關稅已經非常低，談判代表主要關注在非關稅貿易障礙，如法規障礙。但是，代表企業利益的美國貿易代表署幾乎一定會爭取各國奉行最低的共同標準，而不是敦促各國共同提高標準。舉個例子，許多國家在租稅和法規上排斥大型汽車，不是因為歧視美國汽車，而是擔心汙染和能源效率問題。


  稍早間接提到一個更普遍的問題是貿易協定往往把商業利益置於其他價值之上，例如追求健康的生活和保護環境。法國就希望貿易協定中有「文化例外」條款，以便政府繼續支持法國電影，全世界都會因此受益。類似的廣義價值不應該拿來談判。


  事實上，諷刺的是，這種補貼的社會效益極大，而成本卻微不足道。真的有人相信法國的藝術電影會嚴重威脅好萊塢的暑假大片嗎？但好萊塢的貪婪是無止境的，而美國的貿易談判代表是冷酷無情的。正因如此，這種問題根本不應該擺上談判桌，否則利益集團將無所不用其極地施壓，以致最終協定大有可能為了商業利益而犧牲基本價值觀。


  如果談判代表能建立真正的自由貿易體制，把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一般民眾的意見至少能像企業說客那樣受重視，我或許可以樂觀預期貿易協定能促進經濟和社會福祉，但現實是我們的管控型貿易體制把企業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且談判過程既不民主也不透明。


  這種貿易談判達成的協定對一般美國人有利的可能性非常低。至於其他國家的一般民眾，前景是更加悲觀。


  
    	原文The Free-Trade Charade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3年7月4日[image: 返回]

  


  智慧財產權如何加重不公平[1]


  
    最高法院帶給我們的好消息是：在美國，基因不可以註冊專利。這送給美國人一份比金錢更寶貴的禮物，那就是活下去的權利。

  


  在對抗不公平的戰爭中，我們已經非常習慣聽到壞消息，以至於一旦出現一點好消息，我們就會大吃一驚。美國最高法院才確認憲法賦予有錢人和企業收買選舉的權利，誰會期望最高法院帶給我們好消息呢？但是，最高法院在剛結束的庭期中，送給美國人一份比金錢更寶貴的禮物：活下去的權利。


  這個案件是分子病理學協會對麥利亞德基因科技公司的訴訟（Association for Molecular Pathology v. Myriad Genetics）的訴訟，乍看像是涉及科學的奧祕。最高法院法官一致裁定，人類基因不可以註冊專利，但在實驗室裡創造出來的人造DNA則可以。不過，這項判決涉及的利害關係和議題遠比一般人理解的重大。此案是兩個陣營之爭：一方希望將健康私有化，成為一項特權，愈有錢的人可以享有愈多健康；另一方則認為健康是所有人應該享有的權利，是公平的社會和運作良好經濟的關鍵要素。在更深的層面，此案涉及不公平如何塑造我們的政治、法律體制和民眾健康。


  三星與蘋果也在美國的法院就專利問題互告得難分難解，而法院雖然假裝公正持平，看來卻是一貫地偏袒本國公司。但這個基因專利訴訟不同，意義超越企業巨人之間的鬥爭。我們可以從中看到對不公平有害的深遠影響、戰勝自私的企業行為有何意義，以及同樣重要的，我們為什麼仍有可能輸掉這種戰爭。


  當然，法院和訴訟雙方的論點和決定中並沒有這樣呈現議題。猶他州的麥利亞德基因科技公司發現BRCA1和BRCA2這兩個人類基因如果發生突變，會令女性比較容易罹患乳癌，這對乳癌的預防和及早檢測是關鍵知識。該公司成功替這兩個基因註冊專利。「擁有」這些基因使它有權阻止其他公司提供檢測服務。此案看來要處理技術性的核心問題：自然存在的單獨基因可以註冊專利嗎？


  但是，麥利亞德的專利在現實中有重大的惡劣影響，因為它們人為地大幅推高相關基因檢測的價格。基因檢測其實是可以很便宜，一個人花一千美元左右就可以為自己的兩萬個基因定序，針對各種具體病症做基因檢測當然是便宜得多。但是，麥利亞德僅檢測兩個基因就收費將近四千美元。科學家表示，麥利亞德的檢測法根本沒有什麼特別或優越之處，它只是仰賴專利與其他公司無法取得的資料。


  此案的原告是一群大學、研究人員和病人權益的倡導者，以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公共專利基金會（Public Patent Foundation）為代表。最高法院宣布原告勝訴後數小時，其他實驗室很快宣布開始提供乳癌基因檢測。這凸顯一個事實：麥利亞德的「創新」在於辨識出既有的基因，而不是開發檢測方法。不過，麥利亞德並未就此放棄抗爭，它在這個月（二○一三年七月）提起兩宗訴訟，試圖阻止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兩家公司提供檢測，理由是侵犯麥利亞德擁有的其他專利。


  麥利亞德竭盡所能地阻止其他公司加入乳癌基因檢測市場，此事並不令人意外，畢竟法院宣布敗訴之後，公司股價重挫三○％，後來雖然有反彈，但相對於敗訴之前仍下跌近二○％。它曾經擁有這些基因，不希望別人侵犯它的產權。一如多數公司，麥利亞德取得那些專利看來是為了盡可能多賺錢，而不是為了救人。如果志在救人，它可以提供較便宜的檢測服務，並鼓勵其他公司開發更好、更準確和便宜的檢測方法，而且真的會這麼做。麥利亞德的專利使它得以收取獨占定價，並提供排他型服務，而它一如預料地大力宣稱，這些專利是提供未來研究誘因的必要制度。但是，當乳癌病人受到的重大打擊清楚呈現出來後，它仍堅決維護它的獨占權，此時宣稱專利是為了維護公益的說辭顯得毫無說服力。


  醫藥業向來宣稱，如果沒有專利保護，業者不會有誘因從事研發，而這將損害所有人的利益。我為法院提供專家證詞，解釋為什麼醫藥業的說法是錯誤的，以及為什麼麥利亞德擁有這類專利實際上會妨礙創新，而非促進創新。有一些團體，例如美國退休者協會（AARP）也提交法庭之友意見書（amicus briefs）支持原告，指出麥利亞德的專利妨礙病人尋求第二意見和確認檢測。麥利亞德最近承諾不會阻撓這種檢測，可是它卻同時控告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侵犯專利。


  麥利亞德拒絕為法案中的兩名婦女提供檢測，而據原告的說法，因為Medicaid醫療補助的申報金額太低。其他婦女在經過一輪的麥利亞德檢測後，就必須在資訊嚴重不完整下，做出是否切除一個或兩個乳房，或切除卵巢的痛苦決定。這可能是因為她們負擔不起麥利亞德的額外BRCA突變檢測（國家指引指明必須提供給病人資料，而麥利亞德要額外收費七百美元），或是麥利亞德的專利妨礙她們尋求第二意見。


  最高法院帶給我們的好消息是：在美國，基因不可以註冊專利。某個意義上其實是還給婦女本已擁有的東西。這有兩大實際意義，一是各業者如今可以相互競爭，開發更好、更準確和比較便宜的基因檢測方法，我們可以再度藉由市場競爭促進創新；二是貧窮的婦女可以有比較公平的機會克服乳癌，繼續活下去。


  儘管這個勝利對美國人很重要，它最終只是全球智慧財產權體制的冰山一角，而這主要是企業利益的塑造。美國藉由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雙邊或多邊貿易協定，致力將智慧財產權制度強加在其他國家身上，現在的TPP談判就是這樣。貿易協定應該是重要的外交手段，藉由較緊密的貿易關係造就其他較緊密的關係。但是，美國貿易代表署實際上往往是在遊說其他國家接受企業獲利比人命更重要的理念，這會損害美國的國際地位，加深美國人粗魯勢利的刻板印象。


  不過，經濟勢力往往會蓋過道德價值觀。美國的企業利益在許多智慧財產權爭議中勝出，我們的政策因此加重其他國家的不公平。多數國家的情況就如美國，窮人的性命在企業獲利的祭壇上被犧牲掉了。而即使政府願意以負擔得起的價格提供像麥利亞德的檢測也要付出代價，當政府為醫療檢測支付獨占定價，意味著可以用來救人的其他醫療經費可能因此減少。


  尋租盛行，減少創新


  麥利亞德的案子彰顯《不公平的代價》提出的三個關鍵訊息。首先我指出，社會不公平並非只是經濟學定律造成的，藉由政治運作塑造我們的經濟也是關鍵因素，包括法律制度的各方面。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不必要地加重最嚴重的一種不公平：生存權不應該以付得起錢為前提。


  第二，我們的經濟體制中最邪惡的不公平是「尋租」造成的，這些人操縱社會或政治情況，從經濟大餅中分得較大的一塊，而非幫助把餅做大。他們謀得厚利，但也加重不公平。劫貧濟富是最邪惡的財富掠奪。麥利亞德藉由高昂的檢測收費產生獲利，對經濟產出規模和活力毫無貢獻，同時還損害那些負擔不起的人的福祉，符合這兩個條件。


  所有醫療保險保戶都必須為麥利亞德的獲利付出代價，必須用調高的保費來支付費用，而沒有醫療保險的數百萬中產階級如果選擇接受麥利亞德的檢測，就必須支付獨占定價。但是，付出最大代價的是沒有醫療保險的底層人士，他們負擔不起這種檢測，因此必須承受較高的早逝風險。


  倡導嚴格保護智慧財產權的人表示，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只有這樣，未來才會出現拯救生命的種種創新。這是一種取捨，藉由犧牲目前少數貧窮婦女的性命，換取未來更多婦女獲救。但這種說法在許多方面是錯誤的，在這個案子中更是錯得離譜，因為那兩個基因大有可能很快地在全球合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Human Genome Project）中分離出來（麥利亞德會用「發現」這個詞）。此外，基因研究者指出，基因專利其實妨礙其他公司開發更好的檢測法，阻礙科學進步。所有知識都是基於之前的知識，如果較難取得之前的知識就會阻礙創新。一如所有科學發現，麥利亞德也利用其他人發展出來的技術和構想，如果這些知識並非公開可得，麥利亞德將無法發現那些基因。


  由此就講到《不公平的代價》的第三個主題。我在書中強調，不公平不但在道德上令人反感，還會造成重大代價。如果管制智慧財產權的法律制度設計不當，它會促進尋租。我們的制度正是設計不當，儘管最高法院最近的一些判決與這次判決有所改善，但尋租盛行的結果是創新減少和不公平加劇。


  事實上，上個月（二○一三年六月）去世、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史學家福格爾（Robert W. Fogel）有一個重要洞見，十九世紀以來的強勁經濟成長，很大程度是拜健康改善和科技進步的綜效所賜。因此，如果智慧財產權制度產生獨占租金、阻礙人們獲得醫療服務，不但會加重不公平，還會損害經濟成長。


  我們可以選擇不同的制度。智慧財產權的倡導者過度強調這種產權對促進創新的作用，大部分關鍵的創新，從電腦背後的基本概念到電晶體、雷射以至DNA的發現，全都不是金錢利益驅動的結果，這些創新是出於人類對知識的追求。當然，我們必須為這種追求提供必要的資源。但是，專利制度只是其中一種方法，而且往往不是最好的方法。我們還可以靠政府和慈善基金會資助研究，也可以建立獎勵制度，獎勵在知識上有新發現的人，然後將新知識公開，利用市場力量去發揮效益。這些做法有重大好處，而且不會像目前的智慧財產權制度那樣加重不公平。


  麥利亞德試圖為人類基因註冊專利，這是醫療不公平最惡劣的一種表現，也是美國經濟不公平最惡劣的一種表現。最高法院的判決維護我們珍惜的權利和價值觀，值得我們欣慰，但這不過是爭取社會和經濟更加公平的過程中，贏得的一場小勝仗。


  
    	原文How Intellectual Property Reinforces Inequality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7月14日[image: 返回]

  


  印度明智的專利決策[1]


  
    印度最高法院拒絕維護諾華藥廠暢銷抗癌藥的專利，這個決定確保智慧財產權制度能同時促進創新和國民健康。

  


  印度最高法院拒絕維護瑞士藥廠巨擘諾華（Novartis）暢銷抗癌藥基利克（Gleevec）的專利，這對印度眾多癌症患者無疑是好消息。如果其他開發中國家追隨印度的做法，這對它們也是好消息，因為它們可以有更多錢滿足其他需求，例如對抗愛滋病、提供教育，或是做一些促進經濟成長和減少貧窮的投資。


  但是，印度法院的判決也意味著大型跨國藥廠的收入將減少，這些藥廠和它們的說客有過度的反應也就不令人意外。他們宣稱，法院的判決摧毀創新的誘因，而且嚴重打擊全球公共衛生。


  這些說法誇張得離譜，無論就經濟或社會政策而言，印度法院的決定都是明智的。此外，這只是糾正全球智慧財產權制度嚴重偏袒藥廠的利益、不惜犧牲社會福祉的局部努力。事實上，愈來愈多經濟學家有個共識：當前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實際上會阻礙創新。


  長期以來認為，嚴格保護智慧財產權對社會福祉的影響是不明確的。獨占力量的承諾確實可以鼓勵創新（不過，最重要的一些發現往往發生在大學或政府資助的實驗室裡，例如DNA，其實仰賴其他誘因）。但是，這有巨大的代價，像是消費者必須支付較高的價格、知識流通受阻妨礙進一步的創新，而且救命的藥物十分昂貴，負擔不起的人因此不必要地早逝。


  上述每一個因素應該受到多大的重視，視環境和政策重心而定，各國在不同時期各有偏重。先進工業國家在早期發展階段採行不嚴格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政策，而且顯然比目前西方國家要求開發中國家提供的保護還弱，並因此享受到較快的經濟成長和較大的社會福祉。即使在美國，人們也愈來愈擔心所謂的箝制型專利（hold-up patents）、模仿型專利（me-too patents），以及在某些領域，因為專利錯綜複雜，任何創新都可能因為涉及別人的專利而產生糾紛的「專利叢林」（patent thicket），導致研發資源未能用在最有益的用途上。


  印度僅占全球醫藥市場一％至二％，但長期以來是藥廠擴張全球智慧財產權的激烈戰場，因為印度有活躍的學名藥產業，而且印度政府願意在國內外挑戰專利條款。


  印度在一九七二年撤銷醫藥專利保護，大大促進必要藥物的供給，帶動國內製藥業成長，建立全球競爭力，常獲譽為「開發中世界的藥房」。舉個例子，Cipla等印度學名藥製造商生產抗反轉錄病毒藥物，使得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救命的愛滋病治療成本降至十年前的一％。


  這個對全球很有價值的產業建立在一個實際上幾乎完全不保護醫藥專利的制度上。但是，印度如今受世界貿易組織的TRIPS管制，TRIPS是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印度因此修訂相關的專利法律，導致開發中國家普遍擔心沒有負擔得起的藥物。


  事實上，基利克的案子只是西方製藥業者的一次小挫折。最近二十年來，在企業說客的努力下，各國調和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法規，建立遠比以前嚴格、而且可在全球執行的智慧財產權制度。因此，西方藥廠受到層層保護，使多數開發中國家很難挑戰它們，這些國家履行全球義務，卻往往與保護本國民眾生命和健康的責任產生衝突。


  印度最高法院指出，修訂之後的專利法仍然比美國和其他國家重視社會目標，就是申請專利的內容必須夠新，而且並非顯而易見，但印度專利法有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在醫藥專利方面），而且不允許既有專利「長青」（也就是在專利到期前略為修改內容，以求專利永續）。法院因此確認印度的首要義務是保護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法院的判決也彰顯一個重要的事實：TRIPS雖然有嚴重局限，但確實有一些（各國極少使用的）防衛條款，賦予開發中國家某個程度上限制專利保護的彈性。這正是為什麼製藥業、美國和其他利益集團一直努力推動附加協定，擴大和加強保護智慧財產權。


  這種附加協定會提出諸多要求，例如限制反對專利申請；禁止各國監理機關在專利到期前核准學名藥；維護資料專屬權（data exclusivity），因此延後生技學名藥的審核；以及要求新的保護方式，例如執行反仿冒措施。


  有人說，印度最高法院的判決損害財產權，這個說法有個奇怪的內在矛盾。運作良好的財產權制度非常仰賴執行相關法規的獨立司法制度。印度最高法院已經證明它是獨立的，會忠實地解釋法律，而且不會輕易屈服於全球企業利益。如今印度政府應該利用TRIPS的防衛條款，確保智慧財產權制度能同時促進創新和國民健康。


  國際上愈來愈多人認識到，我們需要一個比較平衡的智慧財產權制度。但是力圖鞏固自身利益的製藥業一直反其道而行，希望得到更有力的保護。正在協商TPP的國家，以及正考慮與美國或歐洲締結雙邊「夥伴協定」的國家，必須明白這是西方國家的一個隱藏意圖。西方國家推銷的「自由貿易協定」包含智慧財產權條款，可能扼殺平價藥物的供給，顯著打擊經濟成長和國家發展。


  
    	原文India's Patently Wise Decision與賈亞達夫（Arjun Jayadev）合撰，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3年4月8日[image: 返回]

  


  消除極端不公平[1]


  
    我們提議，國際社會在修訂和更新千禧年發展目標時，新增「第九目標」：每個國家均在國內杜絕極端的不公平。

  


  在二○○○年九月的聯合國千禧年高峰會上，聯合國成員做了一件戲劇性的事：它們把人放在聯合國議程的中心，而不是國家。與會的世界領袖在「千禧年宣言」中，藉著發展、環境、人權、保護弱勢、非洲的特別需求，以及聯合國的體制改革，擬定一組廣泛的目標，希望能藉此達到和平。宣言中的發展相關目標法條在二○○一年夏天公布，也就是如今眾所周知、希望能在二○一五年之前達成的八個「千禧年發展目標」，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這八個千禧年目標分別為：


  一、消滅極端貧窮和飢餓。[2]


  
    	每天生活費不到一美元，以及挨餓的人口比例均減半。

  


  二、初等教育全面普及。


  
    	確保所有男孩和女孩均能完成初等教育。

  


  三、促進性別公平並賦權給女性。


  
    	最好在二○○五年前消除中小學教育中的性別差異，並在二○一五年前消除所有各級教育中的性別差異。

  


  四、降低兒童死亡率。


  
    	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降低三分之二。

  


  五、改善產婦健康。


  
    	降低四分之三的分娩死亡率。

  


  六、對抗愛滋病、瘧疾和其他疾病。


  
    	遏止愛滋病的傳播並扭轉局面，控制並降低瘧疾和其他重大疾病的發病率。

  


  七、確保環境的永續性。


  
    	將永續發展原則融入國家的政策和計劃，並扭轉環境資源的流失。


    	二○一五年之前，把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的人口比例減半。


    	二○二○年之前，顯著改善至少一億貧民區居民的生活。

  


  八、全球合作促進發展。


  
    	進一步發展一個開放的貿易和金融體系，在國家和國際層面抱持達成良好治理、促進發展和減少貧窮的決心。


    	照顧低度開發國家、內陸國家和小島開發中國家的特殊需要。


    	全面處理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


    	為青年創造體面和有益的工作。


    	與藥廠合作，為開發中國家提供負擔得起的必要藥物。


    	與民間部門合作，使人們得以享受到新科技的好處，尤其是資通訊科技。

  


  如當年聯合國祕書長安南（Kofi Annan）後來的說法，千禧年發展目標是個了不起的國際協調。它們為彼此競爭的發展機構建立共同努力的基礎，促使國際組織和各國政府採取聯合行動，並使各國民眾藉此堅持要求政府以宣稱代表的「人民」為施政核心。簡而言之，千禧年發展目標改變世界領袖的議程。


  經過十四年後，千禧年目標的達成情況好壞不一。有些目標從全球的角度來看是達成了，例如極端貧窮人口比例減半。但沒有一個目標是所有國家全部達到的。還有一些目標在二○一五年前估計無法達成，例如初等教育的全面普及。


  雖然達成這些目標是重大成就，但整體而言這並不是人類發展的完整或全面目標。這些目標受限於聯合國成員二○○○年的共識範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們缺乏公平發展的願景。目前國際社會正考慮設定一套在千禧年目標後適用的目標，我們應把握機會處理這個缺點，除了原本的八個目標外，加入「消滅極端不公平」的目標。


  不公平問題為何重要


  每個國家均有獨特的政治經濟體制，這個體制決定不公平的程度和影響，因此每個國家的情況都需要個別評估。各國的不公平程度和性質顯著有別，證明不公平並非僅由經濟力量決定，還取決於政治和政策。


  我們的目標並非完全公平，某些經濟不公平對經濟成長可能是有益的，還有一些不公平不值得我們處理，因為這麼做會侵犯我們珍惜的自由權利。雖然不公平確切從什麼程度開始變得有害可能因國家而異，但不公平一旦變得極端，有害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影響便會變得很明顯。極端的不公平往往妨礙經濟成長，並損害政治公平和社會穩定。因為不公平會在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累積影響，這三方面的問題既需要個別檢視，也需要綜合分析。以下先講減少極端不公平的經濟理由，再談政治和社會理由。


  經濟理由


  經濟學家即使哲學觀差異很大，往往也同意所得和財富不公平會產生有害的經濟影響。不公平加劇，所得分配不成比例地偏向頂層，會削弱總合需求（有錢人支出占所得的比例往往低於窮人），進而使經濟成長變緩。當局嘗試以貨幣政策抵銷這種影響，可能造成信貸泡沫，進而危及經濟穩定，這正是不公平往往與經濟動盪有關的原因。就此而言，不公平在二○○八年的大衰退和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之前達到很高的水準並不令人意外。國際貨幣基金最近的研究也顯示，嚴重不公平與經濟成長週期較短有關。


  我們在世界各地觀察到的不公平，有很多與尋租有關（例如運用某種獨占力量），而這種不公平明顯損害經濟效率。不過，不公平更壞的一面是機會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既是不公平產生的原因，也是造成不公平的結果，而且會損害經濟效率和社會發展，導致許多人未能充分發揮潛力。嚴重不公平的國家對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等公共財的投資往往比較少，這對長期經濟繁榮和成長都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減少不公平對經濟和社會有明顯的好處，這可以使人們更加相信社會是公平的，因此可以改善社會凝聚力和流動性，使更多公民充分發揮潛力，還可以使促進經濟成長的措施獲得更廣泛的支持。政策若是以成長為目的，但忽略不公平問題，最終弄巧成拙。政策若能減少不公平，例如藉由促進就業和教育達到這種目標，則可以增進現代經濟體日益需要的人力資本。


  政治和社會理由


  貧富差距有一部分是經濟力量造成的，但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公共政策的選擇，例如稅制、最低工資的水準，以及醫療和教育方面的投資規模。這就是為什麼經濟條件相近的國家，不公平程度可以截然不同。這種不公平進而影響政策制定，因為即使是民選的公職人員，也會比較重視富裕選民的意見，相對忽略貧窮的選民。法規愈是容許有錢人不受約束地捐助競選經費，經濟不公平愈有可能轉化為政治不公平。


  如前所述，極端不公平不但會損害經濟穩定，還會危及社會和政治穩定。但是，經濟不公平與以犯罪活動和民間暴力衡量的社會穩定並沒有簡單的因果關係。犯罪活動和民間暴力皆與吉尼係數或帕馬比率（Palma Ratio，頂層一○％占國民所得毛額的比例除以底層四○％占國民所得毛額的比例）沒有相關。但是，暴力與「水平不公平」（horizontal inequalities）卻有顯著的關係，所謂水平不公平是指人種、族群、宗教或區域結合的經濟差異。如果窮人與有錢人個別集中在某個人種、族群、宗教或區域，不穩定的情況往往會出現。


  一項利用六十一個開發中國家一百二十三項全國調查的研究，仔細記錄族群間資產不公平的影響。這項研究發現，一個衡量暴力的所有變數都屬於平均水準的典型國家，一年內爆發民間衝突的機率為二．三％。如果族群間的資產水平不公平提高至九十五個百分位數（樣本中九五％的資料低於這個值），而其他變數均維持平均水準，發生民間衝突的機率將增加至六．一％，增幅超過一倍。如果以不同宗教群體間的所得差異做類似分析，則發生衝突的機率會從二．九％上升至七．二％，增幅同樣超過一倍。[3]另一項研究利用類似方法，發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區域間的財富差異與特別高的衝突風險相關。[4]


  另一些學者不仰賴不公平的測量調查，而是利用其他方法集中研究與族群有關的區域所得差異，證實嚴重的水平不公平是相當危險的。塞德曼（Lars-Erik Cederman）、魏德曼（Nils Weidmann）和格里蒂奇（Kristian Gleditsch）將冷戰之後（一九九一至二○○五年）特定族群聚集地的經濟產出除以人口，得出人均經濟產值。他們發現，較貧窮和較富有的族群，經歷內戰的可能性均較高。他們證明一個族群愈是富裕（或貧窮），與其他族群爆發內戰的可能性愈大，而這背後產生影響的並非只是族群因素。[5]


  不公平的許多面向


  一如貧窮和濟貧的討論已從一心關注所得延伸至健康和環境被剝奪的其他面向，有關不公平的討論也出現類似發展。事實上，在多數國家，財富不公平看來超過所得不公平。尤其是在公共醫療服務不足的國家，反映健康情況的帕馬比率呈現的不公平程度，幾乎一定超過反映所得分配的帕馬比率。反映受環境危害物傷害風險的帕馬比率很可能也是這樣。


  不公平最有害的形式是機會不公平，這反映在社會經濟流動性不足上，出生經濟底層家庭的人，幾乎一定無法向上流動。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克魯格指出不公平與機會間的關係。所得不公平往往與經濟流動性較低和跨世代機會較少有關，導致出生在底層的人無法充分發揮潛力，這強化不公平與長期經濟成長較慢之間的相關性。


  因為不公平的面向彼此相關，如果我們一次只關注一個面向，可能會低估社會不公平真正嚴重的程度，提供不足的政策依據。例如健康不公平既是所得不公平的原因，也是結果。教育不公平則是導致所得和機會不公平的首要因素。此外，如我們強調，如果這種種不公平有顯著的社會型態（例如與人種或族群有關），社會將面臨更嚴重的後果（包括社會動盪）。


  不公平的衡量


  我們提議，國際社會在修訂和更新千禧年發展目標時，新增「第九目標」：每個國家均在國內杜絕極端的不公平。我們提議為此目標設定以下指標：


  
    	在二○三○年之前，所有國家均減少極端的不公平，令頂層一○％的稅後所得不超過底層四○％接受移轉支付之後的所得。


    	在二○二○年之前，所有國家均建立一個公共委員會，負責評估和報告國家種種不公平造成的影響。

  


  愈來愈多人認同關注極端不公平的帕馬比率是測量這些目標的最好指標，它反映頂層所得對底層所得的比率。在世界各地許多國家，頂層和底層的所得變化最值得注意也最有害，中間階層的所得比例則相對穩定。[6]所有國家都應該致力關注這種極端不公平，因為對公平和可持續的經濟成長最有害，而且會損害社會和政治穩定。只有少數幾個國家能達到帕馬比率不超過一的理想情況。北歐國家就是如此，而它們看來並不受極端不公平的相關問題困擾。事實上，它們在社會經濟發展各方面看來均受惠於正面的「公平乘數效應」（equality multiplier），因此它們的體制既高效率又靈活，既公平又穩定。


  但各國的差異不僅在於眼前的不公平程度，還在於它們的文化、對各種不公平的容忍程度，以及改革社會的能力。因此，比較重要的目標是第二項：二○二○年之前推動全民討論如何處理本國最重要的不公平問題。在每個國家，這種討論應將注意力導向加重不公平的各種政策（例如教育、法律、租稅和社會保障制度的不足之處）；扭曲經濟、同時促使經濟、政治和社會不穩定的政策；以及可能最容易改變的政策。[7]


  各界普遍支持減少極端的不公平。在給負責二○一五年後發展議程顯赫人士高層專家群（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的祕書處執行祕書哈拉斯博士（Dr. Homi Kharas）的一封信中，九十位經濟學家、學者和發展專家敦促二○一五年後的發展框架應該以減少不公平為優先要務，並建議以帕馬比率測量不公平。他們表示，不公平會威脅消滅貧窮、永續發展、民主程序和社會凝聚力的努力，這些觀點符合我們的分析。


  不公平會產生惡劣影響，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如今不只是學者和社運人士。美國總統歐巴馬在二○一三年七月的一次演講中，扼要敘述不公平如何助長信貸泡沫（一如大衰退之前的泡沫），而且剝奪許多人的機會，進而損害經濟效率，導致許多人才無法發揮潛力、造福社會。教宗方濟各在二○一三年世界青年日於里約熱內盧瓦吉涅（Varginha）貧民區演講時，也強調我們必須加強團結、促進社會正義，以及特別關注青年的情況。教宗表示，在社群遭邊緣化的不公平社會裡，和平是無法維持的，這也符合我們之前引述的研究。


  不公平有許多面向，其中有些面向特別有害，而測量各種不公平也有許多方法。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定的：如果我們忽略極端的不公平，不可能永續發展。千禧年發展目標之後的國際議程，有必要將不公平列為關注焦點。


  
    	原文Eliminating Extreme Inequality: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2015–2030與多爾（Michael Doyle）合撰，發表於《倫理與國際事務期刊》（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2014年3月20日，研究助理為Alicia Evangelades、Eamon Kircher-Allen和Laurence Wilse-Samson。[image: 返回]


    	極端貧窮原本的指標為每天生活費一美元，後來反應通膨調高至一．二五美元。[image: 返回]


    	Gudrun Ostby, “Inequalities,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ivil Conflict: Evidence from 55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Frances Stewart, ed.,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Conflict: Understanding Group Violenc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pp. 136–57, p. 149.[image: 返回]


    	Gudrun Ostby and Havard Strand,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Internal Conflict: The Impact of Regime Type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Regulation,” in K. Kalu, U. O. Uzodike, D. Kraybill, and J. Moolakkattu, eds., Territoriality, Citizenship, and Peacebuilding: Perspectives on Challenges to Peace in Africa (Pietermaritzburg, South Africa: Adonis & Abbey, 2013).[image: 返回]


    	Lars-Erik Cederman, Nils B. Weidmann,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 A Global Comparis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 no. 3 (2011), pp. 487–89.[image: 返回]


    	但是並非所有國家都是這樣。例如在美國，中產階級有空洞化的傾向：例如所得介於全國所得中位數兩倍至一半之間的人口比例，以及這些人的所得占全國的比例均呈現萎縮的趨勢。長期以來，我們認為穩定的民主制度有賴興旺的中產階級。若是如此，中產階級的衰落值得我們特別關注。（有關這些議題較完整的討論，請參考《不公平的代價》。）我們稍後建議的全民討論，將集中關注各國面臨的不公平性質。[image: 返回]


    	例如在美國，這種討論將使人關注以下情況：教育和健康照護方面的不公平；破產法優先照顧衍生性商品的債權人，而且學貸很難擺脫，即使債務人破產；有錢人投機所得的稅率遠低於薪資所得；經通膨調整的最低工資半個世紀以來不曾增加；以及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糾正」所得不公平方面，表現遠遠不如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屆時我們也應該分析所得差異多大程度上源自生產力差異，而生產力差異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教育機會不公平；也將分析所得差異多大程度上源自尋租活動和遺產繼承。[image: 返回]

  


  危機之後的危機[1]


  
    在歐元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危機後，也別忘了有全球暖化、全球貿易失衡、不公平危機等長期問題要解決。

  


  在歐元危機和美國「財政懸崖」的陰影籠罩下，我們很容易忽略全球經濟的長期問題。在我們專注應付眼前問題之際，這些長期問題繼續惡化，忽略它們無異於自陷險境。


  最嚴重的長期問題是全球暖化。因為全球經濟表現轉弱，碳排放量的成長相應放緩，但是，問題只是短暫紓緩，而離解決問題還相當遠。因為我們對氣候變遷的反應非常遲鈍，如果希望達到地球升溫不超過攝氏兩度的目標上限，未來的碳排放量必須大幅減少。


  有些人表示，因為經濟放緩，我們應該將全球暖化列為次要問題。但恰恰相反，因應氣候變遷改造全球經濟有助我們重振總合需求和經濟成長。


  在此同時，科技發展和全球化的速度迫使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經歷快速的結構變革，這種轉變可能造成創傷，而市場往往無法好好處理這種情況。


  一如當年大蕭條的部分原因在於從農村和農業轉型為城市和製造業十分困難，目前的問題有一部分在於經濟必須從製造業轉為服務業。我們需要創立許多新公司，但現代金融市場的拿手好戲是投機和剝削，而非為新企業提供資金，尤其是中小企業。


  此外，這種經濟轉型需要人力資本投資配合，而這往往是個人負擔不起的。人們特別需要的服務包括健康照護和教育，由於市場有些固有的缺陷，而且要關注不公平，使得政府自然成為這兩個領域的要角。


  二○○八年危機爆發之前，全球經濟失衡是熱門話題，許多人表示，德國和中國等貿易順差國必須增加消費。這個問題尚未解決，事實上，德國未能處理長期貿易順差就是歐元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中國的順差對GDP的比重已經下跌，但還沒產生長期影響。


  美國的整體貿易逆差若要消失，國內儲蓄必須增加，而且全球貨幣體制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前者會使美國經濟更加疲軟，而兩者目前看來均遙遙無期。另一方面，中國即使增加消費，也未必會向美國購買更多商品。事實上，中國比較可能增加非貿易商品的消費，例如健康照護和教育，這可能大大擾亂全球供應鏈，尤其是對提供原物料給中國製造業出口商的國家影響特別大。


  最後，全球也面臨不公平危機。問題不僅在於高所得階層占得經濟大餅愈來愈大，還有中間階層分享不到經濟成長的成果，而且許多國家有愈來愈多窮人。在美國，機會公平的神話已被拆穿。


  雖然大衰退加重這些問題，但相關趨勢早在之前就十分明顯。事實上，我（和其他人）已經指出，不公平加劇是經濟衰退的一個原因，某個程度上也是全球經濟持續深層結構變化的一種後果。


  經濟和政治體制如果不能造福多數公民就無法長期維持下去。人們對民主和市場經濟的信賴最終將受損，既有組織和制度的正當性將遭受質疑。


  好消息是，近三十年來，新興國家與已開發國家之間的差距大幅縮減，但是世界仍有數億貧窮人口，而且低度開發國家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只是略微縮減。


  在這方面，不公平的貿易協定需要負起責任，包括富裕國家維持無可辯解的農業補貼，壓低農產品的價格，進而損害許多最窮人士仰賴的收入。二○○一年十一月，已開發國家在杜哈承諾創造一個支持發展的貿易體制；二○○五年，八國集團（G8）在蘇格蘭格蘭伊格斯（Gleneagles）召開峰會，承諾顯著增加對最貧窮國家的援助，可是相關國家均未兌現承諾。


  單靠市場，這些問題一個也解決不了，全球暖化是典型的「公共財」問題。世界必須完成某些結構轉型，而這需要政府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可是當今歐洲和美國要求縮減政府預算的聲音正愈來愈大。


  在窮於應付眼前危機之際，我們必須自問：「我們的反應是否將加重我們的長期問題？」如果政府順從要求縮減財政赤字的強硬派和倡導緊縮政策的人，我們的經濟不但將立即轉弱，而且未來的前景也將受損。諷刺的是，總合需求不足正是當下全球經濟疲軟的主要原因，我們其實有另一個選擇，就是積極為我們的未來投資，同時處理全球暖化、全球不公平與貧窮問題，以及必須完成結構轉型等問題。


  
    	原文The Postcrisis Crises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3年1月7日[image: 返回]

  


  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1]


  
    美國不公平的擴大與加深，並非源自不可改變的經濟學定律，而是源自我們自創的規則。其實，不公平並非無可避免。

  


  近三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出現一種堪稱陰毒的趨勢，美國這個在二戰之後人民共享繁榮成果的國家開始分裂對立，以致二○○七年底大衰退降臨時，我們已經無法忽視美國經濟的明顯裂縫。這個「山上的光輝之城」（shining city on a hill）如何淪為最不公平的已開發國家？


  皮凱提適時出版《二十一世紀資本論》引發異常熱烈的討論，當中一派論者認同書中的觀點，認為財富和所得極端不公平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現象。就此而言，二戰之後不公平快速減輕的數十年間是歷史上的異常時期。


  這其實是對皮凱提著作的膚淺理解。他提供體制方面的脈絡讓我們了解不公平日趨嚴重，可惜這方面的分析相對較少人注意，反而其他看似宿命論的論點最受矚目。


  最近一年半以來，我主持的《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文章也提出各式各樣的例子，強調資本主義沒有什麼真正的根本定律。十九世紀的帝國資本主義運作方式並非一定要出現在二十一世紀的民主體制中，美國如此嚴重的不公平並不是不可避免。


  我們目前的資本體制是一種偽資本主義，我們因應大衰退的方式證明這一點，我們容許私享盈利，虧損則由社會集體承受。在完全競爭的市場裡，企業利潤應該會降至零，至少理論上是這樣，但是現實中有一些獨占和寡占集團持續享有豐厚的利潤。企業執行長的所得平均是一般勞工的兩百九十五倍，遠比過去高出許多，但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這些執行長的生產力有相稱的成長。


  如果美國的大鴻溝並非源自無法改變的經濟學定律，那是什麼造成的？答案很簡單，是政策和政治造成的。許多人已經聽膩北歐國家如何美好，但事實是瑞典、芬蘭和挪威的人均所得成長速度不比美國差，甚至比美國好，而國民公平程度則遠高於美國。


  那麼，為什麼美國選擇這些加重不公平的政策？部分原因在於隨著二戰的記憶淡化，這場戰爭造就的團結也隨之減弱。美國在冷戰中勝出之後，經濟模式看來無可匹敵。少了這種國際競爭，我們便不必再證明我們的體制可以造福多數公民。


  意識型態與利益結合可以產生非常惡毒的結果，有些人因為蘇聯崩潰而得出錯誤教訓，結果是矯枉過正。蘇聯當年是政府管太多，美國現在是政府管太少。企業利益集團主張解除管制，即使那些法規多年來有巨大的貢獻，保護並改善我們的環境、安全、健康和經濟。但這種意識型態很虛偽。銀行業者最強烈主張自由放任經濟體制，但他們非常樂於接受政府數千億美元的紓困資金，自柴契爾和雷根的「自由」市場和解除管制年代開始以來，政府出手拯救銀行業便是一再上演的戲碼。


  美國的政治體制是金錢橫行的世界。經濟不公平轉化為政治不公平，政治不公平導致更嚴重的經濟不公平。事實上，如皮凱提承認，他的論點基於一個前提：擁有財富的人有能力維持高於經濟成長率的稅後報酬率。他們怎麼做到這一點？答案是藉由政治運作，設計出確保他們能做到這件事的遊戲規則。


  我們因此一邊縮減救濟窮人的社會福利，一邊增加企業享有的福利。國會削減對窮人的營養資助，同時維持對富有農夫的補貼。我們限制Medicaid醫療補助，同時送給藥廠數千億美元的好處。我們對房貸戶和銀行掠奪式放款的受害者提供微不足道的援助，而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銀行卻得到數千億美元的紓困資金。最後這項決定尤其愚蠢，因為我們並非只能提供大量資金給銀行，然後期望它們增加放款，使得資金得以流通。我們其實可以直接幫助房貸淨值轉負的房貸戶與銀行掠奪行為的受害者，這不但可以幫助經濟，還可以奠定強勁復甦的基礎。


  扭轉貪婪政治


  我們的分裂對立非常深。經濟和地域上的隔離令頂級階層免於面對底層的問題。一如古代的國王，他們把特權視為一種自然權利。若非如此，我們要如何解釋這些人最近的一些言論呢？創投資本家柏金斯（Tom Perkins）暗示，針對頂層一％的批評有如納粹法西斯；私募股權巨人史瓦茲曼（Stephen A. Schwarzman）則把要求金融業者承擔打工族相同的稅率拿來與希特勒入侵波蘭相提並論。


  我們的經濟、民主和社會已經為這些嚴重的不公平付出代價。檢驗一個經濟體的真正標準，不在於頂層可以在避稅天堂累積多少財富，而是一般民眾的生活有多寬裕，美國更是這樣，因為我們的形象建基於偉大的中產階級社會。但是，我們的平均所得比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還低。經濟成長成果流入最頂層的口袋，他們占國民所得的比例自一九八○年以來增加近三倍。我們期望財富從頂層下滲，但它們卻向上集中到氣候宜人的開曼群島。


  五歲以下的美國兒童有近四分之一過著貧困的生活，而美國對窮人的援助卻非常少，一個世代的窮人遭受剝削正禍延下一代。當然，從來沒有國家曾經接近機會完全公平的理想狀態。但是，為什麼在已開發國家當中，美國少年的人生前景特別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程度？


  「大鴻溝」系列最辛酸的故事，可能是描述年輕人的挫折故事。他們渴望晉升日漸萎縮的中產階級，但學費高漲加上所得減少使他們背負沉重的債務。近三十五年來，只有高中學歷的人，所得下跌一三％。


  在司法正義方面，這個國家也出現愈來愈大的鴻溝。在其他國家和美國部分人眼中，囚禁大量人口已成為美國的特色，這兩個數字值得再講一次，美國僅占全球人口約五％，但囚犯人數卻高達全球約四分之一。


  正義已變成一種商品，只有少數人負擔得起。華爾街高層利用高價聘用的律師，確保自己不必為二○○八年危機充分暴露惡行負責。另一方面，銀行濫用法律制度，強行沒收房貸抵押品，將住戶逐離住所，即使當中有些人根本沒有拖欠貸款。


  超過半個世紀前，美國帶頭倡導一九四八年獲聯合國採納的「世界人權宣言」。到了今天，獲得健康照護的權利是最廣為接受的人權，至少在已開發國家是這樣。但是，美國即使執行「平價醫療法案」，也是已開發國家中的例外。美國已成為醫療服務、預期壽命和健康均有大鴻溝的國家。


  許多人因為最高法院並未推翻「平價醫療法案」鬆了一口氣，但他們並未充分認識到這項判決對Medicaid醫療補助的影響。「歐巴馬健保」的目標是確保所有美國人可以獲得醫療服務，但這目標受到阻礙，二十四州選擇不擴大Medicaid計劃，而這恰恰是歐巴馬健保救濟最底層美國人的方法。


  我們不但必須重新對貧窮宣戰，還必須為保護中產階級而戰。我們不需要訴諸標新立異的方法來解決相關問題。我們其實只需要一些老實的做法，例如第一步是設法恢復市場的正常運作。我們必須停止向尋租社會沉淪，不能再允許有錢人靠操縱制度謀利。


  不公平與其說是經濟學的技術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實務問題。確保頂層承擔公平的稅負，終止投機客、企業和有錢人享受的特權，這是既務實又公平的做法。如果我們扭轉「貪婪政治」（politics of greed），我們便不是在實踐「嫉妒政治」（politics of envy）。不公平不但關乎最高邊際稅率，還攸關兒童是否得到充足的營養，以及是否人人都能靠司法伸張正義。如果我們增加教育、醫療和基礎建設支出，我們將能增強現在和未來的經濟。這些建議你或許早就聽過了，但不代表我們不應該再次嘗試這些做法。


  我們已經找到問題的根源，那就是政治和政策不公平，它們導致我們的民主體制日趨商品化和腐敗。只有積極投入的公民才能為恢復比較公平的美國奮鬥，而且他們必須了解問題的嚴重性和各個面向。我們還來得及恢復在世界的地位，重拾我們的身分認同。不公平擴大且加深並非源自不可改變的經濟學定律，而是源自我們自創的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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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以其他國家為鑑


  不公平已成為一個國際議題，這當中有個普遍的型態，就是這些國家都仿效美國經濟模式，包括經濟高度金融化，結果也出現類似的結果。因此，最貼近美國模式的英國，成為已開發國家中僅次於美國最不公平的國家也就不令人意外（其實英國的某些做法也啟發了美國：當年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雷根在政策和意識型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各國為這種不公平付出高昂的代價，問題不僅在於所得不公平，還關乎機會不公平。


  最近四分之一個世紀，我有幸訪問世界各國，與政府官員、學生、經濟學家、勞工團體、公民社會和商界人士交談。我向來特別對不同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互動特別感興趣，我很好奇一些國家如何達到更公平與機會較公平的社會。


  本部分的文章反映一些國家的發展情況。第一篇是〈模里西斯奇跡〉，我通常無法預測一篇文章是否會引起廣泛共鳴，但這一篇與眾不同。模里西斯是非洲東方印度洋上很小的國家，早就被認為是國家發展真正成功的案例，它的經濟快速成長。我到那裡是想更了解他們的成功原因。該國總統曾在國家快速成長的早期階段擔任總理，他告訴我的答案不令人意外，他說模里西斯受東亞發展模式很大的影響。在東亞模式中，國家是促進發展的關鍵角色，這也產生「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這個詞。


  不過，我對模里西斯特別好奇的是，這個相對貧窮的國家為何能為所有公民提供免費的醫療和大學教育？而美國似乎認為自己負擔不起。模里西斯甚至為年輕人和老年人提供免費的交通服務，因為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老年人則為社會貢獻良多。我提出一個簡單的論點：我們可以為所有美國人提供這些服務，我們負擔得起。投資在年輕人身上會使國家變得更強健。多數國家認為獲得基本醫療服務是基本人權，但美國不認為是這樣，這反映出我們透過政治程序決定優先照顧的事項，而這個程序明顯偏袒頂層的利益和觀點。


  最近這場金融危機讓這一切暴露無遺。危機爆發前不久，小布希總統否決為貧窮兒童提供健康保險的法案，理由是我們負擔不起。但是，我們不知如何忽然間便找到七千億美元去拯救銀行，還為了拯救一家肆意妄為的公司花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我們有錢為富裕階層提供安全網，但沒錢為窮人做這件事。政府的理由是為了拯救經濟，而所有人都將因此受惠，這當然不過是赤裸裸的下滲式經濟學。但下滲式經濟學已經證實行不通：頂層非常優裕，而典型美國人的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


  模里西斯的經驗告訴我們，投資在人才身上確實可以得到很好的報酬。


  如我稍早提到，東亞是全世界發展最成功的區域，人均所得三十年間增加達七倍。事實上，之前沒有人認為經濟可以如此快速地成長，連最樂觀的經濟學家也這樣認為。難怪這些國家的發展過程成為學界熱切研究的題材。有一點很清楚：這些國家並未奉行市場基本教義派的作法。市場在它們的成功發展中發揮關鍵作用，但應該是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而管理市場，而不是為少數股東或經理人的利益。這是一種市場經濟，而政府的角色有如樂團指揮。政府促進經濟成長，大舉投資在科技、教育和基礎設施上。


  這些國家多數的共同特徵是繁榮共享，以傳統方式衡量的不公平程度相當低；它們對女性教育進行重大投資，創造出美國在二戰之後數十年間自詡的中產階級社會。


  東亞國家經濟上最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這是人口約為五百五十萬的小島國。一九六九年脫離馬來亞聯邦獨立建國時非常窮，失業率高達二五％。該國領袖、總理李光耀在電視演講中想到國家的黯淡前景感觸流淚的畫面成為著名的歷史片段。但是，發展型國家模式在新加坡大獲成功，人均年所得如今超過五萬五千美元，高居全球第九位。（如果撇開那些認為新加坡是東南亞動盪地區安全港而移民的有錢人不看），這個國家的不公平程度相對較低。


  一如談模里西斯的文章，這篇講新加坡的文章也引起熱烈反應。許多美國人顯然不喜歡看到自己國家顯得落後，其他國家在某些方面做得比美國好（尤其是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真是令人討厭。新加坡的案例還有一個問題。早就有人指出，新加坡的民主有不少缺陷，而我在文章中也審慎提到這個問題。不過有趣的是，其他國家的人對美國民主體制缺陷也有批評，這些缺陷使金錢勢力有很大的空間去操縱體制。


  日本的啟示


  接下來兩篇文章講日本。一九八○年代末至一九九○年代初的日本經濟奇跡快要結束的時候，我正在研究東亞奇跡。如今日本經濟已停滯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這種情況往往被稱為「日式抑鬱」（Japanese malaise）。但是，即使在這種困難的日子，日本仍有辦法維持較低的失業率（通常是五％左右，約是美國經濟衰退時失業率高點的一半）。日本的不公平程度較低，而且社會安全網比美國好得多（包括醫療），因此我們會覺得日本人承受的痛苦少得多。不過，〈日本要小心〉仍指出，日本應慎防不公平加重的危險。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日本經濟發生很大的變化，當局在壓力下推動「市場改革」，但這些改革曾在其他國家促使不公平加劇。一些跡象顯示，日本的不公平正在加重，情況令人不安，而且可能還將惡化。


  儘管如此，整體而言，我仍然認為「日本是個模範，而不是警世故事」。世人普遍覺得日本經濟毫無活力，但這是日本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萎縮，進而扭曲經濟表現的結果。如果我們考慮這個因素，那麼日本最近十年的表現其實有著頂尖水準。雖然對日本的批評非常多，許多人很難相信這個說法。而且如我稍早提到，相對於美國，日本迄今仍維持比較「包容」（inclusive）的經濟成長。


  這篇文章是在安倍晉三出任日本首相後不久寫的。安倍上台執政初期，我曾兩次前往東京，與安倍和他的顧問討論「安倍經濟學」。他們認識到，政府不能只靠貨幣政策，還必須仰賴增加支出、減稅等財政政策與支持成長的結構改革政策來刺激經濟。這一點令我印象深刻。安倍經濟學有三支箭。貨幣政策（負責人是我的好友黑田東彥）非常成功，可惜財政政策有所動搖。一開始執行擴張性政策，隨後增稅；增稅的效果一如預期，經濟成長明顯受挫。其他政策的效果可能好得多，例如課徵碳稅可以增加收入，同時促使企業做一些節能投資，因此實際上反而對總體經濟有幫助。但是，政治局勢看來不允許日本政府這麼做。


  結構改革的步伐則慢得多。有些政策可能是象徵意義居多，雖然對特定產業可能有實質影響。例如安倍首相提議加入TPP的協商，這是美國推動的談判，目的是與太平洋周邊數個國家締結貿易協定。安倍希望加入的原因據稱是希望藉此促進日本的農業改革，改變農業受高度補貼的情況。當然，諷刺的是，美國本身就是高度補貼農業的國家，事實上，如果不是這樣，怎麼可能會有人在沙漠中心地帶種米？但是，即使安倍成功改革農業，因為產出很少，對經濟也只會有很小的影響。


  有趣的是，最有希望的結構改革看來可以同時促進公平。我們提到日本勞動力萎縮，原因是人口減少，而且日本人抗拒移民流入。安倍提議善用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補充勞動力，她們是長期以來未充分利用的重要人力資源。


  中國的挑戰


  接下來兩篇文章是講中國。早在中國從共產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的初期，我便開始積極參與中國的發展。我第一次長時間訪問中國是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次是在做東亞奇跡研究時再訪。從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我有機會每年訪問中國至少一次，每年都與中國總理和其他高官會面。我起初是美國政府的一員，然後是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之後參與每年舉行的中國發展論壇，我常被要求針對中國的新經濟策略提供意見。


  〈中國的路線圖〉寫於二○○六年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公布後不久。（中國每五年制定「路線圖」，指導接下來數年的方向。）如我在文章中指出，這份五年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創造和諧社會，致力避免出現美國社會的種種鴻溝。以中國而言，當局關注的不僅是貧富之間的鴻溝，也關注城鄉差距，以及最先轉向市場經濟的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差距。


  八年後，我寫下〈中國的市場轉型改革〉，當時新政府剛上台不久，開始制定指導中國未來十年的經濟策略方向。中國日益繁榮，但政府在促進廣泛共享繁榮的經濟成果方面表現參差。中國有近五億人口脫貧，這是全球歷來最成功的濟貧計劃。但在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的不公平程度以標準指標（吉尼係數）衡量，已經與美國相若。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了不起」的表現：三十年前，中國還是個相對公平的國家。美國花了很長時間才達到的不公平程度，中國只用三十年達成！


  不過，我們有必要了解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差別。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某些部分會以較快的速度成長。經濟發展幾乎總是涉及工業化和城市化，因為城市居民所得遠高於農村，初期不公平會擴大，但隨著農業的重要性降低，不公平會縮減。這正是顧志耐預測發展初期普遍出現不公平擴大趨勢會逆轉的原因之一。迄今為止，中國的情況也是遵循這種型態，美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也是。在二十世紀前四分之三的時間裡，不公平縮減確實是美國的標誌，但自雷根時代之後，趨勢逆轉了。


  我這篇文章對中國提出告誡，尤其是希望中國領導人審慎看待繼續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沒錯，在許多領域這是好事。但中國經濟面臨的許多迫切問題主要是私部門造成的，包括不公平和汙染，這必須靠積極的政策才能扭轉這些令人不安的趨勢。


  我走訪世界各地時，偶爾會遇到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從中看到希望，獲得啟示。模里西斯一行便有這樣的經驗，二○一四年四月到訪哥倫比亞麥德林市（Medellín）則是另一次。我到麥德林參加三年一次的世界城市論壇，這一次的規模是歷來最大，與會者有兩萬兩千人，而我的演講來了近七千名觀眾。在〈毒品之都如何蛻變為創意城市〉中，我講述這個一度因為販毒集團而惡名昭彰的城市如何脫胎換骨，成功的關鍵就在積極對抗不公平。如果我們想創造比較公平和平等的社會，讓繁榮為全民共享，人人都活得有尊嚴，我們就必須在中央政策上多所著墨。但麥德林的例子顯示，地方政府也可以大有作為，尤其是許多地方政府提供的服務與每個人的生活水準至關緊要，例如房屋、大眾運輸、公園等公共設施，以及教育。這對美國有重要意義，因為政治僵局意味著中央政策不會有什麼進展。事實上，我們應該擔心的是，中央政策在未來多年會增加不公平。如果不公平問題要有進展，我們只能指望地方政府有所作為。


  當今世界各地都有圍繞著不公平問題的鬥爭，有人希望創造比較公平的社會，有人反對這種改變。我經常捲入其中，連到外國參加學術性活動也不例外。二○一一和二○一四年我訪問澳洲時就發生這樣的事。〈澳洲對美式經濟發展的錯覺〉寫於二○一四年七月初從澳洲回來之後。前一年九月，艾伯特（Tony Abbott）出任澳洲總理，決心扭轉之前帶給澳洲巨大成就的政策，這些政策使澳洲人均年所得高達約六萬七千美元屬於世界頂尖，也遠高於美國，也使澳洲成為繁榮共享的國家，不但最低工資是美國的兩倍，失業率當時也遠低於美國，國家的負債同樣遠低於美國，高等教育的融資方式使人人都有教育機會（學生貸款的還款金額視所得而定），醫療體系使澳洲人享有較長的預期壽命和健康，而且成本遠低於美國。儘管如此成功，艾伯特不知為何想在澳洲奉行美國模式，這是盲目的意識型態壓倒一切的例子。


  同年我也捲入蘇格蘭獨立的爭論中。我曾擔任蘇格蘭政府某個顧問委員會的成員，同為委員的還有我的好朋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爵士（Sir James Mirrlees）。我提倡一些改善衡量經濟表現的方法，而蘇格蘭在實踐相關理念方面相當積極。我曾擔任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國際衡量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Measurement of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Social Progress）的主席，而我們一致認為以GDP衡量經濟表現是不夠的，有時還會誤導。我很樂於看到有意實踐我們理念的國家，而蘇格蘭便是這樣的地方。我們還有一些創新的構想，例如藉由政策改善環境，以及以積極的產業政策創造就業和促進創新。


  二○一四年九月，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反對獨立的陣營積極發出危言聳聽，宣稱獨立會造成大災難。雖然我擔心愈來愈多國家分裂，但覺得這種危言聳聽沒有說服力。獨立派的討論打動了我，他們很正面，敞開心胸探討各種可能性，與類似運動常見的狹隘民族主義截然不同。這個小地方是啟蒙運動的誕生地，而我們都因為這場思想運動而獲益良多，我們的民主價值觀和由此衍生的科技進步均有賴這場運動。就這本書的主題而言，最重要的是在英格蘭奉行美國經濟模式、不公平一如預期擴大之際，蘇格蘭認為自己在奉行北歐模式，使人民享有比較公平的機會。〈蘇格蘭的獨立經濟學〉在獨立公投前幾天於蘇格蘭刊出。


  公投結果否決了獨立，但投票率非常高，有四五％的人支持結束與英格蘭長達三百年的聯盟。有趣的是，蘇格蘭獨立黨在公投之後得到的支持驟增。此外，因為中央政府承諾下放更多權力，蘇格蘭幾乎肯定將奉行促進公平的政策。


  在世界日趨不公平之際，蘇格蘭帶來一些樂觀的理由，但西班牙恰恰相反。我常訪問西班牙。在二○一一年春天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中，西班牙的規模特別大，這可以理解，因為西班牙正經歷非常艱困的日子。我曾與馬德里麗池公園的年輕抗爭者交談。我同意他們的看法，我們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確實出了問題，我們有失業者和無家可歸的人，但這世界卻有巨大的需求未獲得滿足，也有大量空屋。在一般民眾受苦之際，造成金融危機的銀行業者及其朋黨卻過著非常優渥的生活。


  〈蕭條的西班牙〉原本是《不公平的代價》西班牙版本的序言。大衰退之前的多年時間裡，西班牙的不公平實際上有所縮減，情況與美國恰恰相反。但是，所有進步都因為最近的大衰退毀於一旦。雖然歐洲多數人不大願意將西班牙的困境稱為經濟蕭條，尤其是政治領袖，但它實際上正是蕭條：所得大跌，青年失業率超過五○％。我在文中指出，問題基本上在於歐元區的結構，以及強加在西班牙的緊縮政策，其實西班牙的政策或經濟結構都沒有大問題。


  模里西斯奇跡[1]


  
    模里西斯成功建立多元化的經濟、民主的政治體制，以及強健的社會安全網。近30年來，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5％。

  


  假設有人告訴你，有個國家提供所有公民免費教育至大學畢業、學童搭車免費，而且還有免費醫療服務，包括心臟手術，你可能會認為這樣的國家不是極度富有，就是很快將陷入財政危機。


  畢竟歐洲富裕國家也發現負擔不起大學教育，要求年輕人和他們的家庭承擔更多成本。而美國政府從未嘗試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光是為了確保窮人能獲得醫療服務，就打了一場激烈戰爭，如今共和黨正積極設法廢除「歐巴馬健保」的保障，理由是美國負擔不起相關支出。


  但模里西斯這個非洲東方印度洋中的小島國家既不特別富裕，也非即將破產。這個國家最近數十年來成功建立多樣化的經濟、民主體制，以及強健的社會安全網，許多國家可以從中學到經驗，包括美國。


  最近我訪問這個人口一百三十萬的熱帶島國，有機會看到模里西斯的成就。美國和其他國家可能會覺得困惑，為此爭辯。想想房屋自有率的數字，美國的保守派就表示，政府嘗試提升房屋自有率至七○％是釀成金融危機的關鍵原因，但八七％的模里西斯人擁有房子，而且不曾因此製造出房市泡沫。


  再看另一個令人費解的數字，模里西斯近三十年來的平均經濟成長率超過五％。這當中一定有什麼「訣竅」吧！模里西斯一定有鑽石、石油或其他寶貴的天然資源才會那麼有錢吧！但模里西斯沒有可開採的天然資源。事實上，這個一九六八年擺脫英國統治的獨立國家，當時的前景十分黯淡，以致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米德（James Meade）在一九六一年寫道：「如果這個國家能為國民找到有益的工作，既有的生活水準不至於嚴重倒退，那將是巨大的成就……（這個國家）和平發展的前景並不樂觀。」


  就像為了證明米德預測錯誤似的，模里西斯的人均年所得從獨立時的不到四百美元大增至今天超過六千七百美元。這個國家五十年前的經濟主要是糖業，如今產業多角化，包括旅遊、金融和紡織產業，而且如果目前的計劃奏效，還有先進科技產業。


  我這次訪問主要是想更了解模里西斯奇跡為什麼會發生，也想知道其他國家可以從中學到什麼。這當中確實有許多教訓，有些更值得美國和其他因為財政問題產生激烈爭執的國家領袖謹記。


  首先，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為全民提供醫療和教育，又或是確保人民普遍擁有房子。如果模里西斯真能負擔，那比它富裕好幾倍的美國和歐洲國家當然能負擔。問題其實在於如何組織社會。模里西斯選擇的做法帶來很強的社會凝聚力、福利和經濟成長，而且不公平的程度也較低。


  第二，模里西斯認為多數的軍事支出是一種浪費，這與許多小國截然不同。美國不必如此極端，只要省下部份為了對付子虛烏有敵人所耗費巨資購置的無效武器費用，就可以創造一個更人性化的社會，包括為負擔不起的人提供醫療和教育。


  第三，模里西斯認識到，因為沒有天然資源，國民是僅有的資產。或許重視人力資源讓當局認識到，為全民提供教育對社會團結至關緊要，尤其是因為模里西斯有爆發宗教、種族和政治衝突的潛在危險，有人曾試圖利用這些因素誘使它維持英國殖民地的狀態。所以模里西斯有堅強的決心維護民主制度，促進勞工、政府和雇主之間的合作，這與目前美國保守派引起的對立和衝突恰恰相反。


  這並不是說模里西斯沒有問題。一如許多成功的新興市場國家，模里西斯正面對匯率競爭力喪失的問題，而且隨著愈來愈多國家壓低匯率來因應美國的量化寬鬆政策，貨幣競相貶值的問題正在惡化，模里西斯幾乎肯定也將干預匯市。


  此外，一如許多國家，模里西斯目前也擔心食物和能源進口推高通膨。如果以升息因應通膨，在物價高漲之餘也可能面臨高失業率和匯率競爭力衰退之苦。直接干預、限制短期資本流入、資本利得稅，以及以維持穩定為目標的銀行業審慎監理，都將是當局必須考慮的手段。


  模里西斯奇跡始於獨立，但仍受殖民歷史遺留的一些問題困擾，包括土地和財富的不公平，以及攸關重大利益的國際政治衍生的危險。美國占據模里西斯的離島迪牙哥加西亞（Diego Garcia），在這裡建立海軍基地，名義上是向英國租借。英國則不但違反聯合國的決議和國際法，維持對查哥斯群島（Chagos Islands）的控制，而且驅逐當地居民，不准他們回去。


  美國現在應該公正地對待這個和平、民主的國家，承認模里西斯對迪牙哥加西亞島的正當主權，重新協商租約，並支付合理的賠償，為非法占據土地數十年贖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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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對不公平美國的啟示[1]


  
    新加坡優異之處是在重視社會和經濟公平下，近30年來維持非常高的經濟成長率。這證明不公平不但攸關社會正義，還關乎經濟表現。

  


  世界各地多數國家均出現不公平擴大的趨勢，但各國和各區域具體情況有所不同。愈來愈多人認識到，美國很遺憾地成為最不公平的已開發國家，雖然英國、日本、加拿大和德國的所得差距也擴大了，但情況比較輕微。而俄羅斯與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開發中國家甚至比美國更不公平。但是，成為嚴重不公平國家俱樂部的一員實在不應該引以為榮。


  巴西、印尼和阿根廷等大國近年來變得比較公平，西班牙等國家在二○○七至二○○八年的經濟危機爆發前，原本也是這樣。


  新加坡優異之處是在重視社會和經濟公平下，近三十年來維持非常高的經濟成長率。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不公平不但攸關社會正義，還關乎經濟表現。經濟比較公平的社會表現較佳，受惠的不只是中低階層，而是所有人。


  很難相信這個城邦一九六三年才脫離英國統治，一九六五年脫離馬來亞聯邦獨立建國，半個世紀就有如此成就。新加坡剛獨立時，四分之一的勞動力不是失業就是未充分就業，經通膨調整後的人均所得不到現在十分之一。


  新加坡成功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當局為此做了很多事，其中之一是抑制不公平。政府確保底層的工資不會被壓低至剝削人的水準，而這是可能發生的事。


  政府強制要求國民存錢至「公積金」帳戶，年輕勞工要存入三六％的薪資，這確保他們可以支付醫療、房屋和退休所需。新加坡提供普及教育，送一些精英學生到海外留學，並盡可能確保他們學成回國，我有些優秀的學生就來自新加坡。


  四個獨特之處


  新加坡模式的獨特之處至少有四個方面，而它們適用於美國的程度，超乎抱持懷疑態度的美國觀察者所想像。


  首先，個人被迫為自己的需求負起責任。例如藉由公積金儲蓄，約九○％的新加坡人擁有房子，相對之下，美國的房市泡沫在二○○七年破滅之後，房屋自有比率只有六五％左右。


  第二，新加坡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必須避免像許多西方國家那樣，陷入非常有害、持續不公平的惡性循環。政府的各種計劃是全民參與而先進的。所有人都要有所貢獻，但富有的人必須貢獻多一點來幫助底層的人，在發展的各個階段，確保所有人都能負擔得起新加坡社會定義的體面生活。頂層的人不但要為公共投資付出該付的部份，還要額外貢獻來幫助最窮的人。


  第三，政府干預稅前所得分配，藉此幫助底層人士，而非像美國幫助頂層。它溫和地介入勞工與企業的議價，幫助經濟弱勢。美國的情況則截然不同，美國的遊戲規則削弱勞工的力量，偏袒資方，最近三十年來尤其如此。


  第四，新加坡認識到國家的前途關鍵在對教育的積極投資，近年也很重視科學研究，而且如果國家要進步，所有公民都應該獲得符合他們能力的最好教育，而非只是有錢人家的子弟。


  新加坡首任總理李光耀執政三十年，之後的總理對於經濟怎樣才算成功有較開闊的看法，不會只是一心關注GDP。不過，即使以GDP這個有缺陷的經濟指標衡量，新加坡的表現也是極為出色，自一九八○年以來，經濟成長速度是美國的五．五倍。


  新加坡政府近年來非常重視環境，設法確保這個人口五百三十萬的擁擠城市能夠保留綠地，即使國民因此必須住在高樓裡。


  在城市化和現代化削弱家族關係的年代裡，新加坡認識到維持這種關係非常重要，尤其是跨世代的家族關係，而且藉由一些房屋政策幫助逐漸老化的國民。


  新加坡認識到，如果多數公民未能分享經濟成長的成果，又或者許多人在房屋、醫療和退休保障方面均有顯著的匱乏，經濟是無法成功的。因為堅持要求每個人大量儲蓄，把錢存進社會福利帳戶，因此得以避免「保母國家」的惡名。但是因為政府認識到每個人滿足自身需求的能力各有不同，它創造一個比較有凝聚力的社會。當局也明白兒童無法選擇父母，而所有兒童都有權利發揮自身的固有潛力，政府因此創造出一個比較有活力的社會。


  新加坡的成就也反映在其他指標上。國民預期壽命為八十二歲，而美國是七十八歲。學生的數學、科學和閱讀成績高居世界頂尖水準，遠高於「富國俱樂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平均水準，也遙遙領先美國。


  清廉政府創造公平與經濟活力


  新加坡的情況當然不完美，近十年來，所得不公平加劇成為新加坡的一個難題，一如世界各地許多國家。但新加坡人已經認識到這個問題，社會也熱烈討論如何以最好的方法緩和全球趨勢的負面影響。


  有些人表示，新加坡之所以可以做到這一切，是因為一九九○年卸任的李光耀並沒有維持民主程序的決心。在新加坡這個高度集權的國家，數十年來確實是由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執掌政權。批評者指出，這個國家在某些方面很威權，例如政府對公民自由有種種限制、刑罰相當嚴厲、政黨競爭不足，而且司法並不完全獨立。但是，事實上新加坡也常獲評為全球最清廉和透明的政府，而且領導人已採取措施擴大民主參與。


  不過，世界上確實也有一些國家堅決維持透明的民主程序，而且極其成功地創造既有活力又公平的經濟體，它們的不公平程度遠低於美國，機會公平程度則遠高於美國。


  北歐幾個國家選擇的道路略有不同，但每個國家在經濟成長和社會公平方面均有傑出成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根據不公平情況調整的人類發展指數是衡量國家發展表現的標準指標，這個指標與其說是衡量經濟產出的指標，不如是說是衡量人類的福祉。該指標檢視一國公民的所得、教育和健康情況，然後根據人口分配情況作出調整。就此標準而言，北歐國家（瑞典、丹麥、芬蘭和挪威）的表現屬於頂尖水準，而美國在全球排名第十六，但如果是未經調整的指數，美國排名高居第三，由此可見美國是個嚴重不公平的國家。如果單看人類福祉的個別指標，美國的表現更差，例如美國經調整的預期壽命排名第三十三，略低於智利。


  經濟力量是全球性的，不公平和機會公平程度均有差別的結果顯示，真正重要的是在地的力量，如何引導這些全球的經濟力量，尤其是政府力量。新加坡和北歐的例子證明政府可以引導經濟力量，促進經濟成長之餘也維持社會公平。


  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民主並非只是定期投票而已。經濟嚴重不公平的社會，最終難免成為政治嚴重不公平的社會。精英階層獨占政治運作謀求私利，從事經濟學家稱為「尋租」的活動，而不是致力促進公眾利益，結果是民主體制出現極其惡劣的缺陷。就此而言，北歐國家的民主體制已經達到多數美國人渴望的理想狀態，普通民眾的意見在政治體制中得到公平的重視，政治傳統增強體制的公開透明程度，金錢勢力不能主導政治決策，政府的活動是透明的。


  我認為北歐國家的經濟成就很大程度是拜這些社會的強健民主特質所賜，經濟成長與社會公平正相關，而這兩者也與民主正相關。相反地，嚴重的不公平不但會削弱我們的經濟，還削弱我們的民主制度。


  社會是否正義的一個標準是衡量兒童得到怎樣的對待。美國許多保守派或自由主義者堅稱，貧困的成年人是自作自受，貧困是因為他們不夠努力工作。這說法當然是假定窮人一定找到工作，而如今這假設是愈來愈可疑。


  但是，兒童的處境顯然不是他們的責任（或功勞），瑞典只有七．三％的兒童生活貧困，美國卻高達二三．一％。這不但根本上違背社會正義，對國家的前景也不是好事，這些兒童很可能將無法充分發揮潛能，為國家的未來做出貢獻。


  新加坡和北歐的另類模式看來能造福更多人，但我們討論這些模式時，往往會有人宣稱「國情不同」，它們的模式沒有什麼值得美國學習。這種說法可以理解，我們都不希望對本國的經濟體制有負面看法，我們希望相信本國的經濟體制是全球最好的。


  不過，這種自滿態度部分是因為這些人未能了解美國當前的現實。美國人被問到何謂所得分配的理想情況時，會承認資本體制一定會產生某個程度的不公平，若非如此，人們將沒有儲蓄、創新和創業的誘因。他們也認識到美國並未達到心目中的「理想」狀態，但現實是美國的不公平程度遠比他們以為的嚴重，而且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狀態其實與北歐國家實際做到的相差不遠。


  自一九七○年代中期以來，一小群美國菁英階層的財富和所得經歷史上巨大成長，儘管同期多數美國人的實質所得停滯不前。很多人為這種尷尬的情況找理由和藉口，例如他們會說那些國家同質性很高，很少移民。但是瑞典其實接受了大量移民，有大約一四％的人在外國出生，高於英國的一一％和美國的一三％，新加坡則是一個多種族、語言和宗教的城邦。那國家規模呢？德國有八千兩百萬人，機會公平程度遠高於三億一千四百人的美國，雖然德國的不公平程度也在擴大，但沒有美國那麼嚴重。


  美國確實受歧視歷史的後遺症影響，包括堪稱美國原罪的奴隸史，這使得美國特別難在社會公平方面追上全球頂尖國家，包括機會公平。但是，認識到這種歷史問題應該要增強我們的決心，而非削弱我們的努力。我們應致力實踐我們的理想，達到力所能及的理想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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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要小心[1]


  
    日本經濟成長速度比美國更慢，當局可能有誘因縮減公共投資和社會保障，但這將危及基本價值觀和經濟前景。

  


  不公平是全球問題，富裕國家和貧窮國家都為此困擾，世界各洲都有國家受影響。不斷演變的不公平有許多面向，包括頂層愈來愈過分的暴富，中產階級空洞化，以及底層愈來愈多人淪為貧民。本書（《不不公平的代價》）的主題是社會為這種不公平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經濟表現變差、民主制度轉弱、如法治等核心價值觀受損。由此推論，抑制不公平和建立比較公平的社會有很大的好處，不但有經濟效益，還可以增強公平與公平競爭的意識，這在所有文化中都很重要。本書證明這可以做到，並闡述可以達到經濟和社會進步的政策。


  不過，各國雖然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重要差異。以標準的整體指標吉尼係數衡量，有幾個國家的不公平程度並未擴大。本書主要分析美國，它在所有先進工業國家中是最不公平的，而且機會公平程度也是最低的，這與世人的普遍印象和美國的自我形象相反。當然，美國還是有人努力從底層晉升頂層。但這是例外情況，真正重要的是反映普遍情況的統計數據。一個美國人如果出生在父母低學歷和低收入的家庭，他有多大的機會向上流動？事實是美國人的前途比其他國家的人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


  不公平與機會不公平是無可避免的，但我想在這裡指出，這些不公平不必變得像美國那麼嚴重。在這方面，許多國家做得比美國好得多，而且也有國家抑制不公平擴大。這帶給我們希望：今天的不公平並非市場力量無可避免的結果。市場並非與世隔絕，而是受公共政策影響。其他國家成功抑制不公平，結果創造出共享程度較高的經濟繁榮，證明我在本書闡述的政策真的可以抑制不公平擴大，並提升經濟體的公平程度。


  四十年來，東亞國家的經濟成長最為快速，所得成長是半個世紀前的人無法想像。這種成就背後有許多因素，例如相當高的儲蓄率。但我和一些評論者指出，有一個因素至關緊要，就是相當高的公平程度，尤其是積極投資教育，使更多人得到晉升機會。數十年來，這些國家有強健的社會契約，可以用來限制頂層的過分行為，所以企業執行長對一般勞工的薪酬倍數遠低於美國。這種社會契約不是過去就有的，戰前日本的勞資衝突遠比現在嚴重。情況的變化可以如此劇烈，使我們看到了希望。


  目前美國陷於經濟與政治不公平互相強化的惡性循環中，許多美國人擔心這種趨勢幾乎不可能扭轉。但歷史經驗顯示，美國以往面臨嚴重的不公平時，會在瀕臨崩潰時改變方向：一八七○年代至一九○○年左右的鍍金時代之後是進步時代（一八九○年代至一九二○年代）；「咆哮的一九二○年代」衍生空前的不公平之後，一九三○年代便出現具里程碑意義的社會立法。日本、巴西和美國均曾在歷史上的不同時期改變方向，奉行提升社會凝聚力的政策，由此看來，我們大可不必像當今許多人那樣日趨悲觀。


  但如果美國不改弦易轍，就要為嚴重且正在惡化的不公平付出高昂的代價。本書解釋較為公平的社會為什麼比較可能有較好的經濟表現。不幸的是，良性循環之外也有惡性循環，嚴重的經濟不公平可能削弱社會契約，加重政治力量失衡，導致國家制定偏袒頂層的法規和政策，加重經濟不公平。


  美國的經驗應該成為其他國家的重要殷鑑，包括日本。日本的經濟成長雖然轉弱，卻能避免美國近期數據揭示的一些極端情況。例如美國的中間階層在二○○八至二○一○年間損失近四○％的財富，也就是說，典型的美國人累積二十年的財富化為烏有。在經濟復甦的二○一○年，美國經濟成長有九三％落入頂層一％的口袋。美國就業市場持續疲軟，幾乎六個美國人就有一個想要全職工作但未能如願，而日本經濟即使長期萎靡，仍能夠維持較低的失業率。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先進工業國家中是最差的，但隨著稅收減少，本來就不足的社會保障變得更糟。一般美國人仰賴的公共服務大幅縮減。在此情況下，經濟衰退無可避免地導致貧窮人口增加。


  美國還有另一種惡性循環：嚴重不公平削弱經濟，經濟疲軟導致更嚴重的不公平。舉個例子，高失業率使薪資承受下調的壓力，傷害中產階級。如我在書中解釋，嚴重的不公平會壓低總合需求，而需求不足正是抑制美國和許多國家經濟成長的關鍵因素。


  雖然所有國家都可以為自己在不公平方面的表現優於美國而感到欣喜，但也不該沾沾自喜，因為一時的成功不能確保未來也能成功。日本的不公平程度仍顯著低於美國，但近年來也如美國一樣呈現不公平增加的趨勢，日本是否會回到戰前難以處理的狀態？


  本書因此為日本提供一套重要的告誡和教訓，日本不應該理所當然的認為已經創造比較平等和公平的社會與經濟，日本應該擔心不公平增加的問題，應該擔心不公平加重的經濟後果。它應該擔心不公平加重的政治和社會後果。


  日本沉重負債和人口老化的問題比美國嚴重，經濟成長速度比美國更慢。當局可能有誘因縮減公共投資和社會保障，但這種政策將危及基本價值觀和經濟前景。


  事實上有一些政策可以同時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公平，創造全民共享的繁榮，如書中最後一章所述。一如美國，日本面臨的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日本可以約束尋租者，阻止他們因為追逐狹隘的私利而無可避免地損害經濟整體表現嗎？日本可以建構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契約，確保全民公平分享經濟成長成果嗎？


  這些問題的答案對日本社會和經濟的前途至關緊要。


  
    	原文Japan Should Be Alert為《不公平的代價》日本版序[image: 返回]

  


  日本帶來的模範故事[1]


  
    日本在許多方面表現優於美國，包括所得分配比較公平、預期壽命較長、失業率較低、對兒童的教育和健康投資較多，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金融危機重創美國經濟之後，五年來敦促政府採取有力行動的人（包括我）喜歡提出這樣的警告：當局若無所作為，美國可能將陷入長期的「日式抑鬱」。日本經濟一九八九年崩盤之後，二十年來成長乏力，這個典型的警世故事提醒各國，因應金融危機應避免犯哪些錯誤。


  不過，如今日本在政策上成為領導者。最近上台的首相安倍晉三已經開始推動一套強勢政策，包括寬鬆貨幣、公共工程投資，以及促進創業和外來投資，以求扭轉安倍所稱的「嚴重信心喪失」，這些新政策看來對日本有重大好處。日本目前是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一度被視為是美國最強勁的經濟對手，對美國以至世界各國都有重大影響。


  當然，新政策並沒有說服所有人，雖然日本今年（二○一三年）第一季經濟年成長率達到強健的三．五％，股市卻因為不少人懷疑「安倍經濟學」是否足夠有力而從五年的高點回落，但是，股市的短期波動說明不了任何問題。安倍經濟學無疑是日本往正確方向邁出巨大一步。


  經濟表現並不差


  若想真正了解日本的情況為何樂觀，我們不但必須仔細檢視安倍先生的政策，還必須重新審視日本經濟停滯的流行說法。日本過去二十年的情況遠非一面倒地失敗。表面看來經濟確實非常疲弱，二○○○至二○一一年間，日本平均的經濟成長率僅為○．七八％，而美國則有一．八％。


  但是，仔細檢視之下，日本緩慢的經濟成長其實不是那麼差。認真研究經濟表現的人不能只看整體成長，還必須考慮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二○○一至二○一○年間，日本勞動年齡人口（十五至六十四歲）萎縮五．五％，美國則增加九．二％，日本經濟成長較慢應該是意料中事。在二○○○年代，即使安倍經濟學還未推出，日本勞動力的人均實質經濟產出成長速度其實比美國、德國、英國和澳洲還快。


  不過，日本的經濟成長率仍然遠低於一九八九年爆發經濟危機之前。美國最近的經驗告訴我們，即使是較短期的衰退（但這一次衰退確實深得多），也可能產生驚人的影響，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嚴重惡化（頂層一％囊括經濟「復甦」的成果，甚至還多占一些所得），失業人口增加，中間階層落後頂層的幅度愈來愈大。日本的例子證明經濟不會自然地充分復甦。好在日本政府採取措施，確保美國的極端不公平不會發生在日本，而當局如今終於開始積極促進經濟成長。


  如果我們考慮較廣泛的指標，我們會看到即使經歷二十年的停滯，日本的表現仍遠優於美國。


  例如我們可以看測量不公平的標準指標吉尼係數，○代表完全公平，一代表完全不公平。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資料顯示，日本的吉尼係數目前約為○．三三，美國則是○．三八。其他資料則顯示，美國的不公平程度還更高。在美國，頂層一○％的平均所得是底層一○％的十五．九倍，遠高於日本的十．七倍。


  這種差異並非經濟運作無可避免的結果，而是政治抉擇造成的。OECD的資料也顯示，美日兩國納稅和移轉支付之前的吉尼係數大致相同：美國為○．四九九，日本為○．四八八。但是美國在減輕不公平方面不夠努力，只把吉尼係數壓低至○．三八。日本則積極得多，吉尼係數因此降至○．三三。


  當然，日本的情況並非完美。日本應該更加照顧超過七十五歲的老人。這群老人在逐漸老化的世界人口中占有愈來愈大的比例。二○○八年，OECD估計日本「較老的老人」有二五．四％所得不到全國所得中位數的一半，處於相對貧窮的狀態，只是略低於美國的二七．四％，但遠高於OECD國家的平均一六．一％。雖然美國和日本都不如我們一度以為的富裕，但坐視這麼多長者生活困苦實在是沒有良心。


  不過，日本雖然有老人貧困的問題，但它在另一方面的表現好得多，日本兒童的貧困率為一四．九％，遠低於美國令人沮喪的二三．一％，這對所有國家的前景都有重大涵義。


  更廣泛的指標表現也一樣顯示出日本的優勢。日本人平均預期壽命長達八十三．六歲，高居世界第一，而美國人只有七十八．七歲，預期壽命可以說是反映經濟健康的一個好指標。但是，這個數字並未顯示出預期壽命的不公平情況。據估計，美國前一○％長壽的人壽命與一般日本人相近，而且大部分是最富裕的美國人。但是，美國壽命最短的一○％壽命則與一般墨西哥人或阿根廷人相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估計，以不公平對國民預期壽命的影響來看，美國幾乎是日本的兩倍。


  另一些指標也顯示出日本的長處。日本的大學教育普及程度高居世界第二，遙遙領先美國。而即使在成長緩慢的時期，日本經濟仍然能夠防止失業率飆升。全球金融危機期間，日本失業率最高只是升至五．五％，在經濟疲軟的二十年間也不曾超過五．八％，低失業率是日本經濟遠優於美國的原因之一。


  這些數字令我們羡慕。美國的失業問題，以及就業市場的整體疲軟狀態，在四個方面傷害中低階層的人。


  首先，失業者顯然會受苦，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在「歐巴馬健保」推出前，絕大多數美國人仰賴雇主提供的醫療保險，失業加上生病使許多美國人破產或瀕臨破產；第二，在就業市場疲軟的情況下，即使有工作，工作時數也很可能遭縮減。官方失業率把接受兼職工作的大量美國人隱藏起來，這當中有很多人並不想只是兼職工作，但他們找不到全職工作，即使理應全職工作的人，也可能因為工時縮減而收入受損；第三，因為有很多人想找工作但找不到，雇主沒有加薪的壓力，結果工資漲幅甚至追不上通膨。實質所得減少正是美國多數中產家庭遇到的問題。最後，政府削減各式各樣的公共支出，導致對中低階層十分重要的許多公共服務遭縮減。


  安倍三箭的預期效應


  去年（二○一二年）十二月上台的安倍晉三三箭齊發，希望藉由經濟結構改革、貨幣和財政政策振興日本，這些事是美國早就應該做的事。雖然結構政策仍未充分提出，不過它們很可能包括旨在提高勞動參與率的措施，尤其是提高女性的參與率，同時幫助人數眾多的健康長者投入工作。也有人提議鼓勵移民。美國在這些方面過去曾有良好表現，日本若想促進經濟成長和減少不公平，也有必要處理好這些問題。


  日本很早便開始積極為女性提供公平的教育機會，結果現在日本女生的理科成績比男生還好，而數學成績落後男生的幅度比美國女生少。不過，日本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仍然較低，世界銀行的資料顯示只有四九％，而美國則有五八％。日本高階管理工作由女性出任的比例也低得驚人，有項統計顯示只有七％。


  當然，提高日本高等教育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除了是政策問題，很大程度是社會習俗的問題。雖然政府只能有限地改變社會習俗，當局還是可以顯著影響相關遊戲規則，例如藉由支持家庭的政策（例如較長的產假和提供托兒設施）和強力執行的反歧視法，使女性更容易進入勞動市場。國家統計往往會評估家庭間的不公平，但並不處理家庭內的情況。但是，家庭內的不公平也可以很顯著，而且各國也可能有顯著差異。


  一如其他先進工業國家，日本其他的改革還包括必須進行一些重大的結構轉型，像是從製造業經濟轉型至服務業經濟，以及適應全球比較優勢的劇烈變化、氣候變遷的現實，以及人口老化帶來的種種難題。日本強勁的製造業早就展現出良好的生產力成長，但其他產業則相對落後，這個國家已經證明自身的創新能力有潛力在服務業充分發揮。


  因為人口老化，提高健康照護產業的效率將至關緊要，日本若能將高超的製造和技術能力應用在新的診斷設備上，或許能在這個領域創造一些國際突破。投資在研究和高等教育上，將有助日本年輕人培養在全球化世界裡成功所需要的技能和心態。市場無法靠自己輕易完成這些結構轉型，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在這種情況下縮減支出特別愚蠢。


  事實上，這正是安倍經濟學的第二支箭，也就是財政刺激措施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們都應該已經認識到，提高總合需求需要刺激措施。不過，要完成結構轉型其實也需要刺激措施。基礎設施、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資有望獲得豐厚的報酬。但是，一如反財政赤字鷹派阻止美國政府採取強力的措施，批評者也宣稱，公債占GDP兩倍的日本並沒有執行這種關鍵新政策的條件。他們指出，日本背負重債的時期，正是日本經濟成長長期疲軟的時候。但是，相關數據呈現的其實是更微妙的故事。事實是經濟成長疲軟導致財政赤字，不是高負債導致成長疲軟。如果政府並未設法刺激經濟，經濟成長會更緩慢。


  此外，緊縮政策倡導者的立論基礎是任何國家出現大幅的赤字，必然會拖慢經濟成長，但已經有人證明這說法是錯的。歐洲有愈來愈多證據證明緊縮措施會導致更多緊縮措施，結果是經濟衰退，甚至陷入蕭條。


  安倍經濟學的最後一部分是貨幣政策，也就是以貨幣刺激措施輔助財政刺激措施。我們應該已經認識到，貨幣刺激措施最多只能產生有限的影響，即使是如量化寬鬆等空前的強勁措施。貨幣政策的焦點在於扭轉通貨緊縮，而我認為通縮引人關注，主要是因為它是產能利用率不足的徵兆。壓低日圓匯價可以提高日本商品的競爭力，因此有助刺激經濟成長，這反應國際間貨幣政策相互依賴的現實。聯準會的量化寬鬆政策也削弱美元匯價，我們期望有天這個領域的全球協調可以改善。


  隨著情況逐漸明朗，迫切問題不再是安倍經濟學是不是一套好政策，而是美國是否能提出類似的綜合政策方案，以及如果不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一如往常，我們的阻礙不在於經濟學理論，而在於美國激烈的政治鬥爭。例如儘管緊縮政策的學理基礎十分可疑，我們還是容許公共支出全面縮減，包括一些確保未來能共享繁榮至關緊要的支出。結果是在某些州的財務狀況開始改善之際，公部門雇用的人口仍然比危機前少五十萬左右，工作減少的地方幾乎完全發生在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恢復危機之前的就業人口和公共服務是艱鉅的任務，要令它們增加至經濟未衰退的水準就更加困難。如果經濟一直維持正常擴張，公部門的工作將顯著增加。在不公平仍然嚴重的情況下，相關負擔不成比例地落在美國最脆弱的一群人身上。


  我的研究工作有一個主題是任何國家出現嚴重的不公平，都將付出高昂的代價。各國均可以有較高的經濟成長和較公平的社會，這兩者並不互斥。安倍經濟學已經提出一些政策，希望能同時促進成長和公平。我們希望隨著更多細節敲定，日本將有更多政策促進勞動市場的性別公平，並且善用未充分利用的寶貴資源，這將可促進成長、效率和公平。安倍的計劃也反映當局明白貨幣政策作用有限，政府需要協調一致的貨幣、財政和結構改革政策。


  認為日本二十幾年來一敗塗地的人，對於何謂經濟成功觀念過於狹隘。日本在許多方面表現優於美國，包括所得分配比較公平、預期壽命較長、失業率較低、對兒童的教育和健康投資較多，以及在勞動人口萎縮下的生產力較高。日本或許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安倍經濟學的成效甚至只達到倡導者的一半期望，就有值得學習的地方。


  
    	原文Japan Is a Model, Not a Cautionary Tale發表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2013年6月9日[image: 返回]

  


  中國的路線圖[1]


  
    中國知道經濟成長已經進入一個關鍵階段，環境承受巨大且不可持續的負擔，除非改弦易轍，否則人民的生活水準終將受損。

  


  中國即將採納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為延續很可能是史上最出色的經濟轉型奠定基礎，同時改善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福祉。中國經濟成長持續之久在全球史無前例，脫貧人口之多同樣空前未見。


  中國經濟長期成功的部分關鍵是以近乎獨特的方式結合務實精神和願景。在多數開發中國家遵循「華盛頓共識」，不切實際地地追求經濟成長之際，中國再次清楚表示，它追求持續與更公平的生活水準進步。


  中國知道經濟成長已經進入一個關鍵階段，環境承受巨大且不可持續的負擔。除非改弦易轍，人民的生活水準終將受損，這就是為什麼新的五年計劃更加重視環境。


  中國許多相對落後的地區正經歷可觀的成長，如果不是其他地區成長得更快，這些落後地區的成長速度也令人驚嘆。這種成長雖然讓貧窮人口減少，但不公平也跟著增加，城鄉差距擴大，沿海與內陸地區的差距也擴大。今年（二○○六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World Development Report）解釋為什麼應該關注不公平，而非只是關注貧窮問題。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毫不迴避地直接處理這個問題，中國政府已經談論促進社會和諧數年之久，而新的五年計劃提出達成這個目標的雄心計劃。


  中國也認識到，落後國家與已開發國家有別，不僅在於資源差距，還在於知識差距。中國因此提出大膽的計劃，不但要縮減知識差距，還要建立自主創新的基礎。


  中國在世界和全球經濟中的角色也已經改變，新的五年計劃也反映這一點。中國未來的經濟成長必須仰賴內需多過出口，而這需要增加消費。事實上，中國有個罕見的問題，那就是儲蓄過剩。中國人積極儲蓄，部分原因在於政府的社會保險方案不足。加強社會保障（退休金）、公共醫療和教育可以同時減輕社會不公平、增強國民的幸福感，以及促進消費。


  中國如果能成功完成這些調整，本來就已經因為美國巨大財政和貿易赤字而失衡的全球經濟將承受沉重的壓力，迄今為止，中國幾乎總是能超越原定的高期望。如果中國減少儲蓄，而且如官員所言，準備資產的投資政策會更多樣化，美國平均每天二十億美元的貿易逆差將能靠誰融資？這不是美國馬上必須處理的問題，但那一天並不遠。


  中國五年計劃的願景非常清楚，困難在於如何執行。中國是個很大的國家，如果權力沒有廣為下放，不可能如此成功。但是，權力下放也會產生問題。


  例如溫室氣體排放是全球的問題。美國表示對此無能為力，中國高層官員的行動反而比較負責。五年計劃獲採納之後，馬上開始對汽車、汽油和木製品課新環保稅，中國正利用市場機制處理本國和世界的環境問題。但是，地方政府達成經濟和就業成長目標的壓力非常大。他們應該很想說：如果連美國也負擔不起環保的生產方式，我們怎麼負擔得起？中國政府需要有力的政策，例如已經開徵的環保稅，才能將其願景轉化為行動。


  在中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出現一些過去困擾已開發國家的問題，例如特殊利益集團以市場經濟理念的薄紗掩護的自利主張。


  有些人會基於下滲式經濟學的說法認為不必擔心窮人，經濟只要成長，最終將惠及所有人。有人會反對競爭政策和有力的公司治理法規，認為就該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還有人會提出經濟成長論，反對有力的社會和環保政策，例如提高汽油稅將扼殺新生的汽車產業。


  這種貌似支持經濟成長的政策不但無法促進成長，還會危及中國整個發展願景。只有一種方法能避免這種情況，就是公開討論經濟政策，揭穿謬論，使人們有機會提出有創意的方案，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許多難題。美國總統小布希已經證明，過度保密並將決策交給一小群諂媚者是很危險的。相對之下，中國領導人嘗試解決面臨的巨大問題時，會一再商議並廣泛徵詢意見，包括請教外國人，而多數中國以外的人並未充分認識到這一點。


  市場經濟不會自我管制。政府不能放任市場自行其是，尤其是如果我們希望確保經濟利益廣泛共享的話。但是，管理市場經濟體絕對不容易，政府必須持續因應經濟變化，力求保持平衡。中國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為此提供一份路線圖。世人敬畏地看著這個國家的發展，期望十三億人的生活能繼續改善。


  
    	原文China's Roadmap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06年4月6日[image: 返回]

  


  中國的市場轉型改革[1]


  
    現今中國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市場太大，政府太小」，如果能針對醫療和教育體系的嚴重不足之處投入更多資源，生活水準就會提升。

  


  中國過去三十年間的經濟成長速度與脫貧人數創造空前的歷史紀錄。中國的成就有個特徵，就是領導人願意頂住利益集團的有力反對，適時改變經濟模式。如今隨著中國推行新一輪基本改革，利益集團已經開始集結反對，改革者能再次獲勝嗎？


  考慮這個問題時，我們必須記住的關鍵點是，一如以往，現今這輪改革重整的不僅是經濟，還包括塑造未來改革方案，甚至決定未來改革能否進行的既得利益團體重整。當今政府一些高調的行動備受矚目，例如正在擴大的反腐敗行動，但中國面臨的深層議題則是關於政府與市場的適當角色。


  中國三十多年前展開改革時，方向很明確，市場必須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更多作用。因此，現在中國的私部門遠比以前重要。此外，各界有個廣泛共識，在國有企業主導的許多領域，市場必須發揮官員所稱的「決定性作用」。但在其他領域以至於整個經濟體，市場又應該發揮怎樣的作用？


  現今中國許多問題的根源在於市場太大，政府太小。換句話說，雖然政府顯然在做一些不應該做的事，但也有一些事是該做卻沒做的。


  例如環境汙染惡化威脅生活水準、所得與財富不均程度如今已趕上美國，而且公家機關和私部門均普遍貪腐。這一切損害社會和政府的信任感，這個趨勢在某些問題上尤其明顯，例如食品安全。


  隨著中國調整經濟結構，從仰賴出口帶動成長轉向倚重服務業和民眾消費，這種問題將會惡化。民間消費顯然有成長的空間，但如果奉行美國那種揮霍的物質主義生活方式，對中國乃至整個地球都將是一場災難。中國的空氣汙染已經危及人民的生命，中國碳排放增加導致全球暖化則會危及整個世界。


  其實可以有更好的做法。首先，如果中國能針對醫療和教育體系嚴重不足之處投入更多資源，生活水準就會提升。政府在這些領域應該發揮領導作用，多數市場經濟體這麼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美國以民營為主的醫療體系收費昂貴、效率不彰，表現遠不如醫療成本低得多的歐洲國家。中國的醫療體系不應該進一步朝向市場化。近年來，中國政府在提供基本醫療服務方面已經取得重大進展，尤其是在農村地區。有人認為中國的模式類似英國，同樣是以公共醫療體系為基礎，輔以民營的醫療服務。這個模式是否比法國那種政府主導的模式還好是可以討論的。但如果採用英國的模式，公營體系的規模比例不同會有影響，英國的民營醫療服務規模較小，醫療體系基本上還是以公營為主。


  另一方面，雖然中國在經濟結構轉型上已有進展，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二○一三年首度超過製造業，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產業飽受產能過剩的問題困擾，如果沒有政府協助，結構調整將很難高效率、順利地進行。


  快速城市化是中國正經歷的另一種結構調整。要確保城市適合居住且環境永續，政府必須採取有力行動，提供充足的公共財，例如大眾運輸、公立學校、公立醫院、公園和有效的都市規劃。


  二○○八年全球經濟危機後，我們學到的重要教訓是市場無法自我管制。市場容易出現資產和信貸泡沫，而這些泡沫必然會破滅，而且往往發生在跨國資本流動驟然逆轉的時候，這會造成重大的社會成本。


  美國沉迷於解除管制是這場危機的起因，有些人認為問題在於自由化的步調和順序，但問題不止如此，自由化的結果也很重要。存款利率自由化導致美國一九八○年代的存貸危機，放款利率自由化則鼓勵剝削貧窮消費者的掠奪行為，解除對銀行的管制並未促進成長，只是製造出更多風險。


  我們希望中國不要重蹈美國的覆轍，產生災難性的後果，中國領導階層的挑戰在於設計出適合目前發展階段的有效監理體制。


  為此政府必須籌集更多資金。地方政府目前仰賴賣地來籌資，這是經濟出現很多扭曲和大量貪腐問題的根源。政府應該改變做法，藉由課徵環保稅（包括碳稅）、較全面的累進所得稅（包括資本利得稅）和財產稅來增加收入。此外，政府應藉由股息取得國有企業更大部分的價值，不過國有企業的管理階層可能必須有所犧牲。


  問題在於中國能否在控制信貸擴張（可能導致資產價格急跌），面對疲弱的全球需求、調整經濟結構和打擊貪腐之餘，維持快速的經濟成長（雖然相對於先前的驚人速度已經有所放緩）。在其他國家，這種可怕的難題會導致經濟癱瘓，而非進步。


  中國經濟學的成功顯而易見，政府藉由增稅籌措資金，投入更多資源在城市化、醫療和教育上，不但可以維持成長，還能改善環境和減輕不公平問題。若能有效執行這方案，中國乃至於全世界都會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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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毒品之都如何蛻變為創意城市[1]


  
    哥倫比亞的麥德林從過去的毒品之都變成創意城市，證明只要有推動變革的意志，世界是可以改變的。

  


  哥倫比亞麥德林市上個月（二○一四年四月）舉行一場意義非凡的會議。約兩萬兩千人到此參加「世界城市論壇」，討論城市的未來。焦點議題是創造「生活之城」，也就是促進城市環境的公平發展。目前世界人口多數住在城市，到二○五○年，估計將有三分之二的人口住在城市。


  會議舉行的地點本身便具有象徵意義，麥德林一度因為是販毒集團的大本營而惡名昭彰，如今獲譽為全球最富創意的城市之一，而且名副其實。這個城市的蛻變故事對各城市均有重要啟示。


  在一九八○和一九九○年代，臭名昭著的毒梟如艾斯科巴（Pablo Escobar）控制麥德林的大街小巷和政壇。艾斯科巴的權勢並非純粹拜美國的毒品需求產生利潤豐厚的國際古柯鹼交易所賜，麥德林以至整個哥倫比亞極其嚴重的不公平也是重要因素。安地斯山脈的陡峭斜坡上是麥德林市的巨大貧民窟，這些以前基本上遭政府遺棄的地方為販毒集團提供充沛的人力。在缺乏公共服務下，艾斯科巴雖然脅迫麥德林市，但因為他慷慨付出，贏得當地社會底層的衷心支持。


  往日的貧民窟如今已面貌一新。在貧窮的聖多明各區（Santo Domingo），麥德林由三條路線構成的都市纜車系統（Metrocable system）以掛在空中數百呎高的纜車服務山坡上的居民，使他們不再與市中心隔絕。通勤時間如今縮短至數分鐘，這些非正式聚落與其他地區的社會和經濟隔閡因此逐漸得以消除。


  麥德林市貧窮社區的問題尚未根除，但基礎設施改善產生的好處彰顯在纜車站附近狀況良好的房子、壁畫和足球場上。麥德林市去年榮獲哈佛大學的Veronica Rudge Green Prize綠色城市設計獎，這是城市設計領域最受尊崇的獎項，而纜車系統不過是該市眾多建設計劃中最負盛名的一項。


  自法哈多（Sergio Fajardo）二○○四年出任市長以來，麥德林市便致力改造貧民窟，改善教育和促進發展。法哈多現在擔任麥德林所在的安蒂奧基亞省（Antioquia）省長，現任市長加維里亞（Aníbal Gaviria）已矢言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


  市政府在最破落的地區興建風格前衛的公共建築，為貧窮地區的居民提供房屋粉刷，清理並改善街道，種種措施均基於一個信念：如果你顧及人們的尊嚴，他們將珍惜周遭的環境，並以自己的社區為榮。結果證實非常有效。


  縱觀世界，城市既是社會主要爭論的發生地，也是爭論的焦點所在，而這是大有理由的。居民們住得愈近，便無法逃避重大社會問題，例如日趨嚴重的不公平，環境惡化，以及公共投資不足。


  城市論壇提醒與會人士，宜居城市需要規劃。這個訊息與世界許多地方的主流觀念是有矛盾的。但如果沒有政府規劃投資建設基礎設施，提供大眾運輸系統和公園，供應乾淨的食物飲水和維護公共衛生，城市不會適合居住。一個地方缺乏這些公共財時，受苦最多的必然是窮人。


  麥德林對美國也有啟示。事實上，最近的研究已經告訴我們，規劃不周如何加劇美國的經濟隔離現象，而且缺乏大眾運輸的城市如何因為合適的就業機會不足而形成貧窮陷阱。


  論壇更進一步，強調宜居城市並不夠。我們必須創造出個人可以茁壯成長和發揮創造力的城市環境。啟蒙運動促成人類史上生活水準最快速、最大幅的提升，而這個運動發生在城市絕非意外。在適當條件下，人口密集自然會產生新思想，適當條件包括讓人們可以互動、文化得以興盛的公共空間，以及歡迎和鼓勵公眾參與的民主精神。


  論壇的一個關鍵話題是對環境、社會和永續發展需求的共識，這些永續的面向彼此交織互補，而非常清楚要由城市提供。


  永續發展的最大障礙是不公平。我們的經濟、民主體制和社會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付出高昂的代價，所得與財富差距擴大最可惡的後果是愈來愈深的機會不公平。


  有些城市已經證明，這些普遍的型態並非源自不可改變的經濟規律。即使在美國這個最不公平的已開發國家，像舊金山（San Francisco）和聖荷西（San Jose）等城市，在機會公平方面可以媲美表現最好的經濟體。


  在政治僵局困擾世界各地許多政府之際，高瞻遠矚的城市正帶給我們希望之光。意見分裂的美國看來沒有能力處理不公平驚人擴大的問題。但在紐約市，白思豪（Bill de Blasio）正是承諾要設法處理這個問題而當選的市長。


  雖然地方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限，畢竟中央的稅收便遠比地方稅收來得多，但城市可以協助確保人們能夠找到可負擔的房屋。城市也肩負為所有人提供優質公共教育和公共設施的特別責任，無論所得高低。


  麥德林和世界城市論壇已經證明這並非一場白日夢。世界是可以改變的，只是我們必須有推動變革的政治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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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對美式經濟發展的錯覺[1]


  
    澳洲保守派政府正主張削減支出，理由是財政赤字危害國家前途。這種推崇美國模式的做法非常諷刺，因為這種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

  


  無論是好是壞，美國的經濟政策爭論往往在其他地方引起迴響，無論問題與當地情況是否有關。澳洲最近勝選上台的總理艾伯特所領導的政府便是一個好例子。


  一如許多國家，澳洲的保守派政府正主張削減政府支出，理由是財政赤字危害國家的前途。不過，這種說法在澳洲顯得特別蒼白乏力，但這未能阻止艾伯特政府的宣傳。


  哈佛經濟學家萊因哈特和羅格夫宣稱，非常高的公共債務意味著經濟成長將放緩，但他們從未真正證明這一點，而且這個論點隨後也因為遭受有力的質疑而變得不足採信。不過，澳洲遠遠未達到公共債務沉重的門檻。澳洲的公共債務對GDP的比率遠低於美國，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中屬於最低的水準。


  對長期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攸關未來的投資，包括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方面至關緊要的公共投資。這種投資確保所有公民可以充分發揮潛力，無論他們的父母多麼貧窮。


  艾伯特替「改革」提案辯護時，十分尊崇美國模式，這非常諷刺，畢竟美國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現今美國人的所得中位數還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不是因為生產力沒有成長，而是因為薪資停滯。


  澳洲模式的表現好得多。事實上，仰賴大宗商品的經濟體多數受「天然資源詛咒」困擾，而澳洲是少數的例外。澳洲的繁榮比較雨露均霑，最近數十年來，家庭所得中位數平均年成長超過三％，幾乎是OECD國家平均水準的兩倍。


  當然，澳洲因為坐擁豐富的天然資源，理論上應該遠比現在公平。畢竟一國的天然資源理應屬於全民，而這些資源產生的「租金」提供收入來源，可以用來減少不公平。此外，對天然資源產生的租金課以高稅率，並不會產生對儲蓄或工作所得課重稅的後果，畢竟鐵礦砂和天然氣無法為了避稅而遷往另一個國家。但是，澳洲衡量所得分配的吉尼係數比挪威高三分之一。挪威也是資源豐富的國家，但挪威政府管理國家財富、造福全民的表現特別出色。


  看到艾伯特政府的表現，我們不禁會想，他們真的了解美國發生什麼事嗎？艾伯特知道自從法規鬆綁和自由化開始的一九七○年代末以來，美國的經濟成長顯著放慢，而且主要嘉惠者是頂層嗎？他知道在這些「改革」之前，美國有半個世紀不曾發生金融危機，但如今金融危機在世界各地已變得相當常見嗎？他知道法規鬆綁導致金融業擴張，吸引許多才華洋溢的年輕人加入，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更有生產力的活動嗎？金融業者的創新帶給他們驚人的財富，但也令美國和全球經濟瀕臨崩潰。


  澳洲的公共服務廣為世人稱羡，醫療體系效果優於美國，成本卻低得多。澳洲學貸的還款視收入而定，必要時可以拉長還款期，而且如果債務人收入特別低，尤其是如果他們選擇重要但低薪的工作，例如教育或宗教方面的工作，政府會豁免部分債務。


  這與美國的情況有鮮明對比。美國目前的學貸超過一兆兩千美元，比信用卡債務還多，是大學畢業生和經濟的負擔。美國的機會公平程度如今是已開發國家當中最低的，年輕人的人生前景比其他已開發國家更仰賴父母的所得和教育水準；究其原因，美國失敗的高等教育融資模式是一個重要因素。


  艾伯特對高等教育的看法也顯示，他顯然不明白美國頂尖大學成功的原因。哈佛、耶魯或史丹佛之所以了不起，絕不是因為價格競爭或追求利潤。美國的好大學沒有一家是營利機構，它們全都是非營利機構，靠公帑或捐贈基金維持運作，而主要捐獻者是校友和各種基金會。


  頂尖大學之間有競爭，但是在其他方面力求包容和多元，也會競逐政府的研究資助。美國管制不足的營利大學則在以下兩方面表現傑出，一是剝削貧窮人家的子弟，收取高昂費用但不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再來是說服政府提供資助，同時繼續肆意剝削。


  澳洲的成就有許多值得學習的地方，澳洲人應引以為榮。如果因為對美國的情況有誤解，加上強烈的意識型態，結果不必要地改變運作良好的制度，那將是莫大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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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格蘭的獨立經濟學[1]


  
    蘇格蘭如果獨立，必須面對的不是貨幣制度或規模經濟這些難解的議題，也不是短期得失這種瑣事，而是獨立能否帶來更好的前途。

  


  在蘇格蘭考慮獨立建國之際，有些人質疑獨立「經濟學」，克魯曼就是其中一位。


  蘇格蘭如果獨立，是否會有生活水準降低或GDP萎縮的危險？事實上，蘇格蘭無論獨立與否，都會面臨一些風險，例如蘇格蘭如果留在英國，而英國將來退出歐盟，不管用什麼標準衡量，損失風險都會顯著增加；或是蘇格蘭留在英國，而英國繼續奉行已經導致不公平加劇的政策，即使經濟略有成長，多數蘇格蘭人的生活水準仍然可能會下跌。


  即使蘇格蘭對於自己的錢花在哪裡有可觀的裁量權，英國若削減對教育和醫療的公共資助，蘇格蘭也可能會面臨一些讓人厭惡的選擇。


  不過，那些危言聳聽的說法其實都沒有什麼根據，例如克魯曼似乎想說，獨立涉及不可忽視的規模經濟問題，他似乎在暗示小國不太可能有好表現。但是，獨立的蘇格蘭仍是歐洲的一部分，而歐盟的巨大成就在於創造一個大型經濟共同體。


  此外一些小型政治體都相當成功，例如瑞典、新加坡和香港，而一些大得多的政治體表現卻差得多。遠比經濟規模重要的是實行的政策是否明智。


  另一個假議題是貨幣，其實蘇格蘭有許多可行的貨幣制度可以選擇，它可以繼續使用英鎊，無論英格蘭是否同意。


  因為蘇格蘭的經濟與英格蘭十分相似，使用英鎊可能遠比歐元好，即使蘇格蘭與英格蘭不再奉行共同的財政政策。不過，許多小國擁有自己的貨幣，無論採用浮動、固定或「管理浮動」的匯率制度。


  蘇格蘭面臨的根本議題在願景和價值觀。蘇格蘭人對國家、社會、政治和政府的角色顯然有某種共同願景，而且也都很重視某些價值觀，例如公平、公正和機會公平。至於確切的政策和各種問題之間的微妙平衡，當然不會有全民共識。


  但是，蘇格蘭人的願景和價值觀與主流觀念大有差別。蘇格蘭為所有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英格蘭則一再提高學費，迫使家境較差的學生申請貸款。


  蘇格蘭一再強調要維持公營的國民醫療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英格蘭則一再走向民營化。還有些差異歷史悠久，即使遠在兩百年前，蘇格蘭的男性識字率也比英格蘭高五○％，而蘇格蘭的大學收費僅為劍橋和牛津的十分之一。


  假以時日，種種政策差異可能導致經濟成長率顯著有別，因此導致顯然不同的人均GDP，這遠遠比輕微的短期影響還大，更重要的是導致不同的所得和財富分配。如果英國繼續像現在這樣模仿美國模式，結果很可能會像美國一樣，雖然美國的有錢人愈來愈富有，但典型美國家庭的所得已經停滯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


  獨立或許有代價，雖然目前還未看到令人信服的證據，但也有它的好處。


  蘇格蘭可以投資在潮汐能源或年輕人身上，當局可以致力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也可以增加對幼兒教育的投資，這些都是促進社會公平所必需。蘇格蘭可以放心做這些投資，因為將來可以在稅收上回收。


  在當前體制下，蘇格蘭承擔這些社會投資的成本，但造就額外經濟成長所貢獻的額外稅收，絕大多數流向英格蘭。


  因此，蘇格蘭必須面對的不是貨幣制度或規模經濟這些難解的議題，也不是短期得失這種瑣事，而是獨立能否帶來更好的前途，也就是能否有助於蘇格蘭實踐與英格蘭差異漸大的願景和價值觀。


  
    	原文Scottish Independence發表於《格拉斯哥先驅報》（Herald, Glasgow）2014年9月13日[image: 返回]

  


  蕭條的西班牙[1]


  
    錯誤的經濟政策可以加重不公平並壓低經濟成長率，而西班牙乃至歐洲目前奉行的政策正是最好的例子。

  


  西班牙正處於蕭條狀態。經濟狀況之差，只有「蕭條」可以形容，幾乎每四名勞工便有一人失業，本書（《不公平的代價》）付梓時，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五○％。情況在短期內估計不會改善，甚至可能稍微惡化。開出緊縮政策方案的政府和國際機構官員之前承諾，西班牙經濟此時應該已經恢復成長了。他們一再低估政策對經濟的打擊，因此也就一再高估緊縮政策的財政效益。經濟衰退加深總是會導致稅收減少，同時也會使失業和社會救濟支出增加。雖然當局試圖將問題歸咎於西班牙未能達成財政目標，但真正該負責的是他們，因為他們對問題的診斷是錯誤的，開出的藥方也是錯的。


  本書解釋錯誤的經濟政策可以如何加重不公平並壓低經濟成長率，而西班牙乃至歐洲目前奉行的政策正是最好的例子。本次危機之前的多年時間裡，尤其是一九八五至二○○○年間，西班牙的情況相當特別，勞工收入淨額和家庭可支配所得淨額的不公平程度縮減了。在稅前不公平縮減之餘，政府藉由重要的社會政策和措施改善公共醫療服務，「糾正」所得分配不公平，直到本次危機的初期仍然這麼做。但是，漫長的經濟衰退如今已導致不公平明顯惡化。[2]


  但如我在第一章解釋，經濟衰退，尤其是像西班牙正經歷的蕭條，往往會使不公平加劇。失業的人，特別是長期失業者，比較可能淪為貧民。高失業率使薪資承受下跌壓力，而底層勞工的薪資對此尤其敏感。而隨著政府執行緊縮政策，對中低階層福祉至關緊要的社會福利遭到削減。此外，一如美國，房價下跌加重這些影響，而房產是中低階層最重要的資產。


  日趨嚴重的不公平和蕭條讓人愈來愈擔心西班牙的未來。問題不僅在於這個國家正在浪費資源，它的人力資本也正在退化。有技能但在本國找不到工作的西班牙人正移民其他國家，這些人才在國際市場受歡迎，他們是否會在西班牙經濟復甦時回國，某個程度上取決於蕭條會持續多久。


  西班牙目前的問題同樣主要是意識型態結合特殊利益集團造成的，如本書所述，這股力量在美國促成金融市場自由化、解除管制，以及其他「市場基本教義」政策，造成美國的嚴重不公平和不穩定，導致經濟成長率遠低於之前數十年。（這些「市場基本教義」政策也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如我解釋，它們並非基於對現代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而是基於對經濟學的幼稚理解，基於完全競爭和完美市場的假設。）


  在某些情況下，意識型態不過是既得利益集團掩護自己謀取更多私利的工具。銀行、房地產開發商和部分政客形成一種利益集團，使得環境和土地規劃法規遭受忽視或未能有效執行，而且政府對銀行的管制不足，既有管制法規也未嚴格執行。造成利益集團有如在開派對，資金到處流竄，有些錢藉由政治獻金流入政客口袋，又或者是在政客卸任之後，提供薪酬非常豐厚的職位。因為稅收增加了，政客可以拿房地產泡沫造就的經濟成長，以及國家財政狀況的進步自吹自擂。但這一切有如鏡花水月，表面的經濟繁榮是建基於不可靠、不可持續的基礎。


  在歐洲，新自由主義、市場基本教義觀念融入歐盟的基本經濟結構中，歐元區更是如此。這些原則據稱將促進經濟效率和穩定，而增加的經濟成長據稱將惠及所有人。在此情況下，很少人關心新規則對不公平有何影響。


  事實上，這套新規則壓低經濟成長，並增加動盪。多數歐盟成員國的中低階層境況在危機爆發前就已經不好，危機之後更是雪上加霜。本書剖析市場基本教義觀念的許多謬誤，並解釋為何基於這種意識型態的政策一再失敗。不過，我們也應該好好看看這些問題如何在歐洲發生。


  奉行錯誤的新自由主義政策


  先說勞工自由流動的原則好了，理論上這應該促成高效率的勞動力配置，而在某些情況下這確實有可能。但因為幾個國家的負債特別沉重，它們的年輕人離開本國，不必替他們的父母輩償債。而這些國家為了償債而徵稅，結果促成低效率的人口遷移。這導致一種惡性循環，年輕人外移之後，留下來的人必須承受更重的納稅負擔，結果低效率遷移的誘因變得更強了。


  再想想在貨物可以自由流動下，各國稅制未能協調一致的情況。企業（和個人）有遷往低稅率國家的誘因，它們可以從那裡把商品運往歐盟任何地方。地點的決定並非基於在哪裡生產最有效率，而是哪裡的稅最低。這引發沉淪式競爭，各國不但有對資本和公司減稅的壓力，還有壓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壓力，納稅的負擔因此轉移到勞工身上。而因為不公平與資本和企業獲利不公平有很大的關係，納稅和移轉支付之後的所得整體不公平程度難免會擴大。


  所謂的單一市場原則（也就是受任何一個會員國管制的銀行可以在歐盟任何地方營業），加上資本自由流動，可能是最惡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本次危機之前的多年時間裡，我們看到來自管制不足國家的金融商品和存款在其他國家造成很大的混亂，使得地主國無法履行保護公民和經濟的職責。因為類似的原因，市場很有效率因此政府不該干預的理論導致當局坐視愛爾蘭、西班牙和美國形成房地產泡沫。但是，市場一再出現一陣陣不理性的樂觀或悲觀情緒，在歐元面世之後的數年間，市場過度樂觀，資金流向西班牙和愛爾蘭的房地產市場。如今市場則是過度悲觀，資金因此大量撤離。資金外流進一步削弱經濟，而單一市場原則加重了問題，希臘人、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可以輕易地將歐元儲蓄轉到某家德國銀行的帳戶裡。


  但是，歐元區的銀行體系就如經濟其他層面一樣是扭曲的，這是不公平的競爭環境。我們對一家銀行是否有信心，取決於該國政府是否有能力在爆發危機時拯救銀行的存戶，尤其是因為如今我們容許銀行變得很大，而且可以買賣複雜、不透明、價值難以評估的金融商品。相對於西班牙的銀行，德國的銀行更占有優勢，因為我們比較相信德國政府有能力在必要時拯救銀行，這當中有一種隱性補貼。但是，這同樣可能造成一種惡性循環，資金外逃削弱經濟，進而使人們比較不相信政府有能力拯救銀行，結果促使更多資金外流。


  歐洲目前面臨的問題與歐洲經濟架構的其他方面有關，例如歐洲央行一心關注通膨的控制（相對於美國聯準會還有經濟成長、就業和金融穩定的使命）。第九章解釋為什麼央行只關心通膨會加重不公平。這種央行使命的差異對目前的歐洲尤其不利。美國已經將利率降至接近零，歐洲則沒有，歐元的匯價因此人為地偏高，削弱出口並刺激進口，進一步損害就業。


  缺乏匯率調整機制


  歐元的根本問題在於剝奪成員國面臨衝擊時的兩項關鍵調整機制，也就是利率和匯率機制，然後完全未提供其他可行的調整機制，但衝擊對成員國的影響各有不同。歐元區並非經濟學家所講的「最佳貨幣區」，也就是並非一群真的可以共用單一貨幣的國家。國家面臨衝擊時，調整的一個方法是改變匯率。連類似的國家也是這樣，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兩國貨幣的兌換率便會顯著波動。但是歐元使匯率調整受到很大的限制。


  有些人暗示，替代匯率調整的一種方式是一國之內的所有薪資和物價下跌。這是所謂的「內部貶值」。如果內部貶值那麼容易，金本位制度當年便不會阻礙大蕭條時期的經濟調整。像德國這些國家要如中國目前的做法，藉由實質升值調整經濟，要比貿易夥伴國藉由其貨幣實質貶值調整經濟來得容易。實質升值可以藉由通膨達成，而達成溫和的通膨比達成溫和的通縮來得容易，但德國抗拒這種調整。


  德國的實質匯率太低，結果一如中國，德國享有貿易盈餘，而西班牙等貿易夥伴則要承受貿易赤字。經濟如果失衡，盈餘國與赤字國一樣有責任，而調整的負擔應該由可以較輕鬆完成調整的一方承受，這正是世界各國與中國協商時表達的立場。中國已有回應，自二○○五年以來，人民幣實質匯率大幅升值，歐洲並沒有發生必要的調整。


  每一個國家都成為盈餘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因此，德國某些人主張要其他國家仿效德國的政策可以說是不可行的。某個國家有盈餘，就必須有其他國家承受對應的赤字。尤其是現在，盈餘國正迫使其他國家承受代價，全球經濟現今的問題是全球總合需求不足，而盈餘國對此有責任。


  我們可以比較歐洲和美國的情況，藉此得到一些啟發。美國的五十個州共同使用一種貨幣，美國與歐元區的一些對比或許能說明問題。在美國，公共支出有三分之二屬於聯邦支出。聯邦政府承擔大部分的福利支出、失業保險給付，以及道路和研發等資本投資。反循環政策（counter-cyclical policy）是聯邦政府的責任範圍，聯邦政府透過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支持銀行，甚至包括多數州立銀行。美國各州人民可以自由遷徙，而且如果像北達科他州因為民眾外流而人口不足，不會有人在意。事實上，這降低收買該州國會議員的成本。


  歐元是一項政治大計，但是歐洲的政治力量並未強到足以「完成」這個計劃，它未能促成必要的改革，使這群差異很大的國家締結可有效運作的貨幣聯盟。大家原本希望隨著歐元促使各國團結起來，將這項大計完成。但歐元的實際作用恰恰相反，舊瘡疤再度掀開，而且成員國之間還形成新的敵意。


  往年一切順利的時候，沒有人去想這些問題。我原本期望二○一○年一月爆發的希臘債務危機可以刺激歐洲當局推動更根本的改革，但當局沒有什麼作為。本書付梓時，西班牙面臨的利率高得不可持續，而且短期內經濟看不到復甦的希望。


  在德國的敦促下，歐洲犯的大錯是將西班牙等邊陲國家的困境歸咎於這些國家揮霍無度。希臘在危機爆發前幾年確實出現相當大的財政赤字，但西班牙和愛爾蘭仍有財政盈餘，而且相較於GDP而言負債頗低。因此，強調財政緊縮甚至無法防止危機再度爆發，遑論解決歐洲面臨的危機。


  稍早我談到高失業率正如何加重不公平，因為有錢人支出占所得的比例低於窮人，而窮人別無選擇，只能花掉所有收入。不公平會拖累經濟表現，這是一種惡性循環，而緊縮政策的作用是雪上加霜。歐洲目前的問題是需求不足，在蕭條延續之際，銀行變得比較不願意放款，房價下跌，家庭愈來愈窮，對未來也愈來愈沒信心，消費因此進一步受抑制。


  採取緊縮政策讓情況惡化


  從來沒有一個大型經濟體可以在奉行緊縮政策的同時擺脫一場危機，歐洲也不例外。緊縮政策總是無可避免預期會導致情況惡化。財政緊縮促成經濟復甦的例子僅限於一些小國，它們往往採用浮動匯率制，而且它們的貿易夥伴正經歷強勁的經濟成長，出口成長因此填補財政緊縮留下來的缺口。但目前西班牙根本沒有這種條件，它的主要貿易夥伴國正經歷經濟衰退，而且根本無法控制匯率。


  歐洲的領袖已經認識到，歐洲經濟不成長，問題便解決不了，但他們解釋不了緊縮政策可以如何促成經濟成長，他們因此宣稱，歐洲需要的是恢復信心。但是，緊縮政策無法促成經濟成長，也不能重振信心。歐洲過去兩年的政策是失敗的，當局一再試行東拼西湊的拙劣政策，錯誤診斷歐洲問題，結果反而打擊信心。緊縮政策摧毀經濟成長，因此也摧毀信心。無論發表多少演講來強調重振信心和經濟成長如何重要，只要政策不變，歐洲的難題將繼續無解。


  緊縮措施的效果特別差，因為市場知道這會導致經濟衰退、政治動盪，而且隨著稅收減少，財政情況也很難改善。信用評等機構正確地調降奉行緊縮政策國家的評等。西班牙首批緊縮措施通過時，信用評等遭到調降，因為評等機構相信西班牙會確實執行這些措施，而這意味著該國經濟將成長乏力，經濟問題不減反增。


  緊縮政策的目標是解決「主權債務」危機，而歐洲為了拯救銀行體系，也訴諸一連串同樣無效的臨時措施。最近一年來，歐洲在執行一項代價高昂但徒勞無功的自救行動，提供資金給銀行購買主權債務以支撐各國財政，提供資金給各國來支持銀行。但這不過是「巫毒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暗地裡送給銀行數百億美元的大禮，而且很快便被市場看穿。每一項措施都是暫時緩和情況的手段，而且比評論者警告的更快失效。自救行動的無效本質完全暴露出來之後，危機國家的金融體系風聲鶴唳。在危機爆發近兩年半之後，當局似乎終於認識到這種策略十分愚蠢。但即使如此，當局並不能設計出有效的替代方案。


  除了整頓財政之外，歐洲的策略還有第二招：推動結構改革，提升受危機衝擊經濟體的競爭力。結構改革很重要，但需要時間，而且這種改革是供給面措施，但目前生產受限是因為需求不足。錯誤的供給面措施會導致目前所得減少，可能加重總合需求不足的問題。因此，如果企業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沒有人要，改善勞動市場的措施就無法促進就業。同樣的道理，削弱工會和工作保障可能導致薪資下跌、需求萎縮和失業率上升。根據新自由主義理論，我們若能促使勞工從受補貼的產業轉移到效益較高的產業，經濟成長和效率均可受益。但是，像西班牙目前的情況，失業率已經很高，而且金融業又相當虛弱，勞工若離開低生產力的補貼產業很可能會失業，屆時消費減少將進一步削弱經濟。


  迄今為止，歐洲已經掙扎多年，而唯一的結果是，在本書付梓時，整個歐洲已經陷入衰退，不再僅限於危機國家。當局其實可以選擇另一套可能有效的政策，或許至少可以終止蕭條，終止非常有害的貧窮和不公平惡化，甚至有望恢復經濟成長。


  歐盟需要共同的財政部


  經濟學界有個長期以來都認同的原理，稅收和消費平衡擴張可以刺激經濟，而且如果方案設計夠好，例如向有錢人徵稅，並把錢花在教育上，經濟和就業的成長可能十分可觀。


  但西班牙可以做的事相當有限。歐洲若想保住歐元就必須有所行動。歐洲的整體財政狀況並不差，負債對GDP的比率比美國好，但如果美國每個州都必須完全負責自己的財政，包括支付所有的失業救濟，美國也將陷入財政危機。這當中的教訓很明顯，整體的力量大於個別力量集合起來。在已採取的措施之外，歐洲還有許多共同行動可以選擇。


  歐洲已經有一些機構可以協助資金短缺的國家為必要的投資融資，例如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歐洲投資銀行應該擴大放款，支持中小企業。銀行緊縮信貸對中小企業的打擊特別大，而在所有經濟體，這些企業是主要的就業創造者，而大型企業可以向一般銀行籌資。這些措施已經有人提出，但它們很可能是不夠的。


  歐洲需要一個很像共同財政部的機構，需要一個規模較大的歐盟團結基金（European solidarity fund），幫助維持穩定或發行歐元區公債。如果歐洲，尤其是歐洲央行出面借款，然後將所得轉借出去，則歐洲的債務成本可以降低，而且可以規劃一些促進經濟成長和就業的支出。


  但是，目前歐洲正在討論的共同政策卻形同一個自殺方案，即使經濟正陷於衰退，各國仍希望在財政上避免入不敷出，而經濟較強的國家也沒有承諾要幫助較弱的國家。柯林頓執政時期的一項勝利是阻止共和黨人有類似嘗試，他們希望修改憲法，加入平衡預算的要求。當然，我們料想不到小布希政府揮霍財政、不負責任的解除管制政策，以及監督嚴重不足，導致聯邦政府債務暴增。但即使我們能預見這些事情，我相信我們的結論還是一樣。國家有政策手段可用而不用是不對的，現代經濟體的首要義務是維持充分就業，而光靠貨幣政策往往是不夠的。


  德國有些人表示，歐洲不是一種移轉聯盟（transfer union）。許多經濟關係也不是移轉聯盟，例如自由貿易區就不是。但單一貨幣體制希望更進一步發展，歐洲和德國就必須面對現實，如果不願意改變經濟架構，超越財政緊縮的層次，歐元是行不通的。歐元或許還可以生存一段時間，但垂死掙扎之際將造成巨大的苦難，而且終究會死。


  歐洲的銀行業危機同樣只有一個出路：建立共同的銀行業架構，以整個歐洲的力量支撐金融體系。經濟強國的銀行因為享有政府的隱性補貼，自然不希望看到這種改革。它們享有競爭優勢，而各國的銀行業者都對政府有過度的影響力。


  這樣的後果深遠而持久。年輕人長期沒有像樣的工作，容易離群索居。當他們終於找到工作時，薪資將比以前低得多。青春期一般是建立技能的時候，如今卻成為荒廢期。歐洲社會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歐洲人的才能，正被大量浪費，甚至摧毀。


  世界上有很多天災，例如地震、洪水、颱風、颶風和海嘯。還要增添人為災難實在很可恥，但這正是歐洲在做的事。事實上，故意忽視歷史教訓就是犯罪。歐洲目前正經歷的苦難，尤其是窮人和年輕人所受的苦，完全沒有必要。


  如我指出，歐洲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西班牙不能獨自行動。該執行的歐洲政策如果繼續拖延不處理，歐洲將付出非常高昂的代價。


  不幸的是，可以拯救歐元的改革並沒有出現在目前的政策討論中，至少並沒有出現在公開的討論中。如我稍早指出，我們聽到的只是與財政責任、恢復成長和信心的陳腔濫調。學界和其他人士正悄悄地開始討論新計畫。共同貨幣制度要行得通，必須有足夠的政治意志去創造必要的體制結構，但歐元創立的時候，當局顯然缺乏這種政治意志。俗語說，炒好的蛋要恢復原狀必須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維持當前這種有嚴重缺陷的制度也一樣。有缺陷的貨幣制度最終會崩潰，而且付出相當大的代價。但在承受債務和貨幣貶值之後，生活還是繼續下去，而且這種生活可能遠優於某些歐洲國家目前面臨的蕭條景況。如果隧道的盡頭看得到光明，或許還可以忍受。但是緊縮政策不能保證在可預見的未來有個更好的世界，歷史經驗完全不能賦予我們信心。


  如果蕭條持續下去，受苦最多的將是中低階層。


  
    	原文Spain's Depression為《不公平的代價》西班牙版序[image: 返回]


    	衡量所得分配不公平的標準指標是吉尼係數，該指標數值為○代表完全公平，一代表完全不公平。所得分配相當公平的國家，吉尼係數約為○．三。美國是先進工業國家中最不公平的，吉尼係數為○．四七。一國吉尼係數的變化通常非常緩慢，但西班牙的數字從二○○五年的○．三二六升至二○一○年的○．三四七。見IMF, “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 June 2012,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2/sdn1208.pdf。[image: 返回]

  


  第八部重振美國就業


  我在本書一開始以一小節解釋近年經濟大衰退的起因，關注衰退與不公平的關係，說明兩者如何互為因果。本書也將以探討這些議題作結。


  二○○九年結束時，我們顯然已經救了銀行業，而美國也避免再次陷入大蕭條。但同時我也清楚看到，我們並未為經濟奠定快速復甦的基礎。如我在序曲的引言，特別是〈如何走出金融危機〉中指出，我們需要一個有力、精心設計、大規模和長期的經濟刺激方案，我們需要一個紓困方案，但它應該引導銀行放款給中小企業。適當的監理改革對此有幫助，可以縮小投機買賣和操縱市場的空間。我們需要一套房屋政策來幫助數百萬失去房子的美國人，可是這些事我們都沒有做。我們雖然救了銀行業，但並沒有防止數百萬美國家庭失去房子，也沒有防止他們失去工作。歐巴馬政府和聯準會似乎比我還有信心，確信我們會度過難關。到了二○一一年中，許多人開始幻滅。我們顯然需要額外的措施來幫助更多美國人恢復就業。我替Politico撰寫的文章〈如何重振美國就業〉提出政府可以考慮的另一套政策。


  到了二○一三年，經濟仍然疲弱。美國出現新的全民辯論，探討是否有所謂的「新常態」？我們是否應該接受較高的失業率？我仍相信美國經濟疲軟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一大原因是不公平。自大衰退開始以來，美國的不公平程度惡化，在〈不公平正阻礙經濟復甦〉中，我更詳細地再度解釋不公平為何對經濟非常不利、我們可以如何縮減不公平，以及如何同時擁有較好的經濟表現和較為公平的社會。


  在復甦持續乏力之際，開始有人質疑原本對經濟問題的診斷是否正確？經濟是否有更根本的毛病？危機爆發時，普遍的診斷是銀行業者從事不顧後果的放款業務，使得許多銀行破產，而如果沒有運作正常的銀行體系，經濟將無法運作。銀行提供的資金有如人體的血液，這正是有人主張必須救銀行的原因。救銀行不是因為我們熱愛銀行和銀行業人士，而是因為我們不能沒有他們。根據這個診斷，歐巴馬／小布希開出的處方是把銀行送進急診室，替它們大量輸血（大量注入現金），然後一兩年內將一切恢復常態。在這段過渡時期，經濟需要短期的刺激方案，但因為這只是等銀行康復的臨時措施，我們對刺激方案的細節不必太挑剔。結果刺激方案太小、太短暫，而且不是設計很好。


  當然，如我在《失控的未來》和本書稍早解釋，我們可以拯救銀行，但不救銀行經營者、股東和債券持有人。諷刺的是，我們的實際做法使納稅人不必要地承受高昂的代價，而且效果遠不如紓困案可以達到或應該達到的水準。


  雷曼兄弟破產兩年後，銀行業基本上已經康復。但對中小企業的放款還是顯著比金融危機前少，而這某個程度上是因為我們專注在拯救大銀行，同時任由數百家主要從事中小企業放款的小型、地方和區域型銀行倒閉。可是美國經濟仍然沒有好表現，尤其是關注一般民眾。事實上，本書付梓時，也就是泡沫破滅和大衰退開始約八年、雷曼兄弟破產近七年之後，所得中位數仍低於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的水準。


  〈就業經〉探討此中原因。基本見解源自於歷史分析，檢視大蕭條和近年大衰退的相似之處。大蕭條時的農業生產力成長促成務農所得暴跌五○％以上。這些農民買不起城市製造的商品，結果城市的所得也下跌。所得萎縮的農民被困在農場，無法遷往其他地方。有趣的是，城市中找不到工作的人被迫回到農村，但因為比較繁榮的農村高度機械化，他們被迫遷往一些較貧窮的地區。


  當年經濟需要轉型，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製造業為主，但市場自己做不好這件事。農村居民的房價暴跌，甚至沒有錢可以遷往城市。這需要政府協助，而政府最終出手了，因為在二戰期間，我們需要很多人遷往城市製造軍備與其他必需品來打贏戰爭。戰爭結束後，我們為所有曾替國家打仗的人提供免費的大學教育，賦予他們技能投入正在興起的「新經濟」，主要都是年輕人。


  這篇文章指出，當前的經濟萎靡也是受類似情況影響，製造業的生產力成長快過需求成長，全球的製造業就業人口因此正在減少，比較優勢改變加上全球化（這是我們促進的趨勢）意味著美國占全球製造業就業人口的比例將縮減。一如當年，我們是自身成就的受害者。也一如當年，市場自己做不好這種結構轉型。但現在的情況甚至比當年更糟，原本應該成長的是醫療和教育等服務業，而政府的角色很重要。但是政府不但沒有介入促進這種轉型，反而還退縮了。


  如果這種分析是正確的，未來看來令人擔心。這篇文章發表後的數年間，我的預測大部分成為事實。美國經濟繼續表現平庸，儘管有些力量會使人期望經濟強勁復甦，例如美國的高科技業全球稱羡，而頁岩氣榮景使天然氣的價格跌至新低。雖然本書付梓時，經濟似乎恢復成長，但成長仍然疲軟，幾乎無法創造足夠的工作來吸收新增的勞動力。失業率下跌，但主要是因為勞動參與率跌至近四十年未見的水準，但數百萬美國人已經退出勞動市場，這距離二○○七年經濟開始衰退整整八年。


  但如我在本書和其他地方解釋，美國看來正陷入長期停滯的狀態，而這與其說是經濟學定律造成的，不如說是拜我們的政策所賜，政府未能促進經濟轉型，對於不公平日趨嚴重也毫無作為。


  科技演變的挑戰


  最後幾篇文章進一步探討科技演變的涵義，以及由此衍生的謎團。前兩篇寫於大衰退開始前，當時我已經清楚地看到我們的經濟運作方式有一些毛病。在〈豐盛時代的匱乏〉中我提出一個問題：在當前這個豐盛的時代，我們不時讚頌科技進步如何了不起，但為什麼美國和其他地方有許多人的生活好像愈來愈艱難？答案是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進步成果的分配非常不公平，在美國甚至不公平到中間階層的境況愈來愈差。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還有兩個問題。美國一些政策是在幫助最富裕國家的有錢人，同時犧牲最窮國家的窮人。我們的農業補貼拿走一些寶貴的資源，它們本來可以有更好的用途，投資在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上，但現在都被拿來送給富有的美國農夫，壓低農產品的國際價格，使得開發中國家的貧窮農民變得更窮。


  而我們的企業福利政策則在造福煤礦和石油公司，犧牲未來世代。我們補貼這些造成汙染、加劇氣候變遷的公司，耗費能產生更好用途的寶貴資金。更糟的是，還扭曲創新。在勞動力過剩的年代，我們的創新過度偏重在節省勞動力，不夠重視保護環境。


  長期而言，生活水準要改善必須靠成長，而且必須是適當的成長，也就是繁榮必須共享，而且環境應得到保護。在〈成長請左轉〉中，我解釋這要如何達成、不受約束的市場為何無法自行創造出這種成長，以及政府可以做些什麼。這次危機顯示，市場甚至是沒有效率和不穩定的。即使利率非常低，資金和創新並沒有流向適當的領域，創造出高薪工作和提升關鍵產業的生產力。資金反而流向投機活動，以及在內華達沙漠中央蓋一些品質低劣的房子。創新則努力製造出新的金融商品，它們並沒有幫助我們更好地管理風險，而是增加風險。這篇文章勾勒出一個全面的成長方案，若付諸實踐，大有希望創造出比較美好的景況，而非繼續陷於最近數十年來的不穩定和停滯困境。


  在〈創新之謎〉中，我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宣稱經濟正處於創新年代，那為什麼創新並未反映在總體經濟數據上，例如人均GDP？我指出，這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我們的GDP統計未能真正反映經濟體發生的事，這是我擔任主席的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國際測量委員會的主要觀點。不過，這應該也是最近數十年的創新受到過度吹噓的結果。像Google和臉書那樣更有效率地投放廣告是很重要，但是這種創新真的可以媲美電力、電腦、雷射或電晶體等發明嗎？


  然而創新的另一面卻很真實，如果生產力的成長速度比需求快，就業和所得將會萎縮。大蕭條時期正是這樣。我們曾經必須投入整個社會約七○％的勞動力才能生產出生存所需的糧食。如今不到三％的勞動力便能生產出肥胖社會所能消耗的全部糧食。失業的人並不必然可以在其他產業找到工作。對科技發展樂觀的人喜歡引用汽車業的例子，製造趕馬車鞭子的工作大量消失，但汽車製造和修理業產生的新工作多得多。但這絕非必然的事。如果總合需求像現在這樣持續疲軟，經濟體並不會創造出新工作。


  如何重振美國就業[1]


  
    想要重振美國就業，最好的方法是利用現在長期利率異常低的機會，對迫切需要的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方面做出長期投資。

  


  美國正聚焦在就業問題，或該說應該聚焦在就業問題，有將近兩千五百萬美國人希望可以得到全職工作但無法如願。全國失業率已經高得不可接受，而青年失業率卻是全國失業率的兩倍。


  美國一直認為自己是機會之地，但是，我們那麼多前途黯淡的年輕人機會在哪裡？以前美國人失業之後往往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但如今超過四○％的失業者失業超過六個月，而且人數愈來愈多。


  總統歐巴馬週四（二○一一年九月八日）將發表演講，概述政府可以做些什麼，其他人也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


  環顧美國，悲觀情緒愈來愈強。檯面上的人還是可以講出好聽的話。但是在國家債務和赤字問題逼近之際，我們是否有實際作為？


  經濟學提供的答案是：若想創造就業和促進經濟成長，我們可以做的事非常多。


  有一些政策可以達成上述目標，而且中長期而言可以壓低負債對GDP的比率。甚至有些措施雖然在創造就業方面效果較差，但短期可以防止赤字失控。


  不過，政治情勢是否容許我們去做這些可以做也應該做的事，則是另一回事。


  悲觀情緒是可以理解的。貨幣政策已證實無效，這是政府管理總體經濟的主要手段，而且很可能將繼續無效。我們面臨的困境某個程度正是拜貨幣政策所賜，寄望它能替我們解危不啻是一種妄想，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


  在此同時，巨大的赤字和公共債務看來令我們無法運用財政政策，至少這是某些人的說法。此外，大家對於哪一種財政政策有效並無共識。


  我們是否將陷入長期的「日式抑鬱」，直到過高的負債和過剩產能調整至適當的水準？我認為可以大聲說「不」。較準確的說法是，這種結果並非不可避免。


  破除兩個迷思


  首先，我們必須破除兩個迷思。一是縮減財政赤字可促使經濟康復。裁員和削減支出並不能創造就業，促進經濟成長。理由是資金充裕的企業在商品需求不強下，不打算投資和增聘人手，需求減弱，也就是緊縮政策只會打擊投資和就業。


  但如克魯曼強調，世上沒有「信心仙女」（confidence fairy）可以神奇地令投資人一看到債務國赤字縮減便信心大增。這種實驗我們做過很多次了。因為奉行緊縮政策，前總統胡佛（Herbert Hoover）將股市崩盤變成大蕭條。我親身看著國際貨幣基金如何迫使東亞國家執行緊縮政策，令經濟從疲軟變成衰退，而衰退又惡化成蕭條。


  我不明白為什麼在證據如此確鑿的情況下，還會有國家以緊縮政策自殘，現在連國際貨幣基金也都承認需要財政政策支持。


  第二個迷思是經濟刺激措施無效。支持這個論點的「證據」很簡單，美國失業率最高曾升至一○％，而且目前仍高於九％（比較準確的指標呈現的失業情況嚴重得多），而當局曾宣布，在經濟刺激方案支持下，失業率最高只會升至八％。


  如我在《失控的未來》中指出，政府確實大大低估上任政府留下的嚴重危機。


  但如果沒有經濟刺激方案，美國失業率最高應該會升至一二％以上。刺激方案無疑可以設計得更好一些，不過它確實壓低失業率，如果沒有它，失業率會更高。刺激方案是有效的，它只是規模不夠大，持續不夠久，因為政府低估危機的延續時間和深度。


  談到財政赤字，我們必須回顧十年前的情況，當時美國年度財政盈餘高達GDP的二％，以致聯準會主席擔心公債會很快還清，令貨幣政策變得難以操作。了解我們如何從當年的寬裕狀態走到今天的處境，有助於想清楚如何解決赤字問題。


  這中間發生四個主要改變。首先，政府慷慨減稅到國家負擔不起的地步；第二，兩場昂貴的戰爭令負債增加約兩兆五千萬美元；第三，聯邦健保處方藥方案（Medicare Part D）限制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協商藥價，讓政府十年間多付數千億美元；第四，美國陷入經濟衰退。


  如果我們能扭轉這四個方面的相關政策，美國會很快回到負責任的財政狀態，但最重要的事是重振美國就業。人民所得愈高，稅收也愈多。


  利用低利率環境加緊投資


  但是，現在我們如何重振美國就業？最好的方法是利用現在長期利率異常低的機會，對美國迫切需要的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方面做出長期投資。


  我們應該致力在高報酬和勞力密集的公共投資。這種投資對民間投資有輔助作用，它們可以提高民間投資的報酬率，促進民間投資。


  聯邦政府承擔各州的教育支出，也可以很快拯救數千個工作。一個承認教育很重要的富裕國家實在沒有裁減教師的道理，尤其是在全球競爭如此激烈的時候。有高教育勞動力的國家經濟表現會更好，此外，如果經濟要轉型適應二十一世紀的要求，教育和職業訓練是必要的。


  公部門長期投資不足的好處是有很多高報酬的投資機會可以選擇，這種投資短期內可以增加產出，長期可以促進經濟成長，因此而增加的稅收足夠支付相當低的債務利息。結果是債務減少，GDP增加，而負債對GDP的比率也會降低。


  分析師絕對不會只看公司的債務，他們會檢視資產負債表的兩邊，既看資產，也看負債。我敦促大家以同樣方式看待美國政府，克服對縮減赤字的迷信。


  如果我們做不到這件事，還有一種效果稍差但仍然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創造就業。經濟學家早就發現，以平衡的方式同時增加支出和稅收可以提高GDP。每增加一元稅收和消費可促成的GDP增幅，便是所謂的「平衡預算乘數」（balanced-budget multiplier）。


  如果增稅方案設計得當，如針對高所得美國人和不在美國投資的公司增稅，又或是填補租稅漏洞，而且採取以投資為主的明智支出方案，則平衡預算乘數估計介於二至三之間。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求拿走全美約二五％所得的頂層一％美國人多繳一點稅，又或者只是承擔公平的稅負。把額外的稅收拿來投資，就可以顯著提振產出和就業。而因為未來的經濟成長會增強，負債對GDP的比率也可以降低。


  如果我們可以正確測量產出，還有一些稅可以真的改善經濟效率和生活品質，對國家的產出有更大的提振作用。我在擔任經濟表現與社會進步國際測量委員會主席時曾經辨明現行經濟測量系統的一些重大缺陷。


  經濟學當中有個基本原理：針對產生負外部性的壞事課稅，好過針對好事課稅。這暗示我們應該針對產生汙染的活動，以及導致經濟動盪的金融交易課稅。政府還有其他方法可以增加收入，例如以更好的方法拍賣國家的天然資源。


  如果因為某些原因無法執行上述措施來增加政府收入，我們仍有其他空間可以操作，不過沒有經濟理由不做這件事。即使在現行預算架構內，政府還是可以改變租稅和支出方案的設計。


  例如對頂層增稅並為底層減稅可以提振消費支出。對不在美國投資的公司增稅，並為在美國投資的公司減稅可以促進投資。各類支出的財政乘數，也就是每一元支出可以產生的GDP增幅，顯著有別，例如對外戰爭支出的財政乘數便遠低於教育支出。因此，調整財政支出可以刺激經濟。


  在預算之外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政府對銀行業者有一定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紓困下，銀行對政府欠下巨債。政府藉由某些賞罰措施，可以鼓勵銀行增加對中小企業的放款，並安排更多房貸重整。我們對房貸戶的援助這麼少是不可原諒的，只要房貸戶被取消贖回房屋權力的個案繼續快速增加，房地產市場將繼續欲振乏力。


  銀行業者反競爭的信用卡經營方式，等同對每一筆交易課稅，但這種稅收只是落入銀行的口袋，對公眾全無好處，對降低國家的負債也沒有好處。對銀行業較有力地執行反托拉斯法，對許多小企業也將是好事。


  簡而言之，我們還有彈藥可用。我們的困境不在於經濟學的問題。理論和實際經驗均顯示，我們仍有強勁的手段可用。當然，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確實限制我們可以做的事。但即使在這些限制之內，我們仍然可以創造就業並擴大產出規模，同時壓低負債對GDP的比率。


  要重振經濟、恢復繁榮，我們必須做一些事。不論選擇什麼步驟，全部是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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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公平正阻礙經濟復甦[1]


  
    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夕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歐巴馬連任美國總統，此事有如一次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編注：用來判斷個人性格的測驗），可以有很多解讀方式。在這次選舉中，兩大陣營辯論一些我深感憂慮的議題，例如美國經濟看來正深深陷入長期萎靡的狀態，以及頂層一％與底層九九％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不只是分配結果不公平，機會也不公平。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的兩個面向：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內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不公平加劇與復甦乏力緊密相關，但政界議論相關問題時，往往把它們當作兩個獨立的現象。不公平扼殺、阻礙和抑制經濟成長。連傾向自由市場立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在（二○一二年）十月的專題中表示，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和性質對國家構成嚴重的威脅。我們理應知道有些事情出現可怕的錯誤。但四十年來不公平不斷擴大，而且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之後，我們仍然無所作為。


  中產階級弱化，撐不起消費內需


  有四大原因使不公平扼殺復甦。最直接的原因是中產階級太弱，撐不起向來推動美國經濟成長的消費支出。二○一○年，收入最高的一％美國人拿走九三％美國所得成長，而中產階級家庭經通膨調整的家庭所得低於一九九六年的水準，他們最可能把所得花掉而不是存起來，某個意義上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危機前十年的經濟成長是不可持續的，它仰賴底層八○％的人花掉他們一一○％的收入。


  第二，中產階級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逐漸空洞化，這趨勢只有在一九九○年代曾短暫中斷。他們無法藉由投資自己和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藉由創業和改進既有業務來投資在自己的前途上。


  第三，中產階級的虛弱正阻礙稅收成長，尤其是因為頂層非常擅長避稅和遊說華府為他們提供租稅減免。最近政府把年所得超過四十萬美元和家庭年所得超過四十五萬美元的邊際所得稅率恢復到柯林頓時代的水準，但這種溫吞措施對改變大局毫無作用。華爾街投機所得的稅率遠低於其他類型所得。低稅收意味著政府沒有能力做一些對恢復長期經濟活力至關緊要的投資，例如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醫療的關鍵投資。


  第四，不公平與景氣波動更頻繁和劇烈有關，這種波動使經濟變得比較動盪和脆弱。雖然不公平並未直接導致危機，但美國上一次出現如此嚴重的所得和財富不公平已經是一九二○年代末的事，結果造成股市崩盤和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指出，經濟不穩定與經濟不公平之間有系統關係，但美國的領袖仍未吸取這個教訓。


  我們向來認為任何人只要有才能而且努力工作，都可以成功。嚴重加劇的不公平違背這種理想，因為這意味著生在貧窮家庭的人很可能永遠無法充分發揮潛力。加拿大、法國、德國和瑞典等富裕國家兒童的成就超越父母的機會比美國兒童多。我們超過五分之一的兒童過著貧困的生活，在所有先進經濟體當中是第二差，比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希臘等國家還差。


  我們的社會正在浪費它最寶貴的資源：我們的年輕人。吸引世人移民美國的美好生活夢想，正因為所得和財富分配日趨懸殊而遭摧毀。托克維爾一八三○年代觀察到，美國人本質上非常重視公平，他如果知道現今的情況，相信會震驚不已。


  失業率大增，壓低薪資


  即使我們可以忽略經濟考量來修正不公平的問題，不公平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活的破壞也足以令我們擔憂。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不公平，而且破壞我們的決策程序。


  儘管歐巴馬表示有決心幫助所有美國人，經濟衰退和當局的應對方式產生的後遺症已經令情況大大惡化。政府的紓困資金二○○九年大量湧入銀行，失業率在十月急升至一○％。目前七．八％的失業率數字看來不錯，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退出勞動市場或選擇不就業，又或者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而勉強接受兼職工作。


  高失業率當然會壓低薪資。經通膨調整的實質薪資出現停滯或萎縮，典型的男性勞工二○一一年的所得是三萬兩千九百八十六美元，比一九六八年三萬三千八百八十美元還低。稅收萎縮已經迫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縮減對中低階層至關緊要的服務。


  多數美國人最重要的資產是房子，而隨著房價大跌，家庭財富也大幅萎縮，尤其是很多人因為拿房子抵押借了很多錢，陷入負債超過資產的負淨值狀態，家庭財富中位數從二○○七年的十二萬六千四百美元大跌近四○％，來到二○一○年的七萬七千三百美元，隨後僅小幅回升。自大衰退開始以來，美國的財富成長大部分落入最富有的極少數人手中。


  在所得停滯或萎縮的同時，學費大漲。在美國，向上流動唯一比較有把握的方法是接受高等教育，而負擔高等教育學費的主要方式是貸款。學貸餘額在二○一○年首度超過信用卡債務，如今高達一兆美元。


  學貸幾乎不可能豁免，即使宣布破產也不行。如果孩子不幸死亡，共同承擔學貸的家長也未必可以卸下債務。即使以營利為目的、由剝削的金融家擁有的學校以誤導的承諾引誘學生入學，提供品質低劣的教育服務，使學生畢業後未能找到像樣的工作，但學貸仍然必須償還。


  我們並非只能為銀行大量注資，我們其實可以嘗試藉由援助中低階層重建經濟。我們可以幫助房貸超過房屋市值的「負淨值」房貸戶重新開始，辦法是豁免部分房貸本金，而如果房價回升，銀行可以分享房價漲幅。


  我們應該認識到，年輕人如果長時間失業，技能會退化。我們其實可以確保所有年輕人不是在學便是就業，再不然便是正在接受職業培訓，但我們卻容許青年失業率高漲至全國失業率的兩倍。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大學或研究所而不必背負重債，又或者做無薪的實習工作以便美化履歷，中低階層的孩子卻不能這麼做，其實我們正在播下不公平進一步擴大的種子。


  塑造市場力量壓低不公平


  對此有責任的當然並非只是歐巴馬政府。小布希總統二○○一和二○○三年大幅減稅，而且為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耗費數兆美元，導致國庫空虛，同時擴大貧富鴻溝。他所屬的共和黨忽然間很重視財政紀律，堅持維持有錢人的低稅負，同時大砍窮人仰賴的服務，實在是虛偽到極點。


  人們為不公平提出種種藉口。有人說這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科技革命和其他國家崛起等市場力量導致的。還有人聲稱，如果我們試圖減輕不公平，將會損害本已疲軟的經濟成長動力，導致所有人的境況變差，這些都是出於自利考量的無知謬論。


  市場力量並非孤立存在，我們其實可以塑造這些力量。其他國家，例如經濟快速成長的巴西，藉由塑造市場力量壓低不公平，同時創造出更多機會和較快速的經濟成長。比我們窮得多的一些國家也決定為所有年輕人提供必要的食物、教育和醫療，以便他們可以實踐抱負。


  我們的法律架構和執法方式使金融業有較大的濫權空間，使企業高層享有不合理的高薪，使各種集團得以不公平地利用它們的高度集權謀利。


  沒錯，市場認為某些技能比較有價值，擁有這些技能的人因此享有較高的收入。沒錯，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導致一些優質製造業工作流失，而且可能就此消失。全球製造業就業人口正在縮減，因為生產力大幅上升，而美國的製造業新工作比例很可能愈來愈小。如果我們成功「挽救」這些工作，唯一的辦法可能是將比較高薪的工作變成低薪工作，而這絕非長遠之計。


  全球化與各國以不平衡的方式追逐全球化，削弱勞工的議價能力，企業可以威脅遷往其他國家，尤其當稅法非常照顧這種外資的時候。這削弱工會的力量，雖然工會有時是經濟僵化的一項原因，但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應變最有效的國家，例如德國和瑞典，其實都是有強健工會和有力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


  隨著歐巴馬展開第二任期，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如果沒有直接處理不公平的政策，美國將不能快速且有意義地復甦。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政策，至少應該包括可觀的教育投資、累進程度較高的稅制，以及對金融投機活動課稅。


  好消息是，我們的思考框架已經改變。以前我們會問：為了多一些公平和機會，我們願意犧牲多少經濟成長？現在我們認識到，我們正為嚴重的不公平付出高昂的代價，而減輕不公平和促進經濟成長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目標。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領導人，都應該鼓起勇氣，以長遠的眼光去處理這個困擾我們已久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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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業經[1]


  
    要使經濟恢復常態，我們必須開展一個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藉此提升未來多年的生產力，並提高目前的就業率。

  


  房市泡沫破滅至今已將近五年，經濟開始衰退也已經是四年前的事。美國的工作比四年前少了六百六十萬個。約兩千三百萬美國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找不到。失業者接近一半是長期失業。薪資正在下跌，典型美國家庭的實質所得如今比一九九七年還低。


  我們二○○八年就知道這次危機很嚴重，我們知道「壞人」是美國的大銀行，它們的惡意放款和不顧後果的賭博令美國瀕臨崩潰。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宣稱我們必須拯救銀行業，因為只有無限和無條件地提供資金給銀行，經濟才能復甦。我們這麼做不是因為我們熱愛銀行，而是因為政府宣稱，我們不能沒有銀行提供的貸款。許多人，尤其是金融業人士宣稱，以有力、堅決和慷慨的行動拯救銀行、銀行的管理階層、股東和債權人，將可令經濟回到危機前的常態。在此同時，規模不大的短期刺激方案將足以支撐經濟，直到銀行業復元。


  銀行獲得的紓困資金有些被用來支付獎金，極少數用於放款。經濟並沒有真正復甦，產出相對於危機前幾無成長，就業情況相當慘淡。政府對局勢的診斷和開出的藥方都是錯誤的。首先，假定只要我們對銀行業者夠好，他們便會改過向善、開始放款，這顯然是錯的。當局實際上是對我們說：「不要對銀行設定條件，要求它們與房貸戶協商財務重整或在取消房子贖回權力時誠實一些，不要強迫它們利用資金放款，這種干預將擾亂我們微妙的市場。」結果銀行管理階層優先照顧自己，照他們習慣的方式行事。


  即使我們完全修復銀行體系，我們仍將深陷困境。二○○七年看似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但那離天堂還很遙遠。沒錯，當時美國有很多值得自豪的東西，例如資訊科技業者正在領導一場技術革命。但是，當時多數美國勞工的所得仍未回到經濟衰退前的水準。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只是靠增加舉債在支撐，債務多到讓美國的儲蓄率降至接近零，但「零儲蓄」其實不能反映真正的情況，因為有錢人總是可以把收入相當可觀的一部分存起來，他們的儲蓄是正數，因此，整個國家的儲蓄接近零，意味著其他人的儲蓄一定是負數。（真實情況是：根據我的哥倫比亞大學同事格林華的研究，在衰退之前的數年裡，美國底層八○％人口的支出相當於他們收入的一一○％左右。）之所以能承擔這種程度的負債，是拜房市泡沫所賜，這泡沫是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和柏南克透過低利率和監理上的不作為創造出來的，而且他們連既有的監理手段也不用。我們現在已經知道，這使銀行以虛假的價值評估抵押的房屋，讓民眾取得貸款。


  事實是，危機爆發前的數年間，經濟根本就很虛弱，是靠房市泡沫和由此衍生不可持續的消費在支撐。如果沒有這種支撐力量，失業率將相當高。認為修復銀行體系就足以令經濟復元是十分荒謬的。使經濟恢復「以前的狀態」，完全沒有觸及根本的問題。


  我們正經歷的創傷很像八十年前大蕭條時期的類似情況。當年我們面臨銀行體系的崩潰，現在也是。當年銀行體系崩潰某個程度上是深層問題造成的，現在也是。即使我們正確地處理金融業嚴重失靈的創傷，經濟要完全復元至少需要十年以上。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我們必須忍受長期的經濟萎靡。如果我們處理的方式不正確，就像最近這樣，則長期萎靡將持續更久，產生與大蕭條類似的不幸。


  在美國歷史上，上一次出現經濟衰退四年後還有超過八％的失業率，就是大蕭條時期。衰退四年後的經濟產出仍無法顯著超過衰退開始前的水準則是過去六十年不曾有過的事。本次衰退開始以來，非軍職就業人口比例的跌幅是二戰之後任何一次衰退跌幅的兩倍以上。因此，經濟學家開始分析本次衰退與大蕭條的異同一點也不意外。不過，要吸取正確的教訓並不容易。


  大蕭條的錯誤教訓


  許多人認為大蕭條主要是因為聯準會過度緊縮貨幣供給所致。致力研究大蕭條的柏南克公開表示，這是他從大蕭條中學到的主要教訓，也是積極採取寬鬆貨幣政策的原因。他的寬鬆措施真的非常積極。自二○○八年起，聯準會的資產規模先是倍增，然後再增加至寬鬆措施開始時的三倍，如今高達兩兆八千億美元。聯準會這麼做或許成功拯救了銀行業，但並沒有拯救美國經濟。


  最近的現實不但令聯準會信譽受損，還使有關大蕭條起因的一種傳統說法備受質疑，這個說法認為聯準會緊縮貨幣導致大蕭條，如果當年增加貨幣供給，也就是像聯準會最近的做法，美國經濟將可避免那麼嚴重的蕭條。經濟學很難像自然科學可以用實驗來檢驗各種假說。不過，從聯準會近年如此積極擴張貨幣仍未能有效對抗經濟衰退來看，貨幣政策是一九三○年代大蕭條禍首這個說法可以休矣。問題不在於貨幣政策，當年也不是。問題在於所謂的實體經濟，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擁有的工作類型、需要的工作類型，以及正在失去的工作類型，以及想要的勞工類型，以及我們不知如何運用的勞工類型。實體經濟數十年來處於痛苦的轉型狀態，而我們從未直接面對轉型造成的失調現象。長期萎靡的背後是一場實體經濟危機，一如當年的大蕭條。


  最近數年，格林華和我努力研究，希望提出解釋大蕭條的另一套理論，以及針對當前經濟難題的另一套分析。我們認為一九三○年代的金融危機主要不是金融體系內爆造成的，而是源自經濟的根本弱點。銀行體系崩潰的高潮出現在一九三三年，此時大蕭條已經開始很久，而且失業率也飆升已久。美國失業率一九三一年已升至一六％左右，一九三二年更是達到二三％。「胡佛村」（Hoovervilles）貧民窟在全美國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大蕭條的根本原因是實體經濟的結構變化，農產品價格和務農所得普遍下跌，而這是我們一般視為好事的生產力成長造成的。


  結構轉型的陣痛


  大蕭條開始時，超過五分之一的美國人在農場工作。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二年間，這些人的收入萎縮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加重農民多年來面對的問題。當年農業是自身成就的受害者。一九○○年，美國要投入很大部分的勞動力才能生產足夠的糧食滿足全國需求。然後一場農業革命席捲整個美國，種子、肥料和種植方式均大有進步，而且農場普遍機械化。如今美國只需要投入二％的人口，便能滿足全國糧食需求還有剩餘。


  但是，這種轉變也意味著農場的工作和生計遭受大量摧毀。因為生產力快速成長，產出的成長速度超過需求，農產品價格因此大跌。這是務農所得快速下跌最重要的原因。一如現在的勞工，當年的農夫以大量借貸來維持生活水準和生產活動。因為農夫和往來銀行都沒有預期到農產品價格跌勢如此凶猛，信貸緊縮很快發生。農夫根本無法償還貸款，金融業捲入務農所得下滑的旋渦。


  城市也無法置身事外，實際上是深受牽連。因為農村所得大跌，農民可以用來購買工業製品的錢愈來愈少。製造業者被迫裁員，導致農產品的需求萎縮，進一步壓低價格，這種惡性循環很快便影響整個美國的經濟。


  所得萎縮時，房屋等資產的價值也往往隨之下跌。農民困在衰落的產業和蕭條的農村。所得和財富萎縮使農民更難遷往城市，而城市的高失業率也降低移居城市的吸引力。在整個一九三○年代，儘管務農所得重挫，整體而言很少人遷離農村。在此同時，農民繼續生產，有時還努力增產以求彌補價格下跌的損失。從個體農戶來看這是有道理的，但整體而言是行不通的，因為產出增加只會進一步壓低農產品的價格。


  考慮到務農所得跌幅之大，「新政」（New Deal）本身無法讓危機結束並不奇怪。新政規模太小，而且許多項目很快就放棄。到了一九三七年，小羅斯福總統對赤字鷹派讓步，縮減經濟刺激方案，這是災難性的錯誤。在此同時，財政窘迫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如最近的情況被迫裁員。銀行業危機無疑加重一切問題，延長並加深衰退。但是，任何有關金融亂局的分析都必須從是什麼引發連鎖反應說起。


  小羅斯福總統藉由「農業調整法案」（Agriculture Adjustment Act）推動農業減產，藉此提高農產品的價格，這可能稍微改善情況。但是，美國要到政府備戰世界大戰讓支出飆升才真正開始擺脫大蕭條。掌握這個簡單事實非常重要。當年經濟復甦，是拜政府支出大增所賜，這是凱因斯式的刺激措施，而非因為當局修正貨幣政策或是銀行體系復元。當然，如果當年政府增加的支出投資在教育、科技和基礎設施上，而不是用在戰爭，美國經濟的長期前景會更好。但即使如此，強勁的公共支出仍抵銷民間支出疲軟的影響還有剩餘。


  政府支出無意中解決經濟的根本問題，它促成必要的經濟結構轉型，令美國決定性地從農業轉向製造業，尤其是美國南部。美國人往往對「產業政策」這種名詞十分敏感，但戰爭支出正是一種產業政策，它永遠改變美國經濟的性質。城市裡的製造業創造出大量工作，成功促成大量人口脫離農業。糧食的供給和需求再度恢復平衡，農產品價格開始上漲。城市的新居民獲得城市生活和工廠技能的訓練，而戰爭結束後，「美國軍人權利法案」確保退伍軍人在現代工業社會有必要的技能可以成功發展。在此同時，原本困在農村的大量過剩勞動力基本上完全消失了。這過程既漫長又非常痛苦，但經濟困難的根源解決了。


  薪資下跌加重危機


  大蕭條和最近的長期萎靡起因大有相似之處。當年美國經濟是從農業過渡至製造業，現在我們則是從製造業過渡至服務業。製造業工作劇烈減少，六十年前約三分之一的勞工從事製造業，如今則不到十分之一。最近十年減少的趨勢顯著加劇。製造業就業萎縮有兩個原因，一是生產力成長，當年這個因素徹底改變農業，迫使多數美國農民尋找農業以外的工作；另一個因素是全球化，數百萬個工作流到海外，流向低薪國家或較積極投資在基礎設施或科技的國家。（如格林華指出，一九九○年代多數是因為生產力成長而流失工作，主要並不是因為全球化。）無論具體原因為何，無可避免的結果恰恰與八十年前相同：所得和工作減少。在俄亥俄州揚斯敦市（Youngstown）、阿拉巴馬州伯明翰市（Birmingham）、印第安納州加里市和密西根州底特律市，數百萬工廠工人如今找不到工作，他們就像大蕭條時期無法再靠務農維生的大量農民。


  這當然嚴重影響消費支出和經濟的根本體質，許多人因此承受的可怕傷害更不在話下，但我們曾得以短暫忽略這些後果。有段時期，房屋和信貸市場的泡沫衍生人為的需求，進而在金融和營建業創造出一些工作，掩蓋問題。這種泡沫甚至令勞工忘了自己的所得正在下跌。他們看到房價飆漲，投資在股市的退休金儲蓄也強勁升值，於是為夢想不到的財富興奮不已。但是，靠泡沫創造出來的工作只是臨時的。


  主流的總體經濟學家宣稱，經濟衰退時真正可怕的不是薪資下跌，而是薪資僵固，如果薪資可以比較有彈性，也就是可以向下調整，衰退將可自我糾正！但是這個說法在大蕭條時期是錯誤的，在現在也是錯的。實際情況恰恰相反，薪資和所得下跌會削弱需求，令經濟變得更加疲弱。


  在金融、房地產、醫療和教育這四大服務業中，前兩個產業在本次危機爆發前處於過度膨脹的狀態，至於醫療和教育產業則是向來獲得政府大力援助。但是，政府所有的緊縮政策，也就是因應經濟衰退大砍預算，已對教育產業造成特別沉重的打擊，整個公部門其實也因此嚴重受創。最近四年來，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有近七十萬個工作消失，情況很像大蕭條時期。一如一九三七年，目前也有赤字鷹派要求政府平衡預算、削減愈來愈多支出。政府理應促成無法避免的經濟結構轉型，投資在適當的人力資本、科技和基礎設施上，帶領我們走向未來。可是政府退縮了。當前的策略只會產生一種結果：經濟長期萎縮的狀態完全不必要地延長和加深。


  加大公共投資救經濟


  我們可以從上述簡史中得出兩個結論。第一個是經濟無法自行復元，至少無法在一般民眾免受嚴重傷害的時間內復元。沒錯，那些因為房貸違約而遭銀行沒收的房子最終會有其他人入住，又或者被拆掉。價格會跌到某個穩定的點，甚至開始回升。美國人也將調整適應較低的生活水準，因為他們必須努力償還重債，生活水準將比量入為出的情況差一些。但是，經濟衰退的傷害將是巨大的。美國機會之地的形象已經嚴重受挫，長期失業的年輕人變得離群索居。要幫助當中多數人投入有益的工作將會愈來愈困難。現今發生的事將在他們身上留下終身的創傷。只要駕車經過中西部的工業河谷、北美大平原的小鎮或南部的製造業中心，你就能看到不可逆轉的衰敗景象。


  貨幣政策將無法幫助我們擺脫這種困境。柏南克已經承認這一點，雖然承認得太晚了。聯準會因為助長房市泡沫、促成不可持續的消費熱潮，但即使它想減輕政策失誤的後果，如今什麼也做不了。如果聯準會中有人感到愧疚我能理解，如果有人相信貨幣政策將能振興經濟，那他將會非常失望。這種想法會令我們分心，而且相當危險。


  我們必須做的是開展一個大規模的投資計劃，藉此提升未來多年的生產力，並提高目前的就業率，就像八十年前的意外作法。這種公共投資會促成的GDP復原，並提升民間投資的報酬。公共投資可以著重在改善生活品質和實質生產力，不像金融業等民間投資製造出金融界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如果沒有世界大戰的動員力量，我們可以完成這件事嗎？或許不行。不過在某個意義上有個好消息是，美國數十年來在基礎設施、科技和教育方面投資不足，因此現在增加投資可以獲得相當高的報酬，而且目前資金的成本正處於空前的低點。如果我們現在要舉債替高報酬的投資融資，我們的負債對GDP的比率未來將可顯著改善，這是衡量債務可持續程度的常用指標。如果我們同時增稅，例如對所得最高的一％家庭增稅，我們的債務可持續程度將可進一步改善。


  即使聯準會未來多年仍維持零利率，民間部門不會自己推動我們需要的大規模結構轉型，也無法完成這件事。唯一的辦法是靠政府推出刺激方案，致力創造新的經濟模式而非保護舊模式。我們必須減少仰賴製造業，大力發展有強勁需求的服務業，並促進可提升生活水準的活動，而非做那些增加風險和加重不公平的事。就此而言，我們有很多高報酬的投資機會。教育是一個關鍵領域，因為受過良好教育的國民是經濟成長的根本驅動力。基礎研究也需要支持，政府之前數十年的投資對促進經濟成長大有幫助，例如發展網路和生物科技。如果不投資在基礎研究上，下一波創新可以仰賴什麼？在此同時，各州無疑可以利用聯邦政府的援助解決預算赤字問題。如果經濟成長必須維持目前消耗資源的速度，我們的經濟不可能會長期成長。因此，資助相關研究、雇用技術專家並以各種方式減少能源生產的汙染並提升效率，不但可以幫助我們擺脫經濟衰退，還能奠定未來數十年的強健經濟。最後，我們破舊的基礎設施，從道路、鐵路到水壩和發電廠，提供許多有利可圖的投資良機。


  第二個結論是，如果我們希望維持某種「正常狀態」，我們必須整治好金融體系。如前所述，金融業內爆可能不是近年危機的根本原因，但這無疑會令情況惡化，而且構成長期復甦的障礙。在任何經濟體中，中小企業，尤其是新的中小企業，都是異常重要的就業創造者，而它們近年來受到特別嚴重的打擊。我們必須設法令銀行退出危險的投機活動，回歸乏味的放款業務。但我們仍沒有整治好金融體系。我們只是為銀行業者無條件大量注資，不對它們設限，也沒有想好我們想要和需要怎樣的銀行體系。簡而言之，我們混淆了目的和手段。銀行體系理應服務社會，而不是反過來。


  我們必須忍受這種混淆目的和手段的做法，由此看來，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方向讓人非常不安。美國人正普遍開始明白發生了什麼事。在「占領華爾街」運動的刺激下，美國各地的抗爭者已經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原文The Book of Jobs發表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2年1月號[image: 返回]

  


  豐盛時代的匱乏[1]


  
    我們必須反省經濟成長的根源。如果經濟成長的基礎不是房地產或金融投機，那就應該讓資本利得稅率至少與一般所得稅率一樣高。

  


  在世界各地，針對食物和燃料價格高漲的抗議正愈演愈烈。隨著全球經濟開始放緩，窮人、甚至中產階級正發現他們的所得縮水。從政者希望回應選民的正當訴求，但不知該怎麼做。


  在美國，希拉蕊和馬侃（John McCain）均選擇較輕鬆的方案，支持暫停課徵汽油稅，至少在夏季期間暫停。只有歐巴馬堅持立場，抵制這個建議，因為暫停課稅只會助長汽油的需求，進而抵銷減稅的作用。


  但是，如果希拉蕊和馬侃都錯了，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們不能對受苦者的訴求無動於衷。美國中產階級的實質所得仍未回到上次經濟衰退前的一九九一年水準。


  小布希當選總統時，宣稱替有錢人減稅可以治好所有的經濟病痛，因為減稅會促進經濟成長，而好處將下滲並惠及全民。這種政策在歐洲和其他地方也流行起來，但卻失敗。減稅理應促進儲蓄，但美國的家庭儲蓄大跌至零。減稅理應促進就業，但勞動參與率如今比一九九○年代低。經濟確實有一些成長，但受惠的只有頂層的極少數人。生產力也成長一段時間，但不是拜華爾街的金融創新所賜。業者創造出來的金融商品並未幫助我們管理風險，而是導致風險增加。這些金融商品非常複雜和不透明，以致華爾街和信用評等機構都無法適當評估它們。在此同時，金融業未能創造出可以幫助一般人管理風險的產品，包括管理失去房屋的風險。數百萬美國人很可能失去房子，並因此損失畢生積蓄。


  美國的核心成就是科技發達，而矽谷就是象徵。諷刺的是，在房市泡沫的鼎盛時期，從經濟成長中獲得最豐厚報酬的並非促成科技進步、造就經濟成長的科學家，或是提供資本的創投公司。相對於深深吸引多數金融市場參與者的那些遊戲，實質投資產生的報酬相形見絀。


  我們必須反省經濟成長的根源。如果經濟成長的基礎是科技進步而非房地產或金融投機，我們就應該調整稅制。那些在華爾街賭場靠賭博賺錢的人，所得適用的稅率比靠其他方式賺錢的人低有什麼道理？資本利得稅率至少要與一般所得稅率一樣高。（無論如何，資本利得在租稅方面已經享有重大優惠，因為資本利得要到獲利了結時才需要繳稅。）此外，我們應該對石油和天然氣公司課徵暴利稅。


  考慮到多數國家都出現不公平大幅擴大的情況。針對成功者增稅，幫助在全球化和科技變遷中受挫的人是恰當的，而且或許也有助於紓緩食物和能源價格飆漲造成的緊張情況。像美國這種有食物券計劃的國家，顯然必須提高這種資助的價值，以確保受助者可以維持足夠的營養，沒有這種資助計劃的國家可以考慮引進這種做法。


  今天的危機由兩個因素引發：伊拉克戰爭促使油價上漲，包括使低成本產油區中東變得更不穩定，以及生質燃料開始流行導致食物和能源市場日益融合。各國重視再生能源是好事，但扭曲食物供給的政策則令人擔憂。美國政府補貼玉米乙醇，但主要作用是增加乙醇生產商的獲利而非抑制全球暖化。美國和歐盟的巨額農業補貼削弱開發中國家的農業，在開發中國家，用於改善農業生產力的國際援助太少了。農業發展援助占援助總額的比例曾高達一七％，如今則只有三％，而且一些國際捐助者還要求取消肥料補貼，使得資金短缺的農民更難參與競爭。


  富裕國家必須減少扭曲市場的農業和能源政策（如果無法取消的話），並且幫助最窮的國家提升糧食生產能力。不過，這只是起步而已，原本我們一直把乾淨的水和空氣這兩種最寶貴的資源當作是免費的，只有新的消費和生產模式，也就是新的經濟模式，才能夠處理這個最根本的資源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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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請左轉[1]


  
    如今左派懂得市場，知道市場可以、也應當在經濟中發揮作用。其實我們不必如右派一般，靠著犧牲公平來換取經濟成長。

  


  左派和右派都表示會支持經濟成長。那麼，選民在決定支持哪一方執政時，是否應該把這件事視為不過是選擇不同的管理團隊？


  如果事情這麼簡單就好了！問題是這某個程度上跟運氣有關。美國經濟在一九九○年代很幸運，能源價格低廉，創新速度很快，中國提供的商品價格便宜，品質也一直進步，這一切結合起來，美國經濟享有低通膨和高成長的好日子。


  當年的總統柯林頓和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並沒有什麼功勞可言，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局如果政策拙劣，即使形勢大好，經濟仍可能被搞得一團糟。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能源和食物價格高漲，而且金融體系岌岌可危，很大程度上正是拙劣的政策造成的。


  經濟成長策略確實可以大有差異，而這種差異很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第一種差異攸關我們怎麼看經濟成長。成長不只是GDP增加而已。成長必須可以持續。成長如果是建基在環境退化、靠債務融資的消費狂歡，又或者是不知節制地開採寶貴的天然資源，那將是不可持續的。


  經濟成長也必須是雨露均霑的，至少必須造福多數公民。下滲式經濟學是不可行的，有時候GDP雖然增加了，但多數公民的生活卻變差了。美國最近的經濟成長既非可持續，也不是雨露均霑。目前多數美國人的境況還不如七年前。


  不過，我們不必靠犧牲公平來換取經濟成長。政府可以藉由提高繁榮共享的程度來促進經濟成長。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資源是它的人民。政府因此必須確保所有人都能充分發揮潛力，而這需要全民普及的教育機會。


  現代經濟也需要有人承擔風險。如果有良好的社會安全網，國民會比較願意承擔風險，否則他們可能要求國家保護，免受外國競爭威脅，社會保障比保護主義更有效率。


  如果政府未能促進社會團結，我們可能必須付出其他代價，尤其是公共和民間部門在保護財產和囚禁罪犯方面的支出。據估計，數年之內，美國從事保全業的人數將超過教育業。囚禁犯人一年的費用可能比在哈佛讀書一年的費用還高。美國的囚犯約兩百萬人，進監獄的人口比例高居世界前列，這費用照理該從GDP裡扣掉，而非納入成為一部分。


  左派與右派的第二個重大差異是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作法。左派知道，政府在提供基礎設施和教育、發展科技以至創業方面有關鍵作用。網路和現代生物科技革命的基礎便是美國政府奠定的。在十九世紀，美國政府資助的大學所從事的研究，奠定農業革命的基礎。政府將這些進步帶給數百萬美國農民。小企業貸款對促進創業至關緊要，有時還促成一整個新產業。


  最後一項差異可能顯得怪異，左派如今懂得市場，知道市場可以、也應當在經濟中發揮作用。右派，尤其是美國的右派則不懂。以小布希和錢尼政府為典型的新右派，其實不過是換上新包裝的舊統合主義（old corporatism）。


  他們不是自由主義者，他們認為要有強大的政府，掌握強大的行政權力，但這種權力是用來捍衛既得利益集團，而且他們並不關心市場原則。相關事例很多，包括補貼大型企業農場，以關稅保護鋼鐵業，以及近年動用巨資拯救貝爾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公司。右派的辭令與實際作為長期不一致，保護主義在雷根任內擴大了，措施包括迫使日本實施所謂的汽車出口自願限制。


  相對之下，新左派則正致力幫助市場有效運作。不受約束的市場本身不能好好運作，這結論因為目前的金融災難而變得更有說服力。自由市場論者有時承認市場會失靈，甚至是災難性地失靈，但他們宣稱市場可以「自我修正」。大蕭條時期有人提出類似說法，認為政府什麼都不必做，因為長期而言，市場將使經濟回到充分就業的狀態。但就如凱因斯的名言：長期而言，大家都死了。


  市場無法在有意義的時限內自我修復。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或蕭條時，沒有政府可以坐視不理，即使衰退的起因是銀行業者過度貪婪或證券市場和信用評等機構對風險的判斷出錯。但如果政府要為經濟「住院」的費用埋單，當局就必須有所行動，降低經濟住院的機率。右派的解除管制教條根本是錯的，而我們正在為這種錯誤付出代價。這代價以產出的損失來衡量將非常高，光是美國便可能高達一兆五千萬美元以上。


  右派往往以亞當斯密作為學術根源，但亞當斯密雖然知道市場力量巨大，但也知道市場有其極限。即使在他的年代，企業就發現靠合謀加價來增加獲利比較輕鬆，生產創新產品和提高效率比較辛苦，因此，有力的反托拉斯法確實很重要。


  辦一個派對、短期內取悅所有人很容易，要促成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則困難得多。如今能提出一致計劃的是左派而非右派，這種計劃不但能促進經濟成長，還能帶來社會正義。對選民來說，如何選擇應該不難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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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之謎[1]


  
    藉由Facebook或Twitter保持更好的聯繫確實有價值。但是，這如何能與雷射、電晶體、電腦和人類基因組圖譜的發明相提並論呢？

  


  世界各地對矽谷象徵的技術創新有極大的熱忱。在矽谷迷眼中，美國在這方面的創造力表現出真正的比較優勢，其他國家則努力希望模仿。但我們有一個難解的問題：我們很難在GDP統計中發現這種創新的好處。


  今天的情況與數十年前個人電腦時代剛開始時相似。一九八七年，因為經濟成長的開創性研究榮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梭羅（Robert Solow）感嘆：「電腦時代的跡象隨處可見，但在生產力統計中就是看不到。」這可能有幾方面的原因。


  或許是因為GDP無法真正記錄電腦時代的創新促成的生活水準進步，或許是這種創新的意義不如熱中者想的那麼大，不過這兩種觀點均有一些道理。


  想想數年前雷曼兄弟破產之前，金融業如何為其創新能力自豪不已。金融機構吸引世界各地最聰明的人效力，展現強勁的創新能力似乎是理所當然。但是，仔細審視我們會清楚看到，當年的金融創新主要是發明一些更高明的方法去騙人、操縱市場而且不被逮到（至少維持很長的時間），以及利用市場力量謀利。


  在那段時期，大量資源流向這個「創新」產業，但經濟成長率卻顯著低於以往。即使在最好的時候，這種創新也並未增加生活水準，除了金融界人士以外。而且最終還導致一場嚴重的危機，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完全復元。整體而言，這種「創新」對社會是弊大於利。


  同樣地，之前的網路泡沫也有很多創新，例如出現一些提供狗糧和汽水服務的網站，但至少那個年代還留下一些高效率的搜尋引擎和光纖基礎設施。不過有關線上購物節省的時間，或是因為方便現上比價而讓競爭加劇所節省的金錢如何影響我們的生活水準，其實並不容易評估。


  但是，有兩件事應該是明確的。首先，一項創新的獲利能力很可能無法可靠地反映對生活水準的淨貢獻。在我們贏家通吃型的經濟體中，一名創新者若能開發出一個比過去線上訂購狗糧還好的網站，他可能吸引到全球使用網路訂購狗糧的消費者，因此賺得巨大的利潤。但是，他如果不能提供送貨服務，這些利潤有很大一部分會落入其他人的口袋，這個網站對經濟成長的貢獻其實可能不大。


  此外，如果一項創新導致更多人失業（如銀行自動櫃員機）所造成的社會成本（無論是遭裁員的人所受的痛苦，還是支付失業救濟造成的財政負擔），完全不會反映在創新業者的獲利上。失業風險上升可能會增強人們的不安全感，相關代價同樣不會反映在GDP統計上。同樣重要的是，GDP往往不能準確反映創新對社會福祉的貢獻。


  在簡單世界中，如果創新只是降低生產某些商品的成本，例如汽車，那創新的價值不難估算。但是如果創新影響汽車的品質，要評估創新的價值便會困難得多。這個問題在其他領域更明顯，例如醫學進步提高心臟手術的成功機率，使預期壽命和生活品質顯著提升，我們如何才能準確評估這種技術進步的價值？


  但是，我們很難避免以下的不安感覺：待一切塵埃落定時，我們可能會發現，最近的科技創新對生活水準長期提升的貢獻遠低於熱心者宣稱。我們動用許多人才，殫精竭慮設法發揮廣告和行銷支出的最大效益，吸引顧客購買新產品，尤其是有錢人。但如果我們可以有較多富有創造力的人才投入基礎研究或可能產生新產品的應用研究，我們的生活水準或許能得到更大的改善。


  藉由Facebook或Twitter保持更好的聯繫確實有價值。但這些創新發明如何與衍生大量新產品、引發巨變的發明，如雷射、電晶體、電腦和人類基因組圖譜相提並論呢？


  當然，我們有理由鬆一口氣。雖然我們可能不清楚近年來的技術創新對我們的福祉有多大的貢獻，但至少我們知道，它們的影響是正面的，不像金融創新。


  
    	本文The Innovation Enigma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3月9日[image: 返回]

  


  後記


  本書最後一篇比較特別：它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訪談。我在其中回應保守派的一種說法：有錢人是就業的淨創造者。根據這種觀點，從有錢人身上拿走一些錢，甚至只是迫使有錢人承擔公平的稅負，都會產生不良後果，損害一般美國人。這不過是老套的下滲式經濟學二十一世紀新版，只是替社會不公平辯護的一種說辭。


  我認為下滲式經濟學完全錯誤。環顧全球，只要有足夠的需求，並具備取得資金與基礎設施等先決條件，創造力和創業精神是非常充沛的。就此而言，真正的「就業創造者」是消費者。美國和歐洲經濟體創造不出工作，正是因為所得停滯導致需求也停滯。事實上，本書付梓時，許多歐洲國家的薪資低於危機爆發時的水準；而如我一再指出，典型美國家庭的所得比四分之一個世紀前還低。難怪需求一直停滯。


  《浮華世界》的編輯還問我一些問題：不公平加劇可以追溯到哪一年？而原因於什麼？這是我在美國各地經常聽到的問題。我的答案與其他學者的發現一致，大致可以追溯到雷根開始執政的時候。雷根總統的某些作為促使不公平擴大，包括大大造福有錢人的一些租稅改革。不過，我們的眼光也必須開闊一點，如皮凱提在書中指出，許多已開發國家的不公平差不多也是在這時候開始擴大。那些反映一九八○年代時代精神的「改革」，影響一個又一個國家，這些改革包括降低最高稅率和金融市場自由化。


  因此，我們在本書的結尾呼應一開始提出的主題：我們的不公平，也就是已經出現的極端情況，以及它呈現的種種形式，並非無可避免，它不是無法改變的經濟或物理定律造成的，它源自於我們的抉擇和政策，而這一切又是政治運作的結果。我們已經為這種不公平付出高昂的代價，最近十年間，經歷金融和經濟危機的醞釀、爆發和餘波，我們對這種代價的感受至為強烈。除非我們改變造成這一切的政策，否則我們還將付出愈來愈大的代價。


  頂層一％可以促進創新的謬論[1]


  墨菲問（之後簡稱問）：你的新書《不公平的代價》談到的歷史和地域範圍很廣。回顧美國歷史，你認為哪些時期在漠視不公平擴大這件事上，最像我們當前的年代？


  史迪格里茲（之後簡稱答）：我想到兩段時期：十九世紀末的「鍍金時代」，以及一九二○年代的繁榮期。這兩段時期均出現相當嚴重的不公平和腐敗，包括政治程序的腐敗，例如一九二○年代初惡名昭彰的茶壺山醜聞案（Teapot Dome Scandal；譯注：美國內政部長接受石油公司賄賂的醜聞）。事實上，直到二○○五年，美國的所得不公平不曾達到一九二○年代的水準。當然，在上述兩段時期發財的人當中，有些對我們的社會有重大貢獻，例如建造鐵路、改變美國的「強盜大亨」，以及將電力帶到美國許多地方的杜克（James B. Duke）。不過，這兩段時期也以投機、不穩定和各種過度現象著稱。


  
    

  


  問：有些人認為極端的不公平不但不是社會出現嚴重問題的跡象，事實上還是值得慶祝的事，例如康諾（Edward Conard）在《經濟復甦的手段，與意外惡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中便提出這種觀點。我想你應該有很多反駁。你認為這種說法的關鍵謬誤在哪裡？


  答：康諾認為不公平擴大是好事，因為隨著有錢人累積更多財富，他們將會投資，進而改善經濟表現。此外，他認為有錢人的財富有力地證明他們對創新有貢獻。如你所言，這種說法有很多問題，多到令人不知從哪裡說起。我就強調三點吧。


  首先，這說法是基於「下滲式經濟學」，也就是認為頂層的人發財可以惠及其他人。但是，我們得到的證據壓倒性地顯示並非如此，多數美國人現在的實質所得還不如近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九七年。


  第二，這說法是基於不公平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謬論，但證據同樣顯示不然。事實一再顯示，不公平會阻礙經濟成長，並且令經濟變得比較不穩定。這些發現都是源自主流研究，甚至並非以激進經濟立場見稱的國際貨幣基金也已經承認不公平對經濟表現有負面影響。


  第三，極度富裕的人並沒有利用他們的財富去承擔風險、促進創新。我們清楚看到，他們常見的做法是利用他們的財富努力「尋租」，藉此取得好處。當一小群人擁有不成比例的巨大財富時，他們會利用自身勢力，尋求政府賦予他們特別待遇。頂級富豪中有一些是靠某種獨占力量，阻止其他人與他們公平競爭，這在歷史上和現在都有。有一些尋租行為導致可怕的資源浪費。尋租者並不創造價值，他們只是利用市場中的特權地位，從既有價值中奪取愈來愈大的一塊。他們扭曲經濟，損害效率和經濟成長。


  經濟成長和創新的真正驅動力量來自新創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尤其是高科技領域公司，而它們的創新往往是以政府資助的研究為基礎。美國目前的問題是頂層太多人不想公平地承擔這些「公共財」成本，很多富豪支付的稅率遠低於比他們窮得多的人。頂級富豪變得更有錢對所有人都有利是一種經濟幻想，美國有些頂級富豪宣傳這種觀點並不令人意外。


  在二○○九至二○一○年的經濟「復甦」中，九三％的所得增加是由頂層一％的美國人得到。目前美國有接近兩千三百萬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未能如願，我不認為康諾可以說服這些人相信這樣的不公平是好事。


  
    

  


  問：如果要找一個關鍵時刻，讓我們從此走上不公平擴大之路，你會選哪一個時刻？而我們的不公平加劇是哪些事件造成的？


  答：要準確找出一個關鍵時刻是很困難的，但雷根當選總統顯然是個轉折點。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我們的經濟成長是多數人分享到成果，而且底層的所得成長快過頂層，這段時間也是美國經濟成長最快速的時期。導致不公平擴大的重要事件則包括政府開始解除對金融業的管制，以及稅制的累進程度開始縮減。解除管制導致經濟過度金融化，情況嚴重到在二○○八年的危機爆發前，金融業獲利占所有企業獲利的四○％。金融業的特徵是頂層的薪酬極度豐厚，而且獲利的方法是剝削中低階層，例如藉由掠奪式放款和離譜的信用卡作業。不幸的是，雷根之後的總統繼續走解除管制的路。他們也延續替頂層減稅的政策，結果是現在最有錢的一％美國人實際所得稅率僅為一五％左右，遠低於所得較低的人。


  雷根任內空服員的罷工行動失敗，往往被視為工會勢力沒落的重要關鍵，而工會勢力衰落則是勞工最近數十年境況很差的原因之一。不過，這當中還有其他原因。雷根推動貿易自由化，而不公平擴大的部分原因在於全球化，以及企業以新技術和外包取代半技術（semiskilled）工作，這可以解釋歐洲和美國均出現不公平加大的現象。不過，美國與眾不同之處是最頂層的人所得驚人成長，尤其是收入最高的○．一％。這些頂級富豪的所得增幅比多數歐洲國家高很多，原因包括雷根的解除管制狂熱，尤其是解除對金融業的管制、競爭法執行太鬆懈，以及美國人比較樂於鑽公司治理法規的漏洞。


  不公平歷來困擾美國。但是，戰後的法規和租稅政策本來使我們走在改善不公平的道路上。雷根年代開始的減稅和解除管制扭轉這個趨勢。納稅和移轉支付之前的所得差異如今顯著擴大（移轉支付是對窮人的援助，例如食物券），而因為政府正減少幫助窮人並且偏袒有錢人，納稅和移轉支付之後的所得不公平甚至出現更嚴重的惡化。


  
    

  


  問：你詳細批評「尋租」活動，你認為尋租與摩根大通最近的驚人虧損有關嗎？


  答：摩根大通（J.P. Morgan）最近公布的巨幅虧損顯示，我們仍未能有效遏止銀行業者的過分行為，我們仍未解決造成危機的問題。透明度仍然不足，掠奪式放款和不顧後果的行為仍然存在，而納稅人也仍然面臨危險。我們至今未能改革金融業，這顯然是尋租活動造成的。我們延續這樣的體制，獲利由業者私享，虧損則由社會集體承受，結果是銀行業者獲得巨額補貼，而這些補貼往往是隱性的。


  金融業利用它與政府間的旋轉門，先削弱管制業者的法規，然後在法規的效力變得顯然不足之後，阻止政府引進有足夠效力的新法規。拜尋租活動所賜，我們的監理體制有明顯的缺陷。銀行利用影響力獲得特殊待遇，包括紓困援助。銀行業者看到，如果它們因為虧損而瀕臨破產，美國納稅人將伸出援手，提供成本低廉的資金（直接注資、零利率、支撐房貸市場，以及替美國國際集團還債等等）。它們就是這樣從我們身上榨取「租金」。這些租金然後被用來支付銀行股東股息和發給管理階層「獎金」。許多美國人憤怒的是，那些令銀行瀕臨破產的人還可以拿到獎金。聯準會以近乎零利率借錢給銀行，銀行只要買進長期公債便能輕易賺到錢，但儘管如此，銀行業者仍然獲得獎金，好像銀行賺錢全靠他們努力工作或才智過人似的。


  
    

  


  問：你在書中提出一些政策措施，認為如果付諸實行，假以時日就能糾正不公平問題。如果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實行，你會選擇哪一項？為什麼？如果可以再選一項，你會選擇哪一項？


  答：根本就沒有單一的靈丹妙藥，部分原因在於美國的不公平問題有許多不同部分：頂層的所得和財富已經到了很極端的水準、中產階級正在空洞化、底層的貧窮人口則愈來愈多。每一部分都各有原因，需要對應的方法。


  令我最不安的是美國已經不再是機會之地，底層的人晉升中產階級或頂層的機會甚至遠低於老歐洲國家，事實是低於所有有資料的先進工業國家。假以時日，這種機會不公平將導致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甚至可能衍生一種世襲的財閥統治。因此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措施是確保所有人都能獲得優質教育。在此同時，改善教育將有助美國人在愈來愈競爭的全球市場中與其他國家的人競爭。


  我在《不公平的代價》中提出的政策建議，直接源自我對不公平的根源診斷：頂層的問題源自過度的金融化、公司治理上的濫權導致企業執行長占得不成比例的公司獲利，以及尋租；中層的問題在於工會勢力沒落；底層的問題則是歧視和剝削。建立良好的金融法規、改善公司治理制度，以及利用法律遏止歧視和掠奪式放款，全都有助於糾正不公平。同樣有幫助的還包括可以約束頂層尋租的競選融資和其他政治改革。


  這些措施全都可以減輕稅前所得的不公平程度，但減輕稅後所得的不公平同樣重要。從稅制改革做起可能比較簡單。資本利得可能源自投機活動，而目前資本利得適用的稅率遠低於薪資所得稅率。這種租稅政策不但沒有好理由，還會扭曲經濟，並且令經濟變得更不穩定。有錢人承擔的所得稅率不應該比中產階級還低，這會導致不公平惡化，進一步扭曲我們的政治，並使國家的財政更難恢復強健。對有錢人增稅可以增加稅收，為必要的基礎設施、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公共投資貢獻基金，而且幫助我們的經濟回到正軌，如果方案設計妥善，還可以減輕不公平並促進機會公平。


  
    

  


  問：對於不公平問題為何重要，以及所有人的福祉為何攸關有錢人的利益，頂層一％當中必定有人和你所見略同，他們是誰？


  答：頂層一％當中有很多這樣的人，包括索羅斯和巴菲特。有個名為「愛國富豪」（Patriotic Millionaires）的團體發起對有錢人增稅的請願，數百位富豪已經簽名支持，你可以在patrioticmillionaires.org看到相關資料。他們明白一棟房子裂為兩半是撐不住的；他們明白自己和子孫後代的長遠幸福有賴一個有凝聚力的美國社會，而且這個社會必須對教育、基礎設施和科技有足夠的投資。當中許多富豪是美國夢的實踐者，他們的財富並非繼承得來，而他們希望其他人也能享有他們曾經享有的機會。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他們強烈信奉某些價值觀，巴菲特的生活方式彰顯了這一點，而且他們擔心在愈來愈分裂對立的美國，信奉這些價值觀的人將愈來愈罕見。「愛國富豪」在他們支持「巴菲特條款」（Buffett Rule；譯注：歐巴馬總統二○一一年提出的租稅改革方案，擬對年所得超過一百萬美元的人課徵至少三○％的稅率）的請願書中便寫道：「我們的國家一直對我們很好，提供我們成功的基礎。現在我們希望盡一份力，維持這樣的強健基礎，使其他人也能像我們一樣成功。」


  
    	本文Q&A: Joseph Stiglitz on the Fallacy That the Top 1 Percent Drives Innovation, and Why the Reagan Administration Was America's Inequality Turning Point發表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2年6月5日[image: 返回]

  


  
    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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